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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尔文：罗马书第13章注释
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

 注释：
--------------------------------------------------------------------------------

　　1．人人都当顺服他 保罗在本段经文中特别小心教导基督徒生活方面的态度，似乎是由于当时的环境，使他必须如此行；虽然传福音的事历来与时代发生特别的关系，但是当时更是如此。因为总是有些卤莽的人相信惟有一切属世的权柄被废除之后，基督的国度才得以高举起来；同时又认为若不是脱出了人所给予的压制，就不能享受主给他们的自由。犹太人的心中比其他人更有此种错误，因为他们认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救赎主临世之先，曾多么兴盛，但因救主的来临反倒受外邦人的统治，是莫大的羞辱。使犹太人与统治者隔绝的还有一原因，因为多数掌权者都蔑视敬虔的人，并以绝对敌意的态度来逼迫宗教。因此这些在上执政者，图谋从天上地下惟一的主基督手中将权柄夺去，若我们还是去顺服他们似乎有些不合常理。或许就是为了这些原因，保罗要很小心地来讨论民事法官的权威。他先将一般的戒律说出来，借此可以概括他所要提到的各点，然后再加以解说并证明他所提到的戒律。
　　他称他们为在上有权柄的，因为他们高于别人，但并不是最高的，因为他们并不获有至上的权柄。他们被称为法官，是因他们有权判决案子，处理他们权下的人事。保罗这里的话可以预先阻止人以好奇心所发的问题，就是谁派他们来治理我们。但保罗说，他们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获得此种地位，而是主所委派的。保罗说：人人都当顺服，意思是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免得有人以为自己是例外的，因而不肯顺服。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我们应当顺服掌权者的理由，是因为他们都是神所指派的。假使神的旨意乃是要以这样的秩序来治理世人，所以凡想推翻神秩序的人，就是轻视神的权柄，也就是抗拒神；既是轻视神所设立的政府，也就是轻视神的护理，因此也就是与神为敌。我们更应当知道，政府的权柄是从神而来，但不能说灾疫、荒年、战争以及其他从罪来的刑罚也都是出于神，因为惟有正义的、合法的政府才是神所设立的。虽然独裁的、不义的政府不是神所命定的，但政府的制度却是神所设立来造福人群的。阻止战争既是合理，以及消灭其他灾害也是有益的，所以使徒吩咐我们要自愿地尊敬掌权者的权柄，为的是要使人类得益。人们因罪而受到神的刑罚，并不能说是神所命定的，却是祂所用的方法，为要保持祂所命定的合法秩序。
 2.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

 注释：
--------------------------------------------------------------------------------

　　2．所以抗拒掌权的 因为无人能够抗拒神而不使自己灭亡；保罗在此警告我们，凡在这方面反对神旨意安排的人不能不受刑罚。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不然我们会自讨咒诅。刑罚（或"审判"）我认为不但是法官所给的审判，有如保罗在此所要说的，凡抗拒掌权的都会受到刑罚，而且也是神自己所执行的报应。保罗在此让我们看见那些反抗神的人最终所得的结局。
 3.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

 注释：
--------------------------------------------------------------------------------

　　3．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他现在叫我们要顺服作官的，理由是因他们对我们有益。作官的之所以有益于我们，是因为主这样安排，为的是要使行善的人有平安，又能制裁恶人偏邪的行为。在这两件事上，作官的使人民获得太平。恶人的狂暴若不受到辖制，无辜的人若不受到保护以免受到恶人的危害，那么世界就会混乱，甚至毁灭。假使这是惟一的良方能使人类不至于毁灭，我们就应当特别小心地拥护这种制度，不然我们就是有认为人类的公敌。
　　保罗又说：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这话的意思是说：若我们行善，我们就没有理由惧怕任何作官的人。事实上凡想要挪去掌权者治理的人，乃是默认他自己有了一个邪恶的心，并在计划着行坏事。然而保罗在此所论的乃是法官们当然的本分，虽然执政的人时常并没有遵行此点，但我们仍然应当顺服他们应得的权柄。如果我们认为一个邪恶的统治者，乃是神所使用来惩罚百姓的罪，那我们就该反省一下，因将神所安排的美好福分变成了咒诅，乃是因我们自己的错失。
 4.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

 注释：
--------------------------------------------------------------------------------

　　4．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于你有益的 作官的人可在这里学习一个功课，晓得他们的天职是什么，他们治理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公众的福利。他们的权柄也不是没有限制的，他们的权柄只限于百姓的益处。简言之，他们治理时，应当向神向人负责，因他们是蒙神所选，又是为祂服务，所以应当向祂交帐。但是神所交托给他们的职务又是关于他们以下的百姓，他们因此对百姓也有职责。保罗也提醒我们各人，乃是因神的恩慈，我们得以受到执政者的保护，他们佩剑就是要阻止恶人来危害我们。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徒然的）佩剑 法官们另一个职责，就是要制压恶人横霸的行为，因为他们不愿意受法律的约束，所以法官就当按照神的审判所要求的，对于他们所犯的罪加以刑罚。保罗明明地说，作官的人佩剑不是为了外表的装饰，却是要打击行恶的人。
　　是伸冤的 意思是说，执行神的忿怒。保罗以他们佩剑的事证实此点，因为代表权柄的剑是神赐给他们的。假使神让他们佩剑，神也将使用此剑的权柄交给他们；所以当他们执行死刑时，也是顺服神的命令为神伸冤。因此若有人以为流罪人之血是错误的，就是反对神。
 　5.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

 注释：
--------------------------------------------------------------------------------

　　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保罗在此再重述一次他在本章开始时所提到的对于执政者的顺服，但这里说得更清楚，我们顺服他们不但是为了人间的原因，而且也是因为神吩咐我们顺服他们。这里所谓刑罚（忿怒）乃是指执政的，以惩罚那些轻视他们尊严的人。保罗的意思是："我们顺服不是因为他们有权柄可以刑罚我们，或是使我们无法抗拒他们，因为通常不顺服时，受到亏损的是我们；我们顺服却是因为神的话与良心而来的自愿的顺服。"所以若是掌权的没有佩剑或是我们虽轻视或激怒他们，也不会受到刑罚，我们还是要顺服他们，好像我们若如此行会立刻受到刑罚一样。神给他们权柄来管理我们，我们个人就无权剥夺他们的威严。这里的论点完全是关于民治政府的；因此若有人要利用人的良心或本节经文来建立他们独裁的统治，是没有根据的。
 　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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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 保罗在此也趁着机会提到付税的事，他认为向政府交税是应当的。如果他们的责任乃是要保卫以及保持真正的和平，使正直的人不受到恶人的损害，那么他们必须有兵力作为他们的支持，不然他们就不能保障和平。因此按法律收税可以支持这种必须的费用。这里我们不是在详细讨论政府当如何征税，或是执政者当如何处置所收的税，或是使税收不入他们的私囊；但我们认为，他们应当记得他们所征收的税都是公共的财产，不能以之来满足私人的欲望与享受。我们看到保罗所提的税收，都有适当的用途，就是说，我们纳了税，可以使政府长官用来防卫国土，保护百姓。
 　7.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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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使徒在这里似乎是将我们对于执政者的各种责任加以总结起来。我们应当尊敬重视他们，顺从他们所颁布的律法与判决，并向他们付税纳捐。保罗所说的惧怕乃是指服从；所谓关税或税捐不单是指固定的某种进出口税，也包括其他各种税捐。
　　这节经文也证实保罗前面所说的，我们服从君王或长官不是因为不得不如此，而是因为此种服从乃是蒙神喜悦的。祂要我们不但是惧怕他们，而且也是自愿地尊敬他们。
 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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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有人以为这句话是讽刺性的；保罗在此可能是在答复人们的反对，这些人认为基督徒既然应当有爱心，那其他一切的戒律都是多余的。我不否认本句话是讽刺性的，似乎是他在此承认除了爱之外，没有其他律法；但我采取不同的解法，我宁愿采取更简明的看法，保罗在此乃是指出关于执政者的权柄也是以爱为前提的，因我们不会以为他们是软弱的。保罗在此似乎是说："当我请求你们顺服掌权时，我乃是盼望一切的信徒当以爱的律为出发点。假使你们盼望善行得以伸张（若不是这样盼望的人是没有人性的），你们就应当努力使律法与善政得以普遍，以至于人民可以顺服保障律法的人，因他们使我得享太平。"因此想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就是破坏了爱的原则，因无政府主义的直接后果乃是国家趋于混乱状态之中。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保罗在此的目的要使我们看见一切的戒律都属次要，惟有爱的律是最主要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以爱心行事时，就已适宜地成就了诫命，而且我们愿意负起各样重担，为的是要使爱心得以表现出来。所以他在此也完全证实了我们对于执政者应有的服从，我们的服从且全是出于爱。然而有些人觉得这段话仍有困难。保罗的教训乃是：假使我们爱邻舍，我们就完成了律法。
　　然而他并没有提到对于神的敬拜。（他本不应当将此点略去的）。但保罗在此并不是讨论全部的律法，他不过是提到律法所要求于我们对邻舍的本分。事实上，当我们爱邻舍时，全部的律法确是得以完成了，因为真正对人的爱乃是从神的爱而来，而且我们爱人本就是爱神的果子。但保罗所提的只是第二部分，因为他在此所查考的只关于这一方面。他似乎是这样说："凡爱邻舍有如爱自己的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世人的本分。"那些诡辩的人想从本节中找到以行为称义的根据，是徒然的。保罗在此并不是说到我们所当行或不当行的事，却是提到一种我们所不能完全达到的情况。当我们说，人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并不是说，顺服律法就不是真的义行。但是无人能完成律法，也无人曾完成律法，所以我们说靠律法称义是不可能的；故我们惟一的避难所乃是基督的恩惠。
 　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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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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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像那不可奸淫 我们不能由于这句话就认为保罗所提到的只是诫命的第二部分，因为他也说：或有别的诫命。如果是第二部分，他也略去了我们当孝敬父母的诫命。此点与他所讨论的题目最有关系，他将此略去似乎是没有理由的。但使徒故意将此略去，目的是否他不愿意使他所讨论的反而变为意义不明呢？我觉得并不一定，因为他已经指出要证明的各点；就是说，假使神颁下诫命的惟一目的乃是要教训我们爱的本分，所以我们就当以各种方法努力达成这一点。若有什么读者想要争辨的话，当晓得保罗在本段经文所要指出的，乃是全部律法的目的，是为要鼓励我们生发爱人的心。我们也必须加上他所略去的话，就是顺服执政者并不是不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保持和平，并完成弟兄相爱的心。
 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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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保罗在此证实了他说的从爱所产生的果效，因此爱字已包括了一切诫命的教训。凡有真正爱心的人，绝不会想加害于他的弟兄们的。全部律法就是禁戒一件事，是叫我们不要去危害邻舍。这点与保罗目前所讨论的也有关系。执政者既是保卫我们的平安与公正，那末凡想使人人获得自己的权利，使人们生活自由，不受伤害的人，都需竭力拥护政府的制度。保罗重复提到爱能成全律法的事，也包括人类社会中的律法。这里并没有提示诫命的第一部分，就是论到如何敬拜神的部分。 

 11. 再者，你们晓得现在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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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再者，你们晓得现在……的时候 从这里开始，保罗给另一方面的警戒。白天既有属天生命的光开始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当像那些在公众注视之下习惯行动的人那样过我们的生活，因此我们会小心不行那卑鄙下贱的事，假使如此行，就会给许多人看到。我们更应当避免不洁的行为，因为我们一直在神与祂的使者的观察之下，同时我们也受基督邀请来仰望祂那如同公义日头的脸。
　　简言之，这里的意义如下："我们既晓得当睡醒的时候已经来到，就当弃绝一切属于黑夜的事。但愿我们抛弃一切暗昧的行为，因为黑暗已被驱除；又愿我们实行光明的行为，有如行在白昼。"中间的话应该放在括弧之中，那些话都是象征性的，因此值得我们注意其中的意义。所谓黑夜，保罗的意思是指不认识神，凡不认识神的，都是在黑夜行走或睡眠的人。不信的人有两样害处，就是盲目与愚昧。这个愚昧，保罗称之为睡眠，他又说，睡眠是死亡的表征。所谓光明，他的意思乃是指神的真理得以启示出来，借此公义的日头，即基督，升起来照明我们。所谓趁早睡醒，他的意思是我们应当预备自己，来遵行主所吩咐我们的事。所谓暗昧的行为，是指可耻的邪恶行动；他又说，他们在黑夜行这些事却不觉羞耻。所谓光明的兵器乃是指可敬的、庄重的、贞洁的行动，是多数在日间行出来的事。保罗不称之为行为，却称之为兵器，因为我们在服事主的圣工上是有争战的。本段开始的两个字，再者，是独立的，是与保罗前面所教训的真理有关系。他所说的时候，是信徒所晓得的，因为神的呼召，以及神救恩的临到是需要有新生命与新行为来配合的。他又说是趁早睡醒的时候，是指适宜的时候，或是一种机会。
　　我们得救，现今……更近了 这几节经文时常被人误解。许多解释初信的信字为律法的时期，以为保罗似乎是说犹太人在基督临世之前已经相信了。我反对这种看法，因为是太勉强、太过分。将全部教会的真理应用在一小部分的人身上是不合理的。当保罗写罗马书时，全教会中的犹太人只占极少数。因此若是这样解法的话，保罗对罗马人讲这些话也是多余的。我所提到的白昼与黑夜的比较也使这种解法变为不需要。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乃是完全如同字面上所指的意义--我们的救恩比我们初信的时候更接近我们了--乃是指以前开始相信的时期。又因这里的助动词是无定词，所以如同我们在下面要看到的，保罗在此所说的更是合宜。
 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味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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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这就是他前面所说的情景。虽然信徒尚未获得完全的真光，但他却以之来与将来借福音的白昼所照亮我们的明光作为比拟。白昼在此并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指信仰之光（不然他不会说"将要临到"，却当说"已经临到"，因为信仰之光确已照亮我们）。白昼却是指属天生命有福的荣美，我们在福音之中已开始看到此荣美。保罗在此所说的乃是当神开始呼召我们时，我们就当立刻注意基督的再临，正如我们在晨曦初现时，可以知道午日当空的白昼已经不远了。
　　他说黑夜已深，因为我们已不像不信的人那样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他们并没有生命的火花。然而对于我们，复活的盼望已因福音而放在我们眼前。事实上，借着信仰之光，我们得知属天荣耀的光辉，离我们已不远了，所以也能激励我们，以致不会在今世闲荡。然而接着他就叫我们要如同行在白昼的光中，他在此所用的比喻有了不同的象征，因为他将我们目前所得的基督真光的光照比作白昼。保罗乃是要在各方面劝勉我们多沉思默想将来的生命，又当多思想怎样敬重神。
 13.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 

--------------------------------------------------------------------------------

 注释：
--------------------------------------------------------------------------------

　　13．不可荒宴，醉酒 他在此提到三种邪恶的行为，而且每种都用了两个名词来描写--酗酒与放纵，以及与此相关的肉体的情欲和不洁的行态，嫉妒与竞争。这些行动既是如此可耻，甚至于属肉体的人在别人眼前也羞于如此行，那么我们在神光中行走的人，更当时时刻刻避免这样行，甚至于在没有人看见时也不可去行。虽然保罗在第三组中先提到争竞，后提嫉妒，但无疑地是要教训我们，使我们知纷争不和都是起于同一个原因，就是若有人要自高自大，就会在弟兄们中间产生嫉妒。所以野心是这两样邪恶的主要原因。
 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

 注释：
--------------------------------------------------------------------------------

　　14．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这个比喻在圣经中常有提到，以指出人当怎样使自己的形状变美或变丑；两者都在于他的服装，污秽破烂的衣服使人失去尊严，清洁而正派的服装使一个人受到尊敬。穿上基督乃是说我们全身都受到祂的圣灵所护卫，因此我们有资格表现一切圣洁的生活。惟有这样，神的形象，即我们灵魂的真正装饰，可以在我们里面得到更新。保罗在此乃是要指出我们蒙召的目的，因为神收纳我们为儿子，而使我们得以接合在祂儿子的身体上，这样我们就必须弃绝以前的旧生命，而在祂里面变成新人。为这缘故，他在别处也提到信徒受洗而穿上了基督（加三37）。
　　不要为肉体安排 只要我们仍在肉体之中，我们就不能忽略肉体；因为我们虽然与天上有交通，我们却仍寄居在世上。我们必须注意与肉体有关的事，这样行只是为了有助于我们今世的旅程，却不能因此而叫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天家。甚至于外邦人也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因此凡想满足自己肉体欲望的，一定是纵欲过度，不能自拔。
保罗在此要约束我们的欲望，并提醒我们一切纵欲的原因是由于不满意我们所有的，也不想以庄重的、合法的态度来处理我们所有的财物。因此他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们应当供给肉体的需要，但不能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这样才能善用世物而不糟蹋一切。
                   曹志编译：基督教圣约传统
一． 约法与共和
1．
没有一位虔诚地沉浸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人士能够避免圣约(covenant)在神学上的强烈影响。曾几何时，圣约一度成为如此众多神学专论的主题，以至于有时看来谈论它似乎无甚新意，另一方面，圣约与其说是一个神学概念，还不如说它是一个神权政治（theo-political）上的概念。此词本身在英语中被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于其即使不完全像自由和民主，那也一定如共和与宪法那样，不过为一老生常谈之词。然而，圣约作为政治事务中的一个要素已无甚可写。
在政治上，圣约包括一个基本平等的人们的会合（聚会），他们通过一个由至高无上的权力托住并有道德约束力的约（pact）而达致同意，并与伙伴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体系或领其走向一个新的使命，这只能由所有参与方的协议所终止。
圣约(Covenant)、协约(Compact)、契约(Contract)

在一种难以理解的关系中，圣约与两个相关的术语――协约（Compact）与契约（Contract）连系在一起。一方面，协约与契约不仅与圣约相关,而且可能源自圣约。有时，这些术语甚至交替使用，另一方面，三术语间非常真实的区别需要予以澄清。
圣约和协约与契约不同，因为前二者具立宪性或公共性，而后者有私人性。就此而论，圣约或协约上的义务具有广泛意义上的互惠性。受二者义务所约束的义务人有责任超越法律的字面意义而不是将其义务限制于最狭隘的契约要求来彼此回应。因此，圣约和协约内在地被设计成在某些方面灵活而在其他方面刚硬不变。作为私法的术语，契约趋于尽可能狭义地解释，以对契约本身明确规定的契约方义务进行限制。契约一般包括任一方在某特定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和违约金何处适当）的规定。协约和圣约被设计成永久或无限期时，则一般需要相互同意才能被废止。
一个圣约不同于一个协约，因其道德约束之特性优于其法律之特性。圣约之核心乃一协议，其中更高之道德力量――传统上为上帝是此特定关系的直接一方或保证者。然而，当使用协约一语时，道德力量仅被间接地包括。以相互的誓约而非更高权威或在其面前作出的保证为根据，协约更强烈地依赖于其法律的基础，尽管其政治学仍有伦理基础。换言之，协约乃一尘世之现象。
通过检视17、18世纪发生的术语转变，上述区别在历史上得以证实。这种转变在美国和法国革命及其余波中达到了顶点。在美国，“圣约”和“协约”两术语近乎被交替使用一直到1791年后。17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接受的术语是圣约。协约则于18世纪中期在大革命时期作为启蒙运动世俗理论的部分被引入。美国那些视政治事务由上帝掌管的人们继续使用“圣约”术语；同时，为政治学探求一世俗基础的人们转而选用“协约”术语。虽一直未严格清晰地运用该区分，但它始终存在。
论及社会契约的卢梭及其后继者使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社会）契约，一个高度世俗化的概念，甚至被应用于公共目的时，也从未发展到一种同圣约或协约样道德义务的水平。尽管卢梭式术语在美国的流行有限，但在法国大革命中，尤其是大革命初期，与其他二术语特别是协约共享公共领域的它成为支配性术语。随着卢梭理论之果――雅各宾思想的胜利，社会契约术语席卷了这个领域。
以上术语涉及此政治秩序的形成，它通过在一约中或在一个互相约束的恰当层次上显明的同意而构建。结果，圣约是其中最古老的术语。
圣经上的约乃西方文明的创始之约。因此，它们必与上帝有关。它们发端于在上帝与人类之间和人们之间建立一种清楚而有约束力的关系的需要。上述关系自身政治上的特性远多于其神学上的特性，旨在建立权力的界限、权力的分立、国家和法律制度。圣约寻求将政治生活合法化并将其引入正道，用神权政治关系在天国与同其最高形式中的政治一样世俗的尘世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但二者并未互相掩盖。这的确是圣约理念及其圣经源泉的精神原则。
圣约观孕育了现代立宪主义，因为它强调参与方互相接受对其权力的限制——一种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包括了自愿妥协的限制。就如清教徒充分理解的，限权观念在圣经世界观中并对人类的联合至关重要，因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全能的上帝在人类事务上未施其全能。与人类订约之时，上帝至少就部分地放弃了对人类生活的控制。他给予人类在圣约下的自由，同时保留圣约上的权力以在将来之日因为行使自由的后果而赏赐或惩罚人类。同样，通过圣约自我约束的人类，根据清教徒为圣约之自由而放弃本性之自由以实现其圣约的条件，来接受其圣约的限制。除此之外，在圣约的条件下，人民的领袖被限制于用人民的政府权力来服侍人民。所以，立宪政府或有限政府的观念源自圣约的理念。
圣约，作为一个神权政治的概念，以一种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为特征。对权力行使之限制必要性的肯认堪称其例。它亦承认受圣约约束者与不受其约束者的区别。同时，尽管面对人类利益、需要和要求的互相冲突，但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使受圣约约束者与那些同意另一种秩序的人们间有一恰当的连结，圣约可谓是未雨绸缪。
更世俗地说，政治的任务不仅是建构能与人性相容的市民社会，而且有助于人们充分利用其潜力来创造条件和机会以过一个最美好的生活。如亚里士多德所论：人们组成政治社团，不仅是为了维持生活，而且是为达到良善之生活。
2

政治有两面：权力和正义。政治，作为一种追求和权力的组织 ，与“谁获得什么、于何时、如何获得”（采拉斯维尔语）有关。然而，政治即正义之事或决定谁应当获得什么、何时、如何获得――和为什么获得。权力是人民为了生活而借此自我组织和塑造其环境的工具。正义则为生活美好而提供使用权力的指南。
（不明白权力与正义两面就不能理解政治。一个人不理解一个政体的正义观念或谁应拥有权力，他就不能明了为何特定的人们或群体在特定的时期，以特定的方式得到特定的报酬。另一方面，一个人不能正确地关注对正义的探求，也就不懂权力的现实。
在世俗时代通过一种被引入正道的政治来追求正义的需要，与在宗教信仰时代一样真实。正如政治不能逃避人之关系和权力的事实，对现实政治真正本质的理解是它不能与正义之探求和德性之道路任何一个相分离。马基雅维利方法只在短期内有效，因为从长远看，每个卷入政治事务的人将逐渐领会此法的运用。不愿使用这些方法的那些人将离开政治竞技场，而能用该法之人们会控制该领域并进而将其转变成一原始丛林――各人用尽马基雅维利向其王进谏的政治方法试图互相敌对，退回到被17、18世纪政治理论家们称为永处于混乱和不安的自然状态。现实上，在马基雅维利之辈未预料之情形中即在政治与政治行为的道德责任感间已存在一种关联的地方，其方法可尽显其功。结果，这些方法自然会摧毁上述关联。
无疑，一种共享的道德判断的崩溃会导致游戏规则的崩溃。正因如此，我们在所处时代的许多政体中见证了如此的崩溃。这一系列的崩溃带来了当前人类的危机，在承认权力之现实这一点上探求和发现一种正确的道德底石或基础对一良好政治必不可少。何为扎根于圣约中的概念体系成为焦点。游戏规则也许最初在演进过程中展现而被受其约束之人作为常理接受。不过，一旦被扰乱，它们只能通过同意即立下圣约来恢复。
政治之两面——权力和正义借圣约联结而能在道德信念和现实运作上发挥作用。在政治中，就发展一种完全的道德判断和正确的道德路向而言，圣约是最美好的源泉。为良善生活需要的政治机构要担负一种普遍的公共义务，人们要从马基雅维利丛林脱离出来而自由并有道德责任感，圣约确实就是实现之法。也许这样的圣约在特性上是世俗的而非神权政治的；这仍然有一个面对人性的问题。从17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期，圣约观在过去最后一次伟大复兴中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是世俗的圣约观。它是现代民主产生的熔炉,其潜在影响的范围已在现代新纪元中得到检验，它非常实用却被发现不够分量。过去神权政治上的圣约亦是如此。
圣约理念的精神不依靠对它的哲学阐释，尽管这类阐释为更精微地理解圣约观作出了莫大贡献。若观念隐于传统之中，它们对于人民则有其微妙影响且该影响日甚一日。圣约观念作为代代相传的政治传统就是一例。如此传统的表现有的隐而不现，有的一望即知，有的意识得到，有的在潜意识之中。可见之表现易察寻，但最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是那不可见的。它是社会基层结构的一部分，是传统文化如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圣约观通过特定政治传统的传递而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此程度上它已成为受其影响之民族的第二天性。
3．
何为一个政治传统的组成部分？首先是为一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尤其是以任一卷入政治的那些人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和系统理论。为了思考政治之事，他们必须拥有一种政治词汇——一组单独或相连使用为描述和表达政治含义而提供方法的术语。上述术语构成一种政治语汇——表示人们用以思考政治事务的“程序”。任何一种政治词汇中的关键词是价值观念。换言之，精确地定义术语也许困难或近乎不可能，但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内对它们的理解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含义。
一个政治传统开始于政治共同体的创建并以某个基本原则及其关系——包括该创建组成部分间的紧张——为中心。每个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权力与当权者的关系和或明显或含蓄表现出来的基本紧张关系之上。后者是政治体“创建时就存在”和为政治体继续存在而不得不弥合的根本性紧张。它们之所以发展成为此政治体的背景框架，是因为它们不仅要进行弥合而且无法解决。只要该政治体在同一形式中存在，每一代人就必须在此背景下再次调和上述紧张。当政治共同体面对变化不定的情况和环境时，保持这些原则、关系和紧张的活力与运作是该政治传统的任务。
此政治传统通过一系列政治领袖和政治思想家保持着活力。他们利用这种词汇承担或者解释塑造和引导政治体的政治行为。总有一天，一个传统将体现在某种基础教材中。该教材反映特定政治体的政治观念、政治词汇并宣扬多为该传统所包含的人物、事件和概念。从此意义上讲，在论及对政治体内在和外在影响时，传统的可见特征将迟早包括教材与行为间的互动。就融合而言，一些政治体更依赖传统而非其他。圣约下的政治体因其融合而特别需要一种合适的政治传统。无论怎样，只要它们的政治传统依靠圣约观念和一种圣约政治文化，它们就是圣约下的政体。
最重要的是，为圣约的观点所浸透的各个人、各种文化和制度皆致力于一种思考和行动的方式。这种方式使人们能在一种适宜关系内互相依存又可自由地生活，既在一共同体中分担责任又可保证各自的完整，在某种合理的平衡中追求道德上的终极理想又可追逐生存上的必需物质。每个双重性间的辩证性张力将此必要又活生生的特点掺加到以圣约为基石的社会中。这种特点使这样的社会既以圣约为基石又被圣约所渗透。这种辩证性张力乃圣约制度内的一固有要素。不管怎样，只要圣约上的原则继续渗透和塑造与其相连的政体，该要素会为圣约制度提供必要的自我纠正机制，使其长期保持合理的平衡。
这并非表明人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以圣约为特征。正如对圣经上以色列和下文的圣约和政体所讨论的，存在等级和组织（organic）的观念、制度——与圣约的观念、制度并驾齐驱并塑造了人类争竞的实质部分。或许，通过洞察它们能获得对人行为的更好理解，同时，圣约关系在人们中扩展的程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既可能将因圣约而生的关系作为人类竞争中的稀有之宝来理解——它通过某种程度上有意识的和半意识或潜意识的行为来达到平等和社会合作的层面。也可能视源于圣约的行为是一种人的精神需要——因此，至少在某些方面甚至在与其不同的等级制和组织制(organic system)中它极广地扩展。当然上述两极之间仍有其他看法。
我们开始该主题时必须意识到两个现实：一是每一世界观——圣约方面的圣经和组织论(organic development)发展方面的希腊哲学的拥护者将宣扬他们的世界观最合乎自然，因人为的阻碍而不能存在。另一方面，现实表明世界存在着等级制的、有机组织制的(organic)、圣约（制）的社会－政治安排和该三者的结合。
4.

因圣约扎根于道德义务，它们就提供了置我们于判断之下的基础和手段。确切地说，一个完全的圣约不仅指示人一条正道或良法，而且就怎样成功地坚定在该正道之上或支持此良法而言，它为作出判断或置于判断之下的同等人类提供方法。考虑到人倾向偏离正道，那么人类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无法担当得了这种判断。我们将看到，它曾是改革宗圣约神学家们论争的一个中心议题。
在圣经的源泉中，我们应看到圣约与此方式或方法相关，即一种将圣约既具体化又进行调整的行为的生物－文化性基础。圣经强调二者的互动和一种约束、引导、修正 (derech)的任务。现代世俗主义已停止对圣约之道的重视。它走得更远——因现代人理解的本性放弃此道，暗示生物性至上、文化至上而圣约不值一提——若不经常改造圣约以与任何特定时代的人们理解的本性协调一致，那么对本能过程的经常干预才是“真正的现实”。
甚至在思考本性的过程中，当代理论成为更低级本性的代言人而拒绝更高级的本性。结果，如任何一位懂得与人之体验相关的圣约教义的人将预料的，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竞争死而复生，登堂入室。不同的是，这不仅是所有人互相对抗的战争而且是所有人互相利用的剥削——与霍布斯式丛林并列的布伯式丛林。甚至当世界各国向某种秩序前进时，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正被圣约方式的对立面即无拘束的自我中心所撕裂。以一种当代适宜的方式恢复圣约传统有助于其作为一种手段而产生作用――挽救人们免陷孤注一掷之绝境，不至于在避免霍布斯式丛林自我中心主义时无能为力。
5．
与圣约（covenant）相应的希伯莱语“brit”，明显来自阿卡德人的“britum”，意指分立和连系。就此而论，它反映了此目标的辩证特征。因为通过以在新的纽带中保持它们各自完整的方式来连合，圣约就既包括一切事物的分立，又包含它们的重新统一。在希伯莱，圣约在割去男性器官包皮的割礼中表现为割痕。在一些犹太人传统中的割礼节上，通过一条捆布导致结合。犹太人依据经文匣里的戒律，每天自我节制以记念与上帝的圣约纽带。圣经是如此描述割礼之约的：将作为祭物的牲畜切为两半，穿过这两半以作为再次将它们结合的手段，通过由圣约参与方共享该祭物的圣礼仪式，来完成连合。
圣约存在着分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这几乎确实要求它应避免导向单一和寻求铁板一块。表现了它的西方圣约传统史在两千年的进程中，经历了三次分离。每次分离开掘出圣约传统自身的一条支流，传统的后继者作为活涌的支流而存留，同时，几大支流不时在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重新连结。三次分离如下：（1）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离；（2）基督教与其改革宗的分离；（3）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约观信徒与世俗协约观者的分离。
犹太人认为《圣经》真经结束于罗马人统治地中海东部的历史时期。公元前145年，哈斯蒙王朝时新独立的犹太支派纳西的西蒙和人民（马卡比族人），在后圣经时代的第一部犹太立宪性圣约开创了那个时代。西蒙之约创建了历经三代人之久的独立犹太国。但公元前63年，由于庞培强制朱迪亚接受罗马的宗主国地位，它毁灭于罗马的干预之下。
一个世纪后，此时代在犹太史中达到顶峰时，基督教诞生。它作为一个单独存在的宗教出现在一系列犹太人反罗马的灾难性暴乱后。在此过程中，圣约传统经历了第一次分离，在后面四个历史纪元或超过1200年的时间里，犹太教与基督教并行发展而分离日甚。
基督教兴起后的第5个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要素的重新聚合导致了基督教新教与基督教世界其他派别的分离。这次分离发展了与圣约教义(the federal theology)[１]神学相联合并通过新教教会来表达的圣约传统。在圣经和后圣经时代犹太的经典作品中，为那个年代的基督徒和人文主义者证明并重新予以关注的事物，导致了基督教希伯莱精神的产生——它在创建并发展了新教改革宗的信徒中宣讲最广。
一个世纪后，在现代新纪元的开端，第三次分离产生，其中犹太教和新教改革宗的圣约传统被斯宾诺莎、霍布斯和洛克等哲学家利用。他们将其世俗化为协约理论，给一个新的世俗政治秩序提供一个新的根据。一个世纪和更久后——现代纪元的转折点，这个运动在美国革命中达到了巅峰，它持续的时间超过了三代人之久，然后与复兴的国家有机组织（organic）和等级制理论妥协，正是后者支配了19世纪的最后一代和20世纪的第一代并把现代纪元带向了一个悲剧性的结果。从而，圣约观在后现代纪元的第一代人中重现，却可以被一个衰败的并为软弱、自疑和新的异教所困扰的西方所揭示。
每次分离将其自身特性添加到圣约理论中，并随之带来了一种特别的撞击，同时，使圣约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更为丰富。每一支流的拥护者经常在对抗中论及他者并视其为西山落日或离经叛道。他们宣称已方为圣约观主题的权威继承者而拒绝听取其他支流的陈述。赞同上述评价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当圣约的正确与错误的使用能被区分时，作为一种有力的行动工具，圣约变得更加强而有力。另一方面，从分析的视角出发，我们也许能明了每一支流是怎样以一种既抽象又具体的方式呈现为该中心观念之重要面的延伸，及每一支流间有着怎样的关联。的确，它们间的互动有时产生了巨大的成效，也许比任何支流的一意孤行更有果效。
犹太教与基督教间或许存在最激烈的冲突。基督教作为一个想将原继承者永远清除的要求者，表明了与过去遗产的对立。由此，它的主张未逢任何挑战，即使它面对这遗产强加的重担心存矛盾。然而，冲突让位于分享甚至合作的伟大时刻已经到来。基督教与犹太教所共有的遗产中复兴的圣约特性一直与这些时刻相连，并形成它们共享的基石。象二十世纪中期和从现代到后现代纪元末的过渡阶段一样，宗教改革就代表了这种时期。
基督教新教与其他基督教教派间的互动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前者最初的脱离导致了具有创造性的冲突，而最近二者的互动却以低估甚至近乎否定二者间的区别为基础，由此，新教的圣约主旨被削弱。幼稚的普世教会运动作茧自缚，然而，各个基督教教派发现他们即使渴望共享共同的基督教，却保持着独有的东西，此时圣约思想至少得到了一种适度的复兴。，圣约为调和二者貌似冲突的期望开辟了最佳可能。
世俗协约理论家与信仰圣约论者间的冲突，可能应不亚于基督教与犹太教间的冲突。事实上，即使在理论层面可能存在冲突，但在现实政治的运用中，二者协调得如此良好，以至于在任一方式中——通常在世俗方式中木已成舟、不可挽回后才去掩盖真正的冲突。正如施特劳斯所说，世俗协约理论家们是为了自我保护才去寻求掩盖冲突。
除此之外，诸多大事的汇合在具体事例中创造了综合二者的可能性，因而，常人不必在圣约与协约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或许是这种综合的最佳典范。在美国情形中，象1780年的马萨诸塞宪法中清楚表述的，二个主题缠绕在一起。后代分析家们能够甚至成功地证明：大革命时期的弗吉尼亚人是启蒙运动下的产物，他们拒绝信仰圣约主义。同时，马萨诸塞的子孙们寻求创造一种难得的综合，新英格兰的乡绅们则坚定地秉持这古老的传统。或许就是如此（Be that is it may）。这两条支流的互动导致了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后来对世界事务有着强大影响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产生。同样，在20世纪，这种互动导致了迄今最为成功的世界组织的产生。即使国联未能持续下去，但联合国能把一个总的宪章与特定的约法相结合，并至少在二战后的世界成为一个有效甚至也许是必不可少的设计。
因此，我们要理解西方政治传统中的圣约的影响，就必须熟悉上述三次分离和圣约传统中的四条支流及它们间的互动关系。
二．西方的圣约传统
1.西亚誓约、契约和协定
尽管完全意义上的圣约主义只存在于古代的犹太政体中，但考虑到共同约定乃是政治组织的三个渊源之一的事实，犹太之外的的其他政治团体若想存在就免不了以某种方式来利用圣约的传统、实践、有时甚至用协议和同意的理论来构建它们的政治组织。这种应用实际上通过三种方式来表现：互相约束的誓约、契约或协定。三者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对各参与方利已之心几乎具有完全的信任。即使在神袛的名义下，也唯当参与方愿意这样安排或无力改变它们时，这种安排方可能被信守。
因此，古西亚臣服协定很少历经一个又一个叛乱而延续下来，更别提王朝更迭以及由此而生的重签协定的频繁变化了，这几乎不存在道德上的义务，有的只是赤裸裸的权力且通常是暴力的现实。换言之，这些协定属于封建制安排的范围，通过谈判借誓约和契约来调剂野蛮征服的现实。
无疑那些臣服协定建立在一种更早期的契约主义结构之上，因为它们出现于西亚而不是组织制或等级制形式（organic or hierarchial forms）或二者某种结合形式所盛行的东亚或南亚。除被具有誓约或契约文化的外来力量征服的时候，埃及只有等级制的统治。
在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公元前3000年前半期闪米特人取代了苏美尔人之后，其情况完全不同，公元前3200－2800年间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曾在一种组织模式（organic model）中创建了城邦－国家——在祭司统治下建立了一种公有制。闪米特人则废除了公有制并削弱了寺庙和祭司的权力，将王宫建成除神庙外的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
我们现有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来自公元前3000年后半期的拉旮什城（Lagash）。[２]在一系列王朝战争后，篡夺了王位的乌如卡吉那（Uhlkagina）[３]通过与乌吉尔苏[４]的主神宁吉尔苏的契约推行了社会改革，借此减少了祭司的收入并设立了对寡妇和孤儿的保护。掠夺者的碑（the stele of vultures）上记载下了这一切。可见目前发现的最早历史文献不仅是一个政治契约，而且是一个同时带有社会和政治目的的契约。
不幸的是，它看来并未持续长久。因为当地祭司与苏美尔人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温马王卢旮勒札格西（Lugalzaggisi）联合，后者在前者的帮助下征服了拉旮什。卢旮勒札格西继而地征服了低谷的其他主要城市，甚于推进到到地中海地区。但是在此过程中，他引起了西北部阿卡德王国的反抗而失败。阿卡德人采取了一种典型的中央集权等级制，将统治者变成了神，而过去独立城邦的统治者们则成为低层官员。他们还建立了官僚层级制度，以维持帝国的统治。
西亚不久就进入一个臣服协定的时代。在大帝国制度中保持当地被征服民族的独立已成为西亚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而上述协定则成了它的基础。此策略在公元前6世纪随着波斯帝国的兴起渐趋清晰。除了从公元前9世纪初到7世初统治该地区的新亚述帝国为增强对帝国中心的军事统治而实行人口迁移政策外，它成为每个后继帝国所实行的基本政策。可见，在西亚很早就建立了一个至今仍像过去一样保持真实的原则——民族比邦国更持久。
无疑在这整个时期西亚亦是游牧部落同盟的中心。在圣经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这个同盟的痕迹存在。不幸的是，除了已发现的告诉我们何人、何事、何时、何地和如何的引文中零散的参考资料外，没有其他的记录。古以色列人不久后超越了那种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同盟。同时，在以色列部落联盟中可发现它的摹本。若这种模式有点像贝都因人中的模式，那看来游牧部落最典型的特征是借一个共同的血亲关系而联合在一起的。通过确认一位假定的共同的祖先，然后使盟友成为亲属，于是，同盟式安排产生，这在术语“BENI”（即“……的子孙”之意）的使用中得到反映。而“BENI”被用来确认贝都因人中这样的同盟。这也许是用来描述通过圣约而联盟的那些人的希伯莱语“BNAI  BRIT”的残余部分。“某的子孙”的血亲关系原则演变成对此术语的正确使用，但是他们是一圣约的子孙而非―共同祖先的子孙，这个事实显示最重要的区别。
看来迦南(canaan)曾是一种血亲联盟(federalism)主义与包括了以色列人甚至在其之前的一种更明晰的定居民联盟主义（federalism）的融和点或过渡期。来自考古学的证据证明了迦南人城邦间的永久性结盟。来自克里特岛和其他海岛后称为非利士人的海上民族建立了（PENTACRACY）――这个五市同盟，它明显看来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城市联盟。该地所延续下来的特征不仅与以色列人而且与以后的古希腊(hellenistic)和罗马时代通过“低加波利”(Decapolis)[５]——一个公元前62年罗马人建立的10市同盟（confederation）联系起来 。在腓尼基（今天的黎巴嫩）发现相似的政治联合，每个在政治上自治的城邦由贵族家族统治，而后者统一于一个权力有限的共同的国王之下。
2．古希腊和伊奥尼亚同盟（The Hellentic—Ionian League）
圣约的观念在希腊和罗马的政治理论中充其量是一个次要的题目。而现实世界中联盟策略的运用则传播更广。公元前4世纪，日益强大的马其顿王国结束了希腊城邦的独立并置其于马其顿帝国的统治之下。而如约翰.弗格森（JOHN  FERGASON）在《希腊遗产》中所说：“大一统并未毁灭城邦政治”，马其顿人毕竟是希腊人，有着某种希腊人的情感，因此他们发展了一种旋即被罗马人模仿的帝国模式。它极类似于帝国联盟主义，尽管至少在最高统治层不存在民主的因素。
的确，在理论上，亚历山大大帝将其世界帝国建成一个希腊城邦联盟即科林斯联盟的领袖。公元前311年，他的继承者安提哥斯与对手达成一个在一个大理石柱上记载的协定，它宣布：“我们在此郑重声明，所有希腊人当借誓约联合以互相保护他们的自由和自治。”它成了伊奥尼亚和小亚细亚后期亚历山大帝国的基础。在那里该帝国形式上仍为一个有着最高统治者的城市联盟。同时,在此帝国范围内诸城保留了它们的地方自治和创建地区同盟的权利。它和其他协定本质上依赖于各城在传统上共有的自由，后者决定了整个帝国内各城的独特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这体现了迦南人――腓尼基人城邦文化与构成希腊政体地方基础的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融合。
这种帝国式准联盟主义模式持续了整个前231年至前1世纪的希腊时代并为罗马帝国所沿用。塞琉西王朝(the Seleuid)统治者因承认帝国内城市的自由而特别著名，尽管它要求每个城市有一部希腊式宪法。例如，哈斯蒙人(the Hasmonean) 叛乱就是在塞琉西人干预而迫使朱迪亚的这个小省作为一个希腊城邦重组时开始的。 

尊重各城祖传法律的原则构成此地方自由权利的基础。但它从此扩展，因为这是一个创建新城的时代，它们拥有成文宪法和被赋予了同古代建立的城市一样的自治权。近在咫尺的例子是：在联邦宪法通过后而被许可进入联邦的美国各州被认为与最初参与创建联邦共和国的那些州具有同等地位。城市在创建和重建的意义上获得了宪法并在它们中具有了契约的要素，但是政治上的协约理论并未因此产生。政体是某种平民政治和寡头政治的结合，借此所有成年男性公民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任职资格，但事实上官职趋向于更多地被富人而不是穷人占据
在这些帝国背景下，城市被鼓励形成同盟。如以上所暗示的，本身源于亚历山大帝国的科林斯联盟，由除斯巴达外的所有希腊城邦组成，其中马其顿的菲力普二世起着支配或领导作用。亚历山大继用了此形式并于公元前302年重建该联盟。该联盟形式上继续作为帝国的连接手段。帝国领导权集中控制外交和军事政策，但不存在普遍的公民资格。另一方面，围绕着提洛岛（Delos）上的宗教中心而建立的岛民（THE  ISLANDERS）联盟采用了普通公民资格。
公元前3世纪是一个同盟的世纪，它包括伊奥尼亚同盟、底比斯领导的玻俄提亚同盟、埃托利安同盟（AETOLIAN LEAGUE）。埃托利安同盟有一个强大的最高会议并包括三级活动场所：城市、部落区和整个同盟——这实际上是一种联邦政体。阿卡亚（ACHEANIAN）同盟亦是如此。彼此不争战之时，这两个同盟建立了一个超级同盟。
或许在所有同盟中最具联邦性的是吕底亚同盟。定居于小亚细亚崇山峻岭中的吕底亚人不是希腊人。他们在希腊的影响下发展出一部联邦政体，该政体进展至这个阶段――联邦大会成为一个代表团体，其席位几乎按每个成员市的人口比例分配。它在一种限定的基础上继续存在，后进入罗马统治时代。
联邦原则对自由极重要，而对其最彻底的预示在第二阿卡亚（ACHAEAN LEAGUE）同盟中出现。第一阿卡亚同盟曾创建于公元前4世纪，但公元前300年后它立刻崩溃。它在公元前281－280年复兴并与马其顿和四周的城邦相比迅速地巩固了其权力。
公元前251年，阿图斯（ARTUS）领导家乡西息温城（SICYON）的公民成功地推翻了独裁者并将该城带入阿卡亚（ACHAEAN）同盟。也许因西息温本非阿卡亚的城市，阿图斯比该同盟的年老成员有更远大的理想。由于强烈憎恨独裁者和马其顿人的统治，他视通过联邦民主制的创建来解放前者统治下的希腊（HELLAS）为该联盟的任务。公元前245年，他被选举为同盟军队的将军，并成为其统帅。他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是公元前242年的科林斯解放战。尔后该同盟扩展，但在此十年之末阿图斯已届任期且该同盟未能将雅典或斯巴达纳入。斯巴达的克勒莫诺米斯（CLEMONOMES）率先反对阿图斯并成其祸根。
弗格森用“清正廉洁、积极进取、循循善诱、纵横捭阖、热爱自由和雄心壮志”来形容的阿图斯，赞成联邦主义却反对社会革命。而克勒莫诺米斯不仅是一个斯巴达集权主义者，且是一个社会革命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斗争预示了联邦党人与雅各宾派间的分岐，而后者决定了二千年后民主世界的进程。
最终为了保存此联邦，阿图斯只好邀其憎恶的马其顿人介入而于公元前222年击败克勒莫诺米斯。阿卡亚同盟被允许保留有限的地方自由，而马其顿的宗主权得以稳固地重建。它一直存续到公元前146年。
阿卡亚同盟由一个最高议事会和一个几百人的选举委员会统治。前者由所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组成，集会处理主要的宪法问题，后者定期选举执政官。该盟接受共同的神并最大程度地控制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
3.罗马联盟（Roman Foederatii）
罗马人在公元前168年的布匿（PYDNA）战争中战胜了希腊城邦联盟。经过这次战争，城市被夷为平地，希腊同盟瓦解。因此，古希腊的历史走到了尽头。此时，朱迪亚的犹太人向西亚亚历山大希腊王朝的后继者塞琉西王朝发动了成功的反抗。
然而，罗马的兴起未改变希腊人对城邦和与城邦政制类似的同盟的重视。罗马人像其希腊的前辈一样是殖民者，在其军队铁蹄所踏之处建造城市。城邦在其统治下变成了自治城市，自治市的公民有一种对其城市和罗马的双重忠诚。常言道：“罗马凭武力征服，却靠同意而统治。”确实，罗马与其同盟者在假定平等条件下的一套协定网是罗马帝国初期创建的基础，它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双重性。
罗马自治市成为一种政治－法律的立宪秩序中的一部分。该秩序立基于一种公共社会契约。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所言：“通过这种方式来自立宪秩序的自由已得到拥护和解释并使西方人的道德和理想成为现实；文明社会在一公共社会契约的假定上创建。”李普曼对罗马契约论公共哲学过于乐观的分析反映了这本书更早所阐述的：“一个契约是一个为交换而自愿达成的协议”。即它有这种狭义——在其实用的而非道德基础和其交换特征上与圣约区分开来。仍像李普曼所论，它有助于促进这种观念即：“权力只有置于契约之下才算合法乃文明国家的首要原则。”

在罗马帝国，自治的自由、联邦协定和契约论公共哲学事实上消失了，并被东方专制主义的欧洲版所取代。充其量该理论的遗迹继续存在。如我们已见到的，基督教会也许已尽力将一种圣约思想纳入其神学，而它一遇到统治之事务就跟从罗马的帝国模式，建立一种等级制。
中世纪一系列基督教政治理论家保存了基督教共和主义的观念。他们的理论虽有一些关于圣约的暗示，却难以将其描述为圣约本身。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结束，一种新的安排——将罗马经验、等级制度和源自圣约和契约的其他制度相结合——被欣然接受。这在对中世纪拉丁语“FOEDUS”、“FOEDERE”和“FOEDERATI”等术语不断使用的过程中得以反映。而上述术语用来描述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以圣约和誓约为基础的联系。
4．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离
最终，圣约借基督教对犹太人世界的重构进入了欧洲文明。圣约在实质上甚至彻底地被重新界定后，作为一个政治观念在下一个千年或更远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此背景下，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对圣约关系的一般原则和特定理论发展出更系统的表述。但是，这个世界和国家的组织的和等级制的观念、教会对圣约福音的封锁和封建制度阻碍了他们的实践。
像犹太教一样，基督教视已立基于一圣约之上，但这却是一根本不同的圣约――它来自那位以耶稣的位格而为人类救主之源的上帝。为基督教圣约观念所共有的，不是上帝与人类（或人类的某部分）间的协议和伙伴关系，而是上帝单方的恩典，受赠方人类仅以承认上帝之恩典（在基督教术语中称为“见证”（witnessing））作为回应。正统的基督教圣约观从一种古典的圣约观迁移出去的程度与它可能并仍然保留在此观念的参照框架内的程度一样。不是伙伴关系而是基督的见证，成为在任何圣约的体系中都必须在场的活跃要素。“见证”是“同意”的基本因素并因此存留至今。对圣约这种认知的一种朴素表现能在美国奋兴运动中找到。在那里，人们站出来见证耶稣，借此置于耶稣的圣约之中而被拯救。
另一方面，以圣约为其神学立场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强调《新约全书》（the New Testment）为一圣约文本，意指其如《申命记》(Deuteronomy)一样是这古老圣约的更新。他们的理由是，整个《新约全书》必须视作一个单一的圣约来理解。它包括宣讲耶稣乃整个基督教会新元首的四福音书，随之是记载了圣约历史的《使徒行传》(Acts)和与《旧约全书》中先知书、箴言和敬拜文学相似的保罗书信集(Epistles)。不过，这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一个特别的基督教神学支派的解释。
因为基督教曾是并仍是一个立基于“同意” 的团体而非一个以血亲为基础的原始群体，所以在这方面它是希伯来圣经（the Hebrew Bible）的真正继承者，尽管后者将圣经对“同意”的要求带向了一个极端。即使那些赞成一种更传统的伙伴关系路向的人也不敢对圣约的形式掉以轻心。另一方面，其错综复杂的问题群不能被忽略：即圣约体验中的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和人面对全能并赐下独生子拯救人类的上帝时被简化成卑微与软弱的芦苇。保罗第一个陈述了《新约全书》中的圣约教义（《罗马书》1.19-20和《使徒行传》17.24-27）。保罗认为异教徒生来就活在圣约之下的观念来自犹太人挪亚之约（the Noahide covenant）的观念。多少世纪来，基督教的神学和实践尝试着解决这两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经典解法来自中世纪的欧洲：等级制的基督教会和帝国分别组织了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血亲关系要素也借此方法从“后门”被重新引入：事实上，它使得在基督教家庭出生的任何一个基督教世界居民不可能借一种承认耶稣基督的仪式来逃避教会中的成员资格。对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包括神学上的详尽讨论以提出一种与“恩典的圣约”相类似的“行动的圣约”（或某种形式的双重圣约），借此要求基督徒将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友伴而行为，尽管上帝乃是人类的真正救主。
基督徒将他们的圣约理解成对以色列人古老圣约之应许的实现。这种实现在基督徒看来已被同《以赛亚书》(Isaiah)（55：3）和《耶利米书》(Jeremiah)（31：31－34）一样的先知书所预示。因此，基督徒的圣经分成《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前者是上帝的教会之前的历史和道德律法的最初阐述，旨在坚定和支撑以色列族，耶稣通过它来拯救人类。“承约”（TESTMENT）这个术语（尤其在原希腊语中运用）的选择是谨慎的，反映它对圣约如“见证”一词一样作出了新的理解。
在试图翻译“圣约”（covenant）一词时，初期的教会碰到了几个问题，因为以色列的圣约传统被视为与摩西律法相关，于是它不易迁入这个新的圣约计划——通过基督耶稣奠定并被理解成为是摩西之约的替代。而且，在罗马帝国背景下，圣约在语言学上既能被解释成一合法契约，又可被视为一个不合法的神秘团体。
基督教兴起的200－300年前，在犹太希伯莱圣经的希腊译本即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中已经预示了教会教父的问题。用协约（COMPACT）或协定（TREATY）来意指圣约（COVENANT）的希腊词“SYNTHEKE”本来可能会在此译本中被使用；但是，因跟从暗示上帝与人在世界的救赎中乃平等的同伴这种希伯莱观点，它被理解为“BAALEI  BRIT”而非“BNAI  BRIT”，来意指一种松散的连结――将一种同盟中分离但平等的同伴们联合起来。因此，七十译本最后选用的“DIATHEKE”一词倾向表现希伯莱语“EDUT”（见证之意），并在摩西五经中被用做“BRIT”的同义词。教会教父采用了上述用法，拒绝“SYNTHEKE”而接受意为“承约”(testment)的“DIATHEKE”。后来，一位审慎的学者耶柔米（JEREME）的拉丁文武加大译本（VULGATE  VERSION）通过在《旧约全书》中多处用“FCEDUS”和“PACTUM”指圣约（COVENAT）和在《诗歌》和《新约全书》中用“TESTMENTUM”指圣约（COVENATN）来保留起初的区别。
与一个立下由其继承者执行的遗愿和遗嘱的遗嘱人相类似，上帝被理解成借基督的死和复活来应许一个最后且永恒的圣约。正如遗嘱人与其继承人不在同一个地位却践履一种共同的责任一样，在《新约全书》中有一种相似的与至高上帝的依存关系。以“承约”（TESTMENT）意指圣约（COVENATN）的译法永久地改变了圣约（COVENANT）在《旧约全书》中的意义。
《新约全书》中有33处提到圣约（DIATHEKE），但几乎有一半引自《旧约全书》或与其有关（如《罗马书》（Romans）11：27，《使徒行传》 3：25）。《新约全书》提到圣约的最重要之处出现在“最后的晚餐”上。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马太福音》（Matthew）26：26－28）这新的圣约，像摩西之约（the Mosaic covenant）（《出埃及记》（Exodus）24：8）一样在血中立定。它亦在其他篇中被提到（《马可福音》（Mark）14：24；《路加福音》（Luke）22：20；《哥林多前书》（1 Corinthians）11：25）并在许多其他地方被暗示。《新约全书》中对圣约运用最多的是写给希伯莱人的保罗书信（17处引文），此信没有署名，意在说服那些打算放弃基督教回到犹太教的人，使其确信新的圣约超越于“陈旧”的摩西之约。
明显在概念上它被引导来达到与更早期犹太人同等的水平，此外，特别的是，它足以证明圣约理论对那时犹太人重要性的程度。保罗九次用到该术语，而在他处：符类福音书[６]中4次、《使徒行传》中2次、《启示录》中1次。
随着保罗书信的出版和犹太圣贤对其书信的回应，主要写于公元90－100年间的论辩文章成为犹太教与基督教分立的开始。保罗依靠全能上帝恩赐的单边圣约——其第一次出现在神向犹太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中，同时犹太圣贤则强调西奈之约的双边性及其中一部分的摩西律法，而它为犹太族所拥有。
在早期教会时代，誓约（SACAMENTUM）曾是一俗世用语，它主要指士兵宣布效忠于国王的誓言,其惯用语源于赫梯人（the Hittites）时代。初期教会用它将最后的晚餐指称为基督教核心圣约的立定。那些凡参加圣餐的就成为教会（THE  EKKLESIA）、集会(THE ASSEMBLY)或希腊词的对应物“立约的民众”（THE  EDAH）。前使徒时代的教会完全改变了这两个词并各自赋予了它们圣餐和教会的当前意义。在教会教父的神学中，圣约观念看来集中将大卫之约转迁到弥赛亚耶稣上。这已标志了教会等级观念而非圣约观念之趋势的关键一步。奥古斯丁（AUGUSTINE，854－430）乃是在宗教改革时代前关注圣约的最后一位伟大的神学家。
  5．教会教父（THE  CHURCH  FATHERS ）  

基督徒对圣约最初的理解来自早期基督徒对《旧约全书》的解释，而这种理解的真正基础在教会教父尤其是他们于公元4－5世纪的作品中得到发展。这正是犹太人完成其《犹太法典》[７]（THE  TALMUD）的时代。
教会教父分成两派——一派用希腊文写作，一派用拉丁文立著。后者的作品在中世纪仍为西方基督徒所阅读因此最具影响。一些希腊著作被译成拉丁文因而也可看到，但有多少以此方式留传下来仍未可知。
新旧圣约之间、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和外邦人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之间的承传关系是这些早期基督徒思想家的主要问题。基本上三个不同的教会教父思想家群体就代表了对此问题所提出的三个答案。第一个群体由犹太派组成，他们要求信徒严守圣经上的律法。遮斯丁（JUSTIN）曾是犹太教徒后成为基督徒，在其著作《与犹太人泰瑞佛的对话录》所展示的这个流派中他是最杰出的教会教父。因为保罗排斥摩西律法，他们就拒绝保罗派基督教并视保罗为一个犹太人的叛教者。他们最重要的护派经文是希伯莱人的伊便民特福音（THE  EBIONITE  GOSPEL）即马太福音的一种修订版（RESCENSION），这个群体被耶柔米称为“拿撒勒派”(NAZARENES)，且在他所处的时代仍广泛传播于东方。
犹太派被马吉安（MARCION）和马吉安派信徒反对。于公元140年左右来到罗马的马吉安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对立：即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存在绝对的对立，犹太教是大恶而基督徒乃至善，故新旧圣约全然不同。因接受了克多（CERDO）的诺替斯派教义，马吉安实际上假想了一个双重性上帝：《旧约全书》中的上帝，创造了世界却不完美、喜怒、好战并且对恩典一无所知；而基督乃一完美的上帝，胜其恶敌，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使得基督能够解放外邦人并将伪善的犹太人罚入地狱。马吉安彻头彻尾的反对犹太人，其教义成为基督徒反犹太教的基础，这表现在他的《对立》（ANTITHESEN）一书中。
主流的教会教父将犹太派和马吉安派皆视为异端而排斥。他们寻求把新旧圣约之间的承继关系界定为上帝临到这个世界渐进启示之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个方面，他们都是保罗派，接受此观念——即使非犹太教徒生来就能认知上帝。因此，他们可因信耶稣是基督得救赎却不必遵从犹太人的习俗。在此信仰中，他们转向了挪亚之约。挪亚之约是上帝与所有人立的约，它在非犹太教徒和犹太人中建立神的信仰和道德。，因为带来拯救的不是割意义上的身体行为而是信，所以肉体上的割礼作为犹太圣约标志被精神的割礼所替代。可见，当耶稣立定这新的圣约时，在上帝逐步的计划中旧的圣约已陈旧且旧的律法被废止。耶稣道成肉身，自身与这一体系中新的圣约合而为一。
著名的政治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认为奥古斯丁（AUGUSTINE）、爱任纽（IRENAEUS）、特尔图良（TERTULLIAN）、拉可坦提乌（LACTANTIUS）和优西比乌（EUSEBIUS）是圣约传统中的教会教父，但他有点言过其词。即使间接提提及有条件的圣约，爱任纽也只是其中的唯一一人。J.韦恩.贝克尔（J .WAYNE  BAKER）表明爱任纽影响了布灵格（Bullinger）后来的系统阐述。
教会教父的圣约教义强调三个最重要的圣约：自创世之来为世人立下的初约即挪亚之约、为犹太人立下的古老的摩西之约和为基督徒并预示再次为世人下的新的基督之约。遮斯丁在《与犹太人特里佛的对话录》第47章论及圣约。他在第87章强调挪亚之约并在第377页郑重指出耶稣是新的圣约。罗马公教教会教父耶柔米在其《书信集》112－113（CSEL  55－56，P381）论及圣约，在对查切里尔（ZACHARIAH）的评论中，他强调上帝对挪亚的祝福是一个普世的拯救令。
一位希腊神学家，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对圣约理论作了自己的评注。他表示，上帝为希腊人立了一个智慧的圣约，为犹太人立了摩西律法之圣约和为基督徒立了一个信仰的圣约。爱任纽在《反驳异端》（ADVERSUS  HAERESES  IV，9，3）中继用了相似的模式。三圣约（他使用与“FOEDERA”对等的术语“DIATHEKAI”）中的第一圣约是哲学家和法学家的自然法；犹太人的礼法是第二圣约；第三圣约是基督徒的道德法，它是第二圣约的实现和完善。但他视第三圣约是第二圣约的真正传承而非与它的决裂。
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只承认两种圣约。古老的圣约即上帝与挪亚和亚伯拉罕分别所立的圣约；新的圣约是在《申命记》（DEUTERCNOMY）所有同样久远的律法中上帝分别在西奈和摩押平原立下的圣约，古老的圣约预示着新的圣约。
此外，重要的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隐喻旨在将古约与新约的统一释为最美的圣约。其中，亚伯拉罕之约和摩西之约代表古老的圣约，挪亚之约和耶稣之约代表新的圣约。由此分成两个城市：上帝约定而由亚伯（ABEL）建立的耶路撒冷城和由该隐（CAIN）建立的人间之城――巴比伦。
或许因圣约观念带来了许多现实的和神学的问题，基督教会在建立圣约传统和尽力统一基督教体系的过程中由此而忽略了圣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它相信已成功取代了摩西之约而且将大卫之约的权威转移到耶稣身上后。奥古斯丁（354－430）之后，教会甚少关注圣约。即使圣餐礼（THE  EUCHARIST）对基督教的礼拜仪式而言仍是重点，但它仅成为一种真正普通的就餐，其圣约特性被“最后的晚餐”的其他特性和意义掩盖。。
同时，《新约全书》要适合于明确的政治应用并非容易，这在关于“耶稣政治”无数争论中得到部分反映。其中特别的是耶稣被说成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如《马太福音》21：12；《马可福音》12：15－16）和完全是另一世界的王（如《约翰福音》18：36）。若耶稣生活在革命时代并在其中传道――这时代对弥赛亚和末世论的狂热强烈地影响着犹太人，并在反抗巴勒斯坦的罗马统治者的叛乱中得以发泄，其教义的特点就不会被随便忽略了。因为急于维护基督的神圣和其圣约的普适性，早期教会寻求将任何视耶稣为一位尘世统治者或政治上的特别是以色列的弥赛亚的概念予以清除。结果早期的基督教像早期的犹太教一样低估了人类为其自身原因存在的政治特征，而给西方世界两个伟大的宗教信仰留下了一笔破损的遗产。
因而，《新约全书》未给基督徒共和国政体或其实现提供具体的指南并不令人惊奇。通过推翻与摩西圣约相连的律法构架，教会亦废弃了大量关于世俗社会组织的智慧和经验。没有与摩西之约累积传统相连的沿习已久的复杂律法结构，基督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作王，上帝的王国将显现于人们信和行为之中。在这方面，基督教亦指责犹太教。因为在它看来，以色列人对圣约的观念赋予了一种僵硬性的和契约性的曲解。
直到现在，基督教的圣约图式秉此精神仍倾向于忽视政治。《新约全书》好象暗示基督徒们可以并将生活在各种政治体系中，包括异教的、专制的和腐朽的政治体系。治理这些体系的人最终置于上帝的审判之下，而基督徒必须更留心于信仰上的革命而非政治上的革命直到上帝之国的最终来临。结果基督徒有一种退出“此世”事务的倾向，许多早期的基督徒不是因反抗罗马压迫而是以基督式的风格献上自己的生命。而且，尽管《新约全书》立基于一种强调仅在基督中信的圣约，但它对个人间服待和谦逊的关系极为重视。这种关系不由任何政治机构决定并被假定成超越它们，将个人从对它们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伯拉纠异端（PELAGIASIAN  HERSY）可能是传播圣约观念的另一渠道。伯拉纠派于公元5世纪由伯拉纠（355－425年）所倡导。伯拉纠是一位英国修道士（即一位献身宗教信仰生活的非神职人员），他发展了一种后被视为异端的神学。因为他认为奥古斯丁预定论和恩典论太悲观而予以拒绝。教会一个多世纪来的不和之音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此因。他的生活是一个穿越有着圣约倾向的地域的逆向旅程。他离开英国先往罗马，后踏上北非，在那有许多迦太基人信徒，接着他到巴勒斯坦并成功地在耶路撒冷宣讲多年直到他被教会当权派驱逐。他熟读圣经、拉丁经典、拉丁教父教义和一些翻译过来的希腊神学著作。看来他亦曾学习过法律，因为他对各方面的法律事务相当熟悉。在奥古斯丁、耶柔米与伯拉纠论战时，他那也许得以幸存的部分教义（例如，半吊子的伯拉纠派在公元6世纪时盛行于不列颠诸岛）可能与奥古斯丁理论的圣约部分相结合。伯拉纠教义本质上拒斥人因原罪而受罚，并以此削弱基督教义中圣餐的重要性。对他而言，人的本性领其归向上帝，而恩典由人天性的发展组成：即理性、自由意志和对福音的认知。因为伯拉纠派贬低神圣恩典对人之拯救的重要，所以它给予自由意志以更大发挥的空间并使人类有机会成为上帝之同伴而不仅仅是上帝的受恩者。
伯拉纠在其理论中对亚利乌派（the Arian）耶稣无神性的观点和摩尼教(the Manichean)否定耶稣之人性的神秘主义观念均予以拒绝。他对摩尼教的抨击导引他强调自由意志、人性本善并对基督徒要求更严格的善行。伯拉纠处于圣经方向的基督徒学术传统之中。
6．迈向等级制（FORWORD  HIERARCHY）
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义视政治组织为亚当堕落之结果。圣约乃解“罪”之法。凶手该隐（CAIN）（第一城市之创建者）和异教征服者尼姆若德（NIMROD）（第一帝国创建者）是政治组织的创始人。这种教义一方面隐含对政治结构的颠覆，罗马人就是如此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根据这些看来强调无条件服从世俗权威的经文（如《马太福音》22：21，《罗马书》13：1－7，《提多书》3：1－11；《彼得前书》2：13－25，《彼得后书》2：10），它更多地被教会解释成人类在完美之时将废弃基督王权之外的所有政体并仰望基督王权的到来。此情形下，政治几乎多余因为拯救是个人确信和分享圣礼之事，而政治－法律结构对此无能为力。这种观点甚至有一种强烈的反政治的偏见，因为一旦所有的灵魂得救，可谓政治上的问题将毫无意义。
尽管地中海文明世界分崩离析、“蛮族”大举入侵和各宗派纷纷涌现，然而教会一旦掌握了罗马帝国的政权，它就在制度上自我组织和为外面世俗社会的组建作准备的过程中碰到了十分真实的政治问题。而且在许多情形下，教会一旦具备了自己的体系，它就被驱使或希望直接行使政府的职能。
基督圣约的普世应用使此任务相当复杂。与创立了一个特定民族和范围较小的国家的摩西之约不同，《新约全书》旨在容括所有人类并使教会有义务在世界遍传福音。这在现实条件中提出了一个像组建一种世界政府样难以应付的政治问题。教会中的内讧和异端、来自当地异教观念的强大压力、一种基督教统治的委托或累积传统的缺乏、政治原则和忠诚的多变、基督教会内人们的多样性和数量的众多及他们中群体间的敌意和此伟业的活动范围——这一切似乎使一种具有互助合作伙伴关系的圣约体系成为不可能。
正是如此，被中世纪基督教界公认为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S  AQUINAS）使其哲学体系远离对圣约理论的公开关注，而在十二支派的摩西政体中发现了他理想中的生活制度。对他而言，它乃最美好的生活秩序，因为它是一种混合型政制。他把它看成一种等级制联邦主义（hierarchical federalism），使其作为一种宪法化的权力金字塔以与中世纪封建主义相一致。他并非唯一持此论的人。
如何在一个大型共和国中坚持民主共和主义，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已为美国阐明用联邦制方法来解决此问题。但教会不能仿效此法，因为麦迪逊体系依赖于来自俗世和宗教的众多分岐间的相互冲突。教会相信有必要使人们信仰基督并将之连合到一个共同的宗教传统中。结果，像多数寻求以共同的观念方式来有组织地改变人类意识的拯救运动一样，教会组织和世俗组织趋于变得更具有等级式的帝国式的特征。正如一位当代普世教会运动的辩护者指出的：“从基督时代后的第二个世纪起，教会作为一个联邦式团体至少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意味着，它是一个拥有为人们所遵从的一种固定宪法和确定的法律的团体，并且直到宗教改革时代视教会为上帝用圣约选定的人民这种圣经上真实的观点，再次激发了人们的心智和想像力。”

教会教父趋于转向政治社团非圣约模式——尤其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等级制和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模式的指导，这种趋向把此运动推向了金字塔式统治。同时，教会避开以色列人圣约在政治上的应用，而寻求将其与希腊和罗马哲学有影响力的思维体系相关的神学予以提升和正当化。因为罗马共和主义自基督教时代以来就已丧失，所以教会承继了这种帝国主义的范例和近乎混乱无序的事实。在将传教士们等级化的主教制顶端，罗马成为西方基督教界的权力中心。
     三． 圣约和立宪主义：联邦民主的伟大孕育和开拓
     我们能从历史中获知：伟大的转变依赖于伟大的观念、伟大的运动和伟大的行为的结合，并且于三者汇合时产生。因此，在圣约史的开篇就有圣经上的圣约一神论的伟大观念，借此人们被设想成——和上帝进入那来自上帝且具有道德基础的约(pacts)中。除此之外，重要的是为所有人类而立的挪亚之约，和通过在埃及和西奈的经历在《出埃及记》中形成而为以色列人民立的约。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代，新教和为诸如瑞士、荷兰、苏格兰及英格兰各国所接受的神权政治上的转变，因一种新的圣约神学而产生。
     政治哲学上的革命，一系列多少有点激进的运动——在不列颠诸岛和英属北美殖民地跃升为辉格主义后导致1688－1689光荣革命，和同一时期在大西洋对岸由清教徒建立的北美殖民地的形成，与圣约神学、宗教改革和地方性或全国性政治转型的结合在16世纪所做的一样，为17世纪做出了贡献。18世纪来自启蒙运动观念的伟大浪潮掀起了现代新纪元的两次伟大革命：美国人创造了联邦主义――美利坚合众国的现代立宪主义，而法国人发明了雅各宾式民主――大洋两岸的民主共和主义。
在此我们必须记得所有的政治体制源于此并借此组织起来的三种形式：等级制式（HIERARCHICAL）、有机体式（ORGANIC）、或圣约式(COVENANTAL)――就如联邦党人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所表述的：强力、机遇或者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等级制模式政体一般以某种外在或内在（宫廷叛乱、政变）的征服形式来建立，并被组建成多少有点军事组织特征的权力金字塔。统治者或者统治者们居于塔顶对其下被整合进权威和权力“层”且每层隶属于其上层的人们发号施令。在等级制中，行政活动凌驾于政治活动之上。政治采用宫廷政治的形式，即向统治者邀功争宠的斗争。这一切极少宪法化，但若它运用该形式，则由统治者向其臣服者正式颁发的宪章组成该宪法。军队达到了这种政治组织发展的顶峰。
有机体模式表面上“自然地”生长，而在其上创建和组织的政体发展时，更有权力或更有才能的领导者们在该政体的中心形成一个政治精英集团。他们对退到此政体边缘地带的大多数人实施统治。结果，有机体模式成了一种两个同心圆――中心和边缘的模式。其中处于中心者统治处于边缘者，即使后者有权选择谁居于中心。权力，要不就是权力与权威都集中于中心，所处中心者决定中心与边缘的联系。在有机体模式中，政治活动首先出现但它是一种俱乐部政治。行政源于此种政治活动并且确实行政部门的首脑们也必须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在此范围内，宪法乃大量被接受的传统规则——涉及俱乐部和依靠它的行政部的运作。主张议会主权且被能进入该俱乐部之人支配的威斯特敏斯特型议会至上主义达到了该模式发展的顶峰，行政部门亦由俱乐部成员领导且居于议会之下。
圣约模式在一种迥然不同的基础上运转，一种母体——公共制度背景下一组同等的基本单元的图表表现出其基础的典型特征。同等的个人或者个人组成的实体以平等之地位，借圣约或政治协约联合而统一并建立公共统治制度，同时不牺牲他们各自的完全，圣约模式才能铸成。就该母体模式而论，其宪法鹤立鸡群，因为它包含将个人或实体联合起来的协议并建立了所有人必须遵守的“一致同意”的游戏规则。源于这种宪法的政治学是一种以谈判和协商为基础的平等人的政治，它旨在尽可能地开放，其中所有的参与者预知将发生何事。行政活动因宪法的支持而具其权威，政治活动因宪法的支持而享其权力。这体系不是等级制的，即使特权阶级有时是其中一部分。它也不具有单一中心，却建立在多个中心的基础上，每个都得到了宪法的保护。联邦制度乃其发展顶峰，每个组成单位在政体结构中有自己的代表并且在未授权给政府机构的诸领域还可保持他们各自的存在、权威和权力。
等级制政体和有机体政体（organic polities）因在同一个连续统一体中而能融合，但联邦政体(federal polities)却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分类序列上。三者间的斗争或综合持续了整个历史时期。，而在现代新纪元呈现出新的变化。
        2．新大陆的经验
15世纪下叶天主教改教运动（THE  COUNCILOR  MOVEMENT）失败与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开始之间的那段时期，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虽是官方认可的“发现者”，但其航行上是一次更大运动的部分。此运动包括科学家和航海者、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前者发明工具使其变得可能，后者则在西半球开始探索之旅，绕过非洲并穿越印度洋或进入太平洋。
华尔特﹒帕雷斯科特﹒韦伯（WALTER  PRESCOTT WEBB），这位得克萨斯州的历史学家于450年后将这些发起的探险称为“伟大的开拓”，借此欧洲人开始了使他们及其子孙们在500年内成为世界统治者的扩张。其中大多数人将伟大的开拓视作一个重头再来的伟大机会。它开创了至今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移民和殖民运动，它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改变了帝国、社会、经济、政治和不同地位的人们，但是就像移民中两个主要的宗教团体――天主教徒和加尔文信徒所发现的，新世界的发现并未消除“原罪”。
发现并移民新大陆的人们借着本性或文化，带来了自己过去的习俗和标准、善和恶、开化和野蛮、温顺和残酷。欧洲人不久后证明，无论自己移民何处，其侵略性远甚于原住民，即使原住民在许多情形下显示出连欧洲人都无法接受的残酷。这使500年后发行参与方在文明与野蛮间博奕的纸牌都不容易。我们早已放弃了欧洲人的征服主义和发现、征服和移民新大陆的单一欧洲中心史。我们今天描绘的画面用更微妙的色彩勾勒。各种螺旋形、曲折的“之”字形和断裂的线形使这幅织锦更为复杂。不过通常情况下，我们能得出一些结论，以此开始我们对新大陆圣约传统的探究。
首先，新大陆确实是一种重新开始，但这种开端从起初就像过去世界中的生活一样有着瑕疵并不得不被人类意志所改变，即使看来如此，重新开始并非简单地是一个让本性自行其是的结果。其次，因为人类意志置于一种道德的监督之下，人类必须互相进入圣约和协约以明确他们在新大陆寻求的自由将是一种圣约的自由（或联邦式自由）[８](federal liberty)――在上帝下立约、守约并按其条款而生活的自由，而不仅仅是一种本性的自由――按人意愿而行为却只受其本性或邻人限制的自由――并要求这应当是标准。最后，人可能认为新大陆环境的魔力令这个崭新的世界和古老的世界的许多人相信：回归自然能够使人类消除欧洲式文明的堕落。的确，甚至现实主义者们预见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实现将除去一个堕落或使人堕落的文明和社会的缠累，未来前进的蓝图就在其中。
若不发展出具体明确的方法和手段来实现上述梦想，上述观念就仅是浪漫主义。对圣约传统的一种现代阐释即立宪主义不仅给它注入了新的血肉而且使它像其过去一样成为实现自由、平等、正义和民主的工具。所以，尽管其开篇及历程均有瑕疵，但新大陆因由欧洲人移植的圣约传统而为重新开始提供了一个机会——虽然不很明确。而在圣约传统没有或不能培植之地，野蛮和对旧世界的憎恶注定要重现。
带来圣约传统的人们是怎样移民于新大陆的某些地区的？在创建新社会的过程中，新大陆移民的经验是怎样巩固这种传统的呢考虑到此经历中的所有瑕疵，这些移民又是怎样开辟出现代民主的发展的呢？这种现代民主――更恰当地说是现代民主共和主义，或更精确地说是现代联邦民主共和主义，不仅在其后联邦主义政体的意义上，而且在其源初圣约的政治意义上使用意为“基督圣约教义的” （FEDERAL）一词。这是一个人类在“上帝之下”而非与这位至高无上者一起立下的现代之约，以在法律之下创立一种有秩序的自由的故事。这种法律包含自治规则与共治规则的结合，这种结合使现代民主成为可能。
我们从新大陆的经历开始探究是因为在哲理角度上它实际先于旧世界。霍布斯、斯宾诺沙、洛克及其同代人，通过他们政治协约和市民社会的观念，系统阐述了现代立宪主义，而且他们一般被公认为新政治学或现代政治学的奠基者。这种政治学以人类心理学而非道德原理的现代自然权利观为基础。事实是上述政治哲学家在伟大的17世纪开始了他们的巨著，而在20－30年前来到新大陆的人们尤其是清教徒早在非圣约模式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制度，并且朝根据新大陆和现代环境而改正这些制度的方向大步迈进。因此，新大陆的清教徒共和国不仅在预想中而且确实以这种方式建立，并在两代人的时间内转变成另外一种为旧世界的政治哲学家们所称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但与旧世界相比, 它更多地扎根于圣约传统之中。新教加尔文宗渗透的圣经圣约主义与政治协约和市民社会的现代观念间存在紧张和综合，的确，一个人也许认为美国现代经验的顶峰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当一种实现市民社会的期望取代了一种实现圣约共和国的理想时，现代新纪元在许多方面带来了一种圣约传统的世俗化。确实，随着现代新纪元的前进，在将市民社会看成自由民主而追求的过程中，圣约共和国甚至被忘记。这不仅与现代特点而且与比过去让异类更正当化的现代环境相适合。
在创建美国和新大陆其它源于相似基础的政体的过程中，因为新教即使不起支配性作用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圣经上最初的圣约主义主要通过新教徒通常是加尔文宗信徒的渗透而进入新大陆。在那儿，它转变成一套可操作的原则、制度和惯例常规。曾主要是一种宏大理论体系的表达成为文化的奠基者、制度的塑造者和对政治及其他行为的重要影响者。在此进程中，它被现代性所修改，而这种修改的最终结果远远超过了现代新纪元开端所预想的结果。但是，在上述政体的每代人身上，圣约的基础仍以一种无从预料的方式保留并自我显露出来。
3．圣约（COVENANT）、协约（COMPACT）、契约（CONTRACT）
一个圣约乃是一个有道德根基的协议或约（pact）。它建立在自愿同意和共同的誓约或允诺之上，由相应的更高的权威见证，在不必定平等却独立的人民或各方当事人间达成，以在保护所有当事人个体之独立这种共同尊重的条件下实现规定的（限定的或综合的）目的。每一圣约包括同意、允诺、和达成一致，大多数即使不具永久性，也意味着无限期的持续。圣约能为了各种不同目的而联结任何数量的同伴，但其本质是政治性的，因为他们联结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政治和社会的共同体。
在一种难以理解的关系中，圣约与两个相关的术语――协约（Compact）与契约（Contract）连系在一起。一方面，协约与契约不仅与圣约相关,而且可能源自圣约。有时，这些术语甚至交替使用，另一方面，三术语间非常真实的区别需要予以澄清。
圣约和协约与契约不同，因为前二者具立宪性或公共性，而后者有私人性。就此而论，圣约或协约上的义务具有广泛意义上的互惠性。受二者义务所约束的义务人有责任超越法律的字面意义而不是将其义务限制于最狭隘的契约要求来彼此回应。因此，圣约和协约内在地被设计成在某些方面灵活而在其他方面刚硬不变。作为私法的术语，契约趋于尽可能狭义地解释，以对契约本身明确规定的契约方义务进行限制。契约一般包括任一方在某特定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和违约金何处适当）的规定。协约和圣约被设计成永久或无限期时，则一般需要相互同意才能被废止。
一个圣约不同于一个协约，因其道德约束之特性优于其法律之特性。圣约之核心乃一协议，其中更高之道德力量――传统上为上帝是此特定关系的直接一方或保证者。然而，当使用协约一语时，道德力量仅被间接地包括。以相互的誓约而非更高权威或在其面前作出的保证为根据，协约更强烈地依赖于其法律的基础，尽管其政治学仍有伦理基础。换言之，协约乃一尘世之现象。
通过检视17、18世纪发生的术语转变，上述区别在历史上得以证实。这种转变在美国和法国革命及其余波中达到了顶点。在美国，“圣约”和“协约”两术语近乎被交替使用一直到1791年后。17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接受的术语是圣约。协约则于18世纪中期在大革命时期作为启蒙运动世俗理论的部分被引入。美国那些视政治事务由上帝掌管的人们继续使用“圣约”术语；同时，为政治学探求一世俗基础的人们转而选用“协约”术语。虽一直未严格清晰地运用该区分，但它始终存在。
论及社会契约的卢梭及其后继者使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社会）契约，一个高度世俗化的概念，甚至被应用于公共目的时，也从未发展到一种同圣约或协约样道德义务的水平。
圣约亦与立宪主义相连。一般而言，一个圣约先于一部宪法并创建政体及其民众，后者再为自身选定一部关于政体的宪法。可见，一部宪法包括一个先在之圣约的实现——一个政体的框架或结构是一个先在圣约的转化或者完成。这种宪法包括对最早圣约的重新阐述或肯认，就如1780年的马萨诸塞宪法一样，尽管它是可自由选择的。
追溯政治理论中表达的圣约观念或许更为困难，但是圣约作为思想体系更易于确认，因为思想体系乃是一种众所周知的理论形式。正在圣约不必然得到如此的公认时，它作为文化持续存在，而其思想体系在现代新纪元却几经浮沉。它在17世纪的不列颠诸岛、苏格兰低地和北美殖民地，又在美国独立战争时代，并于此后定期性地在以圣约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坚固而稳定，但是在现代新纪元期间它却再未获得同样的地位。在圣约母体中发展出来的制度，特别在制度化的统治和文化中，可以寻到圣约特性存在的一个判断标准。这些确实能在整个时代中得到证明。即使在一个较大的环境中圣约之特性比较欠缺，那么于某种巨变将其改变之前，制度在最低程度上仍是圣约的载体。因此在这些制度内活动的人们的行为，尤其是他们的政治行为在圣约存在之处是一种对圣约的明确证明。鉴别政治行为并不比鉴别制度更容易，不过多数情况下政治行为能够被予以足够扎实地研究。
圣约以新教的一种表现方式进入现代新纪元，并且在每个方面它都与清教主义的兴衰及其在世界某地仍存的余留部分紧紧地拴在一起。新教教徒有两个最重要的教义，第一个来自于慈运理（HULDREICH ﹒ ZWINGLI）、布灵格（HEINRICH ﹒ BULLINGER）及其同工和门徒们。他们分布在苏黎世和莱茵兰，并主要在瑞士和德国西部的德语区。另一个是日内瓦的加尔文（JOHN  CALVIN）及其同伴、学生们的产物。加尔文于慈运理被杀后登上这个舞台，其教义迅速地成为新教最有影响的教义。
法国的胡诺格派教徒、荷兰人、苏格兰人、英国的清教徒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清教徒深受二者影响。在神学方面，加尔文宗更具影响；而在政治方面，慈运理和布灵格的影响更大。新教教义影响下的每个国家都发展了自己对二者的综合，而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综合则由英国清教徒们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初的英格兰，后由其继承者大不列颠的力量所致。从18世纪初到现代新纪元的近乎末期，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蕞尔小岛。在英格兰的一场内战中，清教徒抗争旋即获胜，这不仅导致本国的强大，而且使它能够征服苏格兰和爱尔兰。此事实进一步增强了它的影响。甚至在此之前，他们移民于英属北美的一块美好之地和南半球的深处。
无疑，在新教教义尤其是清教主义下，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圣约思想发展到最复杂的阶段。即使清教共和国从过去转变到被现代世俗化的市民社会取代后，圣约思想仍在欧洲大陆、大不列颠诸岛和新英格兰——它对上述各地的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寻求到了重要的表达。新教加尔文宗对世界史的影响如此之大只有处于历史重要转折期的运动才能与之相比拟。
然而，这种要求维护新教教义的整体社会在17世纪遭到了巨大的攻击。由于对一种更容忍异类的世界观的支持，它最终衰落了，部分是因为新教教义和清教主义总的来说对个人的要求太高。不管是好是坏，多数人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视清教教义过于严肃、苛刻而又难以令人满足。而且，那些赞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清教教义的人们，常常因自身无法承受它的要求，而被他人视为伪君子。
可见，这有一个悖论。一方面，新教教义发展出了极为重要并应当接受的理论、思想体系和文化，以支撑现代新纪元中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理想――自由和平等。但是，力图实现二者的新教方式，要求不够宽容或自由的制度，和不可能为绝大多数人实现的高标准行为。新一代政治科学的发展者或解释者们对人性采取了一种非常世俗且或许同样悲观的方法（新教教义实际上助长了它的发展）。对以新的方式吸收了圣约观念的政治理论和实践而言，新政治学及其发展者、解释者仍不仅为它们架起一条沟通的桥梁，而且提供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结构。
在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独立政体和一种立宪政制诞生的过程中，共和（国）和市民社会两原则同时出现、紧密相连、难分难解。此时此刻，迈向市民社会的现代运动的高潮实际上已经来临。完成了独立宣言、为独立而战并于新宪法下创建美国的那一代人由两个群体领导：其一来自于更古老的宗教信仰传统——主要是新教教义的圣约传统。在迈向上帝之下的联邦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他们视其传统的规则最为重要。第二个群体来自启蒙运动，主要受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影响――该学说离其成为圣约传统之组成部分仅一步之遥。他们想让北美的联邦民主共和国成为实现市民社会的方式。美国人在其革命时代的伟大成就乃是：来自两个阵营的温和派在一致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一种共同的方案，而两阵营中的极端派被撇开，借此美国能够作为人性、社会和政体两种观念的综合物而诞生，借此得以扬长避短。
    4．圣约模式
现代新纪元目击了圣约与等级制两种政体模式之间的一场重要冲突。的确，等级制模式或其民主化后所转换成的中心—边缘模式曾是现代欧洲国家主义的基础。结果，当议会从国王取得权力时，他们修正金字塔君主政体的方式是：将议会建成权力中心；同时该政体其他部分保留于边缘，最多能选择谁将进入议会“俱乐部”。而且，当国王变为弱势一方时，原选拔来为君主进谏的那些议会委员会转变成内阁或政府。任一方式下的模式类似于军事组织或者排外的社团俱乐部而异于开放社会。
上述两种模式与现代国家主义相联系。与此相对的是，圣约模式与现代联邦主义相联系。尽管圣约的观念和理论其实更早就得以发展，但其现代理论的全面发展和政治上的成功应用是在18世纪末期的美国出现的。
对这种模式最精彩的现代理论阐述乃《联邦党人文集》。它将这三种政体的形成描述成分别是强力、机遇、或深思熟虑、自由选择的产物。的确，《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表明所有先于美国的政体不得不依赖于强力和机遇，并且此文的思想被美国人用来构建一个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政制。这显示出美国的创建者们已相当清楚地意识到联邦政体与其他政体的根本不同之处。
若要称某个民族或市民社会或某种文化具有圣约性，只需表明支配它们的思想体系和形式上的特征具有圣约性。这也许包括塑造这种文化、民族或市民社会的大多数人或在关键地位上的少数重要人物。我们知道，大多数历史运动都是由少数关键人物领导的，并实现了它们欲实现的一切。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人们都一样渴望以小范围的、传统的方法来实现愿望并避免痛苦，而且不愿意一锤定音似的革命。这正是少数重要人物所做的，若他们是圣约主义者，则此社会成为圣约的社会。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圣约的属性没有深深渗入其生存的文化中，亦不意味着不能在那些好像一点都没有觉察到自己拥有圣约的人们中发现它。如果在圣约的文化和政体中的各民族具有等级、有机组织体和圣约的倾向，那么这些正是少数重要人们用某种方法使之起重要作用并培育出来的基本要素。
     四．圣约与美国的创建                  

在赴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职的路上，在每次美国本身似乎注定要解体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一如既往地专程来到费城瞻仰独立厅。1861年2月21日，林肯驻立在这块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前，唤起他的听众们注意，他已经“倾听到在美国宪法（我将添上）和独立宣言最初制定之地神圣的城墙内高扬而出的言语。”林肯继续说：“任何非来自那城墙的言语，我从不询问。在我所有的政治冲突中，我依靠那来自神圣不可冒犯的城墙中高瞻远瞩的教义。若我曾真的背离了那教义，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９]

1．            美国的圣约使命
林肯对《诗篇》第137篇第5－6节的释义是其观点的众多表现之一。这种观点源自美国人的经历，可与圣经上以色列的经历相提并论。即使美国人不是上帝的选民，但在林肯的眼中，他们至少是一个“近乎上帝的选民”。
林肯在独立厅和类似场合的评论的每一节奏和内容表明他分担了一种美国人普遍的使命感。这与创建美国的杰出的清教徒——约翰.温思罗普（JOHN ﹒ WINTHROP）总督所叙述的的相似。1630年，在大西洋的“阿尔培拉”号船（THE  ARRABELLA）上发表的《基督之爱的典范》(<<MODEL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温思罗普对第一代英格兰清教徒移民在新大陆开创的伟业作了总结：“因这未竟事业，我们和上帝立下圣约，我们已经领受了一封委托状…”

1965年1月，温思罗普的表达在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总统的就职演讲中找到了回应：
“为寻到一块自由之地,背井离乡、孤独无助的他们来到这儿。他们立约于此地，用正义构想，用自由来书写，用统一来联合，它意味着有朝一日鼓舞起所有人类的希望，它至今仍约束着我们。只要我们遵守其条件，我们应会繁盛。美国之圣约号召我们致力于指出人类自由之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因此，尽管作为一个国家远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但作为一个民族没有哪位异乡人不在我们的期望之中。”

所以，在以色列人认可远离法老的奴役并用“阿们”表明同意摩西立下西奈之约的近3000年后，视已为新以色列人的清教徒的先辈，开始了进入其“荒芜险地”的历程。他们亦以签名和“阿们”同意圣约。在此过程中，清教徒的前辈将源于圣经上的圣约观的一种主流理论引入北美。自清教徒时代以来，圣约观念与其说在清楚地显明还不如说隐伏潜藏下来，并部分地淹没于美国理论和文化——尤其是世俗立宪主义的其它流派甚至逆流之中——圣约观念不仅成为美国创建基石的重要部分，而且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持续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
可见，组成美国的民众和政治实体在起点上谨慎地跟随圣经上的先辈，通过圣约中的约联结以确立其新大陆的秩序。1620年11月11日在“五月花”号（MAYFLOWER）船上完成的圣约，留下了美国立宪传统中的第一部神圣文件：
“因上帝的名义，阿们，作为敬畏全权之上帝和因上帝的恩典而治理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詹姆士王――信仰之保护者的忠诚臣民，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为上帝的荣耀、基督信仰的前进和吾王吾国的荣誉，开始移民到弗吉尼亚北部第一殖民地的航行。我们，根据本文件，在上帝面前，互相庄严地依次进入圣约，将我等联合以组成一个世俗的政治社会，此乃为了我们有一更好的秩序与对上述目的的保全和推进，并借此制定，应常被认为是对殖民地的公益最恰当和适宜的宪法和公职。我们在此基础上才全部地顺服和服从。在主的见证下，11月11日我们在圣经上签下我们的名字…”

一部最好的圣约会明确创建一个共同体，并为其随后的宪法发展建立基石。约翰.奎恩斯.亚当斯（JOHN ﹒ QUINCY ﹒ ADAMS）的演说与其说精当还不如说表现出一种自豪感，因为他把“五月花号协约”称作“也许是人类制定的最早社会协约史中的唯一实例。它曾被坐而论道的哲学家们设想成政府合法的唯一根基。”

事实上，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有许多这样的圣约。而亚当斯的见解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至少在欧洲的思辩哲学家们设想它的30年前，“五月花协约”就已产生。在霍布斯和洛克系统阐述他们的协约理论时，新大陆就已经有了众多协约化的市民社会。
美国人民已经发展出两个主要的圣约庆祝节日。尽管其圣约上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已衰弱，并被限定在仪式中或者形式上，但它仍存留到后现代纪元。它们是感恩节和独立日。前者是纪念独立前殖民时代第一个殖民地的创建。
虽然感恩节的观念被美国人民的后代们也用于其他纪念形式，但保留至今并仍为美国首要的全国性节日的感恩节，乃被认为是由信徒们创立的十一月感恩节。因其所联合的和其所拒斥的，它才成为首要的全国性节日。它用一种正确的比例将宗教信仰与爱国情感结合。它是美国人所独有的节日，展示的不仅是全体国民的宗教信仰，而且是美利坚民族信仰的品质，虽然它并不与任何特定的宗教或宗教派别相一致。它使得所有的美国人得以充分参与，而任何一个没有失去本身特性的宗派节日或圣日才可以或者才能够如此。正如感恩节必定不是全然地具有世俗性，它亦并非全然地具有宗教性，但是每一代人都能对二者作出自己的结合。对一代代人而言，宗教信仰乃支配性的主题。尽管在19世纪后期和过渡到20世纪的过程中，世俗因素获得了重要地位，但公众主题仍主要是宗教信仰。
当上述最初的动机被修改时，宗教信仰和世俗两大主题通过家庭和教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私人的习惯。同时，随着感恩节商业化、使圣诞节开放成购买旺季的商展和提供娱乐并从当天休假的人们中获利的职业足球赛的出现，公众的庆祝趋于与二十世纪美国人理想而非其幻象的主题相一致。在这种意义上，即使将其新的重点放在美国人的理想而非其幻想上，包含了全部痛苦的感恩节仍继续在与美国人民沟通。
对于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 ADAMS）反英压迫的“神圣盟约和圣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中的爱国者，对于1787年立宪协约的制定者们，对于在首任演讲中称年青的共和国为“选定的国家”的杰弗逊（JEFFERSON），对于常将“一个美好婚姻”作为美联邦典型特征的林肯，对于约翰逊，对于千千万万的美国百姓，圣约的观念已从詹姆士敦到今天的真实经验中体现出来，由此个人和家庭通过协约联合来创建统治的安排。
2．            清教徒：圣约来到新大陆
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这位美国清教主义的伟大学者以此方式对最初奠定美国政治理论的基础作了总结：“对清教徒来说，基本观念乃是圣约…主要是一个宏大神学的概念，它亦成为一种社会理论。在清教徒的系统阐述中，它主张一个政治社会若能正当地建立，不仅要有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还要有一种不是根据人民自己设计的条件，而是只以上帝永恒的正义之法的预定条件为依据的协议…”

圣约传统在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的伟大复兴，与那时欧洲大陆上发生的经济、社会、政治上的转变联系在一起。现代初期的资本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兴起，导致了中世纪形成的个人、社区、城乡间纽带解体。当人们不得不离开家乡，作为丧失了社区的保护和支持的个体去寻找工作，并不得不找寻新的住处时，他们与其周围环境日渐分离甚至疏远起来。这些在社会上孤零零的个人，通过被圣约的神学和圣约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所包括的宗教信仰观念，来寻求他们与社区的联系。”

当人们开始认为自己与其所属的阶层、社区和家庭格格不入时，圣约传统与心理个人主义的发展相连。佩尔柯克（PEALCOCH）以这种方式描述了这种变化：
“16世纪和17世纪出现的个人开始想像自已――既非社会体的一个器官，亦非心理意义上的个人，而是与其他个体结合成家庭、行业、阶层、政府等的一个组织，但本性上能够容忍这些过去从未有过的公共机构。因为他们之间日趋分离。相反，中世纪的人对自我的描述，与其说是个人不如说它是此政治社会的一个器官――他是一肢体还是一首脑则视其所属阶层的地位而定。这种“器官”的形象化描述充斥于中世纪的官方纪录和世俗的与宗教的文献中。此政治社会被认为是上帝对社会的世俗预备。他已为每一个国家预定了一个有机的生命，它的各个部分结合在一起，因其自然的生命像任何一个有机体一样注定兴旺又注定死亡…构成中世纪政治社会观念的三个有机结构原则如下：（1）置于此组织体高级机构与低极机构中的有机结构等级制（organic hierarchy）；（2）有机结构反控主义（organic involuntarism）（“部分反对首脑…将有瓦解整体的趋向”）——引自英内战期间一个保王派的小册子作家亨利·费恩（HENRY · FERNE）；（3）有机结构周期主义（各国“都有其青年时期壮年时期尔后衰弱”――引自斯蒂芬.马歇尔（STEPHEN  MARSHALL））。
在清教徒经常运用有机结构的比喻的那个时代，他们的观念和行为实际上与有机体理论相反并且旨在削弱它。
圣约观念为清教徒指出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历史，不再如有机体理论所要求的被看成是周期性的，而是象圣经史一样被看作是目的论的。换言之，历史本有圣经预定的起初和末了，但因人的堕落，需要上帝介入使其有一适当的结局。结果，话语中含糊的语言产生，并且由于语言是人的“独角戏”，在某方面的问题上导致上帝选民观念的含糊理论，最初被清教徒运用到英格兰，尔后被清教徒移民应用到新英格兰。约翰.佩尔柯克以此种方式描述了这种转变：“在早期的现代政治社会，有机结构互存性取代了有机结构等极性。”

圣约本身具有“联邦性”；换言之，一个人的身份要通过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来说明。不再凭借固定个人在社群中的地位的出身论，而是通过能获得某种自由的某种义务的假定和同意，在有机结构论上界定个人身份。因此，在“阿尔培拉”号船上对其乘客的著名布道中，约翰.温思罗普尽力平衡乘客间的个人身份与在联邦中的身份。如佩尔柯克的结论：“《基督之爱的典范》是美国从圣约到宪法之深化过程中第一台阶中的一级。”

在这新的情况下，一个主要问题乃是如何调和营利之商业与慈爱之事业。慈爱或众所周知的基督之爱的观念是一种基督教义对圣经上概念“TZEDAKAH”（源于希伯莱文“TZEDEH”或者正义）的改造。对犹太教而言，它曾经并至今是在这世界上一种过完全生活的基础。最显著的是，它对于基督新教教义是真实的。然而，以营利与营利和个人主义的一种混合为基础的新经济学并不必定有助于慈善事业，故不得不调和二者。自北美海岸第一个英属殖民地创建以来，这确实已成为美国人的一个主要问题。因而美国政治文化扎根于商业活动与政体两大基础之中。
清教徒迎面碰上此问题。约翰.温思罗普--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首任总督，在远航的“阿尔培拉”号船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建议通过上帝与清教徒的圣约来调和二者。他详述了圣约的条款以在实践中指导这种调和。温思罗普的论述以真正的圣约风格强调了富者帮助穷者的义务，而这并非因为穷者的道德或他们享有被帮助的权利。一个完全的基督徒，因而有责任调和营利与慈爱间的矛盾，并给那些比他不幸的人们提供基督之爱的奉献，而不论接受者是否值得被帮助。
然后，圣约被用来调和自利与良知间、物质手段与超越目的之间和共和体中个人命运与集体命运之间的冲突。温思罗普的演讲题目《基督之爱的典范》表明他意图致力于这些任务。正是在其演说中，他表明新英格兰正成为“一座山巅之城”并且“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清教徒“应当发现以色列的上帝正在我们中间。”信徒坚持圣约条款和奉献基督之爱才能实现的这一切，是为了接近而非实现圣洁的行为。的确，唯有完全充满信仰的品质，这个政治社会才能坚定，因为它本身不过是一根易折的芦苇。在温思罗普的理论中，其所需要的信仰精神与世俗生活之必需确实是其关键所在。
以此方式运用的圣约逐渐削弱了封建等级制。在神特别预备下的新的政治社会，不包括军队似的控制链中的上下等级，而包含“这个社会彼此面对”并“因爱（和）怜悯”——与圣经上“HESED”一词（意译为爱的圣约义务）类似的一个概念——而服侍的成员之间互相达致的同意。
温思罗普所钟情的理论曾是把他的奉献、营利和平等观念连合于这个政治社会之中的粘合剂。注意他的阐释：“…若无回报之期望，圣爱当无培育和维持的可能…圣爱总是处于报答之中，它从未付出却一直有效地得到…在同一社会的成员中，圣爱和人爱在一种非常平等又甜美的交流中互存互惠…考虑到爱的运行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我们可以在这自然身体中看到…劳作…与如此的愉悦和满足相伴随以至于远远超越了它所承受的痛苦：因此，基督徒间圣爱的一切劳作中，正在爱的那方，将如以往显明的一样再次获得爱的丰收，灵魂所渴求的超过了世上的一切财富…因为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天国，去爱和活在爱中乃是灵魂的天堂。”温思罗普以此方式用互存互惠取代了等级制，那就是借助圣约，将封建制的互依互存，用神学重新安排成联邦制的互存互惠。
埃德蒙﹒摩根（EDMOND.MORGAN）总结这种转变的意义：一如以往经常表明的，一种转变标志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在此转变中，一人与另一人的关系不再如此依赖于占据了生活的遗产或等级地位，而更趋向于以任一圣约即二者间或许存在的契约方协议为基础。这种变化是否将一切归因于宗教信仰观念或者某些宗教信仰观念本身是否这种变化的产物，从未能知。但清楚的是，许多16世纪和17世纪的新教教徒，尤其是清教徒思考起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时就好像它建立在圣约的基础上。
摩根以20世纪历史学家的怀疑论调来叙述，但他却正确地将圣约与契约相联系。亨利.梅因爵士（SIR  HERRY  MAIN）则更早地阐明了这一基本理论，即中世纪至现代的过渡乃一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在最后的分析中，摩根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重新注意到圣约与契约的不同。对于那些不仅仅关注物质利益的人来说，身份与契约都是不够的。物质与信仰之间必定有一架圣约的桥梁。在林肯之前，温思罗普就称圣约为一个婚姻，即一个人可以将它看成一个神圣契约——自由缔结却有约束力，要求最高尚的宗教信仰义务和对幸福最属世的追求。
现代人怎样开始圣约又怎样知道这是他们已开始的圣约呢？温思罗普告诉我们：“上帝已准许我们描绘我们自己的条款…现在若上帝愿意垂听，并且领我们于和平之中到我们想望之处，那么，上帝就已经批准了这个圣约。”

因此，在美国被系统确切地阐明的首要政治原则，乃是清教徒圣约教义神学的延伸和改编。它视所有的社会都是上帝与其子民间立下的根本性圣经之约的产物。温思罗普将标准的共和国称为一个致力于“圣约的自由”（“FEDERAL  LEBERTY”）或者自愿倾听、思考、选择、同意圣约律法的自由的共和国。清教徒们寻求将人们间的所有关系都置于圣约的基础之上。他们的聚会是在圣约基础上形成的“圣徒”的肢体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将来可能的成员互相立下圣约时才会存在，而且只要立圣约的行为保持有效（潜在地并非必定永远地），它就能存留下去。
与此相似，在多数新英格兰殖民地每个镇上的事实居民（或可能的居民）中立下的世俗圣约，缔造了清教徒中的政府。“五月花号协约”（最初作为“普利茅斯合约”闻名）是这些立圣约的行动中的第一步。随后，这种城镇的同一模式事实上延伸到新英格兰创建的每一移民点和其他殖民地的众多移民点。例如，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就是借圣约联合的城镇形成的。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与其纳拉干西特人朋友在普兰泰申协议（the Plantation Agreement）[１０]中表达了这个基本观念：
“经联席议事会同意并根据本法令宣布：在圣城普兰泰申（PROVIDENCE  PLANTATIONS）创立的政府形式乃是民主的，即一个依靠此城全部或绝大多数自由居民自愿且自由的同意支撑的政体。”

这种所有人缔结此圣约的能力，意味着所有人事实上在这至关重要的方式中——即在以正确的生活标准自我约束的能力上——是平等的。
新英格兰镇是温思罗普式圣约社会的最高体现。其居民自愿承诺以聚会的圣约作为享有世俗公民资格的前提，由于这个基础，在离教会礼拜堂半英里以外的地方居住是不合法的，并且圣经上的律法在个人行为的众多领域得以应用。正是上述律法的严厉及其对日常生活的限制促成了上述城镇众多儿女的西部移民，因为在更早时期不管清教徒模式得到怎样地利用，新英格兰仍是充满了寻求个人自我实现和现代理想的现代殖民地。
亨利.斯梯尔﹒科马吉尔（HENRY . STEELE.COMMAGER）评论道：“整个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人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协约——1639年的康涅狄格基本法、1638年朴次茅斯的“神圣协约”及其后继者1647年圣城普兰泰申宪章、1707年宾夕法尼亚的基本权利宪章（此例不甚清晰却能确定）和此后在一个接一个的拓荒地上立下的20个协约和协议。”又如理查德.尼尔布尔(RICHARD NIEBUHR)在一些年前的评论：“在美国民主形成的那个时代,指引人们的伟大的公共模式之一…曾是圣约或联邦社会的模式。”

就如温思罗普和其同事们如托马斯.胡克（THOMAS . HOOKER）、约翰﹒科顿（JOHN.COTTON）在他们著作中所揭示的，移民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用一种象美国人生活方式其他方面一样成为样板的方法，把一种基本的保守主义与坚定的激进主义相结合。此结合无疑与美国人的圣约思想体系直接相关。圣约思想体系视人通过预定论与上帝连合，而通过此约束根据上帝为拯救人类而订立的宪法来自由地生活。为实现该宪法乃需要与现存社会的抗争，但抗争的目标是为了恢复人类堕落前（亚当堕落前）世界的和谐。清教徒来到新大陆缔造一个新社会，而他们在竭尽全力的同时，从未忘记人类的弱点。
这种综合并非总是完整一致。象罗格.威廉斯（ROGER ﹒WILLIAMS）和安.迪金森（ANN ﹒ DICKINSON）那样更倾向激进派的人几乎立刻分离出来。威廉斯在罗得岛和圣城普兰泰申建立了自己的圣约共和政体。它在民事和政治方面如马萨诸塞一样以圣约为根基，只是由于它如此坚定地保证在宗教信仰上的开放，清教徒相信它不可能获得上帝的拯救。
清教主义的保守特征偶而会征服其他人；即在塞勒姆的信仰调查中，清教徒仍强调因普遍的道德败坏，人灵魂中的恶性才脱离了控制。但是综合派中的大多数主张宣讲不同的说法。例如，托马斯.胡克于1636年将他的会众迁离出马萨诸塞而创建了康涅狄格。它发展成一个更平等主义的清教徒共和社会，但在保守和激进特征的结合上却毫不逊色。他的支持者们在此写下北美第一部完整的宪法即康涅狄格的基本法，并且借引用而将摩西律法采纳为康涅狄格法律的基础。
清教徒圣约教义（PURITAN  FEDERALISM）自身通过“圣约的自由”（FEDERAL  LIBERTY）——这个约翰.温思罗普于1645年对议会的演说中清楚的概念——而在思辩和社会二层面得到表达。对温思罗普和其他清教徒而言，圣约的自由与本性的自由（NATURAL  LIBERTY）相对立。作为马萨诸塞创建者之一，温思罗普在其1645年的著名教义中确切地阐明了圣约的自由：“此乃一种双重的自由――本性的自由（我意指吾等本性在此时是堕落的）和法定的或圣约的自由。第一种自由乃人类与兽类及其他生物所共有。此刻，仅处于人之状态下的人有随心所欲的自由；它是一种既趋向恶亦趋向善的自由。此自由既不尊敬权威也不与其相容，并且丝毫不能忍受最公正权威的约束。固守并运用此自由会使人更加邪恶，最终人比野兽更加狠毒：（OMNES  SUMUS  LICENTIA  DETERIORES）。此乃真理与和平的大敌，最为野蛮，上帝的一切法令决意反对、约束并制服它。我称另一种为法定的或圣约的自由；它也可能被叫做道德的自由，道德律法中的上帝与人之间的圣约和人们间政治上的圣约及宪法与它相关。此自由是权威正确的指向与目标，没有它权威就不能存在。它乃是一种只趋向善良、公正和诚实的自由。你们若坚守这种自由，将在必要时冒（不仅是你们的利益，而且是）你们的生命的风险。阻挡它的不是权威而是对权威的桀敖不驯。此自由乃以一种服从权威的方式来维持和运用；它与基督使我们解放的自由一样…若你企图固守你本性中堕落的自由并行那你看为善的事，我们就丝毫不能承受权威的责任重担，却是抱怨、反抗并总图尽力除去那轭；然而，若你满意享有基督送予的法定的和合法的自由，那么你将为了你的善，平和又高兴地在其一切统治中服从那置于你上的权威。”

詹姆士.威尔逊(JAMES ﹒WILSON)重新阐述了温思罗普与1789年联邦宪法建议案相关的论点：“在考虑…我们面前的这个制度时，有必要提及另一种自由，…圣约的自由（FEDERAL  LIBERTY）。当一个唯一的政府被创建时，组成它的个人将自己本有的独立的一部分让渡于它…当一个联盟共和国被创建时，组成它的各社团将自身政治上自治的一部分让渡给它…这些州交托给全国性政府并置于此政府中的那部分且是唯一的那部分政治自由，比它仍保留在这些州中将能对整体产生更多的益处。当它们让与此部分政治自由时，在与联盟将来预计的整体福利相容共存的范围内，作为州它们仍保留自己对其他所有权力自由又充分的行使。”

确实，其他人是受到此莽荒之地的开阔的吸引，并为了寻求本性的自由，才来到北美的。只要不能被理解成正在伤害其他人，本性的自由就意味着，每个人可自由地做他或她喜欢的事情。在美国人的口语中，它指“行自然之事”(“‘DOIN’ WHAT  COMES  NATURALLY”)，而非被任何人的社会或政治的限制所约束。在美国人的传奇中，通常是文明的限制难及之处的边区居民，尤其是山地人能够最好地实现本性的自由这种欲望；而同时，正如圣约的自由是一个其源头可回溯至圣经的清教徒观念一样，为现代人和后现代人在哲理上理解的本性的自由虽是卢梭的观念，但却有更早的源头。这已是美国社会中一直持续的紧张关系。多诺德.卢兹（DONALD ﹒ LUTZ）评论，圣约的自由依靠美德和信任的结合和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间的紧张。尽管此结合最早依赖于宗教信仰，但它已经转化成一种世俗的观念。
清教徒圣约主义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初看来仅为中世纪组织模式的一种延续的自卫队，也通过圣约而成为清教徒圣约主义的一种自我表现形式和一种为其所用的工具。在此方面，他们在圣约的政体中延续了自卫队作用的古老传统，作为一种方法，象使他们的公民权利合法化一样，它让个人表达了他们对社团的主要义务。
一开始，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移民就不得不组建其防卫力量，尤其是针对印第安人，他们以英国方式即不靠常备军，而通过有时由一群付酬的老兵组织并训练的民兵团来建立防卫。
英国国民自卫队限定在中等或更上层阶级的成员,与此不同，新英格兰的民团自卫队开始就民主地接纳几乎每一个人，而且，按清教徒圣约主义的精神，民团建立在同意的基础上。民团乃被设计成为圣约化的组织，其自身军官的选举即该设计的一个方面。此权力历经多年深化而被继承下来，因为它适合殖民地政府文职选举和教会圣职选举的一般模式。一个人通过宣誓效忠而具备民团成员的资格，正是此行为被看作同意的基础。1652年马塞诸塞议会宣告“支持或效忠于英格兰人的所有苏格兰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将入伍，借此民团自卫队的开放程度、民兵的选举权得以扩大。在选举和谁已被选举问题上甚至存在着争执。
在17世纪50年代，许多地方的非清教徒居民能够以多数票否决民团自卫队的人，对他们而言何为民主的滥用问题开始困扰议会。从1656年起，议会尽力将选举权限制在清教徒群体的真正成员中，直到1668年，马萨诸塞议会表面上遵守英国君主制恢复以来的查理二世制定的规则，将地方民团的选举全部废除，仅留给自由人选举一位主要将领即殖民地最高军官的权利。
在政治组织方面，清教徒圣约主义（PURITAN  FEDERALISM）崇高目的体现于新英格兰联盟中，尽管此联盟最后被英国视作对帝国的威胁而摧毁。最初因防卫的目的而由4个新英格兰殖民地普利茅斯、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康涅狄格组成的联盟，沿用了社团联盟(confederacies of communities) 的模式，其中权力和职责的真正中心仍保持在各构成单位中，但不久后它就显示出超越一个纯粹军事联合的迹象。
尽管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一直有宣扬圣约理念的最雄辩的代言人，但他们绝不是将圣约理念带入北美的唯一信徒群体。从宾夕法尼亚到佐治亚山地的苏格兰－爱尔兰后裔、纽约的荷兰人、苏格兰的长老信徒；及在较低程度上的中部诸州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和德意志浸礼宗信徒；和被建立在圣约原理基础上的教会所牧养的南卡罗来纳的所有胡格诺派教徒。通常被引证为新英格兰之对立面的殖民地——弗吉尼亚福音派的第一批牧师亦是清教徒。确实，这个传统得到如此广泛地传播，以至于1776年这个新民族超过一半的教会聚会建立在圣约原则的基础之上。
起初，城镇和聚会的初级圣约将作为个体的人们和家庭联合起来。与这些圣约相并行，自发性社团的联合网得到发展——商业的、社会的、教会的和城市的——代表了自由契约原则基础上建立的市民社会的各个非政府方面。从一开始，社群的网络使各殖民地联合；后又使各州联合。最后，州的网络被连接于一个一直与社团联合网络相似而并行的联邦统一体中。
3．            圣约与其它纽带
美国联邦制度正是圣约理论的各家神学和哲学流派与在17世纪晚期团结在圣约下的新兴的美利坚民族政治经验的产物。如果说圣约观念首先是由移民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及其先辈们以一种组织化的形式带入新大陆的，另一系列与圣约相关的观念则是通过新政治科学尤其是哈林顿（HARRINGTON）、洛克、孟德斯鸠和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教义进入北美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联邦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在州与联邦政府之间划分和共享权力的政治机制，而在其语义上更是18世纪美国的政体形式，换言之，是一个贯穿于该政体各部分的原理。
联邦主义作为美国政体的形式，不仅源于美国社会政治上的特性，而且立基于经济的、社会的和宗教信仰上的特征。如我们已看到的，其政治上的特征与宗教信仰上的特征紧密连接。重要的是，美国联邦主义在经济上的根源亦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它们可被追溯到发起英国和荷兰向北美殖民的早期贸易公司与由远航的移民设计的管理制度。
每一个享有由王室授予的独占权的贸易公司，在一种控股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所以其所有权和控制权分散在各股东中。在某些情形中，留在欧洲的股东在他们对公司控制的基础上，尽力将实际的移民约束于其掌握的范围内。这必定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失败。在一些情况下，移民或其中的重要人物自己就是股东，并兼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控制。总之，控股模式导致了一种至少具有准联邦特征的团体结构。
在早期建立殖民地的宪章中，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界限一点也不清楚。当公司丧失了其垄断权时，宪章在政治宪法的趋向中转变得更加纯粹和简单，从而或者在它存在之地增强神权政治上的圣约特性，或者在它未出现的地方提供一种互补的可替代的协约式选择。
甚至远洋航行也对殖民者们的圣约体验作出了贡献。船上的管理有一种契约的特征，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包括联邦原则即全体船员的每一位成员在某方面是一次远航中的合伙人。通过签订船主和水手的合同，每位船员享有适当分享远航一部分利润的资格，并同时表示正式服从船长和船上军官的管理。由于每只在大海上冒险前进的船实际上离开文明社会走向一种自然状态，因此每次航行不得不以所有参与者的先在协约为基础——它将决定中那种远航成功的政治安排和随之发生的经济利益分配。
两个世纪后，在穿越美国西部平原与马队的组织中，此制度以一种稍微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现。他们这次也是离开文明社会——这次走向自然状态之中的陆地远行。为在漫长艰难的西行期间提供内部的管理制度，其成员亦不得不互相立下协约。他们通过协约创建一个（暂时的）政治秩序而重现了更早时海运先辈们演绎的一幕。
这些宗教信仰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使美国人民社会化而形成一种联邦主义者的个人主义。换言之，不是拉丁语系国家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而是作为个体的人们正好保持其完全时，又承认连接个人间合作关系的微妙纽带的一种个人主义。威廉.詹姆士在其对一个多元主义的世界的建议中阐述了上述微妙纽带的联邦特征。确实，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建立在默契地承认上述纽带的基础上。即使在20世纪“多元主义”这个术语在描述它们的过程中，已将其余的都取代，但它们的联邦特征仍然至关重要。在它全盛时期，美国社会变成一个个人和集体合作关系的网络。其中，人们互相连接以实现共同的目的或创造一个共同的环境，而不陷进集体主义或让个人主义堕落成无政府主义。这些联系通常在各社团的联合网络中得到证明。我们把这种网络与现代社会联系起来，但它尤其是像美国社会一样的圣约社会的典型特征。
在一个圣约的社会中，国家本身仅仅是一个社团——清楚易辨并授予了特殊的权力，但仍是一个享有有限的手段和目的的社团。如果美国人由于某种牵强的原因，而采用象苏联的“同志”或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公民”一种常见的称呼，那么，美国人的称呼十之八九会是“伙伴”。这是对典型的美国民间人物牛仔的问候。这种人物体现了一种个人主义在组织化的社会中参与的结合，并通过“伙伴”这个语辞表述了这种参与的特征。
4．            北美殖民地的圣约和宪法实验
如以上所指出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许多移民明确地使用圣约来缔造他们的社群和政体。圣约在包括同类民众的城镇和聚会尤其是新英格兰的创建中特别有用，而在除了新教教徒移民地以外的其他殖民地它少有用处。
由于美利坚合众国在“此基石上矗立而起”——多纳德.卢兹（DONALD ﹒ LUTZ）的表达，这才显得极其重要。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中世纪后期旧世界宗教改革和新教神学实践的延续，尽管有着一种根本的新的转向。这是因为：由于移民已不得不在以前从未存在（或至少从未被欧洲人所认识）的地方建立殖民地，于是在新大陆产生了旧世界未曾有过的机会，将理论转变成了现实。正如欧洲殖民者所称，他们想象自己站在政治乃一张白纸的自然状态下的起点上，因此他们不仅能够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从一开始就根据自己的信仰来设计其制度和宪法。
只要上述信仰与新大陆生活的必需相一致，这种宪法设计就能运作。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H ﹒JACKSON ﹒ TURNER）已强调了这个阶段——这些必需亦与移民者在欧洲所了解的不同，并因此有助于在根本上振兴他们所缔造的这个崭新的社会——它将任何一种成功和财富建立在随机应变的能力即功绩，而非过去硬性规定的地位之基础上。
就现代民主共和主义的发展而言，圣约思想体系与事实上需要的结合最为巧妙。同等的人，通过在一种相对恶劣的环境中获得成就而坚定或重申他们的平等。他们立下的圣约，导致了起初就在民主导向中建立的社群和政体的产生，并且该民主取向为后来的关键性经验所重申。
英国移民对圣约的使用并非止步于此。由于没有与生俱来的传统可以利用，并因为给其新的属地创建新的文治政府的需要，移民们被从圣约推进到宪法。可见，在现代新纪元的前夜或在它开始后，他们是第一批发展他们自己政府的宪法的人们。其宪法以世俗原则，或多数情况下以半世俗半宗教信仰的圣约——他们为了自身将其作为自我组织的最初手段而建立——为基础。
本世纪一个又一个学者的研究显示：清教徒政府宪法的发展从未也不可能依赖于约翰·洛克、其先人或其后辈政治哲学家的著作，因为他们领先于洛克二代人的时间——确切地说有50年之久。确实，佩里.米勒（PERRY · MILLER）已令人信服地证明：清教徒的政治理论用其圣约解释和详细地阐明了清教徒的政府制度并且确立了其正当性；而且其宪法至少比洛克早了一代人的时间。霍布斯和哈灵顿的同代人首先阐释了该理论，但其固有的最初的内容却来自影响了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们的同一种圣经上的、清教徒的和欧洲人的根源，并且被他们以一种准清教徒的方式转化。这种方式与政治哲学家将古典政治理论根本改变的方式相似。可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美国圣约主义和立宪主义都是建立在崭新和独立的经验基础上的独一无二的自我创造。同时，他们吸收了一种源自圣经的古老、经典和神圣的传统。
若佩里.米勒是美国此传统最重要的发现者，那麽多纳德·卢兹（DONALD · LUTZ）则是当代这种政治上奠基性文件的最重要的收集者和解释者。卢兹将以圣约为基础的社会的创建确认为两个阶段：一个民族的创建，然后是对该民族的统治安排的创建。他指出，甚至在普遍看来因那种双重创建的观念而获誉的洛克出生之前，北美本土发展中的上述创建已然发生。通过审慎地注意所使用的语言，以引导我们去发现——卢兹继沃尔格林（VOEGELIN）之后将何者描述为构成美国人民创建传奇的象征和神话时，我们甚至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北美殖民地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圣约主义是怎样导致立宪主义产生的。
仅列出卢兹所提到的文件就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1610年到1721年的74个北美殖民地的奠基性文件具有13种类型：宗教信仰型（RELIGIONS）、俗世圣约型（CIVIL  COVENANT）、誓约型（OATH）、协约型（COMPACT）、契约型（CONTRACT）、组织法型（ORGANIC  ACT）、协议型（AGREEMENT）、合约型（COMBINATION）、和基本法型（FUNDAMENTALS）、法令型（ORDINANCE），特许状型（PATENT）、宪章型（CHARTER）和宪法型（CONSTITUTION）；包括4种基础要素：人民的创建、政府的创建、自我限定条款和一种特定的政体或一套政治制度的创建或描述。卢兹从13个州中的11个州收集了上述文件。其它两州：佐治亚直到1732年才成立；而南卡罗来纳唯一的一份17世纪的文件与卢兹所收集的北卡罗来纳州的文件实为同一份文件。其中最古老的文件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神圣政体和军队的条款、法律和规则》——于1610年5月和1611年6月间订立，亦即在上述两个日期由不同的人集会通过。而最后一份文件则是1721年的《南卡罗来纳殖民地众议院选举体制和选举方式确定法令》。卢兹亦从他对上述奠基性文件的分析中获得并提出了一系列原则：
1．            在政府创建上对圣约型式的使用源自基督新教团体建立时对圣约的使用；
2．            政治上的圣约很快演变成协约型式；
3．            创建政府的文件中所使用的协约形式是人民主权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步；
4．            世俗的“协议”是协约形式的一种变型；
5．            圣约或协约二型式以如此一种方式使用以至于它们能够包含任一或一切要素；
6．            一般而言，圣约和协约型式被使用时，表示人民正在行使权力；
7．            当立法机关行使权力时，通常使用“神的规条”（ORDINANCE）这种型式，而“基本法”型式是其变型；
8．            一般而言，使用“神的规条”这种型式主要是为了只包括后两个基础要素；
9．            正式的誓约，当它被单独使用时只包含第一个和第三个基础要素，而当它被固定于像宪法类的一个更长的文件中时，它只包含第三个基础要素；
10．        尽管在起初主要以萌芽的形态出现，但第四个基础要素在以后的文件中变得日渐突出；
11．        第四个基础要素在早期的国家宪法中很突出，同时，其它三个要素亦频繁出现。因此这些文件实际在使用协约型式；
12．        第三个基础要素演化后，我们现在称之为“权利法案”的形式；
13．        有53例——第三个与第四个基础要素被单独分开即二者未同时出现在同一文件中，而有28例——它们在同一文件中被发现，可见，倾向分开二者的殖民者人数是倾向结合二者殖民者的两倍；[１１]

14．        第13项原则在国家宪法是否应当包括权利法案这一点上引起了混乱，一些人将第三个和第四个基础要素结合于同一文件的主体中，许多人则将二者分到两个部分中，宣布只有包含第四个基础要素的部分才是“宪法”，而另一些人根本不将权利法案包含在内；
15．        殖民地居民愿让立法机关在与创建有关的事项上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但将自我构成一个民族和创建一个政府排除在外。后者的例外情形在创建了一个已有城镇之联盟的那些文件中被发现；
16．        尽管这些文件以一种协约型式并由此包含所有的四种基础要素，但第15项原则仍导致一种立法机关能够签署国家宪法的自然期望；这种期望包括人民也应当批准宪法。当前二个基础要素不曾出现时，这样的人民的正式批准不会来到。
我们能从所列文件看出，美国立宪主义恰好为圣约模式所容纳，并确实体现了此模式对现代的成功适应。也正如卢兹指出的，部分因为美国立宪主义传统由两缕融合交织的线索构成：其一初由北美殖民地政府向其居民发布的宪章组成。此宪章规定了政府组织的架构，但是任一宪章皆需要由居民自我草拟的地方补充性文件，或者为居民在此等宪章内发展出自己的宪法性表述提供巨大的空间。一般而言，这些宪章乃世俗性文件，尽管如此，它并未宣称没有最具象征性的宗教信仰基础。
第二缕线索包括殖民地居民自己草拟并正式批准的文件——可谓是，圣约、合约、协约和宪法以此为奠基石，而且每一个皆在开拓的殖民地宪章所提供的体系内，或者甚至独立于它们。上述文件尽管为世俗目的而设计，却在其基本原则中经常表现出高度地宗教信仰性质。卢兹将殖民者奠基性文件的基础型式归因于圣经——它在整个殖民地而不仅仅是新英格兰普遍存在。他陈明上述文件的共同之处在于最重要的语词是“一致”（“AGREE”），并且，协议尽管由代表草拟却由社群中的每一个人所制定。它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并且创建了一个政府——能用该社群的体制、制度和原则来作出为该社群所需要的集体性决定。而且，此民族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需要能保持他们与上帝亲近的领袖”和一个共同的道德法典。宗教改革尤其是新教教义的影响在此是明显的。应当重新关注第一批美国奠基性文件——与在历史书籍中特别提到的英格兰、苏格兰的文件相似，并比它们更早或同时出现。这些世俗性文件来自于那时建立信徒聚会而不用于世俗目的的诸多教会圣约，并且与之相类似。
除了“一致”(“agree”)和“圣约”(“covenant”)之外，世俗圣约与教会圣约都强调“连合”（“bind”）和“允诺”(“promise”)这样的语词。卢兹解释,“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细节上，北美殖民地早期立下的教会圣约相似于犹太人的圣约，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犹太人未创立一种特定的政府。当殖民者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得不创建一个政府，并于此使宪章同意的政府成为真实的情形时，他们仅倾向将这要素添加到教会圣约形式中，并借此彻底揭示出犹太人圣约中的基础要素。也许他们并非有意为之，但是为了预定他们的生活能被引导到他们的转变，激进的新教教徒回到圣经的源头，在一种比他们所实现的更高程度上，他们明确地用隐喻将自己视为——犹太民族的现代版。
普里茅斯合约（THE PLYMOUTH COMBINATION）（它至1793年——以美国独立革命的语言重新命名的时候，才如“五月花号协约”一样闻名）就是第一部这样的政治圣约。在本文件中，它使用了术语“圣约和联合”(而非协约)。这不仅仅是对这项新英格兰和北美文明社会的奠基性文件表示尊崇，而且也标志着从圣约到协约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第一步。它自身可被视作二者的合一，尤其是我们理解“联合”（COMBINE）这个一般与协约型式相关连的术语的时候。因为在这文件上签名的并非都是新教教徒，所以，立圣约之行为不得不通过联合将他们都团结在一起而得到补充。将虔诚的信徒与其他人联合一个世俗的政治社会中确实是现代的难题和伟业。圣约与协约的合而为一成为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的显著特征。而这部经典的美国州宪法至今在马萨诸塞州仍然有效，并且可能是现代世界政府中最古老而永葆活力的成文宪法。这首部由美国人民写下的真正的宪法包括对政府机构及其运作原则的详细阐述。它与1636年普里茅斯殖民地人民制定的《清教徒法典》一样闻名于世。除了同一天由殖民地通过的《普里茅斯协议》外，它亦被批准，并作为序言放入《清教徒法典》中，从而具备了卢兹已确认的四个基础要素。这项文件对协约特性给予了比圣约特性更多地重视，但二者仍然难分难解。
卢兹暗示，美国政治史中亦作为一项奠基性文件完成的最古老、纯粹的协约，是1641年通过的皮斯卡塔韦合约（PISCATAQUA  COMBINATION）。然而，两种型式的混合依旧。只有在特殊的时候，殖民地居民才愿将其信任完全托付给人民主权。大多数时候，他们希望上帝至少是他们奠基性文件的见证人。可见，北美殖民地人民写下的奠基性文件具立宪性质并演化成宪法，但未使用“宪法”这个词语（尽管他们定期使用“组成”(CONSTITUTE)这个词）。上述文件有合约、协议、基本法、政制法（FRAMES）、圣约等类似名称。卢兹提供了所有术语在使用上的区分和它们在何处怎样使用。
此类文件本身就暗含了专门名词发展进程的先后次序。在美国独立革命时代，“宪法”此词就已为人接受。该术语直接源自圣约的传统和圣约的语式——它成为现代新纪元伟大政治变革之一和现代伟业基石之一。
北美政体以共和为开端。美国四州——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肯塔基[１２]——共和仍是正式的政体。其中三个列于十三个创始州中。不仅如此，而且每个皆是其组成部分的母州——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在历史上和宪法上就是如此，而宾夕法尼亚仅在宪法上是这样；肯塔基则与其共和母体弗吉尼亚——1787年宪法通过后第一个承认新的美联邦的西部州——分离。
美国的多数州，或者作为市民社会建立，或者来自萌芽期的共和到市民社会的转化（如上述四州名称仍体现着过去的用法一样）。用于追溯而确认这些发展的立宪文件标志了这种转变。可见，在美利坚合众国达至顶峰的殖民地兼州，为现代政府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贡献。此贡献乃是两缕线索交织中的圣约传统的产物。即使在北美政治哲学家在吸收非圣约资源时，他们或是给圣约观念提供一个不同又更世俗的正当理由，或在非来自圣约体系外部的某个要点上支持一种基本的圣约方法。确实，他们、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和18世纪苏格兰启蒙学派的政治哲学家们频繁利用的资料，来自圣约传统并在其政治哲学的发展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了此传统。
此乃对何者构成宪法的一种新的领悟。古人亦知宪法，却视其更具综合性：不仅仅是或主要是圣约、权利法案和政府体制，而且包括确定的道德基础和权力的社会——经济的分散。古人的宪法极为关注家庭和代代间的相承，这是他们宪法的最重要的基础。在北美殖民者大步迈上现代立宪主义的新道前，我们在17世纪早期的文件中看到对它的浓厚仿效。
在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宪法对此类问题的处理逐渐简化到一种不可减少的最低限度，即视此类问题乃对公共秩序必不可少。因此，独立战争早期，承继了他们的北美诸地在其领土内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并努力使阻止土地贵族的形成成为必要。确实，政府继续为家庭生活提供规则，但，当人民就在社会上应欲何为的问题上改变信仰时，政府不是使这些规则归属于宪法本身，而是通过制定法改变规则。
换言之，当现代世界公域与私域的界分日趋明晰时，个人和家庭事务撤离到私域，并因而从公共宪法中迁出。这个变化实际在殖民地的文件上得到承认，同时，只在北美独立战争后，它起初完全成为美国的基础，后又转变为现代立宪体系的基础。这是一种激烈的转变但是它处于圣约传统之中，尽管我们能争论它对古老传统的本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5.总述：圣约理念与自由
圣约原则亦能实现个人的和社会的自由之理想。其最基本的含义：缔约自由暗含所有缔约方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马萨诸塞清教徒政制的各方面从当代民主标准来看是如此压抑，但清教徒仍能被视为美国自由之父。他们对这种与众不同的圣约理念的运用——人们享有足够的自由以与上帝立约——成为所有人享有彼此相关的自由权的基础之一。
仿效希伯莱圣经（即清教徒所熟悉的《旧约全书》），清教徒的圣约教义神学(FEDERAL  THEOLOGY)认为上帝自愿通过恩赐人类足够的自由来限制自己；此自由通过圣约与上帝连接。上帝之圣约的条件很清楚。人们根据此条件自由生活，但是正如他们期望遵行能得赏赐一样，他们预知若背逆将遭罚。重要的是：行动的自由由他们的造物主恩赐，并且一旦由他们支配此自由，清教徒就能够并已经证明人们无须顺服于任一同类，除非他们自己同意。利德尔（LEADER）、霍布斯、斯宾诺莎和其他持同一哲学信念的人接近此核心观念，并且将其转入更世俗的方向。
与神学和哲学上的特性相平行的是新社会的圣约基础的社会——政治面。它虽不必定是新殖民地的普遍特征，但最重要的是它倾向于推进平等。人们远离已有的文明秩序，汇集到一个生疏之地，必须组建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活。因为平等地参加了冒险，他们自然趋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去做。而且，他们只可通过契约式方法才能为之；借此，每个人同意接受整体的管辖，并且每人若要保存不可或缺的各项自由并获得共同参与日常决策过程的机会，就只可能如此。不管以自然方式还是其他方式，新移民点离古老的政治秩序越远，创建它的基础就越可能是这种模式。尽管在诸多情形中新移民点的现实趋向让其一些要素发挥作用，但是，在新的属地，过去存在的政治权威能有效地扩大影响和更陈旧的宪制安排能有效地实施的地方，圣约模式运用的空间较小。而在新的属地，陈旧的秩序不能有效扩大影响，或者它无法主动地鼓励一种契约式创建的地方，该模式更可能得以完满地实现。
可见，圣约理念对于民主政府的成长过程曾是何等的重要。它预先假定每个人的独立和价值与每个人享有某种不可剥夺之权利的事实，因为只有享有权利的自由人才能彼此开始达成一致的协议。在保证以一种合作或伙伴式的方式来保护权利和运用权利之原则的基础上，它亦预先假定组织市民社会的需要和建立政府的必要。
另一方面，圣约的自由并非仅是一种在宽泛的界限内人随欲而行的权利。契约自由可能正是如此，但是圣约的自由强调追寻道德终极目的的自由。圣约正是为此而立。圣约的自由要求作出道德上的区分，并应根据圣约的条件来判定人的行为。纵然无法阻止社会行为准则的变化，判断的基本原则却坚定不移。因此，在自由选择的圣约基石上缔造的圣约社会，倾向将宪法的设计和选择格外看成一个永恒的进程。
--------------------------------------------------------------------------------

[１] “federal”有“联邦”和“基督教圣约教义的”两种含义，所以“the federal theology”亦可译成“联邦神学”。
[２] 苏美尔最古老的城邦之一。
[３] 拉旮什的两个主要城市之一。
[４] 拦旮什最后的国君。
[５] “polis”原指卫城，后有“邦”或“国”之意。参《政治学》，亚里斯多德著，商务版，第110页注1。
[６] 马太、马可和路加三福音书，又译为对观福音书。
[７] 有译成《塔木德经》，系关于古代律法及遗传的犹太法典，包括正文与注解两部分，完成于主后500年。
[８] 译者自加。
[９] 引自《旧约全书》的《诗篇》137：5－6：“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１０] 即移民协议。
[１１] 这种分析将一种文件的不同部分计算在内，因此存在81例——译者注。
[１２] 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一小镇。
王志勇：世界中的圣徒――清教徒、清教徒神学与威斯敏斯德会议简介 

    《威斯敏斯德信条》是清教徒神学的结晶，清教徒神学是改革宗神学的结晶，改革宗神学则是宗教改革的结晶。宗教改革是对圣经真道的回归。因此，这一信条在基督教神学和教会生活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本文无法对清教徒神学做出全面详尽的解释，只是根据作者有限的理解，向读者介绍《威斯敏斯德信条》制定的历史背景以及清教徒神学的基本理念。 

    笔者在1998年之前，一直认为清教徒的特征就是拘谨、呆板，不宽容，甚至心胸狭窄，假冒伪善。后来，亲自阅读清教徒所撰写的著作，考察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并且到清教徒的家园英格兰和苏格兰考察，甚至接触二十一世纪欧洲、亚洲、北美、大洋洲各国仍然以继承清教徒传统为导向的教会和个人，发现他们确确实实认真对待自己的信仰，虽然都不完全，但却一致努力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活出基督所赐的荣美、丰盛的生命来。最近在西方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历史上典型的清教徒，并不是宗教上的狂热分子和社会上的极端分子。假如他们是极端的狂热分子，往往很快就会被压制下去。但因为他们持守中道，是社会中的道德精英，因此在任何时期社会上都有同情他们，支持他们的人。他们都是富有思想和良知，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坚忍不拔，热爱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他们既勤于思考，也勇于行动；既追求教义的纯正，更追求生活的敬虔；既尽心尽意热爱上帝，热爱真理，热爱教会，又真心真意尊重他人，改革教会，改良社会；既对上帝恩惠的福音有深刻的心灵经历，又对上帝公义的律法无比地心仪倾慕。在清教徒群体中可以说是群星灿烂，比如著名的清教徒神学三大王子欧文、巴克斯特、爱德华滋，他们不仅在基督教会中以敬虔和博学著称，即使在当今的世俗社会和学术界中也享有巨大的声誉。其中欧文还担任过英国牛津大学的校长，爱德华滋曾经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大量的事实改变了我以前先入为主的偏见，我开始在自己的生命中也感受到清教徒的脉搏在跳动，“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也开始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因此，我也定意把清教徒和清教徒神学介绍给中国同胞。 

    一．清教徒与威斯敏斯德会议 

    其实，中国基督徒对清教徒并不陌生，《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就是一个典型的英国清教徒。在受到学者广泛重视的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也清楚地谈及清教徒的预定论、天职观对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清教徒文学家密尔顿的《失乐园》和《论新闻***自由》也已经译介到中国。 

    然而，要具体界定清教徒和清教主义，并不容易。历史是复杂的，对历史的回顾又因为时间的跨度而增加了无数的变数。对清教徒和清教主义的界定也是如此。传统上把清教徒限于英格兰1662年通过《统一法案》之后被安立甘教会排斥的那些人。另外，苏格兰以诺克斯为代表的长老宗盟约派，北美新英格兰等地的公理会人士，以及同时期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也都具有强烈的清教徒的色彩。 更广义地说，清教徒还代表了对“圣洁教会、自由国家”（a holy church, a free nation）这一理想的执着追求。因此，清教徒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地域性的身份，更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境界。凡是认同这种理想，这种境界的人，骨子里所流淌的都是清教徒的血液。所以，清教主义作为一种深刻敬虔运动和精神，并不仅仅是十七世纪英国独有的现象。正如莫里勋爵所言：“清教主义源自人心灵的深处，它所显明的是人性中某些不可毁灭的因素。它发自人心灵的渴慕，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能同样感受到这些渴慕的存在。在许多宗教，许多社会中，无数的男男女女都曾经发出这样的渴慕。” 但是，像英格兰清教徒这样既注重深刻的心灵经历，又注重敬虔的品格塑造，并积极投身建立温馨家庭、圣洁教会和自由国家，在宗教、政治、法律、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中开花结果，这种敬虔主义不仅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奇葩，也是世界宗教史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葩。本文主要集中在第一种界定上，也就是十六、十七世纪英格兰那些为改革教会和社会而奋斗的清教徒。 

    清教徒绝不是横空出世，从无到有，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牛津大学教授威克利夫（John Wyclif, 1330-1384）被认为是英国宗教改革和清教主义的先驱，他反对把人的传统凌驾于圣经之上，反对把圣礼神秘化，甚至彻底谴责天主教在圣餐论上的化质说。最重要的是，他开始打破罗马天主教对圣经的封锁，把圣经从通俗拉丁文本翻译为英文，后来清教徒所心仪的1611年英文钦定本圣经就是在威克利夫和丁道尔（William Tyndale,1492-1536）等译本的基础上译成的。对圣经的权威的重视乃是宗教改革的灵魂，更是清教主义的首要特色。丁道尔强调圣经的充分性和权威性，主张圣经中所说的“主教”（中文和合本翻译为“监督”）与“长老”的一致性，提倡合乎圣经的简朴的敬拜方式，奠定了清教主义中长老制教会的基本特色，也被认为是英格兰清教徒的先驱。 

    英格兰大规模的宗教改革始于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年在位）统治时期，但亨利八世本身就是被称为“合法形式遮盖下的暴君”。 他所谓的改革教会的动机主要是基于个人的私欲和政治上的考虑。亨利八世去世之后，他年仅九岁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继位，他坚定地支持宗教改革，可惜十六岁时就英年早逝，在位仅仅七年。接下来是玛丽即位，她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徒，要靠权术和武力恢复天主教，对新教徒大肆迫害。在她统治期间，被公开处以火刑的人数共近三百人，所以她被人称为“血腥”玛丽。 

    玛丽之后继位的伊丽莎白（Elizabeth,1558-1603年在位）倾向新教。她非常务实，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但她也没有避免统治者通常具有的对权力的贪婪，她甚至操纵议会通过法令，称她为英格兰教会“最高管理者”，使主教制成为英国国教，也就是后来的安立甘教会。教会与社会是否合乎圣经，显然不是她最大的关注。但是，此时在英格兰教会中，加尔文的影响已经逐渐超过了路德的影响。当然，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英国的清教徒神学也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有它自己的特色。主张继续改革教会的宗教异议人士就是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被称为“清教徒”的。这一时期清教徒的代表人物是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 1535-1603），他是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被称为“英格兰长老制之父”，主张废除大主教、副主教等职，牧师由会众选举，一切教牧人员本质上地位平等。另外就是柏金斯（William Perkins, 1558-1602），他也是剑桥大学的神学教授，他的作品在当时英格兰的销量和影响甚至超过加尔文。从此在英格兰教会内部，主教制和长老制展开了拉锯战。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剑桥大学的学者基本上都支持长老制。在雅各一世统治时期，剑桥大学甚至被称为“清教徒的巢穴”。可见，清教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来自群众性的盲动，而是始终就有坚强的神学和学术后盾。 

    伊丽莎白去世之后，苏格兰女王玛丽之子雅各一世继位（James I, 1603-1625在位） 。此君在苏格兰所接受的是长老制教育，但他显然更喜欢由国王控制的主教制来取代以共和和自治为特色的长老制。那时，苏格兰在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1513-1625）的带领下，已经开始彻底改革教会，废除了罗马天主教在政治和宗教上的专制，建立共和式长老制教会。诺克斯去世之后，安德鲁•梅尔维尔（Andrew Melvile, 1545-1623）进一步完善了苏格兰的长老制。雅各一世强制在苏格兰推行主教制，苏格兰长老会虽然一再经历挫折，但始终没有屈服。在雅各一世统治期间，一部分清教徒流亡荷兰，其中有著名的清教徒神学家艾姆斯（William Ames,1576-1633）。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620年乘“五月花号”横渡大西洋，开创了普利茅斯殖民地。从此以后，清教主义的种子开始在北美扎根，加尔文神学成为北美基督教神学的主流和骨干。 

    雅各一世之子查理一世（Charles I, 1625-1649年在位）继位后变本加厉，甚至解散国会，并于1637年下令在苏格兰强制实行英格兰主教制礼仪。1638年，苏格兰人奋起反抗，长老宗召开大会，推翻了雅各和查理父子在苏格兰强行建立的主教制。查理派兵镇压。为筹措军费，查理于1640年召开国会，人民代表看到自己中间那些最优秀的人遭遇迫害，早已心怀不满，就趁机纷纷对政治和宗教问题发表异议，主张改革。查理一看大势不妙，就解散了这个“短期国会”。随后苏格兰军队长驱直入，大获全胜。查理不得不求和休战，签约赔款，承认主教制不合乎圣经。历史上最可悲的就是，只有战争和死亡才能使那些肆行专制的人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和有限。查理一世此时不再不可一世，不得不重开国会，这就是1640年11月开始的“长期国会”。在国会中清教徒长老宗人士占据主流，主张议会主权，立即整顿国务，肃清君侧。国王不甘心失去专制性的权力，就组织力量反扑，1642年8月英国内战爆发。 

    国会领袖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是一位清教徒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建立了著名的清教徒军队――“新模范军”，这支大军是圣徒与英雄的结合，敬畏主权的上帝，憎恨专权的罪人，无条件地相信上帝的预定，无条件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不酗酒，不赌博，尊重私产，尊重妇女，是英格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杰出军队。他们高唱圣经诗篇中的战歌，打败王军，并于1649年公审查理一世，将他判处死刑斩决。克伦威尔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圣经，建立了一个清教徒共和国，他自己担任护国公。克伦威尔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甚至允许犹太人合法地进入英格兰，在会堂中自由敬拜。在克伦威尔统治期间，英国开始成为世界性的强国。 

克伦威尔死后，其子理查德己任护国公，但他懦弱无能，国内开始出现无政府状态。保皇党与长老派联合起来，于1660年迎接查理二世复辟，著名的清教徒约翰•欧文也参与了此事。清教徒对查理二世寄予厚望，结果查理二世是个隐蔽的天主教徒，他暗中勾结天主教，倚靠安立甘派，对清教徒大肆压制。其中一项措施就是1662年通过《统一法》（an Act of Conformity ），要求所有教牧人员都当“毫无虚假地赞同并支持”《公祷书》中所规定的一切。不久，就有2000名牧师觉得自己的良心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他们就被逐出教区，成为“不从国教者”，常常被称为“反国教者”。1664年通过《秘密集会法》（Conventicle Act），禁止不使用《公祷书》的所有宗教集会。违背这一法案的人受到非常严酷的惩罚。约翰•班扬也是在这段时期坐了十二年的监牢。 查理二世1685年去世，继位的是他儿子雅各二世（James II, 1685-1688在位）。雅各二世想要公开确立天主教为国教，遭到各派的反对。在清教徒支持下，荷兰执政者威廉和玛丽夫妻于1688年11月5日率军在英格兰登陆。威廉是荷兰著名的加尔文主义政治领袖沉默者威廉的后裔，是欧洲抗罗宗抵抗路易十四的带头人。1689年威廉夫妻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君主。1688年“光荣革命”是清教徒在政治上的胜利，确保了国家的宪政自由和基督教的地位。虽然主教制安立甘教会仍然在英格兰保持国教的地位，但1689年的《宽容法案》也使他们的自由得到了相应的保障。从此之后，长达二百余年的清教徒运动在英国告一段落。 

     以上回顾了清教徒在英国的发展。典型的清教徒是什么形像呢？清教徒是爱家之人，典型的清教徒多是结婚成家的人。清教徒非常注重家庭责任和次序，丈夫和父亲是全家的头，不仅负责养家糊口，更重要的是以爱心和智慧担任全家属灵的领袖，按照圣经的吩咐教训孩子，带领家庭敬拜。清教徒的宗教生活以家庭为单位，以地方教会为中心，清教徒牧者不仅要有心灵的更新，也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和考核，成为学者式的教牧，教牧式的学者。清教徒所注重的并不是宏伟的教堂，华丽的仪式，他们所注重的是在敬虔的牧者的带领下一起追求敬虔的生活。清教徒注重安息日公共和私人敬拜，孩子都要接受教理问答。如果条件允许，他们每周中间在教会中有一次家庭聚会，一起查经祷告。清教徒的一周是繁忙的一周，生活是严肃的，不能游手好闲，浪费光阴。清教徒普遍相信勤劳是一种美德，上帝对基督徒的呼召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从事各样的工作，他们是“世界中的圣徒”。如加尔文所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如威斯理所言，世界就是我们的牧场。礼拜天是一周的高峰，这一日绝对禁止游戏娱乐，全家两次参加教会敬拜，午饭或晚饭之后一起讨论所听到的讲道的内容。假如你的邻居是个清教徒，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敬畏上帝，一丝不苟，但并不会让人感到他是一个怪人。他的外表并没有让人值得注意的特殊之处，饮食起居，行事为人，他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人。总之，典型的清教徒给我们所留下的影响会是吃苦耐劳，生活节俭，讲究实际，精打细算，在宗教和政治事务上有自己的原则，对于新近政治和教会的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善于思考，善于答疑，彬彬有礼，对圣经内容非常熟悉。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严于律己，攻克己身。对生活和信仰粗心大意、模模糊糊的人，很难成为清教徒，这样的人也常常对清教徒感到不舒服。有很多人猛烈攻击清教徒，往往是出于此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教义的缘故。 历史家学斯卡福评论说：“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盟约者和法国的胡格纳教徒都同样是加尔文在灵命上的后裔，他们具有各自不同的民族特征，但都同样具有勇敢的信心和严格的训练。激发他们的心志的也同样都是对上帝的敬畏之情，这使得他们既百折不挠，又自由奔放。他们在上帝的圣言面前满怀敬畏，屈身降服，却绝不屈服于任何属人的权势。在他们的眼中，惟独上帝至大至尊。” 这样高贵的人格，在任何民族中都是民族的脊梁，是各个国家中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威斯敏斯德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腥风血雨中召开的。今日许多教会往往把教会历史上的信条视为儿戏，认为那不过是人手写成的东西，时过境迁，已经没有多大的价值。岂不晓得教会的信条字字句句都凝聚了圣徒的鲜血，是他们用生命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所做出的不朽的见证！会议的全名是“威斯敏斯德宗教会议”（Westminster Assembly of Divines）。“威斯敏斯德”这一名称取自伦敦的“威斯敏斯德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威斯敏斯德会议就是在威斯敏斯德大教堂内召开的。会议的背景非常复杂，既涉及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冲突，也涉及到国王与国会的冲突，英格兰与苏格兰两个国家之间的恩怨，主教制与长老制之间的冲突，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国立教会与独立教会的关系，国家与教会的关系，等等。长期以来，英格兰国王和安立甘派的主教们狼狈为奸，互相利用，维护自己手中的政治和宗教特权。正如臭名昭著的雅各一世所宣称的那样：“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查理一世所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声称：“没有主教，就没有真正的教会。”因此，“长期国会”的代表达成共识，要废除国王和主教在国家和教会中的专权，建立立宪君主制和代议制政府。 

    威斯敏斯德会议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它是十七世纪英国教会史上最重要的一章。从会议的成果和对未来的影响而言，斯卡福称威斯敏斯德会议在基督徒各个宗教会议中可谓首屈一指。 荷兰改革宗多特会议在参加会议人员的学识和道德水准上也同样杰出，但多特会议界定的只是加尔文主义救恩神学五大要义，而威斯敏斯德会议则涉及到基督教神学的各个领域，从上帝的预旨直到末后的审判。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中国等地仍然有许多教会直接以《威斯敏斯德信条》为他们的教义标准。巴克斯特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会议，但他了解会议的整个过程，他对会议评论说：“与会的牧师都是博学多识，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既具有教牧侍奉的能力，又对教会忠心耿耿。我不配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可以更加自由地就事论事。尽管有人敌视，有人嫉妒，根据我们对历史上此类宗教会议的了解，以及其他留给我们的各种证据，我能够做出以下的判断：自从使徒时期以来，再没有任何会议能够与这个会议和多特会议相比，有如此之多的杰出的牧者参加。” 

    1643年1月26日，英格兰国会 通过法令要废除主教制。1643年5月13日和6月12日，英格兰众议院和枢密院先后通过法令，要求121位牧师，在10名枢密院成员和20名众议院成员的辅助下，“在主后1643年7月1日，在威斯敏斯德大教堂亨利八世大厅聚集。” 因此，从其启动的程序以及性质来看，威斯敏斯德会议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教会会议。国会要大权独揽，要把国家和教会权力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明确立法限制威斯敏斯德会议享有任何权力，只不过是国会所设立的一个临时性咨询性的委员会，就英格兰教会的改革向国会提供建议。当时英格兰所面临的历史性使命也不是建立自由教会，而是推翻国王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全面专制。同时我们必须牢记，国会虽然没有赋予威斯敏斯德会议教会本有的独立的立法权，但会议本身的进行和决议并不受国会的干预和辖制。 

    在议会正式选定参加会议的121位成员中，有四派人士。一是安立甘派人士，由于国王反对会议的召开，忠于国王的安立甘派人士就没有积极参与。二是长老派人士，在会议成员中占多数，他们中间多数人支持长老制是圣经中所显明的教会制度，也有人支持长老制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即使那些真诚主张施行长老制的人，也缺乏实际的操作经验，这也是后来长老制未能在英格兰施行的原因之一；三是独立派人士，其中包括著名的教牧神学家古德文（Thomas Goodwin, 1600-1680）。他们人数虽少，但影响颇大。四是伊拉斯特派人士 ，这派人士赞同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因此，在《威斯敏斯德信条》制定的过程中，关于基本教义方面并没有多大的争议，与会人士一般都是倾向于加尔文主义神学立场。但在教会治理的方式上，争议非常大。长老派要三面作战，一是反对以主教制为特色的天主教和安立甘派，二是反对过于强调地方教会独立的独立派，三是反对国家对教会的全面控制。 

    会议如期召开，一开始的时候集中于修改英格兰教会《三十九条信纲》。此时，支持国会的军队与支持国王的军队在战场上失利，英格兰国会派出代表，前往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寻求苏格兰人的帮助。其实，苏格兰人当时已经享有政治和宗教上的自由，与英格兰国会结盟，只有重新卷入战争的风险，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利益。就我们中国人的思路来说，此时的苏格兰人完全可以袖手旁观，置身事外，让这些一直欺负他们的英格兰人鹬蚌相争，然后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但苏格兰人出于对上帝的信心，决定出兵相助，双方签署了著名的《神圣盟约》（the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此盟约首先阐明立约的目的：“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应当在各自所在的地位和呼召上，真诚、踏实、不断地努力在教义、敬拜、劝惩和治理上保守苏格兰宗教改革后的宗教形式，反对我们共同的仇敌；根据上帝的圣言，并参照最好的宗教改革教会，在教义、敬拜、劝惩和治理上改革英格兰和爱尔兰两个王国的宗教；并努力在三个王国内，上帝的众教会在信仰上达至最密切的联结与合一，包括在信仰告白、教会治理形式、敬拜规范与教理问答上。如此。我们，以及我们之后的后裔们，作为弟兄，可以在信心和爱心上共同生活，使主也与喜悦居住在我们中间。”第二款明确表示废除教皇制、主教制和各种与教义和敬虔不符的迷信、异端、分裂和亵渎之举。盟约共有六款，最后以反思自省收尾：“因为这些王国犯了许多罪，招惹上帝的震怒，正如在我们目前的困境、危险及其后果中所显明的那样，我们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承认并宣告，我们诚心诚意地为我们自身的罪，为这些王国的罪而谦卑自己，特别是我们并没有珍惜宝贵无比的福音的恩惠，这本是我们应当珍惜的。我们也没有为福音的纯正和影响而努力工作，行事为人与主不配，这些都是我们中间出现其他诸多罪恶和过犯的原因。我们诚心诚意，代表我们自身，以及其他在我们权力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中，在我们对上帝和他人所当尽的一切本分中，努力调整我们的生活，人人争先，作真心改革的模范。惟愿如此能使上帝息去祂的震怒，使这些教会和王国能够在真理与和平中坚定不移。这一圣约是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订立的，惟独祂鉴察人心，我们愿意依约而行，因为当末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必在上帝面前交帐，那时个人一切隐秘的意念都要显明出来。我们谦卑地祈求上帝用祂的圣灵坚固我们，祝福我们的愿望，使我们能够顺利前行，使祂的子民化险为夷，使其他那些仍然在敌基督的暴政下呻吟的基督教会得到鼓励，加入同样或类似的联盟和圣约，使上帝得荣耀，使耶稣基督的国度得以拓展，使基督徒王国和共同体得享平安。” 英格兰国会想得到的是政治上的盟友，苏格兰人民想输出的是宗教上的理想。最后他们共同接受的是政治上的结盟和宗教上的联合。 

    苏格兰差派代表苏格兰教会与国家的专员前往英格兰 ，英格兰国会和威斯敏斯德会议都在1643年9月25日正式签署了这一盟约，英格兰国会也特别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代表英格兰国家，同时还有一个代表牧师的委员会，如此三方组成一个“大委员会（the Grand Committee），以后威斯敏斯德会议的进行就是在这个大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的。会议的整个进程开始集中在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起草一个共同的信仰告白、治理规范、敬拜规范和教理问答上。在会议过程中，主要是长老派与独立派之间的争论，特别是在教会治理的形式上更是有长期的激烈的辩论 。独立派甚至声称，教会的全体会员都必须显出“真正蒙恩的标记，使全会众都相信他们已经重生。” 这种极端的立场用意是好的，想避免教会的混杂，但是并不合乎圣经，在实践中也无法操作。他们的这种立场在后来的北美殖民地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另外，他们竭力反对长老制治理模式，但是当会议请求他们具体列明他们在教会论上的主张时，他们拖延七个月之久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说明，使很多人感到非常气愤。 可以想象，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中继续合作，彼此之间都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智慧。 

    会议首先制定了教会治理规范、公共敬拜规范，采纳了以如斯版本（Rous version）为基础的《诗篇颂扬》，然后制定了《威斯敏斯德信条》和《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这些文件的起草几乎是在同时由不同的小组分工进行的，但讨论和通过则有一定的先后顺序。1647年11月9日，《大教理问答》已经完成，最后一个苏格兰专员鲁瑟福在众人的感谢声中起身回国。《小教理问答》于1647年11月25日完成，提交议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文件记载，苏格兰专员并没有参与这份文件的起草，但信条和大教理问答已经完全把教义界定下来，《小教理问答》不过是用更加简明的形式重申前二者的内容而已，但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还是这份《小教理问答》。尤其是在苏格兰，这份《小教理问答》一直是历代虔诚的长老宗信徒的信经，学者经常引用苏格兰一位牧者的话，说明这份小《教理问答》对于苏格兰人的宗教思想和灵命训练的影响：“现在我已经站了在永恒的边缘上，我年纪越是增加，童年时所学习的《小教理问答》的第一个问答越是在我的心中萦绕，它的意义也越来越完全，越来越深刻：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上帝，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此时，威斯敏斯德会议的工作已经完成。会议最后一次开始是在1649年2月22日，此时会议的主要功能是牧师资格的审核，直到1652年3月25日完全终止。从1643年7月1日到1649年2月22日，威斯敏斯德大会共举行了1163次会议，除了礼拜六和礼拜天之外，每天都是从九点开会，直到中午一点或两点结束，下午的时间留给各个委员会工作。从1643年至1649年，正是英国历史上大转折的时代。古老的概念，世代沿袭的风俗，已经扎根的信仰，都受到了严格的考验。在这些岁月中，没有人能够预见将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在理想上高歌猛进的时期，也是在历史进程中一波三折的时代，其中所充满的是武力的冲突，观念的冲突，制度的冲突，时代的冲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因此这是一个需要英雄，造就英雄，也确实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充满艰辛和悲哀的时代。不管已经重生的圣徒仍是多么不完全，也不管那些假冒伪善、肆无忌惮的恶人如何嚣张，历史仍然在按照上帝的旨意前进，国王的专制和教会的专制最终都化为齑粉，最终所诞生的就是社会和宗教上的自由、宽容。虽然英格兰最终并没有实行长老制，在《神圣盟约》的基础上统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梦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威斯敏斯德会议确实高标逸韵，他们在基督的旗帜下，对公义和自由的追求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民的财富。清教徒的悲剧就是想使社会成为一个圣徒的社会 ，这也是他们的崇高之处。“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对理想的追求永远是一个过程。对于清教徒而言，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朝圣的旅程，历史就是一个上帝的旨意逐渐实现的过程，我们所见到的有限，我们所能成就的有限，上帝所要求我们的就是忠心而已。 

    二．清教徒神学与威斯敏斯德标准 

    清教徒神学 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在威斯敏斯德会议期间，在清教徒内部就有长老派与独立派之分，英格兰的清教徒和苏格兰的清教徒也有不同支持，北美的清教徒与英国清教徒的神学也不尽相同，荷兰清教徒也有自己的特色。本文主要是以威斯敏斯德标准（the Westminster Standards），也就是《威斯敏斯德信条》和大、小教理问答为参照，简要地介绍清教徒神学的思路和影响。这种神学也可以称之为“威斯敏斯德神学”（the Westminster Theology）。 

    清教徒神学不是书斋中的产物，更不是来自深山老林中的冥思苦想，而是清教徒在教会、议会、社会等现实生活各个方面争战过程中出现的，是无数清教徒心血的结晶。因此，我们在谈及清教徒神学的时候，一方面是介绍其作为一种运动的轨迹，另外也特别介绍其教义的特征。作为一个运动，清教徒神学有八大特色。 

    1．清教徒运动首先是一个宗教运动。尽管清教徒运动影响到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就其本质而言清教徒运动并不是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或经济运动。对于每个清教徒而言，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一个新模范军将领写信给克伦威尔说：“阁下，惟愿等候耶和华是你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惟愿您视它比吃饭、睡觉、会商更重要。” 清教徒首要的目标就是按照圣经净化教会，在教义、敬拜和治理上改革教会，去除英格兰教会中仍然残余的罗马天主教的毒酵，消除英格兰专制君主对教会的干预和控制，使每个人都能够按照圣经和良心自由地敬拜上帝。因此，清教徒在教义和释经方面都有大量的神学著述，成为后来基督教的瑰宝。 

    2．清教徒运动是一个道德运动。清教徒具有极强的道德意识，他们把何谓善，何谓恶视为最重要的问题，把生命视为持续不断的善与恶之间的争战，人或者是站在上帝这一边，或者是站在撒但这一边，并没有中间立场。基督徒应当在上帝的帮助下，警醒祷告，谨慎守望，不断地胜过自身和周围的罪。克伦威尔深信，国家的伟大在于国民的敬虔。“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箴14：34）。清教徒密尔顿曾经大声呼吁：“热爱美德吧，惟独美德是不需要花费任何金钱的。”清教徒注重婚姻和家庭，特别强调淫乱的罪恶性。清教徒强调勤劳和节俭，自立和自尊。清教徒男人以敬虔、诚实、持重、勇敢而著称，清教徒妇女则是以虔诚、贞洁、贤淑、简朴而著称。清教徒妇女喜欢针线活，喜欢家庭酿酒，烤制面包，栽种花草，她们总是把家庭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时间去追逐社会的时尚。清教徒对待婚姻非常严肃，清教徒的家庭生活注重次序，同时又充满了圣洁之爱所带来的美丽、平安、甜蜜和温馨。典型的清教徒家庭早晨和晚上都有家庭敬拜，他们喜欢用简单的旋律唱颂《诗篇》，普遍喜欢旧约中的教训。家庭是培养品格的地方，清教徒对家庭敬虔的注重是清教主义的一大特色。热爱真理，憎恶谎言，忠诚守约，清教主义所塑造的这样的品格乃是全社会的财富。 

    3．清教徒运动是一场改革运动。清教徒绝不因循守旧，更不会认同现状，他们的目标就是根据上帝的圣言不断地改革自身，他们呼吁作家长的要不断改革家庭，作牧者的要不断改革教会，从政的要不断改革国家。他们呼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首先使自己成为实现上帝旨意的器皿，然后致力于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积极行善，消除不义。因此，教会的每次复兴和改革，都具有清教徒的色彩。 

    4．清教徒运动也是一场国际运动。英国清教徒领袖多数都曾游历欧洲大陆各国，或是为了求学，或是因为避难。因此，清教徒不仅有来自圣经的崇高的异象，他们也有广泛的视野，突破了民族、国家、地域、历史的疆界，博采百家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清教徒神学绝不是在深山老林，荒漠山洞中冥思苦想出来的，而是在大学里，在教会中，在议会里，在战场上，也就是在丰富的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从清教徒的影响来看，也是国际性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匈牙利、韩国等都深受清教徒神学的影响。中国教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清教徒神学的宝贵。 

    5．清教徒运动一直是少数派运动。清教徒运动绝不是盲目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英格兰清教徒虽然一度在议会中取得强大的影响力，但就其人数而言从来没有占大多数，很多时候遭受迫害。有一段时期，清教徒领袖进出监狱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因为他们在精神上的魅力、道德上的卓越和学术上的精湛，他们在社会上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确实尽到了“光”与“盐”的作用。清教徒固然喜欢圣徒相通，喜欢有更多的人接受真道，但他们也不怕孤军奋战。他们更重视的乃是灵命的质量，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因此，清教徒严于律己，精益求精。上帝的工作并不是从大而多开始的，上帝的工作是从少数敬虔的人开始，甚至是从一个人开始。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力量的，他们在上帝的眼中无比宝贵，圣经中甚至明确地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耶5：1）。因此，清教徒经常感叹的并不是教会和社会的败坏，而是时时省察自己，认识到自身的软弱，定意从自身做起，寻求上帝的怜悯，自觉担任教会和国家的守望者。 

    6．清教徒运动也是一场平信徒的运动。清教徒牧者绝没有把自己禁锢在学术的象牙塔内，更没有滞留在组织性教会中以宗教精英自居，他们最大的热情就是向民众教导上帝公义的律法，传讲恩惠的福音。即使很多人在大学中担任教授，他们仍然兼任教会的牧者，孜孜不倦地向会众教导上帝的圣言。像著名的清教徒巴克斯特一样，他们每周都深入探访教区的各个家庭，帮助、督促家长带领家庭敬拜和教理问答，使平信徒在文化、道德和宗教上不断精进，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基督的精兵。因此，清教徒运动也是一场教育运动，我们甚至可以说，清教徒运动就是一场敬虔的大学教授所带领的运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既是英格兰清教徒的摇篮，更因为清教徒在学术上的追求开始超越欧洲大陆更古老的大学，成为国际性的著名学府。美国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牌大学也都是移民北美的清教徒创建的。北美一位清教徒向马撒诸塞殖民地的总督写信说：“假如大学消失了，教会也不会存续很久。”当然，清教徒不仅注重高等教育，也注重从小就在家庭、教会和基督徒学校中用主的教训培养孩子的品德和学识。对于清教徒而言，要把自己还没有辨别力的孩子送给不信主的人去教育，乃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清教徒无论到哪里去，都兴办基督徒学校，想方设法使后代接受合乎圣经的敬虔教育。 

    7．最重要的是清教徒运动是一场圣经运动。对于清教徒而言，上帝的圣言不是一般性的言词，而是上帝的“法言”，有来自上帝的权威，首先要明白，其次就是遵行。正是他们这种对圣经权威的重视，才使得他们与英国其他新教徒分别出来。史密斯告诫会众说：“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将上帝的话语作为标尺，放在面前。圣经之外，别无所信；圣经之外，别无所爱；圣经之外，别无所恨；圣经之外，别无所为。” 清教徒把圣经六十六卷书，看成是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图书馆。在礼拜天的时候，清教徒人人都去参加教会的聚会，讲道常常持续两个小时。牧师的讲道非常投入，常常是汗流浃背，讲道完之后不得不更换衬衫。他们立志以圣经为绝对的客观的超验的至高标准来规范自己，改变自己，而这与当今那些对圣经似懂非懂，却动辄就要怀疑圣经、批判圣经的所谓的基督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清教徒中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解经家，特别是马太•普勒（Matthew Poole, 1624-1679）和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 1662-1714）的圣经注释到现在都是许多基督徒家庭和牧者的必备书籍。希望有一天，这两套解经书籍也能翻译为中文，成为中国教会的祝福。 

    8．当然，我们也不用讳言，清教徒运动也是政治和经济运动。当时英格兰教会处于专制国王的辖制之下，清教徒对教会的改革自然涉及到政治的变革。并且，清教徒神学注重公义和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和形形色色的抵挡基督的专制者发生冲突。从清教徒神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清教徒神学本身就是基督教在残酷的政治逼迫下所流露出的芳香四溢的橄榄油，给全世界一切热爱真理的人带来鼓励和滋养。清教徒神学也是在政治和宗教逼迫的烈火中和铁锤下锻炼出来的利剑，全世界一切热爱政治和宗教自由的人都为之欢欣鼓舞。清教徒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他们对圣经的高度尊重，他们不仅把圣经视为是个人信仰的权威，更是把圣经视为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威，当然既包括宗教的领域，也包括政治的领域。他们绝不会像当今某些自诩敬虔的教会人士那样，把政治与宗教截然分开。没有政治上的自由，怎能有宗教上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假如一般公民都没有聚会的自由，基督徒怎能享有聚会敬拜的自由呢？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因此，他们不仅在宗教领域，为教义、敬拜和治理的纯正而迫切祷告，百折不挠；同时也为了政治上的自由揭竿而起，艰苦奋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把肆行专制的君王推上了断头台。因此，清教主义被称为是“圣徒与英雄”的宗教。但清教徒绝不是政治上的狂热分子，他们绝不会像中国历史中常见的那样把对手赶尽杀绝，更愿意通过长期的忍耐和审慎的妥协化敌为友。清教徒牧者多是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心中所爱的就是真理和自由，对自由的热爱深深地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对自由的珍惜和热爱也成为英国人的传统，不管是在政治事务上，还是在宗教事务上，他们不喜欢任何外在的权威强迫他们服从。 

    清教徒注重公义和自由。尤其是个人良心的自由。不管是国王，还是教会，都不得辖制个人的良心。因此，清教徒既反对国王的专权，也反对主教的专权；既反对国家的专制，也反对教会的专制。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是神学家，也应当是政治家。清教徒的教育所要造就的不是抽象化神秘化的“敬虔”之人，而是有学识的人，有政治智慧的人。因此，在清教徒所设计的课程中，法律和政治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教会和大学应当为社会培养富有正义精神的法官和政治人才。如果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不去关心公众之事，就会任凭那些邪恶之人横行霸道，独断专行。更为宝贵的是，清教徒神学家深入农村宣教牧会，很多著名的清教徒传道人几乎终生在偏远的乡村传道牧会。因此，历史学家指出，“若是没有清教主义，英国农民始终还在异教的黑暗之中。” 

    以上所讲的是清教徒神学作为一种运动的特色。接下来我们介绍清教徒在教义上的特色。这些特色都在基督教的基本框架之内，但却是清教徒所突出强调的。从教义上而言，清教徒的神学思想都属于加尔文体系的路径，因此，对于清教徒而言，上帝的主权，个人的自由，赖恩得救，因信称义，分别为圣，都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以下我们根据威斯敏斯德标准，简述清教徒神学的十二大神学主题及其特色。由于时间限制，此处我们以圣经论为重点评析，其他十一点仅作简介。 

    1．上帝所启示的无谬圣经乃是最高的标准。《威斯敏斯德信条》的制定正处于基督教信仰巩固和诠释的阶段，作者运用了经院主义的方法，对每个教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精确的界定。 在今日教会中，当谈起改革宗或清教徒神学的时候，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预定论，其实就清教徒神学的杰作《威斯敏斯德信条》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章圣经论。对于参加威斯敏斯德会议的这些教牧神学家而言，关于所有得救的知识、信心及顺服，圣经乃是唯一充分、明确、无谬的准则。因此，莫里斯总结说：威斯敏斯德信条的出发点既不是任何哲学原理，也不是某个重要的基督教教义，而是直接以上帝的圣言为信仰为生活的独一准则。 “华菲德在曾经用178页的篇幅考察威斯敏斯德标准中的圣经论，他首先指出：“参加威斯敏斯德会议的众牧者把‘圣经论’这一章放在整个信条的第一章，并且由此而奠定了他们教义体系的根基。在认识的崇高和表达的精确方面，《威斯敏斯德信条》的圣经论可谓是所有基督教信条中最为卓越的。” 我把此章十条规定归纳为圣经论十六大支柱性教义。 

    （1）必要论：本条承认自然之光或普遍启示的存在，同时申明 “将那为得救所必需的对上帝及其旨意的知识给与人”，特殊启示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本条也阐明了上帝把特殊启示笔之于书的必要性：“主为了更好地保守并传扬真理，且为了更加坚立教会，安慰教会，抵挡肉体的败坏以及撒但和世界的毒害，遂使全部启示笔之于书。” 

    （2）封顶论：上帝是否仍然在用特殊启示的方式向某个教会或某个信徒显明新的教义？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若是启示并没有封顶，仍然不断有新的启示出现，这样基督教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信条明确指出：“上帝从前向祂百姓启示自己旨意的这些方法，如今已经止息了。” 

    （3）卷目论：信条明确了基督教所承认的纳为正典的六十六卷书。 

    （4）默示论：“这些书卷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信仰与生活的准则。” 

    （5）旁经论：信条明确指出旁经格卷书“并非出于上帝的默示，所以不属于圣经正典；因此，它们在上帝的教会中没有任何权威性，”同时，信条本身也并没有禁止人们阅读这些书卷，而是教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这些书卷，也就是“只能当作一般人的著作来看待或使用。 

    （6）权威论：第四条论及圣经的权威性以及这种权威性的来源。信条首先肯定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权威性应当受到人的信服，”然后指出这权威性“并不倚赖任何个人或教会的见证，而是完全在于其作者上帝，祂就是真理本身。”因此，圣经的权威性既不是来自任何个人，甚至也不是来自教会。相反，个人和教会都当以圣经为权威。对于制定信条的牧者而言，逻辑非常简单：“既然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就应当接受。”因此，“圣经是上帝的话，”这并非来自任何理性或逻辑的证明，乃是来自以信心为本的前提，当然这种以信为本的前提论，也不是什么都不解释，只是一味要求人们相信的唯信主义。相反，在下一条中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解释了这种确信的来源。 

    （7）自证论：如何证明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威斯敏斯德信条》也为人们提供了证明的方式。客观的直接的证明就是圣经本身。“圣经属天的性质，教义的效力，文体的庄严，各部的契合，整书的目的（就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人类惟一得救之道的完全展示，和其他许多无可比拟的优点，及整卷书的全备，都十足自证其为上帝的话。”因此，圣经的权威性并不是建立在考古发现上，也不是建立在圣经所给人带来的功效或益处上，而是建立在圣经自身的见证上。 

    （8）内证论：同时，信条本身也避免了理性主义的倾向，明确指出我们之所以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并不是因为外在的证据，也不是因为个人理性的推究和他人的说服，“乃是由于圣灵的内在之工。”也就是说，只有藉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内证，我们才能“完全信服并确知圣经无谬的真理性和神圣的权威性。”同时，信条本身也强调，这种确信并非完全离开圣经，相反，圣灵的工作乃是“藉着上帝的圣言，并与上帝的圣言一道在我们心里作证。”因此，《威斯敏斯德信条》圣经论始终把握圣灵与圣言两方面的平衡。 

    （9）全备论：信条明确申明：“上帝全备的旨意，也就是关于祂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事，或已明确记载于圣经之中，或可用合理的推论，由圣经引申出必然的结论。”此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信条既承认圣经明确的记载，也承认“合理的推论”，有人仅仅承认圣经文字上直接记载的东西，对于圣经中没有明确提及的概念就不予承认，比如“三位一体”、“神人二性”等，这种偏颇限制了人类理性的发挥，同时也限制了圣经的范围和应用。另外，信条断然指出：“不论是所谓的圣灵的新启示，还是人的遗传，都不得于任何时候加入圣经。”圣经既是全备的，就不需要我们再加加减减。当然，此处重点所杜绝的是各种异端伪称有“新启示”，把自己的私货也上升到圣经的地步。 

    （10）光照论：同时，信条明确了“圣灵内在的关照”的作用：“要明白圣经中所启示的使人得救的知识，圣灵内在的光照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明白圣经并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问题，若不是上帝开我们的心窍，哪怕我们毕生以研究圣经为专业，甚至精通圣经原文，我们所得到的也不过是表面性的认识。因此，赫治强调说：“要对圣经中所包含的真理有真正的使人得救的认识，圣灵的大能所给人带来的属灵的光照乃是必不可少的。” 

    （11）常识论：更为宝贵的是信条始终高举上帝的圣言的规范作用和圣灵的光照作用，却又没有完全否定普遍启示和常识的价值：“规范有若干关于敬拜上帝和教会治理的细节，与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团体有相通之处，所以可以根据自然之光和基督徒的智慧予以规定，但总要遵照圣道的通则。”比如说教会在主日到底何时聚会？就当根据当地的情况和常识做出合理的安排，但是我们并不能随意取消主日的聚会。 

    （11）明晰论：本章第7条论及圣经的明晰性。首先从否定的角度指出：“圣经中所记各事本身并不都是一样明显，对各人也不都是一样清楚，”这就杜绝了人的肤浅和骄傲。首先圣经中的经文并不都是简明易懂的，连使徒彼得也承认在保罗的书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彼后3：16）。其次，即使同样的经文，不同的人理解程度也不相同，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所理解的程度也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不断考察圣经，也要尊重牧者的教导，同时谦卑地承认自己始终有不明白的地方。同时，信条本身也杜绝了任何人声称圣经难懂，从而不读经的借口：“然而为得救所必须知道、相信并遵行的事，在圣经此处或彼处已明载而详论，以致不仅有学识的，而且无学识的，只要正当使用通常的蒙恩之道，便都可以有充分的理解。”此处提出了“通常的蒙恩之道”的概念，这在大、小教理问答中都有明确的阐述，也就是听道、圣餐和祷告。对蒙恩之道的强调不仅来自威斯敏斯德神学，也是改革宗神学的普遍性特色之一。 

    （12）文本论：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这并不是指中文和合本译本，也不是指英文钦定本，而是指原初的版本（autograph）。 只有原初的版本才是上帝所直接默示的，因此，信条界定说：“希伯来文（古时上帝选民的文字）旧约，和希腊文（新约时代各国最通用的文字）新约，都是上帝直接默示的。”但原初的版本现在并不存在，目前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抄本，这就需要“经文鉴定”（textual criticism），判定到底哪种抄本是权威性的抄本。此处存在的重要问题就是：到底谁有权威做出这样的鉴定呢？做出鉴定的时候到底又以什么为标准呢？此类问题在十九、二十世纪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战。争战的核心在于以下的“保守论”（God’s providential preservation of his Word）。 

    （13）保守论：信条明确规定，圣经文本的“纯正因上帝特别看顾和护理而在历代得以保守，所以它们是真实可信的。”因此，自从威斯敏斯德会议以来，保守派改革宗人士一直相信保守论，相信圣经不仅是上帝所默示的，也是上帝所保守的。道理很简单，若是没有上帝对圣经文本的保守，圣经的默示性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我们即使承认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这直接默示的文本却不存在，假如抄本的制作和传承没有上帝的保守，那么圣经就和普普通通的一本书一样，在传抄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惟独圣经”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承认保守论之后，我们所见到的圣经才会具有可信性，我们才能说：“一切有关宗教的辩论，教会最终都当诉诸圣经。”可惜，目前这种保守论在欧美教会中开始成为少数派，即使很多改革宗教会及其神学院也已经放弃保守论，动摇的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使得圣经本身的经文沦落在考古专家和所谓的高等批判专家的手中，在他们手中变来变去，很多新的译本对经文随意变通取舍，败坏上帝的真道，招惹上帝的震怒。 

    （14）翻译论：第9条谈及圣经的翻译问题。正统穆斯林反对把《古兰经》翻译为其他文字，认为只有用阿拉伯文才能明白《古兰经》的精义。正统犹太教徒也都坚持用希伯来文阅读旧约圣经。罗马天主教为了保持自己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从而维持教士的特殊地位，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把圣经翻译为各国通用的文字，丁道尔就是因为要把圣经翻译为英文而被他们逮捕烧死的。因此，我们中国信徒能够用中文读圣经，也是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的益处。 

    （15）释经论：在目前中国教会中，很多基督徒逐渐开始听到“以经解经”和“解经式讲道”这样的名词。其实，这些多是来自威斯敏斯德神学。在《威斯敏斯德信条》中明确提出了“以经解经” 的原则：“解释圣经无谬的规则，就是以经解经；因此，当我们对圣经某处真实和完全的意义发生疑问时（该意义只有一个，不是多种），就当查考其它更清楚的经文来加以解明。”这种解经最不容易，需要详细地考察圣经，从文法和历史的角度查明经文本身的原意，然后从经文本身得出教训，加以应用。 

    （16）自由论：威斯敏斯德神学始终强调圣灵与圣言的平衡。 在这个平衡中所要保守的乃是基督徒的自由。信条最后明确指出：“要判断一切宗教的争论，审查一切教会会议的决议、古代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经历，我们所当依据的最高裁决者，除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以外，别无其他。”因此，圣经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绝对标准，而圣灵则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裁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可把自己的意见凌驾于圣经之上，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可用自己的权威取代圣灵，在圣经与圣灵之间直接感应、负责的就是个人的良心，每个人都要根据圣灵对个人良心的引导做出自己的回应。这一规定其实是一个伟大的自由宣言，使基督徒不仅摆脱国家的专制，也摆脱有形教会的专制，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桎梏，个人直接对上帝负责。当然这绝不是让我们不尊重“教会会议的决议、古代作者的意见、世人的教训和私人的经历，”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帮助，但绝不能取代上帝的圣言和圣灵的地位，绝不能代替我们自己做出选择。这样的自由是至高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基。当然，这样的自由也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才能善加使用的自由。 

    2．圣经中所启示的三一上帝是万有的根本。《威斯敏斯德信条》第2章至第5章属于传统的系统神学中的上帝论。基督教神学中最重要的两论就是圣经论和上帝论。追本溯源，一切神学上的偏颇最终一般都是因为在圣经论或上帝论上有问题。神学的核心就是根据上帝的圣言来认识上帝，可惜当今神学几乎变成了人学，所注重的都是人的需要和满足。第2章论及上帝的本质、属性和三位一体，第3章论及上帝的预旨，第4、5章分别论及上帝的创造和护理之工。瑞肯在总结清教徒神学八大特色的时候，其中两点就是清教徒的创造论和护理论。清教徒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因此，世界本质上是善的，而不是恶的。他们相信整个物质世界所指向的就是上帝，因此在《威斯敏斯德信条》第1章第1句中他们就谈及“自然之光”（the light of nature）。基督徒应当把世界视为上帝的工厂、圣殿。巴克斯特甚至说：“世界就是上帝的书卷，每个受造物都是一个音节，一个字符，一个句子，……它们都在宣告上帝的圣名和旨意。”因此，清教徒断然否定来自希腊哲学的那种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清教徒极其信靠上帝的护理，他们在每个事件中都看到是上帝的手在掌管一切，他们在自己的日记中大量地记载上帝的恩典如何在他们日常的生活中与他们同在。 

    3．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乃是圣约式的。在十六、十七世纪改革宗信条中，惟独《威斯敏斯德信条》明确地界定了圣约的概念，并以圣约论为基本概念，以此界定上帝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威斯敏斯德神学就是圣约神学。《威斯敏斯德信条》的制定就是起始于《神圣盟约》的签订，清教徒的圣约论绝不仅仅局限于上帝与人之间，而是贯穿于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就是指上帝是守约的上帝，祂的应许绝不变更，祂的律法绝不废弃，祂最终必以祂的圣约和律法来审判每一个人。主耶稣基督是圣约的中保，祂是完全的上帝，代表上帝，向选民显明了上帝的信实；祂是完全的人，代表选民，完全满足了上帝圣约的要求。每个人或者是守约者，或者是违约者，守约蒙福，违约受损，并没有中间性的选择。清教徒把家庭、教会和国家都视为是立约性的实体，每个成员都当明白自己在约中所享有的应许，以及自己按约当尽的责任。这种圣约论，不仅影响到清教徒的属灵生活，还直接影响到清教徒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因此，清教徒在经济往来中，注重契约的概念，契约就是法律，双方必须诚实履约；在政治生活中，强调国家必须建立在公民契约的基础上，没有公民的同意，不得随意征收税赋，甚至没有公民以选举所表达的同意，就没有合法的政府。更重要的是，上帝既是契约的第三方，也是契约的监管者，那些肆意滥用自己的自由，肆意践踏他人的自由，恶意违约的人必然受到上帝的惩处。 

    4．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是祂所设立的圣约标准。在当今教会中往往很多人把上帝的律法与恩典或福音对立起来，即使在许多改革宗教会中也往往把上帝的律法高高挂起，不加讲授，私下就像当初的法利赛人一样，暗暗地用人的传统取代了上帝的诫命（太15：1－9），致使教会腐败，假冒伪善盛行，社会道德不断沉沦。同时，有些人往往认为预定论就是改革宗神学的精华，经常为预定论的问题与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对于上帝的律法却不闻不问，更没有以上帝的律法来雕塑自己的性情。其实，改革宗神学的重心并不在于抽象的思辨，而是在于敬虔的生活，而这敬虔的生活既是源于圣灵使人重生的大能，也是来自个人对上帝的律法的自愿的顺服。正如莫里斯所言：“上帝绝对的预旨并不是某种幽暗、可怕的旨意，深不可测，无法辨明，而是无处不受其完美的律法的影响。上帝的主权不是专断的统治，只是显明祂无限的智慧毫不动摇。更准确地说，上帝的主权是藉着祂神圣的律法而施行的，这律法不仅是祂自己所设立的，是受造物必须遵行的准则；更是祂自己亲自解释，亲自遵行的。” 主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见证，祂既明确地向我们解释了律法的精义，同时也为我们完美地成全了上帝的律法。清教徒不仅把上帝的律法视为上帝所设立的奠定基督徒自由的界限，更在新约的亮光下把上帝的律法视为在基督里得自由的蒙恩之道。 当然，清教徒的律法观都是建立在圣约论的基础和架构上的。当今教会许多人对于上帝的律法缺乏正确的理解和界定，主要原因也往往是因为不明白圣约论的缘故。惟独设律法的上帝才是选民的救主，而上帝所设立的律法乃是选民在恩典之约中圣洁生活的标准。因此，上帝所设立的律法始终是上帝为其选民所启示的圣约的标准，上帝的选民遵守上帝的律法绝不是为了得救，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得救！在《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第40问中问及“上帝起初向人启示了什么作为顺服祂的标准呢？”回答就是“上帝起初向人启示了道德律作为顺服祂的标准。”以下是对四个著名的改革宗教理问答的分析，在这些教理问答中，律法论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当初的宗教改革者对律法的普遍重视。 今日教会忽视上帝的律法，最终所导致的就是“轻言信心”、“廉价恩典”。 

    5．主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惟一的中保。就其本质而言，基督教所恢复的就是基督在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地位。罗马天主教与基督教一致认可以《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敦信经》和《亚塔那修信经》四大信经所界定的三位一体的教义，一致认可基督的救赎乃是罪人得救的最终根基，然而天主教却越来越突出有形教会的中保作用，甚至把教皇推崇到“无谬”的地步，使救恩依赖于教会的圣礼、代祷、赦罪之功，因而也从实质上否定了基督的中保作用。基督教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归回圣经，重申救恩的核心就在于信徒与基督之间所建立的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惟独藉着信心建立的，并不需要教会的中介。罗马天主教要求个人通过有形教会来到基督面前，而基督教则坚持个人只有藉着基督才能进入真教会。教会的讲道、圣礼、代祷固然是上帝所设立的蒙恩之道，每个人都当予以重视，但是讲道、圣礼和代祷本身并没有直接的魔术性的作用，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得到属灵的益处。威斯敏斯德神学谈及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降卑与升高的两种状态，基督的积极顺服和消极顺服，基督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只有在这样的架构和界定中，“惟独基督”才有了真正的内涵。正是因为强调基督作为独一的中保的地位和作用，任何个人、组织（包括国家和教会）都不得僭越基督的地位，不得扮演“救赎主”的角色，这就消除了形形色色的专制的神学或理论土壤，使个人在上帝面前因着基督而得到完全的自由。 

    6．基督的主权贯穿自然与恩典的各个领域。清教徒特别强调“基督的主权”（the Lordship of Christ）。他们并没有把基督的主权限制在宗教的领域中，更没有把基督的主权限制在“天上”或将来的“天国”中，他们强调基督现在就已经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加入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大军，建立合乎上帝心意的家庭、社会和国家。清教徒约翰•格瑞在1646年所发表的一个名为《一个英国老清教徒或不从国教者的特征》的小册子中说：“他把自己的一生视为一场争战，基督就是他的元首，……十字架就是他的旗帜，他的座右铭就是：受苦者必是得胜者。” 清教徒所喜欢的《诗篇》之一就是72篇，这一诗篇所歌咏的就是基督的主权：“祂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诗72：8）。 

    7．律法与福音、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平衡。圣经中所显明的真道是律法与福音平衡的真道，是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并行的真道。惟独这样的真道才能不仅使罪人悔改得救，也能够装备圣徒在世界中积极地进行文化争战。现代教会不知不觉地中了撒但的毒害，反律法，反文化，反神学，反传统，反宗派，反信条，使得基督徒脱离圣经的全方位真道，脱离教会的历史性根基，脱离社会的现实性需求，成为社会上的边缘性人士，丧失了应有的影响社会的光度和“盐味”（太5：13－16）。正如真理之旗出版社的编辑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盛行的神学并不能够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遏制道德风气的败坏。无疑，原因之一就在于误解律法在恩典之约中的地位和作用。教会需要重新晓得伯顿所陈明的真理：‘律法把我们送到福音的面前，使我们因信称义；福音把我们送到律法的面前，使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大溪城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院长周必克牧师在谈及清教徒的侍奉时指出：“清教徒传道人在讲解福音之前先讲律法，这种作法与保罗写《罗马书》前3章异曲同工。使徒保罗首先解释上帝的律法，使罪人在上帝面前无话可说，使整个世界在上帝面前都显为有罪。清教徒并不急于督促恶人转离罪刑，因为他们认为罪人能够这样做。清教徒相信，用律法的要求来面对罪人，圣灵会带领罪人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无能，也会认识到他们需要上帝的救恩。” 

8．罪人赖恩得救，因信称义，当分别为圣。清教徒所注重的是恩典的教义，不管是个人的得救，还是物质生活上的兴盛，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清教徒神学的核心就是确信人类所得到的一切好处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绝不是靠人的善行或功德赢得的。在“救恩神学”中，清教徒神学首先强调的是“赖恩得救”，说明得救的本源惟独在于上帝的主权的白白的恩典，这也是救恩神学五大要义 的总结。清教徒神学始终把救赎分为“称义”与“成圣”两个方面，《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77问清楚地阐明了“称义”与“成圣”二者的不同。“因信称义”说明称义的途经，“分别为圣”，说明救恩的目的并不在于个人的得赎，个人得赎的目的乃是荣耀上帝，荣耀上帝的途经就是通过圣洁的生活，见证上帝恩惠的福音，完成上帝从创世以来就赐予的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因此，清教徒神学绝没有以“救恩神学”为终点。华腓德在分析改革宗神学的构成原则的时候指出：“代表路德宗的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这教义不独对路德宗是中心的教义，改革宗也以此为中心。不但如此，只有在改革宗的教义系统中保持称义要道的纯洁性，又抗拒‘因信’来代替‘藉信’称义之道的倾向。路德宗偏向倚靠信当作绝对的事实，那是不错的，然而加尔文主义却深深了解到称义的主因，将信心放在上帝为救人的活动而产生的别种关系上。在仔细考虑之后，此种差异就叫我们回到每种思想的构成原则上去。但这种差异与其说是二思想系统的具体表现，毋宁说是二者分歧的构成原则的结果。路德主义是在信心里找到平安，这平安是由负罪之人寻求与上帝和好的痛苦中得到的，但就停止了。特别是为由信心所得到的祝福而快乐，但未追问这信心是由何而来。除了得称为义的平安之外，则毫无所知。加尔文主义也和路德主义一样热心，问这大问题：‘我当作什么才可以得救？’所回答的正如路德主义一样，但并未停止在那里。接着追问更深一层的问题：‘我得称义的那信心是从何而来？’这深远的回答使整个的心灵充满了赞美：‘唯独从上帝的白白恩典而来，为要叫祂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如此加尔文主义者把眼光从人及其命运上，调转到上帝及其荣耀上。加尔文主义对救恩无疑是诚恳的，但它最高的热诚乃为上帝的荣耀，因此复苏了它的情感，更新了它的活力。” 

    9．国度已经临到，尚未完全，必最终达成。基督的国度就是基督的统治，传统上把基督的国度分为权能的国度（the kingdom of power）、恩典的国度（the kingdom of grace）和荣耀的国度（the kingdom of glory）。 就上帝的权能而言，祂作为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全地都在祂的掌管之下，是全地的大君王。就上帝的恩典而言，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从撒但黑暗的国度进入基督光明的国度，在他们今世的争战中，得蒙基督大能的保守。就上帝的荣耀而言，只有当基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祂要制伏所有的仇敌。这三大国度的划分并不是指不同的区域和时间，而是基督行使其王权的不同的方式。因此，要明白上帝的国度，关键是明白上帝的主权和基督的王权。在《威斯敏斯德信条》中，有四处提及“国度”这个词，在8章5条、23章3条、32章2条三处提及“天国”（the kingdom of heaven）， 在25章2条提及“主耶稣基督的国”（the kingdom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清教徒特别强调作为“大君王的基督”（Christ as King），“基督的王权”（the Kingship of Christ），“基督的主权”（the Lordship of Christ）。这种对基督王权的强调最根本的当然是基于圣经中的强调。从历史背景来考虑，清教徒以基督的王权抵挡当时的两大专制势力，一是罗马天主教，一是世俗的王权。在清教徒神学中，基督的王权绝不仅仅局限于现在人所说的属灵或宗教领域。作为完全的上帝而言，基督始终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诗47：2）。作为选民的中保，祂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在宣布大使命的时候首先宣布祂所得到的并不是先知和祭司的职分，而是君王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其实，在威斯敏斯德神学中，更强调的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王权。首先是在信徒的生命中，基督是他们的王；其次是在教会中，基督是教会的王；因此，真正执掌大权，掌管世界的并不是魔鬼，也不是各种敌基督的势力，而是教会的元首、复活的基督。莫里斯评述说：“基督不仅在世上的教会中行使祂的王权，祂与父联合，也是护理之主，根据祂子民和国度的利益，统管自然和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正如祂在世上所行的神迹所表明的那样，祂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物质世界的至高主宰，物质世界中的一切都在祂的意志的统管之下。祂的权柄既统管个体性的灵魂，也统管整个人类社会，根据祂自己的圣道规范人类社会中多种多样，经常彼此冲突的各种事务。祂也有当然的权柄为各种政府指明律法，根据公义和慈爱的原则规范他们的政策，斥责国家中那些邪恶的计划，使万国列邦和每个人都降服在祂至圣的统治之下。” 中国教会一直强调的是基督先知和祭司的职分，很少有人强调基督君王的职分；即使有人提及，也往往是把基督君王的职分仅仅局限在宗教或未来的领域中。很多人强调教会的重要性，但很少有人注重基督的国度的恢宏。在与各种各样的专制争战的过程中，需要突出强调基督君王的职分，强调上帝的国度，正如《启示录》所显明的那样。另外，当我们谈及国度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谈及末世论的问题。末世论的核心是上帝的国度何时开始，在何处开始。我们从以上概念的界定来看，基督的国度即是既定的事实，也是在不断进展，逐渐达于完全的历史过程。威斯敏斯德神学所界定的是圣约性末世论，这种末世论是积极的、乐观的末世论，因此所有签署《威斯敏斯德信条》的苏格兰牧者在末世论上都是持守后千禧年的立场，赫治、华菲德、霍志恒等老普林斯顿神学家也都是坚定的后千禧年论者。这方面，目前深受时代论前千禧年立场影响的中国教会应当用更多的精力考察历代圣徒的脚踪。 

    1967年钟马田的助手尹慕瑞（Iain Murray）先生在伦敦“清教徒研讨会”上，试图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接下来的世界范围的冷战给基督教带来的悲观失望的色调，重提清教徒的以得胜为核心的后千禧年末世论（a victorious-minded postmillennialism），他说：“莱尔在1870年的时候就说：‘作为一个整体，清教徒对国民性格的提升远胜过迄今为止任何一个阶层的英国人。’这种影响来自他们的神学，来自他们对待历史和世界的态度，他们与众不同，是心怀盼望的人。他们把这种盼望表达在教会的讲坛上，表达在他们所撰写的书籍中，也表达在议会中和战场上，并且他们的影响不是仅仅停留在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而是极大地激发了他们之后将近二百年左右的人，在各个方面开花结果。清教徒的末世论影响到北美殖民地的宗教思想，教导人们盼望圣灵大大地浇灌，为世界性的宣教新时代的到来预备了道路。这种末世论也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各个以英语为主的基督教国家的使命感。像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这样的十九世纪基督教领袖把世界视为每个人都必须尽快逃避的破船，而清教徒则把世界视为基督的产业，是基督国度的所在。” 显然，我们中国教会也需要清教徒式的积极乐观的千禧年论。 

    10．纯正的教义必须落实于日常敬虔的生活中。清教徒为什么注重上帝的律法？核心就在于他们追求敬虔的生活，而真正敬虔的生活绝不是自行其是的生活，而是以上帝的律法为规范的生活。加尔文在教导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也常常以上帝的律法为依归。他说：“惟独当我们行在上帝的律法中的时候，我们才能确信我们已经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 “基督徒当以上帝的律法衡量自己的行为，把自己隐秘的心意降服于上帝的旨意之下。” 很多人赞叹清教徒在神学上的深刻和精确，却常常指责清教徒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清教徒神学的精髓。对于清教徒而言，神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性的活动或心智性的思辨，著名的清教徒柏肯斯把神学界定为“生活的艺术。”因此，威斯敏斯德神学把圣经的主要内容界定为两大部分，一是我们当信什么，二是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也就是我们当如何行。对于清教徒而言，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强调行为，最重要的是属灵的美德。他们把属灵的美德视为“蒙恩的标记”（the marks of grace）。众所周知，天主教特别强调美德，道德神学是天主教神学的一大块。很多人认为，在基督教中，道德神学一直比较薄弱。其实不然，清教徒神学有丰富的道德神学，我们甚至可以说清教徒神学就是美德神学（a theology of virtue）。特别是在《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中，大篇幅的对律法的解析，核心就是提醒基督徒以上帝的律法为镜子，不断地揽镜自照，省察自己，不断地靠着上帝恩典，治死自己的邪情私欲，更多地彰显来自基督的属灵的美德，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见证基督恩惠的福音，“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目前的中国教会缺乏什么呢？是缺乏金钱吗？是缺乏自由的环境吗？是缺乏纯正的教导吗？是缺乏更多的神迹奇事吗？最缺乏的还是属灵的美德！ 

    11．以个人、家庭、教会和社会重建为目标。清教徒一方面强调原罪的影响和个人的败坏，但同时对个人的价值又有合乎圣经的珍视。清教徒神学对人有三重基本的看法：首先，人受造有上帝的形像，是完美的，因此，人在本质上是善的；其次，因着亚当的原罪归算在他们的身上，以及他们自身所犯的本罪的影响，人都是有罪的人；最后，藉着上帝更新的恩典，人人都能够得救得荣。正是因为这种对人公允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上帝的主权的积极信靠，对人类历史的乐观盼望，使得他们积极地投身自身的建设、家庭的建造、教会的改革和社会的重建。清教徒有清晰的天职观，他们认为上帝对自己的呼召和拯救绝不是徒然的，而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2：10）。清教徒对天职或呼召（calling）的划分有两个方面，一是普遍性的天职和特殊性的天职。普遍性的天职就是上帝对基督徒普遍性的呼召，这一呼召就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特殊性的天职是指上帝对每个人在工作或职业上的特殊预备和引导。二是复数性的天职，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呼召并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重性的。比如一个弟兄，他作为丈夫，就有作为丈夫的天职和责任；同时他可能成为父亲，他就有作为父亲的天职和责任；他也有可能身为人子，就有作为儿子的天职和责任。他的呼召不仅是在家庭中，也包括在教会中，在社会上。 

    12．以个人敬虔和社会公义为主要价值导向。清教徒注重个人的敬虔，认为敬虔就是力量，敬虔就是幸福。清教徒生活和灵修的核心就是追求敬虔。清教徒神学的核心就是教导我们如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种敬虔是建立在真知识的基础上的，不认识自己所信的是谁，不晓得上帝的旨意，一切所谓的敬虔不过是自我虚饰的坟墓而已。因此，清教徒所提倡的敬虔是智慧性的敬虔。清教徒注重祷告、默想、禁食等各种属灵的操练，目的就在于培养敬虔的品格。清教徒之所以强调律法的作用，也是和他们对敬虔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在《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97问中，精确地概括了基督徒与上帝所启示的道德律的关系：“问97:对已重生的人，道德律有什么特别的用处？答：对于已经重生、归信基督之人，虽然道德律对他们已经不再是行为之约，他们既不因之称义，也不因之定罪；但是，除了与所有人共同的用处之外，道德律还有特别的用处，就在于向他们显明：因为基督为他们的益处成全了道德律，替他们承受了咒诅，所以他们对基督有何等的亏欠；由此激发他们更有感恩之心，并且更加谨守，以道德律为顺服的标准加以遵行，从而表达出感恩之心。”更重要的是清教徒的敬虔绝不仅仅是个人性的敬虔，而是有着积极的社会导向。他们迫切希望建立圣洁的教会、自由的国家，因此他们在英格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争战，甚至背井离乡，前往当时北美这片蛮荒之地，为的就是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对律法的精研也使得清教徒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安邦，历史上凡是受清教徒所影响的地方所建立的都是高度法治和自由的民主国家，如英国、荷兰、美国等。 

当然，清教徒神学博大精深，我们在此处只能是蜻蜓点水，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基督徒研究清教徒的神学，翻译清教徒的神学著作，必能对中国教会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改革带来巨大的助力。 

    三．清教徒神学与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需要清教徒神学，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需要清教徒神学。 

    早在1920年的时候，福理恩就断言：“世界的未来有赖于两个伟大的清教徒国家，一是美国，一是英国。一起行动，一起为公义行动，世界就是安全的。” 其实，就中国的古言来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上帝并不偏待人，凡是敬畏祂，按祂的话语去行的人都会得蒙上帝的祝福。因此，英美各国如今政治民主，经济兴盛，民风纯朴，成为亚洲各国留学和移民的首选地，关键不是英国、美国本身有什么魔力，更不是白种人作为一个民族本身具有什么特殊的优越性，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敬畏上帝，施行法治，追求公义，尊重人权。“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诗33：12），“耶和华啊，祢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诗94：12）。 

    清教徒是信心的伟人，清教徒神学是基督教神学发展的一个巅峰，处处透露出成熟的智慧、平衡的艺术。当代欧美著名史学家巴刻（J. I. Packer）在《我们为什么需要清教徒》一文中指出：“成熟是智慧、友善、恢复力和创造性的综合。清教徒是成熟的典范；我们不是。曾经有一个阅历广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宣布说，他发现北美的基督教――以人为中心，有操纵倾向，以成功为导向，沉浸在自我之中，感情用事――有三千英里的宽度，可惜只有半寸的深度。我们都是灵命上的侏儒。相反，整体而言，清教徒却是灵命的巨人。他们都是伟大的灵魂，所侍奉的是伟大的上帝。他们富有激情却头脑清晰，发自心灵地怜悯他人；既有伟大的异象，又有实践的智慧；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以目标为导向，同时讲究方法；他们具有伟大的信心、伟大的盼望，也是了不起的行道者，为他们所坚持的理想承受了巨大的苦难。” 我们中国基督徒敢于这样深刻地省察自己，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肤浅吗？ 

    清教徒神学是在苦难的火炉中提炼出来的精金，是在荆棘丛中盛开的百合花。艰苦的属灵争战塑造了清教徒的性格，他们把争战视为上帝的对他们的呼召，既把自己视为是天路历程的朝圣者，又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精兵。中国教会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经历了无数的水火，中国教会奉献给中国社会的是什么呢？中国教会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深深思考的问题。难道中国教会要走非洲和拉美教会的路子吗？在非洲和拉美许多国家，教会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许多国家中基督徒在全国人口数目中甚至占据大多数。但是，由于受当地本土宗教的影响，受肤浅的灵恩运动的冲击，许多教会并没有好的见证。清教徒的思路是不是为中国教会和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我自己深信，中国社会的败坏是因为中国教会的败坏，中国教会的败坏是因为错误神学的败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必须经历全方位的改革，正如当初欧洲的宗教改革一样，必须在教义、敬拜、治理上全方位地按照圣经的启示重新调整，中国教会才有盼望，中国社会才有盼望。 

    清教徒神学不是英国的土特产，也不是美国的专利品，清教神学是从上帝恩典的江河中涌流出来的活水。不管在哪个时代，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有人敬畏上帝，只要有人渴慕真道，只要有人愿意从自己做起，把上帝的圣言施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那里就有清教主义的泉水在涌流，那里就有真理、自由、公义的花朵在四处盛开。因此，一位作者在探索清教徒本源的时候说：“每条河流的本源都在云彩里，大海之所以成为源泉是因为太阳的引力。在各个时代中都有清教徒的存在。摩西是清教徒；众先知都是清教徒；使徒们也是清教徒；奥古斯丁和马斯格罗（Marsigilio）是清教徒，路德和加尔文也是清教徒。只要注重内在的精神胜过外在的形式，只要注重个人的品格胜过大众化的仪式，就有清教徒存在。希伯来清教徒所发出的最崇高的声音就是：‘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谓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6：8） 。 

    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神学家。苦难深重的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淡化作门徒的代价的廉价福音，也不是灵恩派那种注重神迹奇事的魔术性宗教，而是注重智慧与敬虔的清教徒式神学。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热衷政治的“民**运神学”，也不是逃避政治的“属灵神学”，我们所需要的是清教徒式的全方位的世界观。清教徒神学是大众神学，是家庭神学，清教徒通过讲道和教理问答的方式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清教徒式的神学就是中国所需要的神学。 

    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政治家。民主的根基何在？民主的根基就是敬畏上帝的主权、尊重个体人权的清教主义精神。自由的根基何在？惟独上帝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雅2：12）。若是没有上帝的律法，我们就丧失了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清教徒的精神，在我们中间所能出现的绝不是崇高的具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而是强奸民意、玩弄权术，以暴力和谎言愚弄百姓，肆行自己私欲的政客民贼。克伦威尔曾经写信给当时的国会领袖：“舍弃你自己，但要使用你的权柄。要打击那些骄傲之辈和无耻之徒，他们以种种借口破坏英格兰的宁静。要解除那些被压迫者的负担，聆听英格兰监狱中那些可怜的犯人的哀鸣。消除各个行业中不诚实的做法。假如有人为了使少数人致富，却使许多人贫穷，这种做法与共和国绝不相符。” 克伦威尔式的清教徒政治家会赞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 

     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军事家。苦难深重的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朱元璋式的枭雄，需要的是清教徒式的圣徒与英雄。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科学家，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文学家，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父亲母亲，我们需要清教徒式的丈夫妻子，……有谁有清教徒的心志呢？ 

     亲爱的读者，诋毁清教徒是容易的，因为他们也是有限和有罪的人。不管是在教义上，还是在生活上，他们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说，在他们的神学体系中，仍然有来自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自然法”（the law of nature）的痕迹 。但真正省察自己，效法他们的脚踪却不容易。作者修订书稿，撰写本简介时，对照清教徒的教义和生活，时时感受到罪的重负在自己身上的影响，深感灵力不足，学力不足。惟有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恳求慈爱的天父因着祂爱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悦纳、祝福这卑微的奉献，使圣徒得造就，教会得坚固。更祈求上帝在中国兴起合乎祂心意的器皿来，就像当初的英格兰一样，在中国大地的沉沉暗夜中，点燃众多的明灯。 

                                                                 王志勇 

                                                         主后二零零五年六月四日 

                                                        于美国大溪城威斯敏斯德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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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加尔文政治神学七大原则与人权保障
加尔文主义不仅包括系统的神学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还包括以圣经启示为根基而建构的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哲学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为全世界民主和宪政政体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从人权保护的角度，简述加尔文主义政治神学七大原则：
（1）上帝主权――惟独上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2）人民治权――上帝把治理的权柄赐给每个人；
（3）法治政府――政府必须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
（4）个人自治――个人之自治是一切政府的根基；
（5）权力分离――立法、司法与执法三权的分离；
（6）区域治权――每个区域都各有相对性的主权；
（7）地方自治――政府权力的运作须是自下而上。
加尔文在其神学著述中并没有指出，也没有强调哪一种形式的政府组织形式最合乎圣经。当然，真正的加尔文主义是一个真理的系统，是一种生命哲学，是一个世界观与人生观体系，其中必然有一整套彼此关联的政治原则。不管是立宪式君主政体，还是代议制共和政体，只有能够施行这套政治原则，才能确保人权，使民众自由幸福，国家长治久安，真理得以自由传播。这套原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充满生命，具有巨大的适应力。因此，当我们今天看待欧美各国民主制度时，关键并不是强调其形式和制度层面的组合，而是要抓住其背后所蕴含的理念和原则。具体的政府组织形式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原则在落实到实践中时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其背后的理念和原则则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在政治神学方面，加尔文主义的一个突出原则就是强调上帝的主权，强调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在政治事务上，都当顺服上帝的圣言。我们可以用两个惟独来概括，一是“惟独上帝的主权”，二是“惟独旧新约圣经”。“惟独上帝的主权”使得人间任何权力都成为有限的委托性权力。在这一基础上，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学所强调“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自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加尔文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极权政府，也因此而被称为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的天敌。可以说，哪里有加尔文主义神学的传播和发展，哪里就有极权政府的终结。不管是在瑞士、苏格兰、英格兰、荷兰、美国，都是如此。“惟独旧新约圣经”则为全体公民和政府官员提供了超验的绝对标准，使任何人都不能打着“公意”、“理想”或“主义”的招牌，把个人的私意堂皇冠冕地强加在他人头上,甚至强加给整个民族和国家，把他人的生命、鲜血和尊严当作政治哲学的试验品。关于这两条原则对西方民主与宪政制度的影响的具体分析，请参考笔者所写的《加尔文论公民政府》一文。本文重点说明加尔文政治神学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七大原则。
当然，在强调人权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从圣经和自然的启示来看，人权是重要的，权益的主体可以是国家、民族和其他组织，但最终必然落实在个人身上。但是，人权绝不是第一位的。圣经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经文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这是整个圣经中最伟大的宣告。因此，圣经中所启示的体系完全是神本主义的体系，而非人本主义的体系。“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11:36）。从整个启示历史来看，首先是创造天地的上帝，其次是上帝所设立的法度和次序，第三才是人权。因此，人权就其地位而言，乃是处于上帝的主权之下；就其来源而言，乃是来自上帝的赐予；就其界定和保护而言，必须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标准；就其目的而言，必须以荣耀上帝为其首要目的。当然，因为人的堕落，人开始独立自主，无法无天，彼此相残，互相吞咬，该隐杀死亲兄弟亚伯的罪行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演，社会成为人吃人的社会。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所揭露的中国文化中的“吃人”现象，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令人触目惊心，但也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达尔文甚至以所谓的科学的旗号给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打上合理的印记，美其名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亚当堕落后的人类社会中，人权就其达成或实现而言，必须以耶稣基督为惟一的中保，悔改归信上帝恩惠的福音，才能找到惟一的坚固根基。因此，举目世界，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深受基督教文明，尤其是改革宗神学熏陶的国家，才有民主和宪政的建立，个人的自由与权益才有基本的保障。
在上帝的创造次序中，已经充分地展现了上帝的主权和次序，这是人权的背景。不明白圣经中所启示的创造的教义，人权就成为抽象的概念和口号，然后根据人的私意和私欲随时填补改变。让我们来回顾圣经中所显明的上帝的创造。上帝在第一天创造昼夜，第二天创造空气，第三天使陆地出现，并且创造了花草树木，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创造了飞鸟走兽。在创造这一切的时候，上帝就设立了次序和法则。所以，圣经上反复说：“各从其类”（创1:11；21；24；25）。而且，上帝“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按时轮转”（耶33:20）。因此，在人类还没有受造，还没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之前，世界就已经存在一定的次序和法度了。因此，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设立次序的上帝，是制定法度的上帝，“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赛33:22）。所以，人对世界的治理必须遵从上帝在自然界中所设立的法则，同时也必须遵守上帝特别赐给人的道德法则。“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赛8:20）。
第六天，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并授权他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8），这句话本身就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诫命，也被称为“治理使命”（Dominion mandate）或“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可见，人受造有上帝的形象这是尊重人权的根基。人不是国家的产物，也不是穿过无数的偶然的进化而来的。人是上帝按他自己的美意创造的，上帝创造人有他自己的目的。之所以需要尊重人权，并不是因为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否则也就不需要称为“人权”（human rights），只是放在“动物权利”（animal rights）这一大类中就可以了；之所以需要尊重人权，也不是因为一部分人是精英人物，能够促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而其他人的权益就不需要尊重了。之所以尊重人权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不过，但只有在基督教里才能确立的事实，那就是每个人是上帝创造的，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9:6）。
谈及政治神学，不可能不谈及国家的问题。在欧洲，从十九世纪开始，以人本教为背景的民族主义国家这头巨大的怪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血腥的法国大革命不过是其预演而已，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则以其毫不掩饰的狰狞面目向人展示了人本教怪兽的凶残。在二十世纪的苏联、柬埔寨和中国等国家中，这头怪兽利用极权主义政府，甚至在和平时期，也悄悄地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因此，在基督徒的思想体系中，必须有合乎圣经的政治神学，特别是国家观。在各种神学体系中，惟独加尔文主义神学体系，为人们提供了健全的合乎圣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能在此一一详尽展开，只是阐述一些普遍性的原则。
国家的存在要在两极之间维持平衡，一是保持国家的权威。二是确保公民的自由。国家丧失权威，所导致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人人称王称霸，正如《士师记》中所描述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21:25）。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国家的权威并不是政治的最终目的，政治的最终目的在于确保公民的自由。因此，一个压制、摧残、剥夺公民自由的国家政权，在实质上已经丧失其合法性，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霸王，最终必然众叛亲离，受到上帝的审判、人民的唾弃。孔子当年曾经感叹“苛政猛于虎也”，如果用当今的话语来说，这种倒行逆施，欺压人民的政府就是“邪恶政权”（evil regime）。这样的邪恶政权是撒但的五大联盟之一：（1）不怕上帝的个人；（2）次序混乱的家庭；（3）讲无神论的学校；（4）离经叛道的教会；（5）施行暴政的国家。
当然，公民的自由必须以接受法律的治理（the rule of law），顺服合法的政权为前提。所以，圣经告诫人民：“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罗13:1－2）。因此，根据圣经的启示，只要是人，不管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一律平等。人人都当以上帝所启示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为客观的标准，既要顺服政府的权柄，又要保持个人的自由。权柄是上帝设立的，自由也是上帝赐予的，合乎圣经的政治或治理乃是权柄与自由的平衡。
1．    上帝主权
作为一个神学体系，加尔文主义的核心原则就是“上帝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God）。有的人进一步界定为“上帝的绝对主权”（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God），“上帝在自然和道德领域中的绝对主权”（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God in the natural and moral spheres）。在异教世界中，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刻划他们所崇拜的上帝。很多基督徒也受这种异教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眼中，上帝仅仅是一个悄悄地为他们带来各种礼物的圣诞老人的形象。用现代商业术语而言，就是满足他们消费欲望的供应商。但是，对于加尔文主义者而言，上帝既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的上帝（徒14:17），也是至高无上的立法者和统治者。先知以赛亚的话代表了加尔文主义者对上帝的认识：“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赛33:22）。弥特指出：“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上帝布施恩赐，护理人类和自然，绝不专断。次序是天国的第一法则。真理和爱心的领域，科学和道德的世界，以及自然界，都服从法则和次序。加尔文主义者观察到，上帝创造并掌管的世界拥有一个由优美的法则、次序与和谐组成的体系，在自然的领域中如此，在恩典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在人的智力领域中是如此，在人的道德领域中也是如此。这个优美的体系是无所不在的，都是上帝所造成的。”（H. Henry Meeter: The Basic Ideas of Calvinism, Kregel Publications, Grand Rapids, 1967.p.34）
“上帝的主权”不仅贯穿加尔文主义神学思想，也贯穿作为掌管世界观体系一部分的政治神学。从否定的角度而言，若是不承认上帝的存在，罪人就会自称“上帝”。各种各样的独裁，就是罪人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出现的狂妄之举。若是不承认人受造有上帝的形象，人的本原或是出于不可测的偶然，或是出于机械性的必然，就使人生丧失可靠的意义和支点。各种各样的对人权的践踏，就在于不承认对方是“人”――是同样具有上帝形象的人。若是不承认惟独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是人人都当敬畏的，罪人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恐怖手段，要使自己成为至高无上，人人都当敬畏的。因此，承认上帝的主权，乃是抵挡罪人专制，确保人权的首要原则。这一原则所反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无神论思想，从本体的角度，为人权的保障奠定了形而上或本体性的根基。
2．人民治权
加尔文神学特别强调治理的文化使命。在基督教中，很多神学体系仅仅把人的得救当作最高的目的，把升天堂视为人生的最高目的，所以在实践中特别强调自己所理解的“福音使命”，忽略文化的建造。结果，因为文化上的弱势，也无法完成福音的使命。一个缺乏起码的人文知识，读不懂圣经，强解瞎解圣经的人，只能是“自取沉沦”，招致上帝的惩罚（彼后3:16）。因此，加尔文神学在世界各地都普遍性地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只要重视教育的民族才能行使治权，立于不败之地。
从圣经的启示来看，上帝把治理的权柄赐给人（创1:28；9:1－3）。上帝把治理的权柄赐给人，但绝没有赐给一个人，赐给一个家族，赐给一个民族，赐给一个国家，更没有赐给撒但，而是赐给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在上帝面前享有治理的权柄，也享有治理的使命和责任。因此，治权平等地归属于每一个按上帝形象受造的人。人人都是生而平等的，生来就具有不可剥夺的尊严，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柄。犯罪固然是得罪上帝，但其直接的表现往往是伤害他人。“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约10:10）。
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但他在造人的时候，使人有一定的意志的自由。他在与人立约的时候，也得到人的同意。比如在西奈山，上帝对以色列人有如此的拯救大恩，但他绝没有把自己的旨意硬硬地强加在以色列人身上。“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出19:7－8）。扫罗和大卫虽然有上帝的恩膏，他们的统治仍然需要得到人民的认可（撒上11:12－15；撒下5:1－3）。因此，公民政府必须是同意式、契约式的政府，也就是说，公民政府必须建立在公正选举的基础上，宪法就是人民设立政府的盟约。若是由宪法确立某个人或政党的绝对权力，这本身就是对宪法的误解和滥用。上帝从来没有赐给任何人绝对的权柄，人所享有的永远是有限的相对的治理性的权柄。不管是个人，还是教会、国家，当其声称自己拥有任何人都不能干预的绝对权力的时候，就已经处于疯狂的边缘了。不管是在教会的治理中，还是在国家的治理中，都要反对把权力集中在一个或一小撮人的手中。
自由是宝贵的，所以也必然是难得的。一个不爱惜自由，放弃自己的治权，不愿意为自由付上代价的民族是不配享有自由的。必须晓得自己的治权，必须晓得如何行使自己的治权，如何保护自己的治权。“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8:32）。
强调人的治权，就是强调人的责任。人受造既有上帝的形象，这一形象要求我们积极发挥上帝赋予我们的能力，履行我们自己的责任，尊重他人的权益，同时确保自己正当的权益不受侵犯。这一原则所奠定的是责任原则，为人权的保障提供了主体和对象。最终而言，每个公民都必须晓得，对于自己而言，我们是享受权力的主体；对于他人而言，是我们权利保障的对象。每个人都愿意使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但罪人却不想保障别人的权利。因此，圣经特别强调：“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7:12）。
3．法治政府
加尔文神学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加尔文本身就是一个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的法学博士，他在日内瓦教会和社会中，也参加了大量的立法工作。加尔文和路德都一致强调法律的三大作用，一是使人知罪，二是抑制肉体的罪恶，这被称为是“消极性功用”（negative function）。第三是作为基督徒圣洁生活的标准，这是律法“积极性功用”（positive function）。在路德神学体系中更多地主张强调律法的消极性功用，而在加尔文神学体系中，则是更多地强调律法的积极性功用。
从圣经的启示来看，上帝是法治的上帝，他向我们启示了明确的法则，而且作为他旨意的显明，上帝的律法永不改变，“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119:89）。罪人最大的败坏就是不去对付自身的罪，总是想方设法要改变上帝的律法。这也是罪人最大的幻想。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有一个名叫拉伯雷的文学家，他写了一本小说，名叫《巨人传》来表达他的思想。其中写到有一个人本主义的修道院，修行的法则只有四个字，就是“随心所欲”！拉伯雷道出了所有罪人的心声，他们所幻想的就是废弃上帝的律法，按照他们自己的私欲而行。可惜，在今日基督教会中，这种自以为属灵，实际上却无法无天的人本主义者似乎也不在少数。
上帝的律法是人间一切法则的法则。我们必须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蓝本，制定适应我们时代背景的法律。教会和国家都当有明确的宪章，并根据宪章施行治理。没有明确的宪章，罪人必会私意作崇，用诡诈的手段施行治理。没有公正的选举，就没有合法的民意代表；没有合法的民意代表的聚集，就没有合法的治理。
当然，人间没有绝对的法治，也没有绝对的公正。不要崇拜法治，要崇拜恩赐法治的上帝。另外，我们必须注意到，圣经中并没有反复强调个人的权利，圣经中所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一个总是强调人权的民族乃是自私的民族；一个强调上帝主权，以荣耀上帝为念的民族才是有崇高理想的民族。“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太16:24－25）。
所以，法治政府这一原则为人权的保障提供了方法和制度。只有在加尔文神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法治政府”。这一法治政府的两大前提就是：承认上帝的主权，承认上帝的律法。若是不承认上帝的主权，人间的一切权力都失去了最终的可靠的来源。若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靠暴力夺取政权，靠暴力维持政权，靠暴力说明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政权是强盗的政权，不需要法治；若是说钱眼子里出政权，靠金钱夺权政权，靠金钱维持政权，靠金钱说明权力的合法性，这样的政权是窃贼的政权，也不需要法治；若是说心眼子里出政权，靠权谋夺取政权，靠权谋维持政权，靠权谋说明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政权是阴谋家的政权，也不需要法治。不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高级法，为绝对法，就丧失了客观、超验的公义尺度，法律就是朝令夕改，成为施行私欲的工具，这样的法律是恶俗恶规，既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也不会得到人民的尊重。
4．    个人自治
加尔文神学强烈反对“个人自主”（self autonomy）,但主张“个人自治”（self government）。“个人自主”是以个人为最终的出发点来衡量一切，当初撒但对夏娃的诱惑就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创3:5）。而“个人自治”则是指每个人都当对自己负责，警醒谨守，离恶行善。
在加尔文神学体系中，一方面强调上帝的主权，同时也强调个人的责任。当然，个人的责任与上帝的主权绝不处于同一层面上。个人绝不是与上帝平等的合作对象。“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赛40:15）。
但加尔文神学确实强调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实体，都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每个人都必须亲自认识上帝，承担自己的责任。个人的自治是一切治理的根基。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交出自己的帐本来。不可以家庭、教会和国家的败坏为理由逃避个人的责任。那些假借国家权力肆行个人私欲，剥夺他人自由，羞辱他人人格，残酷迫害他人的人，必然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12:14）。“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来10:31）。
加尔文神学强调因信称义，也同样强调分别为圣。称义是成圣的根基，成圣是称义的果子。罪人惟独藉信心称义，但使人称义的信心绝不是孤独的，必然有追求圣洁的行为。上帝的旨意乃是叫我们“成为圣洁”（帖前4:3）。圣洁就是力量，圣洁就是幸福。追求圣洁、公义的人必然得蒙上帝的祝福。个人的敬虔是社会的根基，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力量的。“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耶5:1）。
个人自治这一原则为人权的保障提供了实施的基点。每个人都当从自己做起，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一个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奴隶。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隶需要暴君，暴君需要奴隶。自由需要自由的载体，宪政需要承纳宪政的人格。不管是在家庭中，教会中，还是在社会上，教育的中心就是培养整全的人，使其理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认识上帝，认识自身，认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活出先知的敏锐；使其感情得到充分的发展，热爱上帝，爱人如己，热爱大自然，具有丰富的感情和想象力，活出祭司的圣洁；使自我意志得到充分的发展，能够不断攻克己身，胜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心中的骄傲，活出君王的尊严。在加尔文神学中，上帝是主权的上帝，个人也是大写的个人。上帝得到至高的尊崇，个人得到极大的尊敬，因为人受造有上帝的形象。
5．权力分离
上帝所赐给人的文化使命，本身就是一个分散性的使命――“遍满地面”（创1:28）。因此，亚当和夏娃的使命绝不是仅仅局限在伊甸园里，伊甸园不过是一个培训基地，当他们经历试炼之后，就会由此出发，在世界各地完成上帝赐给人的文化使命。大洪水之后人的败坏就是聚集在一起，要修建巴别塔，结果受到上帝的审判，不得不“分散在全地上”（创11:9）。然而，罪人仍然在各地尝试建立各种形式的巴别塔，来荣耀自己的名。但主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吩咐门徒们“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
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但上帝也是“分权”的上帝。首先在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就有权力的分工，圣父上帝与创造之工，圣子上帝与救赎之工，圣灵上帝与成圣之工。当然，我们不可把上帝三个位格之间的分工截然分开，仿佛是三个上帝。但我们也明显见到在救赎历史上三一上帝三个位格之间的权力分工。“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林前11:3）。基督在最终审判世界之后，“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林前15:28）。同时，上帝与人之间也有权力的分工，上帝是全地的大君王，他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但他同时又把治理的权柄赐给了人。
加尔文神学强调人的全然败坏，对堕落的人性有清醒的认识。对于罪人而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权力的分离，国家就会成为一个吞噬个人生命的怪兽。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必须分离，三种权力的行使都必须以上帝的律法为最高标准。这种权力分离的模式，并不仅仅是哲学家的杜撰，在圣经中就有明确的权力分离。“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好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申17:18－19）。
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立法权，他的私欲就会上升为法律。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司法权，他会判决世界都归他所有。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行政权，他就会把全世界踩在脚下。之所以一定要有权力分离，是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之所以一定要有权力分离，是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
权力分离的原则在组织架构上为人权提供了保障。中国文化强调抽象的人性的改变，缺乏具体的制度上的建构。圣经启示我们，即使重生得救的人仍然有残余的罪性，仍然需要倚靠上帝的恩典，倚靠圣灵的大能大力，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不断洁净自己。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期望人人都成为完美的圣人，放弃在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建造。
6．区域主权
“区域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sphere）这个概念是荷兰加尔文宗神学家与政治家亚伯拉罕·凯伯尔提出来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社会生活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区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彼此之间可以有一定的合作和制约，但不能超出一定的原则互相干预。这一概念固然是凯伯尔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一思想和原则一直蕴含在圣经和加尔文神学体系中，不过是由凯伯尔发扬广大罢了。
根据区域主权这一原则，个人有个人绝对的空间，比如个人的信仰问题就是一个完全属于个人的问题。任何他人和组织都不可以强制的形式让人归信任何宗教或主义。
同时，作为一个群体，人民有结社的自由。由个人组成的家庭、学校、教会、商业组织或其他组织，都有各自的组织原则，也都有各自从上帝领受的使命，其建立和存在并不是因为国家的授权。它们在各自的区域内都拥有自己不可剥夺的权柄，国家不得干预。只有当这些组织在行使自己的权柄的时候，超越自己的区域范围，给国家或他人的权利造成危害的时候，国家才能干预。
区域主权的原则破除了国家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为个人的充分发展保留了空间，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上帝对自己的呼召，在各个区域中自由拓展，并在各个区域中享受上帝所赐给自己的自由。
7．    地方自治
在旧约时代，先知摩西就要求以色列人：“你们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申1:13）。以色列人表示同意，摩西就按着各个支派，为以色列人设立官长、千父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由他们管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管理制度仍然是等阶制，但不是自上而下的巴别塔结构，而是以地方自治为主的自下而上的模式。
在行政区域上，不管是教会，还是国家，都当以地方自治为主。村庄自治，由乡村选派代表，组成乡镇的自治；街道自治，社区自治，选举代表组成城市的自治；由乡镇和城市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各省的自治；由各省所选举的代表组成中央政府。同样，由各国选派的代表组成某种形式的世界性的有限政府。当然，加尔文主义者反对运用经济、政治或军事的手段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只有上帝的国度才是真正普世性的，这一国度“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统一的世界性国家和永久的世界性和平是不会存在的。试图以为人的手段建立这样的帝国与和平，不过是罪人乌托邦式的幻想，注定必然以失败告终。
各级政府之间不是权力高低的问题，而是权力范围的不同。因此，不同政府之间的管理不是自上而下的辖制，而是自下而上的授权，不同区域内的合作。加尔文神学反对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各级政府权力都是来自选民委托授权，并有明确的行使范围，其余权力都由选民保留。
地方自治的原则在地理范围上为人权的保护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原则。这一原则进一步限制了权力的集中，使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地理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权力是具体的，也必须体现在具体的范围中。一个人所关心的范围总是有限，能够发挥能力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因此，地方自治的原则，使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发挥治理的责任，确保自己和他人的权益。
这些原则的实施当然也影响到政府的构成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采取某种政体。英国的政体与美国的政体不同，苏格兰教会与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组织不同，但它们都体现了同样的原则。这些原则合乎圣经，从历史的实践来看也都是合理的原则。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建构的教会、社会和国家都是有福的。“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惟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诗94:12-15）。
　王志勇：浅释加尔文论公民政府
　“若非以敬虔为首务，任何政体都不会成功地确立；
不顾上帝的律法，只是考虑人的意见，任何法律都会趋于乖谬。”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4卷20章9节[１]－
　
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概念在二十一世界成为更加强有力的词汇。信息革命与全球化使这些概念越来越突破地域性和政治性的壁垒，成为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然而追本溯源，我们不得不回到《圣经》这本千古奇书。这本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的专利品，而是集中产生在中东的巴勒斯坦一带。从地缘文化的概念而言，圣经以及以圣经为宗教经典的基督教文化，实在是源于东方文化的产物。当然，我们晓得，从真理的本源以及真理的价值来看，圣经也绝不仅仅限于东方、西方，它乃是上帝给予全人类的恩赐，是全人类文化的至宝，是不以任何时代、国界、区域为界限的。
围绕《圣经》所产生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以旧约圣经为本的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与旧约圣经有很深的渊源。在基督教中，广而言之，又有东政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说。在基督新教中，又分为加尔文宗、路德宗、安立甘宗、浸礼宗、循道宗、公理宗六大宗。然而，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宪政制度，众所周知是在宗教改革之后于基督新教盛行的地方发展、建立起来的。其中，受加尔文宗影响的地方更是显著。历史学家夏普说：“美利坚合众国的原理，凭着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之间存在的联系，使可以追溯其根源的。加尔文主义极其神学的严峻，育成了伟大的品格，并兴起了现代立宪的自由。”[２]著名德国历史学家蓝奇（Ranke）说：“约翰·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创始者。”[３]阿克顿在总结宗教改革领袖对民主与共和制度的影响的时候，指出：“路德声称是上帝把正义带给世俗权力。他让路德派教会成为政治稳定的堡垒，并把神圣正义的消极服从的学说作为教规传下去。茨温利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希望所有的行政官员都由选举产生，也都可以被他们的选举者罢免；但是他很快就死了，因而影响不大。宗教改革对民主制的长期行动是通过加尔文的长老派制度实施的。”[４]

因此，本文主要根据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所著的《基督教要义》第四卷“论公民政府”一章，并参照本书的其余部分以及加尔文与尔文主义神学的其它有关论著，从加尔文主义神学立场，浅释加尔文关于公民政府的主张及其思想内涵。
自从亚当犯罪之后，自由就成为人类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人人都渴慕自由，但真正的自由始终是以道德责任为根基的。不以道德责任为前提的自由只是犯罪的自由，是对自由的亵渎。自由并不是至高的目的，自由只是实现人生目的所必须具有的条件。道德责任的核心在于良心的自由，若非出于良心的自由而行的事就没有道德上的价值。而良心的自由必须建立在宗教信念的基础上。所以，托克维尔坚称：“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５]

其实，人生所有的领域，特别是涉及到直接的价值判断的领域，无不打上了宗教信念的烙印。其实，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世俗化运动，打着反宗教的旗子，以种种主义的名字出现，骨子里仍然是一种信仰体系，只不过是一种新的世俗宗教。伯尔曼分析说：“启蒙运动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是宗教的，因为它们把终极意义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归属于个人的头脑－紧接着还必须补充说归属于民族。个人主义个理性主义的时代也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现代世俗民主的三位一体之神。[６]

然而，目前这种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世俗化隐含着巨大的危机。甚至伯尔曼页不无忧心地说：“在二十世纪，西方法律传统的革命危机比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大。”[７]首先，在逻辑的角度而言，这种抛弃一切传统的彻底的人本主义，在思维上丧失了基本的逻辑支点，使得现代人无法构建以一贯之的思想体系。众所周知，人的思维都是从前提出发的，或是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思想的真空中进行“我思故我在”的思维游戏。这种带有反智主义倾向的思潮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人大脑萎缩，感官膨胀，感情萎缩，情欲膨胀；其次，从伦理的角度而言，这种以反对神启律法为标志的极端的个人主义，在道德上丧失了绝对的标准，使得现代人无法构建以一贯之的伦理体系。众所周知，人的道德行为必须有动机、目的和标准的统一性，丧失了一定的客观的尺度社会伦理体系就会全面崩溃。当今这种反律主义的思潮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使道德成为情绪的宣泄，外界的表演，功利的追求；在法律与制度的层面而言，主观的个人主义导致的是各样的专制，偏斜的理性主义导致的罪恶的合理化，极端的民族主义演变成为各种恐怖主义的渊薮。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反思宗教改革的传统和加尔文神学对公民政府的影响，鉴古思今，必定有助于重建我们目前的思想体系与道德实践。
一． 加尔文与加尔文神学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64）是改教时期的著名领袖。加尔文神学是指具有加尔文之名的基督教思想体系，加尔文并非该系统的鼻祖，只不过是其主要的阐述者而已。加尔文所著的《基督教要义》一书被称为是“决定历史进程并改变欧洲面目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８]。苏格兰历史学家甘宁汉（William Cunningham，1805－1861）指出：“在所有的宗教改革领袖中，从其所拥有的才能，所具有的影响，以及在坚固并传播真理的方面来看，约翰·加尔文是最伟大的。”[９]

在探讨加尔文关于公民政府的论述之前，必须首先了解贯穿圣经和加尔文神学的几大神学命题。加尔文把《论公民政府》放在其四卷巨著的最后一章，从逻辑的次序来看，此前所阐明的这些神学命题是加尔文得出其公民政府论的前提。
　
1．唯独圣经
唯独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是人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１０]圣经作为至高无上的客观标准，为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提供了绝对的超验的准则。
　
2．上帝主权
上帝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因此也是天地万物的主权者。“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１１]创造的教义是基督教教义的根基，也是基督教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的根基。正因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唯独他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这就破除了罪人试图声称享有绝对权力的一切梦想；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他也是最高的赐律者，而且他的律法是让人“享福”、“得福”的[１２]，是让人得自由的[１３]，这就奠定了法治的根基。所以，加尔文神学巨臂华腓德指出：“加尔文主义乃在于它对上帝主权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此理解而使受造者，尤其是犯罪的受造者，彻底认识与上帝之间所维持的关系。”[１４]

加尔文神学思想的中心就是高举上帝的主权，这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亚伯拉罕·凯伯尔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曾经担任过荷兰首相。他也是一位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他说：“加尔文神学对上帝主权的告白对全世界而言都是有益的，对于世上的各个国家而言都是如此，在人对人所行使的一切权力中都必须考虑到上帝的主权。……因此，上帝的主权这一教义也是一个政治性的信念，可以概括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世上各国的命运中，只有上帝－而非任何受造物－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因为唯独上帝创造它们，并且用他的大能维系它们，藉着他的律例统治它们。（2）在政治领域中，罪已经破坏了上帝直接的统治，因此，为了治理的缘故，作为机制上的补救办法，权力就赋予给了人。（3）不管这种权力是以什么形式出现，人对其同伴所拥有的权力只能是上帝所赋予的权力，绝不能超越这一界限。加尔文神学反对全能国家的概念，反对在现存的法律之外没有任何权利这种令人恐怖的主张……加尔文神学构建了一个大坝，拦阻了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洪流的泛滥，它所靠的既不是诉诸通常的暴力，也不是诉诸人性伟大的幻象，而是把社会生活的自由和权利都归诸上帝的绝对主权，所有政府的权威都是由此发源。”[１５]

　
3．圣约神学
造物主上帝与受造物截然不同，他与人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上帝永远是上帝，人永远就是人。上帝与人之间是约的关系。人或是守约者，或是违约者。遵行上帝的约就蒙祝福，违背上帝的约就会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约的关系。加尔文神学所提倡的这种圣约神学乃是社会契约论的发端。当然，卢梭所主张的“社会契约”不过是建立在他个人假想的基础上，最多是一种“法律虚拟”（legal fiction）。若是把社会的次序和个人的责任建立在这种虚拟的基础上，无疑缺乏稳定的根基。[１６]人本主义者宁肯把整个社会的基石建立在虚拟的“自然法”、“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也不肯回到上帝所启示的明确无误的圣经根基上来。
　
4．上帝形像
唯独个人有上帝的形像，圣经中的这一启示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不管是家庭，还是教会、国家，都没有上帝的形像，而上帝最终的审判也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所以，家庭、教会和国家，都当在各自的范围内，以个体的人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并且，根据这一教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享有“天赋人权”－基本的权利和尊严。因此，托克维尔指出：“人是相似的，生下来就对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本是一个极其一般而且同时又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罗马和希腊的最精明最博学的天才，从未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１７]

　
5．人的罪性
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堕落了，而堕落给人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个人的全然败坏。宗教改革者对人本身不抱有任何幻想。人是全然堕落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罪人，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监督和制衡，特别是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更需如此。正是因为基于人性败坏的前提，所以，不能把绝对的权力交给任何人。任何罪人以及由罪人所组成的组织的权力都应受到明确的限制。任何专制的政权都是和道德的败坏连在一起的。同时，对人性的错误的认识，也必然会使人在政治哲学上得出错误的结论，正如柏拉图幻想的哲学王的统治一样，中国人也儒家哲学性善论的影响，一直盼望明君的出现，并没有致力于建构限制罪人的政治和法律架构。
　
6．唯独基督
罪人唯独在基督里蒙恩得救，基督既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上帝，是全人类与上帝和好的唯一中保。如此就破除了一切个人、家庭、教会和国家试图担任救赎主的梦呓。基督的神人二性奠定了西方民主政体的根基。注明的改革宗神学家华腓德在论及加尔文神学的时候指出：“加尔文的全部神学，可以归纳在以下的一句话之内：他把人的灵魂从属人权威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并拯救它脱离在宗教之事上人类调停的不可靠；他立刻把他带到上帝面前，为了他灵性的健全，而把他安置在唯独靠上帝白白的恩典上。”[１８]

　
7．上帝审判
上帝不仅是全地的创造者，更是全地的掌管者和审判者。天网恢恢，疏而不露，最终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交出自己的帐本。“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１９]“‘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２０]尤其是那些执掌权力的人，若是滥用职权，必会受到上帝更重的审判。这就为一切人间作恶的人提供了心理上威慑的力量，使那些残暴的恶人虽然不想行善，但仍然有所忌惮；同时，也使义人在受到压迫和欺凌的时候有忍耐之心，不至于“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２１]伯尔曼在考察西方法律传统的时候指出：“相信上帝是一位公正的法官，基督将降临作为一位法官，这种信仰对于东西方教会的法律价值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２２]

　
二． 公民与政府
如何把西方神学、法学和政治学著述中经常出现的“civil government” 翻译为合适的中文，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跨文化问题。这一复合性短语既涉及到“civil”，又涉及到“government”。Civil源于拉丁语civilis，而civilis又是源于civis，[２３]是指“城市的、市民的、公民的”。英文civil的意思则是“公民的、市民的、民用的、文明的、民事的、文职的。”[２４]有人把civil government翻译为“政府”[２５]，有人翻译为“民政”[２６]，赵中辉先生把《威斯敏斯德信条》二十三章论“The Civil Magistrate”，翻译为“论民事长官”，后来的修订版改为“论政府官员”[２７] 。杨牧谷主编的《当代神学辞典》把Civil Religion 翻译为“公民宗教”[２８]综合以上各种因素，笔者以为在此处翻译为“公民政府”为宜。
“公民”是指在社会中享有一定权利的个人。社会乃是人的集合，人受造都有上帝的形像，都有基本的尊严和权利。在公民社会中，任何政府的权利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国家或君王的权力，更是有限的。这种限制来自上帝所明确启示的律法，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公民”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马克斯·韦伯指出：“在西方之外，从来就不存在城市公民的概念。”[２９]

“政府”（government）是与权柄和治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加尔文神学，上帝在人间设立的有四大政府，一是“个人政府”（self-government），也就是人作为个人自己对自己的管理，这是一切政府的根本；二是“家庭政府”（family-government），也就是人作为父母对自己所在的家庭的管理，这是一切政府的纽带；三是“教会政府”（church-government），也就是人作为信徒对自己所在的教会的管理，这是一切政府的支柱；四是“公民政府”（civil-government），也就是人作为公民对自己所在的社会的管理。
在各种层次的政府中，首先是个人政府，也就是个人的自治。“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３０]这需要18年至24年左右的时间，一个人经过在家庭、学校、教会和社会中的学习，学会管理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然后才有资格结婚，进入“家庭政府”，页就是开始管理家庭。“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３１]经过家庭政府的历练，接下来才是“教会政府”，页就是参与教会的管理。“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３２]当然，在教会这一层面上，还包括生意上的管理，学校的管理，社团的管理等，这一层面的管理都是以教会的管理模式为中心的。只有在“个人政府”、“家庭政府”和“教会政府”这些层面的政府中证明确实成功的人，才能真正有资格进入“公民政府”层面的管理。可见，公民政府的管理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赤裸裸的权力竞争。只有在个人、家庭、教会层面上，培养并显明出卓越的道德品质的人，才能进入公民政府的高层。
圣经对个人的界定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本体上的有限性，二是伦理上的有罪性。本体上的有限性是指人是上帝的受造物，是有限的，这种源于受造的有限性是人本身永远无法突破的本体上的界限。而人的有罪性，既指因人类的老祖宗亚当犯罪而归算在每个人身上的原罪，也指每个人生来就在心思意念与言语行为上违背上帝律法的本罪。加尔文神学认为，即使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仍然有残余的罪性，今生今世不会达于完全。
有限且有罪的个人所组成的任何政府都是有限的，也都受到罪的污染。每个政府都有各自的区域和界限，各司其职，互相监督，既能保证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也能达成最好的社会合作效应。混淆各个政府之间的限制，就导致各样的专制－个人权力极其膨胀，凌驾于家庭、教会和国家之上，所导致的就是个人的专制；家庭的权力极其膨胀，凌驾于个人、教会和国家之上，所导致的就是家族性的专制；教会权力极其膨胀，凌驾于个人、家庭、社会之上，所导致的就是教会的专制；国家权力的极其膨胀，凌驾于个人、家庭、社会之上，所导致的就是国家的专制。没有制衡，就会导致专制；当各个政府都是根据自己的职分运行的时候，真正的自由就得到了保障。最重要的是，不管是个人、家庭、教会，还是国家，都不能扮演救世主（savior）的角色，只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仆人（servant）的角色。
在这几种政府的关系中，教会政府与公民政府的关系，也就是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是最为复杂和敏感的。国家往往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来影响教会，而教会也往往通过道德训诲的方式影响国家。在西方，宗教改革奠定了政教分离的基本架构。在中国，政教关系一直没有建立健康的平衡，往往是国家运用国家暴力驾驭各样的宗教组织，使其为统治者的政治目的服务。如此，国家不仅掌管人的身体和外部的行动，而且也试图通过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来掌管人的灵魂，使个人、家庭和教会都臣服在国家政府的羽翼之下，最后所导致的就是全面性的专制。所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不仅被统治者不满意，统治者最终也往往饱尝苦果，发出“吾愿世世勿生帝王家”的慨叹。[３３]政教关系的突破和调整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大事。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或政治性的问题，没有对宗教精神的真正认识，没有健全的道德人格的重建，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突破。
　
三． 公民政府的必要性
加尔文在《论公民政府》一章中，首先阐明了公民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当时存在两种思潮，一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左翼”－再洗礼派人士[３４]，他们认为教会是与世界为敌的忠心余民，认为当时的行政长官就是敌基督的化身[３５]，反对基督徒参军，充任行政官吏；另外是以拉斯姆主义，主国家控制教会，把教会的行政完全纳入公民政府的管理之下，他们高举国家，甚至与上帝的权柄对立。[３６]加尔文认为，必须在这两种思潮中寻求合乎圣经的中道思想。
首先，从积极的角度而言，加尔文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晓得，公民政府的设立是上帝向人类所施的极大的恩慈，使我们可以从中更加热切地追求敬虔，表明我们对上帝的感恩。[３７]因此，政府不仅是不得不有的恶，而是积极的善。其次，从消极的角度而言，若是没有公民政府的存在，邪恶的人就会横行无忌，胡作非为。[３８]社会就会沦落在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在注释《罗马书》13章的时候，加尔文指出：“我们更应当知道，公民政府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但不能说灾疫、荒年、战争以及其他从罪来的刑罚也都是出于上帝，因为惟有正义的、合法的公民政府才是上帝所设立的。虽然独裁的、不义的政府不是上帝所命定的，但公民政府的制度却是上帝所设立来造福人群的。”[３９]

　
四． 公民政府的权威性
公民政府的权威性涉及公民政府的合法性的问题，若是没有正当的权威来源，公民政府的存在性就丧失了合理的权威。在公民政府的权威来源上，一是法国以卢梭以及百科全书派无神论者所主张的“人民主权论”，一是来自以黑格尔为首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泛神论哲学的“国家主权论”，再就是加尔文神学所强调的圣经中启示的“上帝主权论”。
“人民主权论”听起来堂皇冠冕，但在具体的生活中，到底谁是“人民”？“人民”的主权如何行使？由于缺乏以上帝所启示的超然的绝对的律法为标准，各种各样的邪恶就假借“人民”和“公意”的名字而行。历史实践充分证明，这种抵挡上帝，把抽象的“人民”概念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主张，最终难免使公民政府沦落到一小撮野心家的操纵之下。“国家主权论”的危害性更是众目可睹，二十世纪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都是这种理论的产物。一部分罪人假借“国家”这一巨兽摧残、吞吃了无数的生命。
加尔文指出：“虽然就执政官本身而言各有不同的形式，但在一个方面并无不同，那就是我们对他们都当接纳为上帝所任命的。因为保罗也曾指明：‘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４０]这一切权柄甚至包括最不为人所满意的专制政权在内。在这专制政权内，一人在上，万人为奴。自古以来，那些心灵高洁的人都不赞成这样的专制政权。但是，为要纠正这种不当的判断，圣经中明确申明，其中有上帝智慧的护理，‘帝王藉我坐国位。’ [４１] ，并且特别吩咐我们要‘敬畏君王’[４２]” [４３]

当然，执政者也必须晓得，他的权力既然是来自上帝的，他也必须存敬畏上帝的心，为人民的益处而合法地运用自己的权柄，否则难免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和可怕的报应。
在人堕落犯罪之后，上帝设立公民政府，乃是源于上帝的“普遍恩典”（common grace），藉此保守人类，使其免于互相吞咬，彻底毁灭。因此，基督徒对公民政府的顺服，不仅是出于惧怕刑罚的心理，乃是为了良心的缘故。
　
五． 公民政府的职能
在加尔文神学中，公民政府虽有积极的职能，当不当涉足教育、慈善之事，更不当强迫公民信仰宗教。在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政府参与这样的事务是没有果效的；从神学家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干预不仅违背圣经，导致的是各样的腐败。合乎圣经的公民政府所扮演的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确保社会治安，为公民和各样社会团体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４４]因此，目前欧美各地在上一个世纪开始盛行的福利国家和公立学校的制度，并不合乎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立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欧美后现代文化所提倡的公民政府必定是世俗化政府，在宗教事宜上采取某种“中立”的立场。在谈及公民政府的职能的时候，加尔文指出：“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世上，公民政府既定的目的就是维护敬拜上帝的次序，保卫纯正的教义和教会的立场，约束我们的生活与社会相和，使我们的社会行为合乎公义，使我们彼此和好，增进社会治安。”[４５]加尔文所主张的是“神政国家”（theocracy）。当然，“神政国家”绝不是神职人员掌管一切，而是指教会与国家保持适当的分离，但国家不可与上帝分离，也就是说统治者必须敬畏上帝，以上帝的律法为最终的标准，并以上帝的荣耀为最高的执政目标。
关于行政长官最重要的职责是在《罗马书》13章的第4节：“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1．公民政府之官员的定位－“上帝的用人”

圣经称公民政府官员为“上帝的用人” ，这一称呼既赋予了官员崇高的地位，也同时向他们指明了他们所肩负的巨大的责任。加尔文指出：“作官的人可在这里学习一个功课，晓得他们的天职是什么，他们治理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公众的福利。他们的权柄也不是没有限制的，他们的权柄只限于百姓的益处。简言之，他们治理时，应当向上帝向人负责，因他们是蒙上帝所选，又是为祂服务，所以应当向祂交帐。”[４６]

因此，公民政府必须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任何官员都不能以救赎主的角色出现，僭越上帝的主权，肆意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成为独夫民贼，本身也在上帝的眼中丧失其合法性。当尼布甲尼撒王狂妄地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自己的时候，就变得与野兽一样。[４７]上帝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受造物最大的疯狂就是藐视上帝，僭越上帝的主权，对于执掌国家权柄的人而言也是如此。
　
2．公民政府之职能的中心是对公民“有益”

加尔文指出：“但是上帝所交托给他们的职务又是关于他们以下的百姓，他们因此对百姓也有职责。保罗也提醒我们各人，乃是因上帝的恩慈，我们得以受到执政者的保护，他们佩剑就是要阻止恶人来危害我们。”[４８]

因此，公民政府的官员的作用无非是保护上帝赐给每个公民的自由、生命和财产的权利。这些权利本身并不是来自公民政府的赐予，但却是公民政府保护的对象。因此，国家官员既不要轻乎职守，使公民的权益没有得到合理的保护；也不要妄发热心，擅自越界，行使自己本来没有的权力，剥夺、侵犯公民的自由。致力于保护公民的权利的公民政府就是“有益的”，否则就违背了上帝设立公民政府的本意。
　
　　3.打击行恶的人－“不是空空的佩剑”

加尔文指出：“行政长官另一个职责，就是要制压恶人横霸的行为，因为他们不愿意受法律的约束，所以法官就当按照上帝的审判所要求的，对于他们所犯的罪加以刑罚。保罗明明地说，作官的人佩剑不是为了外表的装饰，却是要打击行恶的人。”[４９]

上帝赐给公民政府的宝剑主要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公义的宝剑”（the sword of justice）－以刑罚手段对罪犯施以身体上的处罚；二是“战争的宝剑”（the sword of war）－以军事手段抗击外敌，保卫国家的荣誉和权益；三是“秩序的宝剑”（the sword of order）－以武力手段镇压国内的叛逆。[５０]

　　
4．保护人民的权益－“是伸冤的 ”

“伸冤”是指公民政府根据法律施行审判，确保受害人的权益。培根在论法律的时候，指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５１]审判的公正性是社会公正的总阀门，没有公正的审判，就为各种各样的社会邪恶打开了大门。
加尔文在注释这节经文的时候，指出：这“意思是说，执行上帝的忿怒。保罗以他们佩剑的事证实此点，因为代表权柄的剑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假使上帝让他们佩剑，上帝也将使用此剑的权柄交给他们；所以当他们执行死刑时，也是顺服上帝的命令为上帝伸冤。因此若有人以为流罪人之血是错误的，就是反对上帝。”[５２]

审判官的职分是最为严肃的事，在《圣经》中特别强调秉公审判的重要性：“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上帝的。”[５３]因此，加尔文发出警告说：“凡知道自己受命就是要施行上帝公义的人，应当如何追求正直、谨慎、仁爱、自制和清白啊！他们若是知道自己的法庭就是永生上帝的宝座，怎敢在法庭上胆大妄为屈枉正直呢？他们若是知道他们的口本是宣扬上帝真理的工具，怎敢发出不公义的判决呢？他们若是晓得他们的手当书写上帝的诫命，他们怎能签署邪恶的法令呢？总之，若是他们牢记自己是上帝的代表，他们就会极其谨慎、诚恳、殷勤地保守自己，在他们的工作中彰现出上帝的护理、保护、良善、仁慈和公义来。他们也必须时常谨记‘凡诡诈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５４]，审判官的呼召本来就是施行公义的，在这样的职位上行事欺诈的，当受更重的咒诅。”[５５]

审判官施行审判，既不要为自己的私欲枉法裁判，也不要为某一阶级、集团或政党的利益而施行裁判。加尔文神学家路斯德尼指出：“在任何社会次序中，最重要的职位之一就是审判官。假如法庭在其属性和权威上有瑕疵，就无法代表真正的公义。”一个国家要繁荣兴盛，并为其人民提供稳定与和平，建立真正的法治政府，首先国家当要求所有的人都当严肃地顺服法庭的裁判；其次，法庭必须以国家强力为后盾执行裁决；第三，法庭必须以来自上帝的超验的法律为最高的标准；审判官是由民主选举还是国家指定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他们的品德和信仰。[５６]

　
六． 公民政府的政体
加尔文认为，在论及公民政府政体的时候，何谓最好的政体，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很多情况下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而定。
加尔文本身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主张公民政府由选举产生，公民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一定的制约。但作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并没有以推行共和主义为己任，他始终是一个“教会人”（church man），他所关注的是基督教会在真理上的纯正和生活上的敬虔。他深深地晓得，一切形式的政府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哪怕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尼布甲尼撒也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同时，假如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假如没有公民个人的美德，再美好的政体也成为罪人肆行私欲的工具。然而，在其论著中，仍然处处显明了他对公民选举的共和制政府的向往之心，以及对各种形式的人对人的专制和暴政的恨恶之情。
加尔文认为，有三种政体：一人掌权的君主政体， 由国中的多位首脑人物掌权的贵族政体，和政权属于全体民众的民主政体。“君主政体容易蜕变为独裁政治，贵族政体也容易蜕变为少数人执政的寡头政治，民主政体极容易导致民众的暴乱。就这三种哲学家所探讨的政体本身而言，我认为，贵族政体，或贵族政体与民主政体的混合，要比君主政体优越：这并不是因为君主政体本身，而是因为很少有君王能够约束自己，不使自己的想法与公义和正直抵触；他们也很少有足够的热情和智慧，使他们晓得事情的界限。所以，由于人类的罪恶和缺点，由一定数目的人承担权力要更为安全可靠，如此他们之间就可以彼此辅助，互相教导并规劝。若是有人越权，其他人就可监督并约束他的僭越之举。”[５７]当然，我们一定要晓得加尔文在此处所讲的“贵族”并不是世袭的特殊阶层，而是指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５８]

加尔文认为，这种混合政体不仅得到了经验的证实，也得到了上帝的权威的印证，在《旧新约全书·出埃及记》18章13至26节和《旧新约全书·申命记》1章9至17节所记载的就是这种“与民主政体结合的贵族政体”（an aristocracy bordering on democracy）。[５９]加尔文满怀激情地指出：“我欣然承认，在这种政体中，自由受到中道的规范，并且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没有政体比这样的政体更优胜了。凡是享有这种政体的人民，我认为是极其幸福的；倘若他们坚持不懈地保守这种政体，我认为他们就是在克尽自己的天职。实际上，执政官当竭尽全力，防止自由在任何方面被减损，更不用说违犯了，因为他们的托付本来就是以保护自由为己任；倘若他们不够警醒，不够谨慎，就是在自己的职分上不忠，就是他们国家的叛徒。”[６０]

　
六．公民政府的法律
对于任何政府而言，法律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加尔文在考查公民政府的时候，把整个主题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执政官－法律的护卫者，二是法律－执政官施行统治的依据，三是人民－顺服执政官依据法律作出的治理。[６１]

加尔文本身是一个人文主义学者，他曾经有将近五年左右的时间攻读法律，受教于当时的名师之下，并且成绩卓越。所以，加尔文深深晓得法律在社会文明中的重要性，在日内瓦施行改革期间，加尔文曾经就《申命记》进行了多达200次讲道，阐明上帝的律法与当时社会的关系。[６２]今日基督教会中很多人主张“反律主义”立场[６３]，把上帝赦罪的恩典与上帝的律法对立起来，只要恩典，废弃律法，稍具常识的人都可以晓得这种谬见的浅薄之处。
　
1．法律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加尔文深深地晓得法律的重要性。加尔文认为“法律是公民政府力量的源泉”，是“国家的灵魂”，“没有法律，官员就无从存在；没有官员，法律就没有力量”， “法律是不说话的官员，而官员则是活的法律。”[６４]在基督教神学中，路德宗强调法律的使人知罪、抑制人作恶这两方面的消极性的作用，唯独加尔文神学不仅申明法律消极性的作用，更是强调法律积极性的作用－也就是作为圣洁与公义的标准，是强有力的帮助个人与社会成圣的工具。加尔文指出：“即使基督徒也需要律法。律法的第三大功用，也是律法主要的功用，这一功用与律法的正当目的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基督徒，上帝的灵已经在他们的心中掌权，但律法的第三大功用，与他们仍然大有关系。虽然他们的心中有上帝的律法，上帝以其手指把他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里，这就是说他们已经处在圣灵的引导和激励之下，有了顺服上帝的愿望。然而，上帝的律法仍然在两个方面对他们大有益处。律法是最好的工具，他们可以天天学习，由此认识上帝的旨意，而这正是他们所渴慕的。同时，上帝的律法也向他们证实他们是否明了上帝的旨意。”[６５]

　
2．摩西律法的划分
在对摩西律法的划分上，加尔文与托马斯·阿奎那和墨兰顿一样，把旧约圣经中上帝藉摩西所启示的律法分为三大类：道德律（moral laws）、司法律（judicial laws）和礼仪律（ceremonial laws）。
道德律是指摩西十诫。正如加尔文所指出的那样，司法律和礼仪律也与道德行为有关，那为什么仅仅称呼十诫为道德律呢？这是一个在基督教神学范围内倍受争议的问题。加尔文解释说，原因就在于：“司法律和礼仪律二者皆可改变或废除，而道德仍然不受影响，所以不能称它们为道德律。” [６６] 加尔文认为：“即使这些司法律都废止，爱的诫命和本分仍然是保留不变的。”[６７]此处加尔文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后来很多加尔文主义神学家的赞同。其实，司法律不过是对道德律的具体解释和应用。假如把司法律完全废除，道德律就成了一纸空文，没有任何特定的含义。其实，加尔文在注释摩西五经[６８]和讲解《申命记》的时候，就把司法律分别放在了十诫之下，认为很多司法律不仅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不独对从前的以色列人适用，对基督徒仍然适用。比如加尔文在界定“乱伦”罪的时候，就追溯到《利未记》18章至20章的内容，并指出：“这些亲等应当遵行。没有这样的次序，事情会变得怎么样呢？我们和牛驴又有什么不同呢？”[６９]

道德律是指十条诫命，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吩咐我们当用纯洁的信心和虔诚敬拜上帝，一是吩咐我们当用至诚的爱心来对待他人。加尔文指出：“道德律是可靠的永恒的公义准则，是为万世万国一切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人而定的。因为上帝永恒不变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都崇拜他，并且我们之间彼此相爱。”[７０]司法律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治理模式，把公平与正义的规范传递给他们，使他们由此可以和睦共处。礼仪律主要是指关于献祭、洁净、食物等方面的法律。
　
3．法律的制定
法律是国家的灵魂，立法是法律的核心。在立法的问题上，关键问题在于立法的依据或标准是什么，如何判断一个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也就是说，最终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虽然看来有无数的选择，最终无非归结到两个源头，一个是神定法（theonomy）－上帝所启示的法律，一个是人定法（autonomy）－由人从其所谓的自主的理性为中心所制定的法律。所以，范泰尔在其《基督教有神论伦理学》一书中指出：“我想说明的是，基督教伦理学与非基督教伦理学之间的不同远比人一般所设想的要大……在神定法与人定法之间没有其它任何的选择。试图逃离上帝，在宇宙中寻求永恒的法则是徒然无益的。” [７１]

在立法的问题上，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一书中所呈现的立场是颇为复杂的。作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深深地晓得，“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７２]因此，他时时以上帝的律法为最终的准则，强烈地主张“恶法非法”－“致于那些奖励行窃，容许淫乱，以及其它更恶劣更乖谬的野蛮法律，我并不认为它们本身是法律；因为它们不仅违背正义，更是违背人道。”[７３]

同时，作为一个时代性的人物，加尔文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他作为一个当时的人文学者，在法律的问题上深受当时盛行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主张制定法律所根据的“公正”（equity）应当以“自然法”（natural law）、“万民法”（the common laws of nations）为依归：“公正是本乎自然的，因此对全人类都是一样的，任何法律都当以公正为目的。既然法律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要根据某些环境条件为转移，因此，只要以公正为目的，可以有所不同。事实上，我们称之为道德律的上帝的律法，就是自然法的见证，也是上帝刻在人心中的良知的见证。因此，我们现在所谈及的整个的公正体系都已经规定在道德律中了。所以，唯独这种公正才是一切法律的目标、准则和界限。不管是什么法律，只要是以这一准则为框架，以这一目标为导向，以这一界限为疆界，我们就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尽管它们与犹太人的律法不同，彼此之间也各不相同。”[７４]加尔文举例说，上帝所启示的道德律规定禁止偷窃。犹太人对窃贼有一定的处罚的方法，主要是加倍赔还。[７５]有的国家处以死刑，有的国家处以放逐，有的国家出于鞭笞。加尔文认为：“我们看到在各种不同的处罚中，目的是一致的。因为它们对上帝的永恒律法所定为罪的恶行，诸如杀人、盗窃、奸淫、伪证等，都赞同予以处罚，虽然处罚的方式并不一样。但这种在处罚上的一致既是不必须的，也是不适用的。”[７６]

在此我们不尽要问，既然同是盗窃罪，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受到处罚，我们能说所有的刑罚都是公正的吗？如果坚持这样的主张，世界上就不存在酷刑一说了！加尔文在立法的问题上采取的人本主义的自然法的主张，断然否定司法律的指导作用，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现代弘扬圣经律法的改革宗神学巨臂路斯德尼（Rousas John Rushdoony,19**-2001）甚至说：“如此的主张，在加尔文主义者和路德宗人士中，其实也是在所有的教会中，是司空见惯的。这种主张仍然是异端邪说（heretical nonsense）。”[７７]考查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则是根据圣经和加尔文其它的著述，对司法律的适用性并没有一概抹煞。曾于日内瓦学院任教三十年之久的图瑞金(Francis Turretin,1623-87)指出，在对待司法律的效力问题上，基本有三种态度。一者认为对于基督徒而言，司法律已经完全废止，这是再洗礼派和反律主义者的主张，他们的这种看法否定了司法律中道德律的成分；第二种主张认为基督徒应当像当初的犹太人一样完全遵行。这种看法并没有认识到在司法律中有一部分是预表性的律法，已经成全；第三种则是正统的合乎中道的主张，就是对司法律具体区分，何者已经废止，何者仍然有效，不可一概而论。[７８]

当然，相比于与那些主张人定法高于一切的学说而言，自然法学说算是一种进步的学说，为评判和改进人定法提供了一个立足点和制高点。但是，在圣经启示的角度而言，在亚当堕落之后，自然本身已经受到了上帝的咒诅，[７９]不足以反映原初上帝创造的优美和次序。而人对自然法的认识更是受个人不同立场和视角的限制，迄今为止也没有人能够提出一整套人人都可以接受的完整的自然法体系。作为基督徒，必须以上帝明确启示的圣经律法为最终的标准。另外，改教时期加尔文等基督教神学家所主张的自然法的概念与今日一般人所设想的也完全不同。
　
七． 公民对公民政府的服从
既然公民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与人有益的，公民当然有一定的责任服从公民政府，尽自己相应的责任。但是，既然公民政府也是由有限且有罪的个人组成的，公民对公民政府的顺服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公民对公民政府的顺服以何种程度为限，公民是否具有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政府的权利，实在是法学与政治学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1．顺服的态度
加尔文指出，公民对于公民政府官员的职务当有极大的尊重之心，要晓得他们的管辖权是上帝赐予的，因此当把他们作为上帝的仆人和代表予以尊敬。加尔文特别指出，基督徒对官员的尊重不当出于消极的态度，认为公民政府的存在在本质上不是好事，但为了公众的益处，又不得不存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necessary evil）。但是，对其职务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其人本身的无原则的赞扬，不可将归于德行的赞美归于那些暴戾恣睢、横征暴敛之辈。但是，加尔文强调：“我所说的意思是，职分本身是当尊重的。因此，无论是谁充任我们的治理者，只因为他们的职位本身，就当受到我们的尊重。”[８０] 加尔文一再强调：“不管统治我们的人品德，我们都当予以尊敬。”[８１]

2．顺服的方面
公民顺服的方面包括：听从命令，缴纳税赋，担任公职，参加国防等。当然，对于基督徒而言，还当在上帝面前为他们的安全和兴盛祈祷。[８２]同时，不当抗命不遵，或聚众滋事，任意妄为，干扰公务。[８３]

　
3．顺服的极限
没有完全公正的公民政府，原因很简单，因为世上没有完全的人。因此，事实上任何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顺服不完全公正的公民政府。
当然，相比而言，仍有克尽职守的官长，可以称得上国父，人民的牧者，和平的保障，公义的柱石。不顺服这样的公民政府，可说是神经错乱。但是，也有的执政者自私自利，穷奢极欲，劫掠民财，淫人妻女，屠杀婴儿，种种恶行，甚至罄竹难书，孔子用“苛政猛于虎”来概括，实不为过。加尔文分析说：这样的执政者不仅与尊长的职位完全不符，而且举止反常，不合基本的人道。人心都是痛恨暴君，爱慕明君。[８４]对于这样的执政者还要顺服吗？加尔文提出了一个令现代人很难接受的主张：“但是，我们若是注意上帝的圣言，就会带领我们在顺服上更加深入一步。我们不仅当顺服那些尽其本分，以正直诚信来施行治理的君王，对一切掌权者，即使不尽职的也当顺服，不管他们是用什么手段取得权位。”[８５]那么，加尔文在主张的是不是盲目的无条件顺从呢？首先，我们要晓得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加尔文本身在《基督教要义》一书中用32个小节论述公民政府，涉及公民对政府的服从，他用了整整11个小节（22节至32节），可见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1）不义的统治者是来自上帝的咒诅
加尔文指出：“不管执政者的品格如何，他们的政权是唯独从上帝而来的。事实上，上帝告诉我们，那些为公众的福利而施行治理的人，是显明他的恩慈的榜样，而那些在治理上既不公正也无能力的人，也是他所兴起的，用于惩罚百姓的不义。所以，他们同样具有上帝赋予的一切合法权威的神圣威严。”[８６]当然，加尔文对于那些施行暴政的人仍然在道德上使用了严厉的措辞。他说：“无需费力证明，因为在这个方面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反对我的意见－邪恶的君王是上帝对世人忿怒所施与的审判。这样的君王是攫取我们财产的强盗，玷污我们婚床的淫徒，试图谋害我们的刺客。圣经把此类的灾难都列在上帝的咒诅之内。”[８７]

　
（2）不义的统治者也在上帝的护理之下
其次，加尔文从上帝的护理谈起。加尔文认为：“我提请读者注意上帝的护理，这是圣经中经常提醒我们的，注意上帝的护理在分派国度和指定君王方面的特别运行。”[８８]加尔文列举尼布甲尼撒王为例。尼布甲尼撒是历史上一位残暴的君王，曾经攻陷耶路撒冷，苦待以色列人。但以理就是被他掳掠到巴比伦的。但是，但以理也对他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上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８９]所以，对于尼布甲尼撒这样的暴君也当予以适当的尊重，因为他也是上帝所设立的。而且，在圣经中记载，上帝也藉限制耶利米的口，明确吩咐所有的人都当顺服尼布甲尼撒王。[９０]因此，加尔文总结说：“可见主要人顺服那可恶的暴君，只因为他有王权。但是，正是因为上天的旨意，他才登上宝座，取得了王位，这王权乃是不可侵犯的。倘若我们的心目中常常铭记，甚至那最不义的君王也是那设立一切君王的上帝的旨意所定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存叛逆之心，以为可照一个君王的功德去对待他，或者以为顺服未尽其职君王是不公平的。”[９１]

　
（3）统治者的职分有其神圣不可侵犯性
加尔文认为，对统治者的尊敬和顺服与统治者本身的品格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在于晓得：“主叫他们担任这种职分，并且对这职分赋予了不可侵犯的尊严。”[９２]加尔文指出，大卫虽然毫无理由地遭受扫罗的逼迫，却因主曾经膏立那逼迫他的人为王，他就以扫罗为神圣。他说：“我的主，乃是主的受膏者，我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主的受膏者。”[９３]又说：“我爱惜你，说，我不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主的受膏者。”[９４]“有谁伸手害主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我指着永生的主起誓，他或被主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阵死亡。我在主面前，万不敢害主的受膏者。”[９５]

　
（4）省察自己的过犯，求上帝怜悯
统治者虽然不尽自己的本分，这并不是公民不服从的根据。现代人高举权利，很少有人愿意谈责任。这也是上帝的律法不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上帝的律法中所显明的无非是我们对上帝和他人当尽的责任而已。然而，圣经中所启示的黄金法则，并不是要求别人先向我们尽责任，而是我们先向别人尽责任：“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９６]加尔文所强调的是：“不要总是想方设法在别人身上找毛病，过问别人的本分，每个人都当牢记自己的本分。”[９７]所以，当我们处于暴政的压迫之下的时候，要首先省察自己违背上帝的罪过，要晓得上帝是借用这些苦难来鞭打管教我们。如此以来，谦卑就会约束我们不耐烦的心。同时，当想到我们自己无权纠正这些邪恶，只能求主怜悯帮助，因为他掌管一切君王的心和国度的变迁。[９８]

　
（5）上帝会假手于人施行干预
第四就是相信上帝的干预。加尔文指出：“上帝在此显明了他的慈爱、权能和护理。有时他兴起他的仆人，公开报应那些作恶的人，吩咐他们惩罚那些不义的统治者，拯救他被压迫的子民脱离患难。有时他假手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们的忿怒达成这一目的。”对于第一种人而言，他们既然是在上帝合法的呼召下受差派完成这样的事，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比如上帝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辖治。对于第二种人而言，虽然他们也是邪恶的，但上帝仍能使用他们，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比如上帝曾经假手亚述人，挫败了埃及人的骄傲，也曾利用巴比伦人，责罚以色列人的悖逆。[９９]所以，加尔文警告说：“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人的作为，是上帝假手他们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折断傲慢暴君血腥的权杖，推翻专制的统治。君主当倾听戒惧。”[１００]当然，君主首当戒惧的是上帝的审判，而不是民众的革命。
　
（6）有责任保障公民权益的人当行使职权反对暴政
是不是每个私人随时都有反抗暴政权利呢？加尔文对此持非常谨慎的看法。他说：“纠正暴政，虽是上帝所施行的报应，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断定说，这就是交托我们的，因为除了服从和忍受之外，并没有受别的命令。”但是，加尔文明确地申明，这一道理是纯粹为私人而言的（private individuals）。但是，倘若是有人民所选举的任何官员，比如古时希腊、罗马社会中的护民官，议院中的议员等。他们的责任就是保障人民的权益，限制君主的任意妄为，这样的官员当行使自己的职权，反对君王的暴政。他们若是纵容君王任意压榨百姓，就是不仁不义，出卖了人民的自由。[１０１]因此，一般而言，加尔文对于大众性的革命持非常谨慎的反对态度，认为最好还是逆来顺受，省察自己。其次就是由其他的官员来纠正暴政。但是，有时他对暴政就直言不讳。比如他在讲解《但以理书》6章22节的时候，就显明地指出：“倘若世上的君王与上帝作对，就是丢弃自己的权力，而且不配列在人类之列。我们不仅不当顺服他们，应当彻底地蔑视他们。”[１０２]

　
（7）顺服统治者当以顺服上帝为优先
在顺服公民政府的权威一事上，加尔文强调有一个人人都当注意的例外，那就是首先要顺服上帝的诫命：“我们虽当顺服统治者的权威，但是，首先我们始终要谨记有一个例外，按就是这样的顺服绝不引导诱使我们偏离对上帝的顺服，即使世上的统治者也当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们的一切法令都当服从上帝的诫命，他们的权杖都当降服上帝的王权之下。我们之所以顺服人乃是因为顺服上帝的缘故，若是为了得人的喜悦，而招致上帝的不悦，是何等地荒谬啊！主是万王之王，他一开圣口，在万人之前，万人之上，唯独听从的必须是他；其次当服从的才是那些在我们之上有权柄的人，而且唯独在他里面顺服。假如他们的吩咐违背上帝，就当置若罔闻，也不要估计他们的尊荣。因为统治者的尊荣降服于上帝之下并无损害，唯独上帝享有真正的至高的权柄。”[１０３]因此，但以理对于大流士不敬虔的谕旨拒不听从，并且不认为自己犯了罪。[１０４]问题就在于大流士越权，直接干预了个人的宗教信仰，不让人向他之外的任何神明祈祷。同时，加尔文也指出，在以色列历史上，百姓屡次因为听从君王偶像崇拜的命令而被上帝定罪，上帝藉先知严厉地责备他们“乐从人的命令”。[１０５]当然，拒不顺服掌权者的命令，哪怕是错误的命令，都面临着很大的危险。加尔文从两个方面鼓励个人不服暴政的勇气：一是晓得自己不顺服的正义性，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当首先顺服上帝，而不是顺从人，正如使徒彼得所宣布的：“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１０６]二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当晓得基督以重价救赎了我们，目的是叫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绝不是继续随波逐流，顺从人败坏的旨意，得罪至高的上帝。“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１０７]基督徒的自由宣言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１０８]

　
八．加尔文神学对自由与宪政的贡献
自由是造物主给每个人的恩赐，宪政是通过立宪制限制人的败坏，确保人的自由。但是，自由和宪政并不仅仅是政治学上的概念，而是与个人的信仰、道德的质素、宗教的自由和经济的发展等密切相连的。因此，仅仅把自由和宪政作为一种思想概念、文化现象、经济结果、历史必然都是不完全的。
加尔文神学则是一个全方位的世界观体系，它以圣经中所启示的主权的上帝为中心，以上帝所启示的无谬的圣经为标准，构建了一个涉及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各个层面的恢宏的思想架构，为个人的自由和宪政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根基，并且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既有酷爱自由，又有坚定的道德操守的文化精兵，使真理与自由的大业代代相传，不断累积，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人恩格斯，在论及加尔文的时候，指出：“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份额定名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１０９]“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主、主教和领主吗？”[１１０]

威尔·杜兰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并不完全赞同加尔文的主张，但他在论及加尔文神学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加尔文神权政治奠基之日，亦即民主政治萌芽之日。加尔文教派灵修走到哪里，平民教育就发达到那里。……在加尔文启迪下，勇敢与冷静受到鼓励。在这类人物领导下，人们征服了新大陆。它们建立自治政府，尽力扩张教育。它们宣称，要把自由带给全人类。人们由选举牧师到选举官吏，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会众可以自治，市镇自然亦可自治。上帝拣选的神话，在美洲各国建国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１１１]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重点分析了加尔文神学所塑造的清教伦理（Puritanism）对欧美合理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影响。指出：“加尔文宗的领导者普遍都激烈反对这种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商业性的，借贷性的，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这种资本主义相对，他们提出通过人自身的能力和主动性去合乎理性地、合法地获利，强调这种个人主义的动机。正当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垄断工业在英国全部迅速消失时，他们的这种态度在工业发展中起到巨大的决定性作用；而当时的工业正是在不顾，甚至是反对政府权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１１２]托克维尔在考查美国民主现象的时候，指出：“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１１３]

　
1．“唯独上帝的荣耀”的原则，为宪政提供了高尚的精神动力
高尚的事业需要有高尚的人来推动，而人的高尚关键在于动机的高尚。在人的动机上，再也没有什么动机比荣耀上帝更高尚，更能激奋人心的了。
在基督徒人生的首要目的上，加尔文神学强调唯独上帝的荣耀。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一个人若是像托克维尔当初所嘲讽的那种人一样：“以进步的名义竭力把人唯物化，拚命追求不顾正义的利益、脱离信仰的知识和不讲道德的幸福。他们自称是现代文明的卫士，高傲地以现代文明的带头人自居，窃据落到他们手中而他们是不配担当的职位”，[１１４]是不会为自由与民主事业而抛头颅、洒热血，奋斗不息的。当初移居美国的第一批清教徒在登上海岸之后，所通过的第一项公约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为了使上帝得荣耀……”。[１１５]

华腓德在分析改革宗神学的构成原则的时候指出：“代表路德宗的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这教义不独对路德宗是中心的教义，改革宗也以此为中心。不但如此，只有在改革宗的教义系统中保持称义要道的纯洁性，又抗拒‘因信’来代替‘藉信’称义之道的倾向。路德宗偏向倚靠信当作绝对的事实，那时不错的，然而加尔文主义却深深了解到称义的主因，将信心放在上帝为救人的活动而产生的别种关系上。在仔细考虑之后，此种差异就叫我们回到每种思想的构成原则上去。但这种差异与其说是二思想系统的具体表现，毋宁说是二者分歧的构成原则的结果。路德主义是在信心里找到平安，这平安是由负罪之人寻求与上帝和好的痛苦中得到的，但就停止了。特别是为由信心所得到的祝福而快乐，但未追问这信心是由何而来。除了得称为义的平安之外，则毫无所知。加尔文主义也和路德主义一样热心，问这大问题：‘我当作什么才可以得救？’所回答的正如路德主义一样，但并未停止在那里。接着追问更深一层的问题：‘我得称义的那信心是从何而来？’这深远的回答使整个的心灵充满了赞美：‘唯独从上帝的白白恩典而来，为要叫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如此加尔文主义者把眼光从人及其命运上，调转到上帝及其荣耀上。加尔文主义对救恩无疑是诚恳的，但它最高的热诚乃为上帝的荣耀，因此复苏了它的情感，更新了它的活力。”[１１６]

　
2．“唯独旧新约圣经”的原则，为宪政提供了稳定超验的权威
在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标准上，加尔文神学强调唯独旧新约圣经。不仅新约圣经，包括旧约圣经，全部圣经乃是我们信仰的最高标准。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督徒都当以圣经为标准，完成时代创世之初就赐给的文化使命。
一般的福音派人士虽然也强调圣经的无谬性，但他们在范围上往往是以新约圣经为主，忽视旧约圣经的重要性，又常常受反律主义的影响，把上帝的律法与福音对立起来，传讲一个不以上帝的律法为背景和标准的福音，给人的印象就是“信耶稣，升天堂”，与社会生活现实没有什么相关性。同时，偏重福音使命，忽视文化使命，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为社会道德的重建提供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
宗教改革确立了圣经本身的权威性，用无谬的圣经取代了罗马天主教所迷信的无谬的教皇，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的事件。著名的《威斯敏斯德信条》第一章第五节指出：“我们可能受教会见证的感动和影响，以高度尊重和敬畏之心珍视圣经。圣经属天的性质，教义的效力，文体的庄严，各部的契合，整书的目的（就是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人类惟一得救之道的完全展示，和其他许多无可比拟的优点，及整卷书的全备，都十足自证其为上帝的话；虽然如此，我们得以完全信服并确知圣经无谬的真理性和神圣的权威性，乃是由于圣灵的内在之工，祂藉着上帝的圣言，并与上帝的圣言一道在我们心里作证。”这一信仰告白所确认的不仅是圣经本身的权威性，同时也确立了“自由心证”的原则，每个人都当根据自己的良心作出判断。不管是其他个人，还是家庭、教会、国家都不能粗暴地践踏个人良心的自由。因此，《威斯敏斯德信条》第二十二章第二节申明：“惟有上帝是良心的主宰，并使良心在信仰或崇拜上，不受那些违背圣经或在圣经之外的属人的各种主义与命令的束缚。所以人若本乎良心相信此类主义，或遵守此类命令，乃是背叛良心的真自由；若要求人毫无保留地相信，绝对地、盲目地服从，这乃是毁灭人良心的自由，也是毁灭人理性的自由。”[１１７]伯尔曼在谈及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对德国法律的影响的时候，谈及“路德关于个人的观念变为近现代财产法和契约法发展的中心，”他说：“这样创设的财产和契约的权利，只要它们不违背良心，便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１１８]

威克利夫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被人被誉为“改教之星”。当他冒着生命危险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他深信“这圣经是为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预备的。”[１１９]薛华指出：“改教运动强调圣经是唯一最高的权威，而圣经主张，无论君王或庶民，都应该遵守上帝的律法，于是影响之下，那些接受改教运动的国家，其政治的潮流也改变了。”[１２０]圣经使每个人都具有的明确的价值准则和评判尺度：“人们可以引用圣经的绝对准则去审判一个社会，平民百姓随时可以根据圣经挺身而出指出那大多数人的决定是错的，所以社会若能在某一个程度上贯彻圣经教训，任何人都可以左右政府中个人或团体甚至多数票式的决策。”[１２１]潘恩在其著名的常识一书中，谈及美国当初的立宪的时候，指出：“让产生的宪章以上帝的律法，即圣经，为依据。”[１２２]

　
3．“唯独上帝的恩典”的原则，为宪政提供了超验的道德基础
在基督徒得救的本源上，加尔文神学强调唯独上帝的恩典。根据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罪人已经全然败坏；上帝因着他自己的美意，拣选了一部分人为他的选民；并差派耶稣基督为他的子民赎罪；他的恩典无法抗拒，他要恩待谁，就恩典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所救赎的人用不沉沦，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主权的恩典。
既然得救是唯独因为上帝主权的白白的恩典，那么得救之人自身就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所以这“恩惠的福音”[１２３]，使人完完全全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从而培养出美德的冠冕－谦卑，并避免邪恶的魁首－骄傲。因此，使徒保罗在其著名的《罗马书》中指出：“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１２４]“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１２５]施行暴政，苦待他人的恶人几乎个个都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骄横之徒。从加尔文神学的角度来看，若不是上帝施恩使我们真正谦卑下来，我们靠自己的道德修行所伪装出来的“谦虚”不过是欺世盗名的把戏；同时，作为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也不会不谦卑下来，向当初使徒保罗那样，承认自己“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１２６]更重要的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就会有坚毅的道德勇气，为真理百折不挠，甚至以身殉道。伯特纳在回顾宗教改革期间英格兰、苏格兰、荷兰等国家的历史的时候，总结说：“吾人不可忘记，所有在这些国家内为道牺牲的几乎都是加尔文主义者－路德派与阿米念派的殉道者比较说来是凤毛麟角。”[１２７]凯伯尔指出：“如果当时撒旦的势力，未能被加尔文主义精神的果敢所击败，则荷兰的历史，以及全世界的历史必定是痛苦的、黑暗的，今日所以能有如此之光辉历史要多谢加尔文主义。”[１２８]

　
4．“唯独藉信心称义”的原则，排除了造成暴政的罪人的自义性
在基督徒称义的方法上，加尔文神学强调唯独藉信心称义。罪人称义是藉着上帝所赐的得救的信心与基督联合，他们的罪完全归算在他的身上，基督完全的义归算在他们的身上。称义是上帝根据其律法所作出的宣告，是基督徒在上帝面前地位的改变。真正的称义必然有成圣相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这一原则宣告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都违背了上帝公义的律法；而且，罪人无法藉着自身行善而在上帝面前称义，唯独倚靠耶稣基督所作出的赎罪，藉着圣灵在人心中所生成的信心才能得救。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强调“立功、立言、立德”之道，功成而不居的人少，存“打江山，坐江山”心理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正如明末学者黄宗羲所揭示的那样：“以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的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基业所就熟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于辞焉。”[１２９]这种暴君的心理是与罪人的自义之心分不开的，每个罪人都有这样的倾向，只不过在暴君身上更加显明出来。
这一原则中所隐含的基督代赎的教义，也说明了上帝的公义和罪本身的可怕性，真正蒙恩的人必须向罪而四，向义而活。唯独在加尔文神学中明确划分成圣与称义的不同，强调“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信心也是死的”。[１３０]这就击碎了罪人一切自欺欺人，自以为是的梦幻，每个人都“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１３１]。这样的教义塑造了清教徒勤恳、严谨的作风，只有通过出乎爱上帝、爱邻舍的动机，本与于荣耀上帝的目的，合乎上帝律法的善行，才能显明得救的确据。因此，加尔文神学所主张的“因信称义”并没有停留在“信心”上，而是从“信心”出发积极地去改造自身和周围的世界，加尔文神学是行动的神学。路德宗的信仰注重内在的宗教经验，他们“力求达到的最高宗教经验就是与神的“神秘的合一（uniomystica）”，其在十六世纪的发展特别是如此。这种说法对归正宗的信仰来说是生疏的；如其名称所示，这是一种真正吸收神性的感觉，一种神性确实进入了信仰者的灵魂的感觉。这在性质上与德国神秘教徒主张以冥思所达到的目的相近，其特征就是消极地寻求”，往往倾向与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１３２]所以，后来注重追求内在体验的“敬虔主义”，以及注重研究宗教经验的以施莱尔马赫为魁首的新派神学，都发端与德国的路德宗。对于天主教而言，他们的神甫“是表演圣餐化身奇迹的魔术师，他手中掌握着通往永生的钥匙。”[１３３]天主教教徒往往是在他们魔术性的圣礼中得到慰藉。
　
5．“唯独主耶稣基督”的原则，排除了一切罪人僭称“救世主”的妄念
在基督徒救赎的中保上，加尔文神学强调唯独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罪人与上帝和好的唯一中保，他是唯一的大祭司，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罪人可以靠着得救。
改教灵修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都承认教会历史的著名的《迦克敦信经》。这一信经是在主后451年在基督教会第四次大公会议迦克敦会议上指定的，其中明确界定了基督的神人二性，宣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亦人性完全者。他真是上帝；页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页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世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时日，为求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贞女马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而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路斯德尼指出：“第四次大公会议所确定的概念抑制是正统教义的试金石。它对神学的影响一直是决定性的影响。比如说，若是不考虑加尔文对迦克敦定义的忠诚，就无法理解他的思想。”[１３４]范泰尔评述说：“‘不相混乱，不相交换’，所捍卫的是神性与人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混合的观念，而‘不能离开，不能分散’所明确的则是二性合一的完全真实性。”[１３５]

加尔文所坚持的《迦克敦信经》所界定的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是基督教正统神学的模范，一切异端和异教都是在神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上出现谬误，或者是把超验的神性贬低到受造物的层面，或者是把受造的人性抬高到神性的层面，二者都僭越了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不可逾越的本质的不同，是哲学、神学、法学、政治学等各种思想上的混乱的本源。基督神人二性使耶稣基督作为神人之间的唯一中保的教义得以完全确定。这一教义不仅有着巨大的神学意义，也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路斯德尼在考察基督教神学与西方自由传统的时候，指出《迦克敦信经》所界定的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确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根基，并使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迦克敦会议使国家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受到了致命的重创。”[１３６]

任何人类组织，不管是国家、教会、学校、家庭，还是政党、教派等等，都不能枉自尊大，僭取救世主的地位只有基督是完全的上帝，页是完全的人，是天地之间唯一的中保。人类的一切权力，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是派生的，惟有基督可以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１３７]有限政府的神学根基与此牢牢确立。二十世纪被成为是造神的世纪，形形色色的人粉墨登场，自称是人类的救主。中国也被席卷其中，一边高唱《国际歌》中的歌词“从来就是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边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倘若我们晓得唯独神人二性的基督才是唯一的救世主，就不会受兴起于民间、大学、国家等各种冒牌的救赎主的迷惑和荼毒了。
　
6．“唯独藉教会成全”的原则，排除了公民政府干预公民信仰的精神暴政
在基督徒福音使命的成全上，加尔文神学强调唯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基督为他的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所亲自建造的，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藉着教会保守并传讲真理，使天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
当然，加尔文所主张的“神权政治”并不是由教会，特别是神职人员，来掌管一切，而是荷兰神学家与政治家亚伯拉罕·凯伯尔所概括的“区域主权”论，个人、家庭、教会和国家各有上帝所赋予的不同的权柄，各有自己当管理的区域。特别是在教会和国家的权力划分上，主耶稣基督明确指出：“……该撒的物当归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１３８]既不是国家创设了教会，也不是教会创设了国家，二者都是上帝创造的，各有自己的区域。扫罗作为国家元首曾经试图僭取教会的权柄，代替祭司献祭，结果他的国度被上帝剥夺。[１３９]乌西雅王僭越国王的职权，坚持代替祭司在祭坛上烧香，遭到重祭司的严重抗议，上帝惩罚他，使他当时就得了大麻疯。[１４０]当犹太人的最高法庭禁止使徒传扬耶稣的名的时候，彼得和当时的众使徒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致回答：“树丛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１４１]基督教会作为上帝所设立和拣选的真理的见证者，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真道，指责社会的邪恶。基督教会在国家政府面前软弱，乃是基督教会的耻辱。教会必须向全社会传讲：“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１４２]

同时，贤明的统治者必须认识到，若是没有教会以上帝的律法教导民众，国家也就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可以参考，某一个人、阶级或政党一时专横的意志就会凌驾于所有的人之上，造成全面的专制，社会的整个道德体系就会全部崩溃。若是国家试图取代教会在道德方面的教化职能，靠国家机器所培养起来的只能是道德上的伪君子。教会不仅是在捍卫基督所赋予的主权，藉着教会为真理所作的见证，公民的基本自由也得到了保障。试图压制基督的教会，控制人的良心，不管是在当初的罗马帝国，还是在二十世纪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所付出的道义和社会上的代价是巨大的。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上帝所设立的四大政府中，个人和家庭都无法与专制政府抗衡，唯独基督教会中流砥柱，勇敢地抗击来自各方，尤其是国家对个人权益的侵犯。所以，在国家专制主义横行的地方，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对基督教会进行压制。在这样的地方，个人可以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可以在家庭中从事自己的宗教修习，但是作为有组织的教会则受到极权主义国家政权严密的监视和严厉的控制。宗教自由是各项人权的核心。基督教会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是一个国家人权与民主状况的晴雨表。
　
7．“唯独上帝的律法”的原则，排除了罪人妄图私意立法改造他人的狂想
在基督徒成圣的标准上，加尔文神学强调唯独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敬畏上帝，爱人如己，谨守上帝的诫命，乃是人人当尽的的本分，基督徒更当如此。
上帝的律法不仅是基督徒个人生活的标准，也是社会立法的标准。上帝在圣经中明确启示的律法界定了支持美国宪政制度背后的最基本的理念－“超验正义”。[１４３]

加尔文神学是圣约性神学，也是伦理性神学、律法性神学。这就是说加尔文神学强调上帝的律法作为上帝显明的旨意，始终是所有的人都当顺服的伦理标准，顺服上帝的律法是受造物当尽的本分。[１４４]这就使得加尔文主义者在伦理的问题上始终保持在理性的界限内，绝不会抬高个人主观性的感觉和体验至伦理标准的程度，造成各种形式的“跟着感觉走”，页不会在社会伦理的问题上掉在神秘主义者神秘体验的陷坑中，失去周围世界的相关性。这就是韦伯从社会学的角度所界定的“理性伦理学”。唯独加尔文主义者能够“系统地有理性地安排整个道德生活”。[１４５]加尔文神学之所以对上帝所启示的律法有如此巨大的关注是源于上帝主权和人性败坏的教义：“……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宣告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形式的法律，在各种政府的推行下，使人败坏的习性受到约束。”[１４６]

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的时候，他见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各国立法中，都是有法学专家或富有修养的权贵立法：“然而在美国，立法的正是穷人，而它们在这方面通常总是考虑社会的最大利益。”[１４７]这主要得益于当初美国的建国者们多是清教徒的背景，清教徒都是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是按圣经中的律法来立法，人人都熟悉圣经，清教徒牧师经常传讲上帝的律法，所以即使穷人也可参与立法。当然，从神学的角度而言，托克维尔是一个受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的天主教教徒，他认为上帝藉摩西所启示的律法是“一个粗野和半开化的民族的立法。”[１４８]但他不得不承认：“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将人导向自由的则是遵守上帝的诫命。”[１４９]

伯尔曼考察西方法律传统的时候，指出：对于早期基督教会而言，“《圣经》的法律（尽管不是犹太教法）却是有拘束力的，这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即把它作为上帝为人类所订立的道德准则的一种启示。”“最初三个世纪的教会虽然尊重罗马法，却拒绝它的绝对权威。一方面，人们相信‘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名的’[１５０]。在另一方面，一项不道德的法律在良心上并不认为具有约束力，而且可能不服从它乃是一项绝对的义务。”[１５１]

　
总之，以圣经为根本的加尔文神学，对西方法律、政治哲学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并且仍然是强大的活泼的力量。仅仅以美国而言，美国仍然是一个以基督教新教为主导的国家。美国长老宗以加尔文神学为主。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美国42位总统中属于长老会和主教制教会的有18人，在1790－1993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111人当中，19人是长老宗基督徒。[１５２]考虑到在路德宗、安立甘宗、浸礼宗、循道宗、公理宗这五大宗中，也有一大批信徒受加尔文神学的影响，可以说，加尔文神学在美国政治领域中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长老会。韦伯在考察加尔文主义的时候，指出“对绝对有依据的规范的信仰，绝对的预定论和上帝的彻底超验性——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就其本身意义来讲是伟大的天才的产物。”[１５３]然而，目前中国教会和学界在基督教的研究上重心是自由派神学，这种神学始终不是基督教神学和文化的主流和正统。希望中国教会和学界能够对加尔文神学予以更多的研究和了解，必将为中国文化的重建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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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长老会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宣言 

Declaration of Faith Concerning Church and Natio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一．    基督在教会与国家中的主权 

独一、至圣、三一上帝，至高无上的创造者与救赎主，已经宣告并建立他的国度，超乎天上地下的一切权势之上。藉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和复活，以及升高至天父的右边，万有都已处于他的掌管之下。因此，即使长期的邪恶也在他的统管之下，最终必化为善用。我们敬拜并顺服耶稣基督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为万国的审判者和主宰者。耶稣基督既是教会的元首，也是国家的元首。教会与国家都在基督之下，各有不同功能，不可混淆它们各自与基督的关系。
二．教会与国家各自的功能 

耶稣基督施行他父的旨意，他随己意运用天上与地下的各样权势为他服务。他既使用教会，也使用国家，并赐予它们各自不同的功能。他命定教会通过宣讲他的圣言、施行他的圣礼，在生发爱心的信心生活中侍奉他。他也按其恩典命定国家通过以下方式侍奉他：发现、创制、实施促进所有公民利益，抑制放纵、混乱、贫困的法律与政策，从而施行公义与仁政。 

三．公民政府的权威 

基督为上帝永恒之道，万有都藉他而在。所有人，都是藉着圣灵，从基督领受各自的恩赐和权能。基督呼召并任命人担任公民政府的公职。他授权公民政府，在法律之下，有权力也有责任，运用暴力抵制内部的紊乱和外部的侵略。 

四．管家性权力 

上帝的公义乃是国家公义、发展与命运的独一根基。这一公义已经在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政府各个权力部门，不管是在文化、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都是基督之下的管家，只有顺服基督所启示的真道，才能正确地履行职责。各种权力的滥用都是对信任的破坏，对滥用者本身是毁坏性的，同时也伤害到上帝在其受造物中的荣耀。 

五．世上权威的有限性 

至高无上的权力惟独属于上帝。把至高权力归于任何个人、团体或组织，都是对主耶稣的背叛，对教会和国家都是极其有害的。惟独上帝是人身体和良心之主，他吩咐我们，不管是教会，还是国家，一旦它们声称自己具有绝对的权力，尤其是在善恶的判断上有权控制人的思想，我们就当顺服他，抵制此类权威。 

六．教会与专制 

教会有责任谴责、抵制各种形式的专制，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与教会管理上的，尤其是当其蜕变为集权性质时更当如此。任何公民都有权否认、脱离篡夺耶稣基督主权的任何政府或权力部门，实际上圣经吩咐我们对于此类权柄当拒绝服从。但是，如果确实需要采取此类行动，教会定要牢记，最终而言，她争战的兵器并非来自这个世界。在圣灵的引导下，在任何情况下，教会都要公开见证耶稣基督的绝对主权，以及所有人在他里面都享有自由。 

七．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教会与国家密切相关，在许多方面，它们对于主耶稣担负共同的负担和责任。它们真正的关系源自各自都须顺服耶稣基督。它们有责任根据各自命定的权力和功能彼此帮助，但谁都不具有控制对方的权柄。我们反对任何把教会视为国家宗教部门的谬说，也反对把国家视为教会政治工具的误解。我们反对认为主张教会生活应当或可以完全脱离国家政治生活的各种学说，不管是基于宗派性的立场，还是基于世俗性的考虑，此类立场，我们一概不予接纳。 

八．教会对国家的服务 

教会绝不可把她的福音与任何政治、经济、文化或民族的信条合并或混淆。同时，教会也不可原理国家事务，不管当政者是信仰基督教还是反对基督教的，因为她必须她的主所赐予的使命，主正是为了救赎人而成为人的。教会有责任服事国家，她的讲道、圣礼和劝惩乃是以基督的审判和恩典面对国家。她代表所有人向上帝感恩、祈求，尤其是为那些在位掌权的代祷，祈求圣灵以其统管万有的大能，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使善政开花结果，使恶政彻底根除。教会在完成自己传福音的使命的过程中，当在众人之间促进公义与和平。根据主的带领，教会通过教会法庭或机构的公开声明，宣告并把自身交托上帝的旨意。在遵行基督的律法的过程中，教会致力于各项表明基督徒爱心的事工。教会成员根据自己不同的呼召，在商业、政治和其他社会领域中完全参与，尽职尽责。 

九．基督徒的社会责任 

基督徒必须竭力尊重国家法律，不管是在税务还是个人领域中，都当竭力完成法律所规定的各项义务，正如侍奉教会的元首基督一样。但是，若有任何不合乎公义的法律，不公正的评估，以及违背良心之事，任何公民都有责任不断努力，予以改革修正。
十．公民政府对教会的责任 

上帝命定国家对教会有三重义务。国家有义务确保公共安全，提供保护，毫不偏颇地保障每个公民的权益。对于教会各个部门，国家都有义务，毫不偏袒地承认教会的职份，承认教会对正当资源、时间和机会的权利，承认教会有权利以公开的形式敬拜上帝，有权利按照上帝的真道教育子女，有权利把福音传遍全国。关于上帝的国和义，教会奉主耶稣之名向国家官员发表的讲话，国家必须予以严肃的重视。 

十一．按照上帝的圣言施行改革 

在目前时代，基督的主权尚未公开地显明出来，也未得到完全的承认。人在各项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上，都沉溺在罪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不断遭受焦虑、贪婪的威胁。不完美的司法，各种败坏的倾向，时刻威胁我们。国家和教会都需要根据上帝的圣言不断进行改革。因此，不管是公民政府官员，还是教会圣职人员，都当寻求基督的恩典。否则，我们既无法正确地认识基督的旨意，更无法正确地遵行。 

十二．基督主权的最终显明 

在目前世界的邪恶和苦难中，只有藉着信心，确信我们在他里面的盼望，才能得见基督的主权。基督必要再来，医治万国列邦，使其教会达于完全。当那日，他必显明新耶路撒冷，他对全世界至高无上的主权也必公开地显明在所有人面前，使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使父上帝得荣耀。 

加拿大长老会采纳这一《教会与国家关系宣言》，这种关系乃是圣经所教导的。此宣言源自1942年巴黎长老会所提出的一份请愿书以及1949年蒙特利尔长老会的一份提议。宣道与社会行动部和信条委员会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对文本进行了无数次修正，直到1954年成型，并由总会给予暂时性认可。根据《隔离法案》（the Barrier Act），众长老会以多数票确认了这一宣言；1955年总会最终正式批准这一宣言。 

丛日云：基督教传统与古典自由主义论纲 

    一 

    公元1世纪初叶，适值罗马帝国如日初升，其权势似乎达到了极点。在它的东方行省的圣城耶路撒冷，一位以救世主的口吻传播上帝福音的犹太青年耶稣面对众人说了一句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的话：“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史料给我们提供的当时的语境是，耶稣被迫回答一个是否应该向皇帝缴税的具体难题，但耶稣所做的回答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它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态度。作为一个警醒世人认识现实生活的罪恶，号召人们皈依上帝，追求天国幸福的人，如何对待世俗的政治权力和人们的世俗义务?各大宗教的创始人都面对着这个此岸与彼岸关系的难题，然而耶稣的态度却与众不同：他不是将天国与俗世合一，神权与政权溶合；也没有以彼岸完全否定此岸，鼓动隐遁或反叛；而是将两者分开，划出各自的领域，肯定两者的价值。 

    从人类政治意识发展史的角度考察，耶稣这句平实的话语表达的是一种全新的观念，我们这里称它为“二元政治观”。它一方面挑战极端的神权政治和极权的世俗政治传统，另一方面拒绝了消极遁世的宗教传统。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的基本原则，即在彼岸与此岸、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教会与国家、上帝的物与恺撒的物之间作出区分，在肯定前者优越性的同时，划出两者各自的大致范围，并使两者保持某种张力和富于弹性的平衡。西方政治史告诉我们，耶稣的话语似乎判定了教会与世俗国家两者的历史命运：它带来教会与国家的双雄并立。一方面，教会在世俗社会应承担起责任，掌控精神权力和宗教生活领域，抵御世俗国家的侵犯，并以社会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国家却要退出精神领域，满足于世俗的政治角色，同时也抵御教会建立极端僧侣政治的欲望。如果说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曾有一句话改变了历史，塑造了一种政治文化的精神和性格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 

    无论耶稣是否上帝的道成肉身，他的确非同凡响；无论人们是否相信耶稣是救世的基督，他的确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从社会科学的实证观念出发来看，耶稣这句话能有如此的影响，在于有无数的人深信他是上帝的道成肉身，是救世的基督。所以，他的话成为金口玉言，他的训诫化为千万人的信仰。当基督徒高奏凯歌征服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当他们将十字架插遍西欧日耳曼蛮族国土的时候，他们也将这种信仰深深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在西方大约三千年的文明史上，有一千多年是基督教的时代。在这一千多年中，人们按耶稣传播的教义和价值观念定义自己，审视政治生活，构建社会秩序，确立政治关系。基督教的信仰统治一切，渗入各个领域。在这一千多年中，二元政治观是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是西方人的共识。它被一代代学者们所认可，是神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们政治论争的共同基点；它外化为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表现为教权与王权并列的二元化权力结构；它还透入普通基督徒民众的政治心理，成为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特征，形成一种深层的政治文化积淀。 

    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流行，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政治发展的方向，重新塑造了西方政治文化的精神和性格。如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乔治·萨拜因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是“西欧历史上最革命的事件”。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2页。这次革命表现在许多领域，就对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而言，它的集中表现就是引进了这种二元主义的政治观念。 

    在基督教之前，古典时代的西方人追求统一与和谐。在他们的观念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统一整体，内部存在着完美的和谐。城邦与人类社会是宇宙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自然界和宇宙间的和谐关系也透入人类社会，人们以自然秩序为范本，调整或整合社会政治关系，使人类秩序实现内在的统一与和谐。这是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念，也是他们的政治审美观念。但是，当基督教信仰取得西方文化的主导权之后，便将其二元主义的政治观念带给西方社会，从而给西方社会带来深刻的二元裂变。 

    二元裂变的基础是对人及人的生活的二元化解析：人被析解为灵魂与肉体两个部分，而人的生活也被分解为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天堂与尘世、彼岸与此岸两个领域和两种境界。从人的二重性观念出发，一道鸿沟将社会劈成两半：社会被分裂为两种秩序或两个等级，即教士(属灵等级)与平信徒(属世等级)；社会组织被分裂为教会和国家；政治权力体系被分裂为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教权与王权，他们分别由教皇与皇帝、主教与王公掌管；法律体系也一分为二，即教会法和世俗法，在理论上，它们都要服从神法和自然法；而司法权力也有两个中心，即主教法庭和领主法庭(或王室法庭)；相应地，人的社会角色也被分裂为教徒与臣民(公民)。这便是基督教在西方确立的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双峰对峙，政治资源二水分流，普通民众一仆二主。这种社会的二元裂变有一系列的表象符号：在每个国家，都形成王冠与圣坛两个焦点；欧洲大地被封建庄园的护栏与修道院的围墙所分割；贵族的城堡与主教的教堂在欧洲上空双峰对峙；骑士与圣徒同时成为诗人讴歌的偶像……尼·别尔嘉耶夫从不同的角度也描述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二元景观：中世纪“不只是最禁欲主义的时代，而且是最富有感情的时代，否定尘世性欲和肯定天堂性欲，同样产生修士理想和骑士理想、封建无政府状态和神圣罗马帝国、教会之否定世界和教会掌管世界、禁欲主义苦行行为和骑士崇拜美丽少妇的时代——这个时代加剧了存在的各个领域的二元论，给未来人类提出了没有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把全部现实搬进教会的围墙，把人类生活变成神权政治的问题”。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董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在基督教统治的一千多年中，这一系列的二元裂变是西方社会冲突与秩序、罪恶与圣洁、思辨的理性和创造性激情的根源。如果说“宗教是历史的钥匙。(阿克顿)”转引自约翰·麦克曼勒斯：《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那么二元政治观则是理解基督教特别是其政治哲学的钥匙。基督教学者的政治思考都是围绕着上述二元关系展开的。二元政治观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设定了基督教政治哲学与古典时代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哲学主题、新的政治理论中轴以及一套新的政治学语汇。昆廷·斯金纳指出：“一个社会确实拥有一种新观念的最可靠标志，是一套新语汇的发展，运用这套语汇，可以公开地阐明和讨论这种观念。”(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段胜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29页。)基督教的确创造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学语汇。所以，为了理解基督教政治哲学，从其二元政治观入手，也许是一个适当的途径。 

    二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推动下，西方社会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这样一来，基督教所坚持的二元对立在世俗化进程中渐趋消解：此岸现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彼岸影像在人们的视野中悄然远逝；个人已经长大成熟，要求独立自主，上帝放弃了干预世俗生活的权力，从尘世中隐退；世俗王权蓬勃向上，步步扩张，教权衰竭不振，屡屡退让。与此同时，政治哲学也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藩篱，思想家们开始以人的眼光认识政治现象，从对人性的分析和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观察中引申出政治的法则。从此，耶稣和使徒们说过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感受、欲望和要求。早期自由主义者多是清教徒或自然神论者。上帝是隐于其思想深处的最后支撑，是已经被模糊了的思考的原点，当然有时也会浮上表面。霍布斯从人性出发论证国家主权，但在论证教权时，仍以《圣经》为主要依据；洛克和杰斐逊都将人的自然权利的终极依据追溯到上帝。所以，在他们世俗思想的背后，仍然显示着传统基督教文化的底色。他们并没有否定上帝，上帝是他们最终不得不求助的权威，但却不在他们政治哲学的前台中心。政治秩序褪去了神圣灵光，政治权力也摆脱了神的监护。基督教的二元论已成过时之物。 

    然而，二元政治观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基督教时代的消逝而消失。在基督教二元政治观消逝的尽头，人们看到一种新的二元政治观浮出水面，这就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本文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近代”和“现代”概念。当指称自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历史阶段时，一般用“近代”概念；当指称与传统文化相对而言的新文化(或文明)时，一般用“现代”概念。西方社会继续承受着新的二元裂变，一种宇宙的二元论、人的二元论、社会的二元论以及政治的二元论仍然处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在政治领域，自由主义坚持在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私域与公域、公民社会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权威、个人权利与国家(或政府)权力之间的二元分离和对立。这种二元分裂与张力，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精髓。 

    我们这里面对的自由主义是西方近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体系，也是西方政治文化主流传统的理论表现。它产生于17世纪，一直流传到今天。受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胜利。美国学者F.福山成为率先宣告这一时代福音的先知。1989年，他著文宣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义普遍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是历史发展的终点。在随后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他更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思想。在他看来，各种其它政体完全衰竭后，最终让位于西方自由主义，已经没有其它意识形态能与之抗衡。(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1989.Vol.16.p.3.；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89年。)自由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超越自己，特别是以19世纪中期为界，自由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跨越到现代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由于本文的目的是考察基督教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所以我们将聚焦于17至19世纪初期的古典自由主义，特别是17—18世纪的早期自由主义。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它刚刚从基督教文化母体中生长出来，在这里，两者的联系还比较直接，清晰可鉴；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那里能够发现自由主义的原始古朴的形态，没有后来因自由主义的流行而带来的混乱。一种长期流行的思潮往往在其最初的形态中最容易发现它的本质特征，尽管后来自由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异，但它坚硬的理论内核和精神基础却没有变。 

    17—18世纪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它将一种抽象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将这种原子式的个人视为国家的基础和本原，而国家只是个人的集合。它赋予个人以终极价值，个人是目的，国家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工具。位于自由主义理论核心的，是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政府)权力的界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有某些基本权利，如生命、自由、财产或追求幸福等，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性的要求，他们将其称为“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国内长期将其译为“天赋权利”，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中文的“天”不能等同于西文的“nature”。它们不由任何外在权威授予或恩赐，因而也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人们在建立国家时，并没有将这些权利交给国家，因而国家也无权剥夺这些权利。这样，自由主义就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一条界限，界定了各自的权利或权力范围。它的重心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个人权利设定了国家权力的界限，也构成抵御国家权力的屏障。自由主义者坚持，国家权力是有限的，它没有任性的和绝对的权力，不能侵犯个人权利。在理论形式上，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借用了自然法、社会契约论和理性主义等作为阐述其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一般都倡导法治、代议制民主、分权与制衡、联邦制等作为个人权利的制度保障。作为革命时代的思想家，他们多数人还将人民革命的权利作为保障个人权利的最终诉求。 

    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由霍布斯奠定了理论基础，中经斯宾诺莎等人，到洛克那里得到完整系统的阐述。此后又有一大批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它。他们包括：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亚当·佛格森(Adam Ferguson)、这几个人被称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柏克、柏克是保守主义的鼻祖，但保守主义中有一派可称为“自由保守主义”，他们属于广义上的自由主义的一翼，也可称其为“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19世纪自由主义者阿克顿曾指出，“柏克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渴望彻底的自由”，又“站在反对彻底自由的立场上”。他是“第一个成为既是自由主义又是保守主义的人”。(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侯健等译，2001年，第361页。)刘军宁先生曾有专文论述“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参见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73—84页。孟德斯鸠、杰斐逊、杰斐逊生活在美国革命时代，其思想表现出的激进民主的一面与自由主义有所龃龉，但他自以为是洛克的嫡系传人，其基本政治观念很少受卢梭影响。(参见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2—64页。)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边沁、康德、洪堡以及稍晚一些的贡斯当等。 

    这里，有两个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特别的人物值得单独讨论。 

    第一个是霍布斯。霍布斯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这在研究者中几乎是公认的。他对人性及其自然状态的分析，他关于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及他关于国家的目的和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都是彻底的个人主义。他坚持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都理解为消极性的，坦率承认它们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但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中，他更多地倾向于国家权力，所以他留给个人的权利是有限的，而赋予国家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特别令后人诟病的，是他提倡专制集权主义作为对个人的制度保障。这样，虽然他从自由主义的前提出发，但却得出了绝对专制的结论。从自由主义的根中生出了专制集权主义的大树。 

    但我们应该清楚，民主、法治、分权理论等与专制集权理论的分歧，涉及的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外壳，而不是其理论内核。从马基雅弗利到霍布斯，西方思想界是专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霍布斯处于这一时代向自由主义时代转换的关节点。他将专制主义理论发展为完备成熟的形态，同时也将其基础置换为自由主义，也就打开了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并为最终抛弃专制主义准备了思想前提。我们还应该看到，专制集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不同，专制集权主义是排斥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权力分割，将纯粹政治控制性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个权力机构或一个人，而极权主义在政治上集权之外，还要全面控制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前者的特征在于权力的垄断性和独断性，后者的特征在于权力无所不在；前者的目标主要是实现对社会的外部控制，后者则要使权力穿透人的内在世界，全面支配和改造社会和人。所以自由主义的真正对立物是极权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可以与民主制度兼容，而不成熟的自由主义却可以与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嫁接。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对立涉及权力的性质、行使方式和权力范围，而民主分权与专制集权的对立涉及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从这个角度考察，霍布斯自由主义不彻底的地方，不在于他主张专制，而在于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中，他严重地向国家权力倾斜。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人物是卢梭。处于自由主义高歌行进的年代，卢梭却不是自由主义者。一些自由主义者甚至将卢梭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但卢梭理论的出发点是自由主义的，他所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是高度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这一点他甚至超出了其他自由主义者。从政治态度上看，卢梭是最真诚甚至最狂热的自由与人权的拥护者和人类奴役制度的死敌。他的著作充溢着追求自由的激情，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巨大力量。他宣称：“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页。在西方思想史上，或许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能像卢梭那样，激起人们热爱自由和捍卫人权的激情。但是，他后来却通过人民主权的公意销熔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他使个人自愿地向社会共同体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将个人溶解于集体之中。这样，他就拒绝了自由主义而走向了极权主义。伏汉指出：卢梭的全部理论活动像是一场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漫长旅行，“他开始时是一个自由的鼓吹者”，而到《社会契约论》，“抽象的观念越来越少，个人主义的观念亦随之减弱。在这里，自由不再是个人的独立，而只能是在全部屈从于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去追求。……漫长的旅行到此结束，卢梭置身于一个与起步时截然相反的坐标上”。转引自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序言，第5页。关于卢梭政治思想的极权主义特征，在朱学勤先生的这部著作中已经得到充分的阐述。 

    所以，霍布斯和卢梭都是半截子自由主义者，只不过霍布斯是走向自由主义，而卢梭是走出自由主义。由于我们这里论述的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具体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所以，我们有时会截取霍布斯和卢梭思想的自由主义部分，作为自由主义思想来引证和论述，这并不等于承认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是自由主义的。 

    虽然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大体上终结于19世纪中期，但是我们看到，从那时起直到当代，有一批思想家在思考当代社会种种问题时，仍然不断向世人重述古典自由主义的话语，忠诚地守护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极力复活古典自由主义精神。如哈耶克、波普、伯林、诺齐克等。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按当代政治哲学的分类，可能属于保守主义或其它某种主义，但在本文中，我们把他们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衣钵传人。这也是他们中多数人的自我认同。由于他们将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思想表达得更为透彻清晰，所以我们在引证古典自由主义某些思想时，有时会向下延伸，把他们的思想作为佐证。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文化主流传统发展的现代结晶，也集中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一点在将西方政治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相比时表现得尤其突出。亨廷顿在比较各种文明的政治文化特征时，曾引证一项跨文化的研究成果证明：“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一位学者对50个国家的分析显示，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中，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所以，“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2—63页。 

    的确，自由主义凝聚了西方政治文化的精髓，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声称，西方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从历史上看，希腊和罗马文化都曾经对世界其它民族文化产生过影响或冲击，但它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结果是被其它文化所融合。只有西方文化被基督教重新塑造之后，产生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自由主义为神髓的现代政治文化，才使西方政治文化在向外扩张时成为高势能文化。当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政治文化相遇时，其外缘的因素较容易被别的民族接受和吸纳，但其内核即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等，最不易被别的民族所接受。也正是这一部分，使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文化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并受到了最顽强的抵制。 

    自由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严复引进中国。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这株嫩芽由于内在的水土不服和外部风吹雨打的恶劣环境，很快便枯萎凋零了。自由主义在中国前半个世纪的经历成为历史的笑柄，不断被后半个世纪的政治宣传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人们从一次失败的经历中引出失败的必然逻辑：它失败了，它就不会成功；它失败了，它当初就不该来。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以及国际交往的扩大，自由主义的幽灵在人们的挽歌声中再度远涉重洋，光临中国大地。经过一个世纪的轮转，在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自由主义再次成为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次自由主义似乎来者不善，它怀着更大的自信，挟着更强的势能。 

    在其原生地西方，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其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是西方人民族性格的表现，同时，它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自然产生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的理性升华。那么，人们要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是否会有更多的人与自由主义产生共鸣?有了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 

    在西方，市场经济是中世纪末期自然出现和发育成长的；在中国，市场经济是人为摹仿特意引进的。如果要追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能够形成市场经济，这是个不易作出确切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从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初期西方的历史中能够发现，有些政治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育是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的出现，是政治领域的有限国家而不是万能国家带来的副产品，它需要一方面约束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使社会和个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如本文后面要指出的，中世纪教会与国家的并立和冲突就创造了这个条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成熟，有赖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化、理性化和制度化，使个人和社会独立自由的空间得以扩充。而市场经济的成熟，需要对国家权力的规范，特别是对其权力范围进行限制、对其权力的运用进行制约和监督，从而使个人和社会享有得到充分保障的独立和自由。我们知道，这都是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样我们就看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市场经济是相互耦合、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的。以往国内学术界过多地强调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忽略两者的互动性。实际上，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以及体现这种态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建制，也不会有市场经济。既然如此，在今天，如果说我们已经确立了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一整套的思想和主张？ 

    尽管一些西方人已经在为自由主义高奏凯歌，但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它却是一个倍受争议的话题，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如此。不过，有一点是人们无法选择的，即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自由主义，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不得不面对自由主义更严峻的挑战；无论我们思考现实还是设计未来，都需要正视自由主义的种种观念，对其作出抉择和取舍。这样，就尤其需要我们为迎接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作出知识上的准备。本文的任务就是揭示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尝试着从一个新的视角深入认识自由主义的内涵、个性特征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 

    三 

    基督教与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在内容上如此的不同，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吗?自由主义理论形成于近代西方社会。它在产生时，表现为传统基督教社会秩序的对立物。 

    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都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阐述其理论的。自由主义的三个理论基础，即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论和理性主义，在当时都具有批判和否定现实的颠覆性特征。自然法理论树起了彻底否定现实社会的新的终极准则；社会契约论仿佛从传统社会的废墟上重新构筑全新的政治模式；理性主义则将现存的一切都押上理性的法庭接受审判。从近代史的断面去观察，自由主义正是从对基督教神学及教会权威的批判和否定中产生的。在诞生时，它经历了与传统基督教神学的无情厮打和搏斗。对于按基督教原则所建立的传统社会秩序，自由主义或者是其颠覆者，或者是对这种颠覆所做的肯定和辩护。它诞生在那个革命时代，是具有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它是现代与传统决裂的产物，是与基督教传统迥然不同的新文明的骄子。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至今仍对这个新文明的产生悻悻不已，惋惜“神圣时代”的逝去。 

    然而，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的对立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不被两者在表面层次上的断裂、对立和冲突所迷惑，超脱近代史视野的局限，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就能发现两者在深层里的思想联系。我们会看到，自由主义是在现代条件下对基督教政治哲学所设定的论域进行探讨的成果，它继承了基督教二元政治观在对人、对国家及个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成果，特别是继承了二元主义的思维方式，只是为其填充了现代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纯粹思想史的考察，而是以更宽广的视野，即从政治文化的嬗变与继承关系上来考察两者的关系，我们会进一步发现，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正是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产物。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激烈否定的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正是其产生的母体。它与基督教传统的厮打与搏斗，正是其从母体脱胎而出的痛苦分娩。这里涉及到思想史发展的一个常规现象，一种新思想产生时，它主要的对手往往是它的直接先驱或它的母体。作为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两种二元政治观有着明显的不同，但两者所植根的政治文化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继承性和遗传性。同一政治文化是两种理论的基本操作平台，它们虽然相互对立，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但它们都植根于同一文化基质。深层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表层理论的对立性与更替性适成鲜明对照。 

    但是，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容易满足于对思想发展的表面联系的分析，而在对其深层联系的把握上裹足不前。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目前尚没有人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作出系统的研究。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学者中流行的观念是将基督教思想文化与近代思想文化对立起来，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断裂。“中世纪”即是黑暗、愚味的同意词，而基督教则是将黑暗带给中世纪欧洲的乌云。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基督教传统与近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便被忽略了。但当代学者一般都摒弃了这种观念，强调两者的继承性。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将现代西方文明视为基督教文明，从一般历史发展角度揭示了基督教与现代西方文明的联系。他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从基督教的“蛹体”中孵化而生的。“自从我们的西方基督教社会在一千二百年以前从教会的母体里呱呱坠地以来，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一直是受它的养育哺乳之恩。……基督教的病毒或是仙丹已经进入我们西方人的血液——说不定它就是不可缺少的血液的别名。”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8—99，199—200页。另一位史学家C.道森(Christopher Dowson)也把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起点。他在《欧洲的创生》一书中指出，所谓“黑暗时代”实际上是一个黎明，它标志着西方的转型，基督教文明的奠基，也就是真正“欧洲的创生”。See Herbert J.Muller,Freedom in the Western World,From the Dark Ages to Rise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3,p.32. 

    一些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学者更进一步揭示了中世纪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联系。他们认为，中世纪政治思想是现代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或与现代政治思想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中间没有明显的断裂。 

    最早致力于对西方中世纪政治思想史进行系统研究的A.卡莱尔(A.J.Carlyle)认为:“就文明的政治方面而言，中世纪与现代之间有某种深刻鸿沟的概念是错误的。政治原则甚至政治制度的历史是连续性的。文艺复兴是否真正代表了哲学和科学的新开端，这一点殊难确定，不过在政治观念和形式上，它肯定不是新的开端。”R.W.Carlyle,A.J.Carlyle,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 6vols.,New York,Barnes & Noble,inc,1903-1936,Vol.Ⅴ.,p.2.该书作者为Carlyle兄弟，本书后面引用该书时，一律使用简称“Carlyle,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在他看来，真正的断裂发生在城邦消亡和亚里士多德死后，从那时到现代却有着更多的连续性。“至少从2世纪的法学家到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政治思想史是连续的。形式在变，内容也得到修正，但基本概念却一以贯之”。ibid.,Vol.Ⅰ.,p.2.另一位中世纪政治思想史专家W.乌尔曼(Water Ullmann)强调政治思想的传承关系，认为需将事物的形式与内在本质区分开来，剔除不相关因素，以理解其本质和内核。他说：“在中世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思想已经产生，这是欧洲的学徒期、青春期、少年期。”诚然，我们对中世纪的思想已经很陌生，但细心的研究会发现，“尽管政治思想总是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们在本质上有着明显的遗传性。”W.Ullmann,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79,pp.7-8.“因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政府和政治观念创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现代的概念，我们现代的制度，我们的政治义务和宪政观念，或是中世纪理念的直接遗产，或是通过反对它而成长起来的。”ibid.,p.229.晚近的学者J.坎宁(Joseph Canning)更具体地指出：“就政治思想而言，从13世纪到17世纪中期，才构成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中世纪政治思想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其中原因之一是“中世纪观念和态度的遗物一直存在到17世纪”。Joseph Canning,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300-1250,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1996,Introduction,Ⅹ.我们知道，17世纪是自由主义形成的年代。这几位学者所讲的中世纪政治思想当然不限于基督教政治思想，但基督教政治思想无疑是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主体。 

    许多西方学者在追溯现代自由的传统时，充分肯定基督教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的联系。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阿克顿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西方自由传统的关系。他在论及自由的起源时阐述说，耶稣关于“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句话，“是以保护良知的名义，赋予世俗权力它从未有过的神圣，也给它加上了它从未有过的束缚；这是对专制的否定，是自由的新纪元的开始。因为我们的主不仅颁布律法，而且创造实施的力量。在至高无上的领域保持一个必要空间，将一切政治权威限制在明确的范围以内，不再是耐心的理论家的抱负，它成为世界上哪怕最强大的机构和最广泛的组织的永恒责任与义务。这种新的律法、新的精神和新的权威，赋予了自由以新的涵义和价值。”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55页。阿克顿的观点为当代学者所一再确认。菲特烈·华特金斯指出：“除法律概念外，二元社会观(social dualism)或许就是形塑西方文明特色的最大力量。”菲特列·华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李丰斌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第21页。该书还有黄辉、杨健的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本书引用的是前者，及书稿完成后，看到了后一种译本。由于作者将自由主义视为“西方政治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的近代化身”，“是西方文明的俗世形态”。同上书，导论，Ⅰ.,Ⅲ.所以他这里讲的“西方文明”接近自由主义。 

    法律史专家H.伯尔曼将现代法律的诞生上溯到11世纪开始的“教皇革命”。在他看来，欧洲历史真正的断裂发生在1050—1150年间，从那以后到今天却有着更多的连续性。他指出，“自由的民主是西方历史中第一个伟大的世俗宗教——第一个脱离传统基督教同时又从基督教中接收了神圣含义和某些主要价值的意识形态。”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4页，第37页。这里所说的“自由的民主”接近于自由主义的涵义。但伯尔曼并没有具体阐明近代自由主义从基督教中接收了哪些“神圣含义”或“主要价值”。 

    作为政治思想史专家，J.萨拜因讲的更明确一些。他指出：“如果伦理的和宗教的体制不曾被认为大体上独立于并在重要性方面超过国家和法律的实施，那就很难想像自由能起到它在欧洲政治思想中所起的作用了。”如果没有中世纪宗教自治和宗教自由信念的“残存物”，“则关于个人私生活和自由的现代思想就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了。”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228，239—240页。不过这里所说的“关于个人私生活和自由的现代思想”虽然包括在自由主义里，但还不是自由主义本身。如我们后面要看到的，因为萨拜因将自由主义理解为19世纪流行的政治思潮，所以他不可能揭示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自由主义的联系。 

    但也有一些研究自由主义很有影响的著作在追述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时，对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或语焉不详，或根本不提。H.J.拉斯基在其《欧洲自由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将自由主义的产生归结为“新的经济社会的出现”。他说：“产生自由主义的原因在于中世纪末期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的出现。作为一种理论，它由那个新社会的需要所形塑。”H.J.Laski,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New Brunswick and 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p.17.该书中译本译名为：《思想的阐释》，张振成、王亦兵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他肯定宗教改革思想在客观上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形成，ibid.,p.30.但对中世纪基督教二元主义的政治传统则未置一词。如果说社会主义者拉斯基的浅薄是由于他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束缚了他的思考的话，那么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则由于知识结构的缺陷使他在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上出现盲区。他在追溯自由主义起源时从古希腊传统说起，但对中世纪上千年的思想史竟一笔带过：“整个中世纪一直保留着这种传统”(指古典时代法治下的自由传统)。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哈耶克高举古典自由主义大旗，强调消极自由，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古希腊的自由传统与他所提倡的消极自由，以及与他所推崇的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的继承关系，远不如基督教重要和直接。对此我们只能说，这位自由主义的大师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起源也是不甚了了。有的学者在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上存在误区，没有把握住其精髓。比如华特金斯比较偏狭地将自由主义理解为法治和民主或宪政主义，菲特烈·华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导论，Ⅱ.所以在追溯其思想来源时就不得要领。J.萨拜因把自由主义定位在19世纪，他区分了“革命时代的天赋权利哲学同19世纪自由主义”，认为两者之间“在气质和精神上有着深刻的差别”，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742页。这样，他就将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排除在自由主义概念之外，而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政治哲学的联系已经黯淡了许多。这使他不能把握两者的内在联系。J.萨拜因指出，狭义的自由主义“用来表示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政治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同资产阶级观点趣味相投”。广泛意义的自由主义是“‘整个西方政治传统’或‘西方文明的世俗形式’的发展顶点。”他将自由主义分为两个阶段，早期自由主义从边沁开始，自密尔始转向第二阶段。(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810—811页。) 

    在国内学术界，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在80年代开始起步，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成果是有限的。而对古代中世纪基督教政治哲学的系统研究至今还近乎空白。在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上，那位在现代蒙昧主义时代“苏世独立”、“惟我独醒”的顾准曾独具慧眼地提出了他的思考。顾准注意到了西方中世纪日尔曼蛮族传统的骑士文明与罗马传统的教士文明并行的特征。他看到，与世俗权威并行的，还有宗教权威。“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的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引颈就戮”。《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251页。顾准的目光的确是犀利的，他已经发现了本文所要阐述的部分思想，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他没有能够进一步展开他的研究。 

    就我们所看到的材料而言，国内学者们主要局限于承认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以及基督教政治思想与近代政治思想的一般联系，个别学者的思考触及到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与自由主义的部分联系，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系统阐述，以及对它与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作出完整的阐释。李强先生在其系统最早评介自由主义的专著中，专门论及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但对基督教的作用只是限于提及其个人主义的信仰。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1页。而郁建兴先生在其阐述黑格尔与自由主义关系的力作中，也论及自由主义的起源，其笔墨集中于英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经济结构，在概述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时，只是提到了基督教“政教二元思想发展出政治权力是有限的观念，为近代政治思想家们所一再阐发”。郁建兴：《自由理论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黑格尔政治哲学及其影响》，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36页。这里已经触及到要点，但作者并未作进一步的阐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学者们的疏忽。它反映出学术界对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还没有深入的了解，对其与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尚缺乏深入研究。李强和郁建兴著作的主题都不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但当他们不得不涉及这个问题时，国内学术界尚未提供可资援引和借鉴的够份量的成果。 

    对国内学术界来说，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基督教研究与自由主义研究的学术壁垒尚未打通。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很少关注其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研究更是相距遥远。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在渊深似海的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以及纷繁复杂的中世纪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面前不免望而生畏。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先驱J.菲吉斯(J.N.Figgis)本人曾将这个领域描述为“充满乏味和扑朔迷离的争论的广袤的撒哈拉沙漠”。J.N.Figgis,Political Thought,From Gerson to Grotius:1414-1625,New York,Harper & others,1960,introduction,p.10.那位被誉为“20世纪俄国的黑格尔”的别尔嘉耶夫也说，中世纪是“世界历史上最费猜想和最迷惑人、充满反题和矛盾的时代。”(尼·别尔喜嘉耶夫：《自由的哲学》，第141—142页。)很少有人有勇气涉足这个艰深而荆棘丛生的学术领域。所以，对国内的基督教研究来说，政治哲学是其薄弱的一环；而对国内的自由主义研究来说，对其历史起源的研究也是其薄弱的一环。宗教学和政治学的两个薄弱环节相扣，导致国内学术界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的联系至今没有作出系统的探讨。 

    四 

    本书作者在8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探讨了基督教政治传统与近代自由主义的关系。作者提出，“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自由主义之所以产生在西方，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具体说来，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的传统有关。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孕育了自由主义的萌芽。它不仅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也是其赖以形成的母体。”作者从三个方面揭示了两者的关系：第一，自由主义把国家视为工具的观念和对政府不信任的态度源于基督教；第二，基督教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构成近代自由主义的基础；第三，基督教使中世纪西欧形成二元化的权力体系，它演变为近代自由主义区分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维护个人权利的观念和制度。丛日云：《基督教传统与近代自由主义》，载《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3期。这里提出了本书的基本思想，但由于当时对基督教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的了解都不够深入，所以只是对两者的联系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既没有对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作系统阐述，也没有对其与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进行完整的揭示和深入的论证。该文只能算是本书一个不成熟的纲目。 

    在1996年出版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同年修订再版)一书中，作者再一次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书末专辟一节对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讨论。那里虽然对该问题的论述有所拓展和推进，但终因篇幅所限，仍然只是涉及问题的冰山之一角。本文可以视为对前两项研究的继续与完成，也是对其留下的遗憾的补偿。 

    本文的首要目的，是对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进行系统的阐述。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由于国内目前尚未有相关的成果问世，所以，我们需要以较大的篇幅，梳理出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发展脉络。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的内在联系。从篇章布局上，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即分别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基础、消极国家观以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思想三个方面阐述其与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联系。 

    在对这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时，我们均从几个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入手： 

    第一，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逻辑联系进行分析。我们将会发现，前者为后者准备了思想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或引申。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主要是表层的变化，而在深层里，两者是相互贯通的。它们有共同的二元主义的思维方式，它们的理论内核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对两者的历史联系进行描述。通过对基督教二元政治观向自由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线索的梳理，找到两者相互联系的历史环节，粗线条地描述出历史发展的轨迹。 

    第三，跳出纯思想史的狭隘界限，借鉴当代政治文化理论，从政治文化嬗变的角度来考察两者的深层联系。基督教二元政治观和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理论，特别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但在我们这里，它们还是一整套政治信仰、政治价值、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的体系，即一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政治哲学只是它在理性层面的升华。所以我们挖掘它们的内涵，不仅停留在其自觉的层面，还要深入其不自觉的层面。透过变动和多样化的表层发现其相对稳定的深层继承遗传关系。当代国外史学界兴起了对“第三层次史学”即“心态史学”的研究。 

    学者们将历史分为三个层次：短时段史学，研究传统的事件史；中、长时段史学，研究经济或社会史；长时段史学，研究心态史，即人们的态度、行为模式和“群体的无意识”等。(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7页。)这种研究思路与我们对政治文化嬗变的研究有相近之处。这时我们会发现，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作为一种理论从整体上虽然被近代自由主义所抛弃或否定，但它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深层积淀，其基本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情感已经深深植入西方政治文化的基因中。通过政治文化的遗传过程，它融入近代自由主义的血液。 

    第四，引进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将基督教文化与其它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以及建基其上的政教关系模式的独特性及其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前一种方法的延伸。由于篇幅所限，这方面的讨论不可能充分展开，但它将为本文的基本观点提供强有力的根据。 

    注： 本书为丛日云先生的新作：《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一书的导言部分，该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为本年度哈佛燕京丛书的一种。全书25万字，定价19.80元。
丛日云：外在奴役下的内在自由——基督教对自由观念的贡献 

内容提要：基督教通过对人的二元解析，发现了人的内在世界并将其划归上帝的领地。它要求“外在的人”要服从世俗社会秩序，“内在的人”则独立于世俗秩序，只受上帝支配。它申张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拒斥外在国家权力的干预，这是西方个人自由观念的原初形态。内在自由是完整的自由的一部分，也是其由以生成的基点。它虽然在中世纪受到教会的桎梏，但在宗教改革后其本来意义又得以恢复。 

关键词：基督教 自由 内在世界 

贡斯当有一个著名理论，即认为古代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现代自由是个人自由。政治自由是对政治权力的分享，个人自由是对私人独立的保障。“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在表面上是主权者。”（１）虽然这一见解在哈耶克那里受到了争议，（２）但我们认为，贡斯当所说大体不错。在古典城邦时代，虽然出现过个人自由的萌芽，但在城邦整体主义社会结构中，它只是作为政治自治（民主）的付产品出现的，且命脉微弱，很快就凋零败落了。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现代的个人自由是如何出现的? 

一、人的内在世界的发现--从斯多葛派到基督教 

A.布莱克（Antony Black）指出，“将人的自由作为某种本质的要求和有价值的东西的观念”和“作为目的的个人自主的概念”能够在西方如此流行，并在社会、法律和政治思想上取得主导地位，有多种因素起作用，包括古典的遗产、斯多葛派的观念、罗马法思想和日耳曼民族的传统等。（３）但是，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也许给人们的观念带来了革命”。根据它的教义，基督已经既解放了人类整体，也解放了人类个体。基督的拯救使一个人从死亡走向新生。特别在保罗那里，拯救被表述为从罪中得到解放，“这意味着基督徒首先的和超越一切的是自由人”，他们获得了“上帝的儿子的自由”。（４） 

在城邦时代，所谓自由的核心是公民自治。（５）当专制的世界帝国取代了作为公民自治团体的城邦，公民的自由也随之丧失的时候，斯多葛派转身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寻求自由。（６）城邦时代公民的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当所有的人都沦为专制帝王的奴仆的时候，塞涅卡却说，所有的人在本性上都是自由的。他这里指的是人的精神自由和道德自由。斯多葛派将以往相互渗透浑然一体的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判然两分，从而肯定了人的内在世界的自由。在塞涅卡看来，奴役只有两种：外在的奴役仅涉及人的肉体，人的精神仍然可以是自由的；内在的奴役是人成为自己情欲的俘虏，这是真正的奴隶。所以，一个披枷戴锁的人可能是自由人，一个骄横的帝王却可能是奴隶；一个奴隶可能有自由人的精神，而主人却可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奴隶状态"中。在政治权力与公民集体的同一已然消逝，政治权力日益蜕变为外在的专横力量的时代，斯多葛派祭起人类的良知作为最高法则，任何人类的权威如果有悖于它都是无效的。 

基督教在此基础上，将人的内在世界划为上帝的领地，赋予其彼岸命运，从而将人的内在世界的自由“视为人类弥足珍贵的礼物和最高的目标”，（７）并赋予其在斯多葛派那里所没有的精神力量。斯多葛派的内在自由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奢侈品，而基督教却使它成为全体信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也几乎是全体国民--的生存状态。黑格尔曾说过：“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８）从“有些”到“全体”的转变主要是基督教带来的。 

虽然斯多葛派已经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和惟一宝贵的东西，将躯体视为灵魂的重负、枷锁和刑罚。要求克服情欲的搅扰，摆脱肉体的负累，使灵魂获得自由。（９）但斯多葛派的超越主义属于“内在超越”，即在人自身实现超越。它不依赖于人格化的上帝，而是依赖于哲学，依赖于智者的沉思活动和道德修为。这种内在超越主义没有基督教那种外在超越主义的精神力量，由此产生的生活观念最多是消极遁世，而不会导引出天国与尘世鲜明对立的出世的价值取向。所以它所谓的自由也只有消极意义，没有主动和积极的精神。真正使这种超越主义价值取向具有政治意义的是基督教。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很久以前，基督教曾完成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它从精神上把人从曾经在古代甚至扩散到宗教生活上的社会和国家的无限权力下解放出来。它在人身上发现了不依赖于世界、不依赖于自然界和社会而依赖于上帝的精神性因素。”（１０） 

二、基督徒的自由 

基督教的自由有二重含义：其一是免除原罪，灵魂得到拯救。保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自由的。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１１）对此L.斐尔德解释道：基督徒的自由意味着“免除由于原罪、死亡和诅咒而带来的邪恶，意味着拯救”。（１２）其二是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脱离外在秩序的独立性，不受社会关系的束缚和世俗权力的控制。在保罗那里，一方面，他劝诫仆人敬畏服从肉身的主人，并且特别强调从内心而非外表忠诚和服从。他说：“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１３）另一方面，又声称基督的信徒是重价赎回的，不是要作人的奴仆，而是作神的奴仆。这里，对外在命运的顺从接受与对人的内在尊严的强调并存不悖。要安于作人的奴仆，因为奴隶地位仅涉及人的外在方面和此世命运，不涉及内在世界和来世命运。（１４）但又不作人的奴仆，不仅是来世，而且在今世也不作人的奴仆。在涉及来世命运、内在信仰和精神生活方面保持着自已的独立，不作人的奴仆。不作人的奴仆，意味着作神的奴仆。作神的奴仆就是精神的自由。 

所以，基督教的自由是以对人的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的区分为前提的。“内在的人”（inner man）与“外在的人”（outer man）的关系问题在《新约》中就已进入基督教的论域。前者与上帝相联系，后者通过激情和错误与世俗世界相联系。艾戈巴德（Agobard of lyons）诠释说：“上帝命令人以其肉体互相服务，但他并没有允许任何内在的人（inner man）屈从于上帝以外的任何人。内在的人是自由的。”（１５）所以自由仅涉及人的精神世界和来世命运，与人的肉体和现世处境无关。早期教父提图里安（Tertullian）也说：“没有人生来为别人，这些人自身也是必死的。”“基督徒的头与基督一样自由，因为基督就是基督徒的头”。（１６） 

三、内在自由与外在奴役的悖论 

这里人们要问，当人的外在方面受到屈辱和残酷的奴役的情况下，要人们建立起对内在精神自由的信念和许诺给人们彼岸世界的自由有什么意义吗?我以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这样提出：彼岸世界的自由和内在世界的自由存在吗? 

当然，彼岸命运属于信仰的领域，对于不信者，彼岸命运是空虚无根的；但对相信的人，它却构成人的内在世界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对基督徒来说，终极目标的确定和对彼岸世界的信念构成他们内在世界的主要支撑。由于这种信念，他们对世俗社会秩序及其他们与这个秩序的关系就有了不同的态度。他们对内在世界尤其珍重，对内在世界的固守变得特别坚强。 

无论人是否有一个彼岸命运，人的确有一个内在的世界。在西方历史上，这个内在世界主要由于基督教的影响才浮现上来，并与外在世界判然分离。基督教将"内在的人"与"外在的人"剥离开来，肯定前者的自由特性，或不如说，使其得到自由。特别是由于将人的内在世界划归上帝的领地，使它具有了神圣意义。为上帝守住这个内在世界的独立（即自由），构成基督徒人格尊严的基础。耶稣教导他们说："那些只能消灭你的肉体但不能毁灭你的灵魂的人，毋需怕他；那位能够将你的肉体和灵魂都打入地狱的，你才该惧怕。"（２７）内在世界独立的意识使基督徒不可能再在宗教事务上接受政治社会的权威，精神和道德生活应该脱离政治权威而独立的信念使他们在头三个世纪里与罗马帝国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个冲突在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新的良心自由原则、内在精神世界不受世俗国家干预原则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冲突。而君士坦丁的"米兰敕令"则标志着世俗政府对这一原则的承认。（２８） 

别尔嘉耶夫指出，人的个性自由不能由社会赋予，就其根源和特征而言也不可能依赖于社会，它是属于作为精神性生物的人的。……人的不可剥夺的规定着社会权力在人身上起作用的界限的权利，不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是由精神决定的。"而基督教就发现和肯定了人的这种精神性因素。他说："如果没有上帝，没有高踞于世界之上的真理，那么人就整个地服从于必然性和自然界，服从于宇宙或社会、国家。人的自由在于，除恺撒王国外还存在着精神王国。上帝的存在在人身上的精神的存在中体现出来。……可以说，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是在人为争取自由而与自然界和社会的斗争中对人的内在辩护。……精神王国和恺撒王国之间的二元论，是对人的自由的完全必要的确认。（２９） 

别尔嘉耶夫是一个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者，他不是从政治学而是从哲学上定义"恺撒王国"和"精神王国"之间二元论的，在他那里，前者包含权力、国家、必然性、现世等与人的内在精神相对待的整个客体化世界。他认为恺撒王国与精神王国之间的矛盾关系比神权与世俗权力在中世纪的对立要深刻得多。根据别尔嘉耶夫，似乎没有基督教就不会有人类的自由，这里反映了他的偏狭的基督教立场。但如果把他的说法作一个限制，我们可以肯定，从历史上看，西方人的自由最早主要是由于基督教的影响而出现的，它的原始形式是人的内在世界的自由，即人的精神生活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无疑，这里的自由只是内在的自由，没有直接的社会法律意义。保罗的训诫在承认人的内在自由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外在奴役。他的思想是双刃剑，既可以用来缓解奴隶制的严酷，并推动对奴隶制的废除，也可以为奴隶制的延续提 供合法性。它的实际作用取决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实际状况。 

我认为，对外在奴役的接受并不能否定内在自由的真实性，毕竟人有一个内在的精神世界，它可以脱离外在世界而得到独立。（２０）内在的自由只是完整的自由的一部分，但这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其完整的自由得以形成的基点。在普遍奴役的世界里，或外在的奴役不可避免的世界里，内在世界最初构筑起抵御权力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里，养育了人的最初的自尊和独立意识。人的自由的感受和欲求就是在这里形成，并终将冲出壁垒，扩展其范围，达至人的整个领域。比较文化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没有对内在自由的承认和对终极目标追求的文化，发展不出对自由的强烈欲求。 

四、教会的僭越--内在自由丧失与恢复 

但这里的问题是，基督教从世俗秩序中为信徒争取内在自由，并将人的内在世界交给了上帝，而教会又在世间代行上帝的权力。结果，人的内在世界就从世俗社会和国家手里转交到另一个世间组织教会手里。教会被称为信徒的"挪亚方舟"。教父奚普里安（Cyprian）称："不论是谁和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他不在基督的教会里，他就不是基督徒。"（２２）教会负责人的精神生活，掌管信徒的来世命运。特别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它能够运用国家权力对信徒的精神世界实行强制。教会以精神自由的名义向世俗国家争取的自由是"教会自由"，而不是信徒的个人自由。教会在它的权力范围内对信徒的内在世界实行着最严厉和最严密的控制，它代表上帝对信徒的信仰和道德进行监督指导。中世纪末期的宗教裁判所握有不仅判断和惩罚人的行为，而且判断和惩罚人的意图的权力。其权力透入个人内在世界的程度是任何一个世俗国家都难以企及的。 H.J.缪勒在论述西方自由传统时指出："在西方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正统教会并没有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相反，它迫害犹太人、异教徒、异端分子、持异议者，基本上，只要它有权力，它就否定良心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打击非正统的科学理论和思想解放的代言人。"（２２）这样一来，基督教信仰为信徒划出的内在世界就被教会攫去了。 所以，基督徒并没有得到"内在自由"，所谓"内在的自由"只是相对世俗国家而言。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否定了世俗国家对人的精神生活和彼岸世界的干预，但教会从世俗权力那里争取自由，为的是拒斥世俗权力对这个领域的侵夺，保证教会垄断对教徒的精神控制权，从而窒息信徒的自由。直到２６世纪宗教改革后，教会控制人的精神生活的权力被否定，人的内在自由才真正实现。然而，宗教改革并非在基督教传统之外发起革命，而是从基督教自身的灵性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它从上帝的领地即人的内在世界中驱逐了教会，将其还给了个人。在砸碎了教会的枷锁之后，基督教的自由恢复了其本来意义。 

注释： 

（２）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２９９９年，第２７页。 

（２）参见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２８页。 

（３） Antony Black, Guilds and Civil Society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Methuen & Co.Ltd.２９８４,p.４２. 

（４） Antony Black, Guilds and Civil Society in Europe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p.４２. 

（５）有关希腊政治自由的解释参见拙作《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修订版），大连出版社，２９９６年，第２７６-２９０页。 

（６）黑格尔说："精神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乖离自己，但却是为了能够发现自己，为了能够回复自己。只有这才是自由。"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２９８３年，第一卷，第２８页。 

（７） Lester L.Field, JR., Liberty, Dominion, and the Two Swords: O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Political Theology（２８０-３９８）,University of Notredame Press,２９９８,ⅩⅢ. 

（８）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９９９年，第２２０-２２２页。 

（９）塞涅卡：《幸福而短暂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上海三联书店，２９８９年，第２２页，第２３８-２４２页。 

（２０） H.A.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４页。 

（２２）《圣经·加拉太书》，Ⅴ.２.；《圣经·哥林多后书》，Ⅲ.２７. 

（２２） Lester L.field, JR.,Liberty, Dominion, and the Two Swords: O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Political Theology（２８０-３９８）,ⅩⅦ. 

（２３）《圣经·以弗所书》，Ⅵ.５. 

（２４）保罗是以末世论的眼光看待人的现世命运的。"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圣经·哥林多前书》，Ⅶ，２０-２２.）因为"时候到了，一切都将过去"。 

（２５） See R.W.Carlyle, A.J.Carlyle, 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６vols. W.blackwood & sons,２９０３-２９３６,vol.Ⅰ.,p.２０２. 

（２６） See Lester L.field, R.,Liberty, Dominion, and the Two Swords: O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Political Theology （２８０-３９８）,p.２７. 

（２７）《圣经·马太福音》，Ⅹ.２８. 

（２８） R.W.Carlyle, A.J.Carlyle, 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 vol.Ⅴ.,p.４５３. 

（２９）H.A.别尔嘉耶夫：《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第３４页，第２２-２２页。 

（２０）自由主义思想家洪堡把人的"内在的生存"视为"构成人最固有的本质的东西"。威廉·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９９８年，第２７页。 

（２２） See Lester L.Field, JR., Liberty, Dominion, and the Two Swords: O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Political Theology （２８０-３９８）,p.３２. 

（２２） Herbert J.Muller, Freedom in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Dark Ages to the Rise of Democracy, Parper & Row. Publishers, ２９６３, p.５.

沈岿：暴力后的和解，为什么？如何可能？——读《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随感 

转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一、以正义为名的暴力　
　　2003年，举国关注一位惨遭毒打而失去生命的年青人，他就是孙志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口诛笔伐，终究让这一罪恶大厦轰然倒塌。一片废墟之中，几个同样年青的人，因为在受害者身上施加暴行，走进了铁打的监狱。在此之前，为了避免可怜的替罪羊现象，我曾经转托一位律师向受害者家属表达，是否可能由家属向法院请求，宽宥那些在威胁逼迫之下打人的，减免对其的惩罚。得到的回答，令我不寒而栗而又无奈感慨万分：“我恨不得他们个个被枪毙！！！”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第60个年头。在中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不知何时起形成一种惯例。一切的纪念日，但凡“逢五过十”，必定受到更多的笔墨渲染，以突显其意义。于是，以前早就有的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修改历史教科书、争夺钓鱼岛主权等等行径，在今年，频率更高地诉诸媒体；于是，民族主义情绪激发高涨，“抗日游行”、“抵制日货”，此起彼伏；于是，好端端、锃亮的本田、尼桑，经受了“凌迟”之刑；于是，应得国际法保护的、代表两国和平交往的日本驻华和中国驻日使领馆，分别受到不同形式的袭击；甚至，在足球场上，都能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嘹亮歌声，仿佛那亮闪闪的大刀真地在日本队员的头上盘旋。　
　　枪子儿、刀片，犹如海洛因一样，在四肢羸弱的人类身上，注入和煽动力量的意义与想像，象征地抒写着暴力。天下的暴力，不论变幻怎样的面孔，根子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以有形的物质力量，达到侵犯、损害、破坏的目的或强迫对方接受其意志的目的。只是，有明辨之士认为，即便如此，暴力因其目标之不同，性质有所差异。就如同战争、惩罚、报复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作为相伴相随之物的暴力，当然也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由此，暴力在意象上分为两极对立的阵营。一个阵营经常窝藏着形形色色的罪行，另一个则到处插遍正义的旗帜。对暴力犯罪的，如杀人、抢劫、滥用酷刑、种族屠杀、发动侵略战争等等，必须对之以关入牢圄、实施死刑等另一种暴力形式，才是正义的当然伸张。正义的流行观念之中，从来不乏“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的影子。　
　　二、“杀人绝不偿命”的宽恕正义　
　　只是，暴力犯罪向来没有单一的形式，其招致的惩罚之正义性问题也向来没有简单的答案。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杀人偿命”的古训依然以现代刑法作为载体传承下来。但是，这种同态复仇式的惩罚原则，不仅自古以来就会碰到像“他要杀我，我杀他是为了自卫”这样的有力辩解，而在实施中打上几个折扣。在当今时代，更因为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之盛行，它被某些国家以废除死刑的方式禁止了。　
　　废除死刑理念的信奉者，并非有意纵容恶毒的暴力犯罪，并非不尊重在这些暴行之下丧失的生命。他们在对废除死刑的法律投赞成票之前，多数是在假设，如果暴力受害者是其亲属，他们会或者应该以怎样的一种精神来对待凶手？抱着“死者已矣”的想法，他们选择了对既有生命的宽恕和尊重。即便杀人者是在道义上十恶不赦的、有可能不会悔改的罪犯，他们也宁愿给予其终身监禁的制裁，不愿意再次举起刑具，去结束更多的生命。或许，惨死在暴行之下的死者已经让“生者何堪”，再以伸张正义之名去消灭另一个生命，会让他们的内心“更何以堪”。　
　　这些人超越“杀人偿命”和“有条件的杀人偿命”的思考定式，走向了“杀人决不偿命”的反传统思维。由是，他们以非死刑的制裁方式来表达对罪行的不姑息，在“不杀”的意义上向罪犯本人和社会宣告对生命的尊重，克制浸染着铁与血意象的、在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仇杀文化。这是一种特殊的生命观和惩罚观，隐隐间，恍如穿过厚厚的云层，透射出神秘眩人的关切怜悯芸芸众生的耶稣之爱。　
　　不过，这并非《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一书着意刻画、分析的主题。该书作者，英国人安德鲁•瑞格比教授，关心的不是普通形式的个人暴力犯罪，而是一种以国家名义实施的、特殊形态的暴力犯罪；关心的不是更多基于个人生命信念形成的反死刑观，而是在各种价值冲突之中较为理性地寻求一种以“和解”为主题的、对待国家暴力犯罪的原则。只是，在暴力和宽恕这两个关键点上，反死刑的惩罚观和瑞格比教授的关切之间确有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　
　　三、结构性暴力和特殊犯罪者　
　　以国家名义实施的暴力和犯罪，在许多时候，表现为美国社会学家约翰•盖尔腾提出的“结构性暴力”。其中，与常规的个人暴力犯罪不同的是，很少有具体的、真正意义上的“犯罪者”。　
　　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区内，大部分人没有“绝对”地选择勇气、挑衅与抵抗，也没有变成“绝对”卑贱的通敌者。他们出于人性最原始之本能，主要关心如何生存下去，从而表现出“半通敌、默认、必要的屈服、中立主义、低调零碎的抵抗”等各种立场。当然，许多国家都有愿意与德国合作的组织和团体，如挪威的国家统一党、荷兰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比利时的“雷克斯运动”组织。但是，除了出于个人贪婪、虚荣或欲望动机的机会主义者，也有相当部分政治合作者，确信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自己所处的、急需激进变革的社会。此外，有与德国人并肩作战的军事通敌者，有协助德国人执行清除共产主义分子、犹太人计划并确信藉此可以保护同胞公众利益或特殊团体利益的所谓“有条件通敌者”，有接管犹太人生意、榨取苦难民众钱财、为赚钱而宁愿为德国人制造军需品的投机商，有自愿前往德国工作、为希特勒战争机器服务的成千上万工人，有白天为占领者工作、晚上帮助游击队的平民，有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的妇女。　
　　所有这些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力着侵略者或占领区傀儡政权的国家暴力。在这样的通敌或半通敌的结构中，他们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犯罪者”。但他们是怎样的犯罪者呢？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可能只是“办事员”，执行的是上级机关或侵略者发出的行动指令。甚至发出最初行动指令的上层官僚或侵略军首领，也是执行其有义务执行的相关法律或政策的“办事员”。他们更有可能是不亲历加害现场、不亲施加害之手的普通人，但却是在整架战争机器、种族屠杀机器和暴力机器中的一个零件或部件。他们是与受害者距离遥远的“陌生人”，是没有亲眼目睹受害场景而较少受到良知拷问的“冷漠人”，但他们很难将自己与暴力罪行完全摘清，成为纯粹的“局外人”。　
　　此类直接或间接地让国家的结构性暴力肆虐的“助纣者”，不仅于国际战争侵略者占领区内大量存在，更是普遍散布于各种形式的国内极权治理甚或内战的时代。1940年代西班牙佛朗哥执政早期清除政治异己的恐怖统治，1960、70年代拉丁美洲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军人专制统治，二战结束直到1989年之前欧洲东部和中部前社会主义国家以秘密警察和安全机构无孔不入为特征的专制，1990年以前南非实施的白人对黑人全面统治的种族隔离制度，1970到80年代危地马拉内战涉及集体大屠杀，死亡、失踪事件发生最多的时段，1990年代早期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火纷飞和种族清洗，1994年卢旺达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和灭绝。在所有这些充满着血腥杀戮、残酷迫害事例的年代里，令受害者、牺牲者以及幸存者感觉心悸恐怖的，就是那种无所不在的暴力网络，以及撒网者的不计其数和隐踪匿形。　
　　试想：如果你有一天被秘密警察或军人带走，未经审判或经过一种形式上的审判（结论事前内定、程序走个过场、法官接受指令），而后入狱多年，突然在另外一天，你从有关档案材料中发现，告密并致使你锒铛锁身的，竟然是交往很久的邻居、朋友、同学甚或亲人。你会不会感到，自己所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布满“监视眼”的穹穴，让你无处可逃？或者，一天早上，你和家人正在平静地吃早餐，突然冲进一群手持武器的人，对着你的家人就是一阵扫射，在枪子底下偷生的你，事后知道他们既不是仇家也不是出于打家劫舍的目的，而是因为你们一家所持政治观点与他们的不同，或者是因为你们一家与他们来自不同的族群。你又会不会感到，自己所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设计精密的人造机关，哪儿不留神就会触动它对你的致命一击？　
　　这样的令人恐惧的结构性暴力，并不只是在中国之外的土地上发生过、发生着，我们这里也同样发生过、发生着、预计未来还可能会发生。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的日子，被誉为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曾经“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演绎过一出出不堪阅读的人间惨剧。惨剧的制造者是“早上点钟的太阳”——中学生，受害者是只有那个时代才存在的“牛鬼蛇神”——教师。暴力曾经这样进行：戴高帽、拳脚、棍棒、鞭子、铜头皮带是司空见惯的；跪进抽屉、用火钩子毒打；火烧头发、给女教师剪“阴阳头”；逼着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跪碎石；在脖子上套绳、骑自行车牵着跑；往嘴里塞污物、强迫喝痰盂水和脏水；在额头上扎图钉；用沸水浇身；丢进喷水池淹死；殴打尸体……。暴力不仅在北京，也在南京、上海、西安、武汉、天津、厦门、广州、重庆、泸州、常州、绍兴等许多地方蔓延。受害者曾经这样：遭受各种凌辱、身体器官严重受伤、毒打致死、精神失常、失踪、自杀……。　
　　2003年，一个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以维护城市秩序、对违法犯罪行为防微杜渐、对流浪乞讨人员给予救助为宗旨，以临时羁押和遣返回家为手段的制度废止了。尽管这个制度的宗旨和手段后来都受到一定的诟病，然而，引起更多愤懑、怒火与谴责的是，在它的实际运转当中，发生了无数的殴打、失踪、死亡以及几乎成为惯例和常规的“交钱放人”。甚至，迄今仍未曝光的，还有令人发指的逼良为娼、强迫苦役、贩卖人口、器官黑市交易……。　
　　四、暴力后选择与为什么和解　
　　任何侵犯他人正当利益的暴力罪行，都应得到相宜的惩罚；任何被损害、破坏的人类交往正当关系或准则，都应得到相宜的补救和恢复。这就是西哲亚里士多德阐述的“校正正义”原则，也能够在中国民间俗化的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得到共识，尽管佛教的因业报果并不一定在现世，可能会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轮回交替中。然而，什么是相宜的惩罚，什么是相宜的补救和恢复，始终是困扰人类世俗社会制度建构的正义难题。　
　　结构性暴力下的幸存者以及惨死或失踪之人的家属，在身体或心灵方面注定遭受了极大的创伤。似乎惟有像对待普通暴力罪行那样惩罚施暴者，才能轻抚永远留下的伤口以减轻痛苦，才能伸张正义、让人们重新生活在正义的秩序之中。可是，在以上列举的暴行历史之后，多数国家选择或最终选择了一种和解的立场，即便其中的一些国家在开始时候曾经选择报复、惩罚和清洗。尽管和解的方式存有不同，但皆表现出：以面向、展望未来和平生活的姿态，去对待过去的结构性暴行。　
　　之所以选择和解，原因是复杂的。反向观之，也许是因为单纯报复、惩罚会遭遇以下问题的挑战：　
　　1、“办事员”问题。即直接施用暴力的人，往往是暴行决策链条上的末端，往往是不执行即将付出自我或家庭利益代价的普通人。他们本应承担较轻的、次要的道德和法律责任，但在报复惩罚的过程中，经常是他们首当其冲地站在被告席上。这些人具有一定的规模，又各自牵连着家庭，全面清洗不仅会带来正义困惑，更会引发社会的震荡。　
　　2、“莫须有”问题。结构性暴力中的特殊犯罪者是很难计其数的，对这样的人群进行报复和惩罚的行动，可能会转变为另一种运动。而任何群体性的伸张正义运动，都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即便是通过正当的法律过程，去澄清事实、辨明是非，也会出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现象。清洗污点可能成为党派斗争的武器。更何况，设若报复和惩罚犯罪者成为时代强音，民众心态就会受到这种话语控制，非经法律过程的私力复仇或“自我正义”，就有可能层出不穷，“莫须有”的罪名枷锁也同样会随意套在许多人的身上。　
　　3、“局内人”问题。结构性暴力中的许多人，可能并非直接实施暴行的，但人性中极为自然的懦弱、胆怯、自私、自利一面，往往使他们在无所不在的暴力网络面前，远离公共领域，只关注私人生活。“莫谈国是”、“莫谈政治”即为一种典型的表现。而这种远离不会减少结构性暴力，反而可能使其有恃无恐。就如同民主化以后捷克总统哈维尔所言：“他们必须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出好像是认同了这个体制，至少必须在沉默中忍受……他们必须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不需要承认谎言，只要接受在谎言中的生活就行了。因此，作为个体的公民，他们确定了这个体制，顺应了这个体制，建造了这个体制，并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只是受害者，因为旧制度是我们大家共同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将过去统治我们的人统统推上审判台，因为这不仅不正确，而且将剪除我们也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几乎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同谋和合作者，如果罪责具有普遍性，谁又能够理直气壮地祭起正义之剑呢？　
　　4、“新冲突”问题。大面积的清算可能带来新的社会冲突。旧体制下有污点的官员或军人（尤其是后者），可能会在威胁其人身的清算面前发起反攻，形成再次甚至多次的政治动荡或内战；私力复仇或自我正义的蜂拥而起，会使得在旧体制下稍有“失足”的人皆有危机之感，许多人未经公正审判而受到惩罚，新政府可能难以控制这样的社会冲突和暴力文化；政治派别为团体利益，以清洗旧制度为名，操纵法案制定和审判过程，“校正正义”会变质为党派斗争。　
　　当然，结构性暴力之后倾向于报复、惩罚和清算的，不止带来以上所述的问题。只是，所有问题的效应似乎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不利于和平秩序与新制度的塑成。　
　　五、和解如何可能　
　　和解的选择，或多或少地牺牲了“正义”。因为，作恶者没有受到相宜的惩罚，受害者或其亲属没有得到相宜的物质补救与心灵慰偿。如何实现敌对、对立关系的溶解，让受害者或其亲属能够承受正义未得完全伸张的痛苦，使社会大众能够在一种和解文化之中共同缔造未来，又能承认新政权在重建正义制度方面的可接受性？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得到正当解决的问题。　
　　有一种方法，可以在暴力之后，让人们更多关心未来制度建设，而不再追究或深究过去的是是非非，甚至很少揭露过去，社会由此至少形成“表象上的和解”。这就是忘却或集体性失忆的方法。西班牙后佛朗哥时期的政治选择、中国“文革”之后的政策，尽属此例。在西班牙，“佛朗哥已经在集体性记忆中消失”，1992年，“只有不到一半的青年人认为佛朗哥主义是一个‘错误’”。　
　　在中国，尽管人们对“文革”并未完全失去记忆，言谈间，还经常把当前的经济落后归因于“文革”，但“文革”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路线的失误或错误，残留在集体性记忆中。“文革”期间的暴行，从未全面地、真实地得到曝露，更遑论惩罚与反思。看上去，社会大众似乎很快在一种舆论控制之下形成了共识：那是一场由“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错误制造的浩劫，主犯已然受制裁，其它的细节就既往不咎了。类似的忘却或选择性记忆缺失，还发生在其他领域，例如对收容遣送制度下罪恶行径的遗忘。　
　　忘却或集体性失忆，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很难对此给出绝对的“是”或“否”。忘却或集体性失忆，在不属于受害者及其家属、身心并不为此切痛的多数人那里，可以很快地成为现实，从而使“面向未来”成为压倒性的选择。在习惯于很快地忘记痛苦、寻求新的快乐平静生存状态的人们那里，少数人的痛心、哭泣、申冤，可能只会在个别的交流环境中换来惊讶或同情。甚至，受害者及其家属在社会的压倒性选择面前，也不再刻意记忆痛苦过去。旧制度之下的作恶者和受害者或其家属，似乎很快地达成了一种“和解”。　
　　然而，也有学者评论西班牙民主化过程时尖锐指出，“‘宽恕和忘记’有时被描绘成变革的实质，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受到审判，也没有人被判定有罪。既然没有罪犯，也就谈不上宽恕，它只是一种忘却。”瑞格比教授所倡导的和解文化，也以真相的揭示作为核心价值之一。让真相湮没在人为的历史扬尘之中，让大众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与过去说拜拜，似乎算不上和解。　
　　在西班牙或中国，无论忘却或集体性失忆是否可以视为“和解”，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它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佛朗哥政权发展了一种躲避文化，促使人们从严酷的现实躲入虚幻的王国，不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问题。这种个体化的反应，即只注重个人和家庭不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促进了60年代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将自己关闭在自我狭小的天地里，是一种完全能够理解的行动，其结果是市民社会的消失，没有工会、社团、利益集团和反对党。……政治精英在处理过去遗留问题时，并不需要顾及大众的反对，……也几乎不存在组织完善的压力集团来提出质疑和反对的意见。” 在当前的中国，完全可以发现与此相当类似的现象，尽管一切皆在变动之中。　
　　与忘却或集体性失忆这种有争议的“和解”方式不同，在拉丁美洲、东欧、中欧、南非以及其它发生过结构性暴力的国家或地区，曾经尝试另外一种样式的和解。尽管各地有诸多的不同，但似乎都显现了瑞格比教授所言的四个核心价值：　
　　－和平。承认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隔阂、分歧和冲突，为死者报仇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和平的局面必须得到充分保证，使社会经受得起揭露过去伤痛所引起的波动。　
　　－真相。认知他人的历史真相和忧伤，正视自己在历史上的问题。为了大众不再被束缚在过去之中，受害者的真相应当得到聆听和确认，他们的痛苦、创伤和损失应当得到适当的承认。不同形式的“真相委员会”应当组成。揭露真相的性质和程度，主要由当时各方力量的对比决定。　
　　－伸张正义。当新的民主制度足够稳定，不再害怕被颠覆时，对作恶者的曝光、羞辱和惩罚，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以使他们为他们的罪孽付出某种代价。尤其是对首恶，不能太过姑息。受害者或其家属应当得到某种形式的赔偿。这是基本的正义，新的政权必须宣扬和实践它。但是，以牙还牙的报复正义不应扩大化，更不能以寻找替罪羊的方式展现出来。　
　　－致歉和宽恕。为了缔造和分享共同的未来，作恶者应当对过去的罪行表示忏悔，向受害者或其家属致歉，从而让痛苦往事不至于经常浮现而折磨良知。牺牲者或幸存者有宽恕的特权，如果行使此种权利，“他们就可能摆脱过去，使自己成为更完善的人。”承认作恶者符合人性的一面，在谴责他们所犯罪行的同时，减免对他们的有形惩罚。　
　　这样的和解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它没有掩埋历史真相，没有让人们在患上失忆症之后寻求失忆的快活和平静，没有完全放弃校正正义的实现，没有遗忘和不管不顾少数人（受害者或其家属）的痛苦。由此，它可能更有利于阻遏历史的类似循环发生，因为，没有记忆的人群永远不会做到“吃一堑，长一智”，同样的错误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下一代、下下一代重犯。　
　　在国际上，我们在许多时候都可以看到，德国政府是如何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寻求与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真正和解的。在国际上，我们其实也正确地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种观点：惟有承认侵华和屠杀真相，为历史上的罪行致歉，并给予历史受害者以适当的物质赔偿，才能得到宽恕与和解。　
　　那么，在国内，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曾经、正在或未来还有可能发生的国家暴力呢？　
任不寐：文化义和团运动与现代极权主义
 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关于义和团运动似乎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他们把疯狂、愚昧、极端民族主义、暴力激进主义等判词基本恰当地放在了那些与政府互相利用反对洋人、特别是反对基督教的农民身上。然而，正是批判农民义和团运动的这些知识分子，20年之后，发起了一场目的大同小异的文化义和团运动，这就是“非基运动”。这场运动为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提供的全部思想渊源，它先使国民党1928年背叛了基督徒孙中山领导的民主理想，转为军事独裁政党，后为中国极权主义运动开辟了文化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赢得了惩罚，其后在台湾，特别是在大陆，这些非基运动的主干或其继承人，当他们疯狂、愚昧、极端、暴力地赶走上帝之后，自身首先沦为恺撒任意践踏的文字奴隶。
一、“非基运动”是文化义和团运动
“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大会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徳（John R-Mott）主持，有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参加。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3月19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国共两党知名文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同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而 4月4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4月9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无兴奋地总结说：“长达6年的非基运动，把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在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和团体，如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社会名流、知识精英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批评。” 就象前面的名单所显示的那样，反对宗教的态度不是“无产阶级作家”特有的，它是整个时代的共同观点。“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青年接受西方反宗教作品，如笛卡尔、伏尔泰、孔德、达尔文的著作，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自西方的学者则热衷于成为杜威和罗素的学生。留学英国的北大教授、科学家王星拱认为：宗教障碍科学发展，宗教有根本的缺陷。胡适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科学万能而非上帝万能。”事实当时是进化论领导一切，因此达尔文战胜了宗教，而胡适和陈独秀联合起来有战胜了达尔文。
“非基运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920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李大钊、李石增、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遇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1921年他们信询巴黎一些知名教会，讨教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历史学家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等人答复：说宗教对原始人也许需要，但对现代人已经全然不需要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学，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 在这里“坚定的无神论者”恽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钊一样不可忽视，这位作者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怀疑论》（1915）、《论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观》（1921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任听外国人自由办理。” 

非基运动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归功于于进化论迷信，也得益于民族主义思潮对心灵的占有。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义——前者提供了科学合法性，后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非基运动是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联合在一起的。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事件”使运动从知识界变成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同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中国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的演讲，两人尖锐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和“圣约翰大学事件”，使“收回教育权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和激进化。当时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运动继续高涨，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1927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 

有人总结说：“收回教育权运动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反对外国教会对中国教育主权侵夺的一场带有民族意识觉醒性质的正义运动，其发起人和领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代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及广大工农群众也积极支持了这场运动。”这一总结从事实判断上大体是不错的。但我们也可以对这一事实做这样的阐述：当时而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这一运动，惟恐追之不及，向来文人相轻、党争惨烈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终于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表面上是通过向强大的帝国主义咆哮来完成的，而实际上是通过向软弱无力的在华教会扔石头来实现的。这一壮举事实上也是知识分子发扬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这一实用主义传统的结果。不过这一奇迹并不彻底，就在几乎所有的知识精英丧失独立性的非基大潮中，就在基督教知识分子也被迫发动“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以驯服于多数暴政的时候，北京大学周作人、钱玄同等五位教授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他们坚持信仰自由原则反对非基运动。这五位知识分子捍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誉，尽管他们的态度因恐惧是有调和倾向的。
陈独秀在“非基运动”中态度变化特别具有代表性，它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求真”和“求善”两大问题上的尴尬处境，也说明了在战争状态中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所能达到的高度。陈独秀1920年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它应该为这位学者赢得更多尊重——“凡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上败坏了。基督教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我们“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支配中国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的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这两种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替代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尽管陈把美育和宗教混同在一起表示重视，但他关于宗教的看法是难得可贵的。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更引人瞩目的是，他对包括庚子教难在内的非基运动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这些事件）“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们中国人回顾以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横蛮！”（《基督教与中国人》）。当然，陈独秀不是唯一对近代教案说公道的话的人，另有人在评价1870年天津教案是说：“那次教案之起因完全是由于我国之迷信过深，我国人始终未能明了教会中人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以致一般民众都会相信教会中人领去收养的孩子其实都是骗了去挖眼珠以供药用和宗教礼节之用的诬陷之词。这种胡说甚至远传至广州。这种谣言在天津越传越广，以致中国人民大为愤怒，顿时集成暴众焚毁和捣毁了许多所教堂、医院和孤儿院，并杀害了好几个女教士。”（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之历史》，1939年）事实上陈不仅为自己挽回了荣誉，也为民族挽回了荣誉。但遗憾的是，随着20年代非基运动愈演愈烈，他开始转变同情宗教的立场。1922年他”开始用唯物史观解释宗教起因”，但仍较为平和。他的疑惑是属于神正论方面的疑惑：“一切世界人类，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为什么又要造许多有罪的人。既要使世界和平，却又养育了许多乱世的元素，这又何苦呢！”（《宗教问题》）那时他还主张宗教讨论学术化，反对用群众运动“扫荡”宗教，只是从政治立场出发主张收回“教育权”。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最后开始接近李大钊等激进派的思想，并站到了“非基运动”的前沿。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精神悲剧。
在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联合反对基督教的同时，宗教界似乎更多地反对前者，要求尊重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同时反对民族主义，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却没有被胡适一派所注意的现象。早在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宣布民族主义是天主教教育信仰传播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有传教士说《但以理书》中巨人的半铁半泥脚就是工农联盟，将来要被砸碎；《启示录》中的蝗虫和红马就是轰炸机和共产党，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它杀戮。更重要的是，是教会最清醒地看到了政治取代宗教所造成的人类危机，并预言了乌托邦运动的灾难性前景。美国传教士龚斯德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书中说：“要胜过共产主义，唯一的方法，乃是基督教的天国，先入为主。”“中国的前途，是建筑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呢，还是建筑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在中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竞争，其影响所及，约占人类的四分之一。……我们必须要天国主义去对抗共产主义，超过他们的主义。”也许正因为这一认识，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1946年7月任驻华大使。1948年全国协进会发表《致全国信徒书》，称“教会不愿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基督教“承认每个人有绝对的价值，教会应当对剥夺人自由的政治行动提出抗议，对牺牲个人以维护阶级利益的任何残暴提出反抗。”，这里，教会几乎说出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全部经典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内战爆发之后，美国加紧了在华传教的努力，如1948——1949年美国增派大量传教士，“以使中国社会增加与共产主义不相合的精神因素”。中华圣经公会1949年动用了12架次飞机，将总重100吨的圣经运往即将解放的华中和西南地区。为了便于分散隐蔽，传教士提出教会的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教会进入家庭——这事实上是“家庭教会”产生的最早根据。
也许正因为如此，彻底实现“非基运动”目标是在1949年以后。1950年5月北京、天津部分新教人士拜访了周恩来，提出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后改为“三自爱国运动”）。随后吴耀宗负责起草《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文件（“三自宣言”），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该宣言及1500多人的签名名单。1951——1953年，中国公安部把外国传教士陆续递解出境。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吴耀宗任主席，吴贻芳等为副主席。1950年四川广元天主教神甫王良佐等500余天主教徒发表《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各地“纷纷响应”。1957年中国天主教在北京召开第一代表会议，通过《坚决摆脱梵蒂冈的控制，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决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皮漱石为主席，李维光等8人为副主席。1949年后，梵蒂冈不承认中国政府。公使黎培理在南京反对无神论，1951年9月4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其驱逐出境。1952年梵蒂冈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公函《开端，我们切愿声明》，称中国发生教难，要求中国信徒信从罗马。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致中国天主教会通谕》，谴责中国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上海主教龚品梅发言“反对总路线”，他说“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1953年全国逮捕数十起天主教“间谍案”。1955年龚品梅在上海被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摧毁”，“许多教友都起来纷纷揭发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罪行（1951年控诉运动）”（《中国天主教简史》）。官方学者接着说：此后，中国教会“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上迈进”，但这位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在“三自运动”中，在“镇反”、“反右”和“文革”中，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年代的恢复中，那些“宗教爱国人士”和“不爱国宗教人士”是如何迈进监狱和劳改营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宗教历史一直空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一个巨大遗憾。
“非基运动”到这里取得了彻底胜利：政治取代了宗教。但与此同时，制度主义也葬送了自身——公正和自由同时丧失。换句话说，“非基运动”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宗教的同时也消灭了自由。但结果是政治激进主义归来，威权主义以最鄙俗的方式站在上帝的位置。因此也许这个时代要对其后的无神论专政负责：“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Act 3:14）中国人民自己争取到了专制，也许不该抱怨。
        二、鲁讯和胡适，尼采与杜威
        蘇文峰先生在《中國基督教會史》中谈到，非基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基督教存在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是消灭论，第二是取代论（尤以蔡元培“美育代宗教”为代表），第三是选取论（如陈独秀主张吸取基督教中爱的文化因素），第四的二元论（世纪上是在宗教上采取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到今天为止，这些观点仍然统治着中国知识人的心灵。不过我以为，总的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关于基督教的集体表象是非基督教的，这可以从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两位知识分子——鲁迅与胡适——所代表的思想上得到验证。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国学的遗老遗少，就不同程度地是鲁迅与胡适的传人。有趣的是，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鲁迅与胡适是反对专制、崇尚自由的文化巨人，甚至连国学最近也站出来扮演“自由引导人民”的文化旗手的角色。然而，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在非基督教这方面，以上三种思潮是共同一致的。如果基督信仰是民主之根和护理者，那么，与人们所信奉的正相反，鲁迅与胡适及其传人，不过是中国反自由思潮的文化奠基人。国学、鲁迅与胡适，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上，培育了毛泽东主义及其对中国心灵的统治。
        基督教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神，祂是至善而公义的，超越世界又在历史当中。这种历史观弃绝了把历史视为偶然性神秘作访的那种存在主义观点，也弃绝了把历史视为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它也超越了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汤因比的理论无法看见挑战应战的起源、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及其限度。这种神导历史观当然不是主观主义的随意解说，而是建立在客观真理——即神通过圣经这一特殊启示清晰明白地展示给人类。这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通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耶稣，启示人类面对所谓挑战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应战”方式承担责任。顺应神的人或邦国将得荣耀，弃绝神的将被弃绝。基督信仰确立了人的自由和责任，并为人类指明了通向解放和永福的“反应”方式（这里我们不谈神秘的预定）。这种简单清楚的启示丝毫不差地印证在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上，而我们用之来审视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史，你会发现神是信实的，祂从不说谎。
       在世界范围内，十八、十九世纪是人类理性胜利的世纪，启蒙主义、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从不同方向上宣布上上帝死了，于是巴别塔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上演。启蒙主义把人视为神，这些世俗神祉在砸碎教会的同时将法国置于革命的恐怖之中，之后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统治。达尔文把生命问题转化为“一个临床问题”，人的价值仅仅是昆虫价值的某种放大。马克思、尼采和希特勒在启蒙之神和达尔文的无翅昆虫中发现一群优秀的品种或个体，他们可以通过杀人的方式建立此岸天国。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这个天国是内在的，人的价值在这内在“价值”的目标之下是无意义的，或者只是相对主义的。
        希特勒和共产党人是18、19世纪“非基运动”在20世纪的具体实践者。希特勒是尼采的传人。尼采认为“巨人”应该是“一群掠夺的兽，为一征服和支配人的人种。”根据尼采和希特勒的说法，日耳曼民族是被基督教所腐化的，“这辉煌的统治种族之所以腐化的原因，第一是被天主教对女性美德的赞扬，第二是被清教徒和改革派的平民典范，第叁是因与劣等的民族通婚而造成的。”尼采悲哀的说：“如果耶稣从未来过，我们‘奴隶道德’的腐败就不曾进入人类当中了。”希特勒说∶就历史来说，基督教不过是一个犹太人的宗派。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按逻辑来说，基督教那种如奴役一般的伦理也必须被灭绝才是。为了德国人民和世人，我一定要知道何时该用一些自由人和像神之人的图画，去面对这个来自中亚奴隶式的伦理。它不仅只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问题，更是全人类的大事。我们在对抗的是人类所带给自己的最古老咒诅；更是在对抗人类被扭曲的最正确本能。啊！这位沙漠之神、这位发狂、愚拙、充满复仇的亚洲暴君，竟敢用他的权谋来制定律法。……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中了那毒，而那毒泻除了人类自由和奇妙的本能，并且将它们降低至像狗般的丑陋层次。”

        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结果是，大约一千六百万的人民丧失生命（六百万犹太人和九百万至一千万其它的人。其中大部份是基督徒）。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类似的悲剧同样发生了——在中国，有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们都纷纷抱怨说，20世纪是人类遭遇战争和屠杀最残酷的世纪。这种惩罚也许可以在19世纪的“非基运动”中找到根源。美国一位著名的牧师说：现代人拒绝神才是20世纪凶残特质的主因。他转引一位哲人的话说：“十八世纪圣经被扼杀；十九世纪神被辱杀；廿世纪人被残杀。”二个世纪以前，在所谓的启蒙时代，人对圣经的信心开始瓦解。接着一世纪之后，人对神的信心也瓦解；到了廿世纪，这种错误的思想达到顶峰，终于导致恶果——人类遭致前所未有的大屠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位美国牧师说：当你贬低上帝时，你就是贬低了人类的生命。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杀一只蟑螂和杀一个人或百万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没有对神的敬畏就不可能有对生命的敬畏。人类是什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创1：27）人是至高神的孩子；他的生命赋有上帝所命定的目的与任务；他注定要与造物者永远同居天堂。但非基运动的人则认为：人是复杂的动物，和猩猩有关，从最原始的流液，经过分子和氨基酸偶然串联，而从古老的深海中冒了出来，爬上树，然后再从上面下来，人是猩猩的表亲，和天竺鼠、老鼠也有远亲的关系。另外一种观点正相反，他们认为人就是神，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某些人是神，而这些神拥有杀人的正当性。
    我现在正在一个福音团契里侍奉，有一次我给这些慕道的朋友讲克拉玛伊大火烧死几百名儿童的悲剧。一位朋友很不理解，她反对我讲这些已经过去那么多年的旧事，而且显然有损“民族尊严”。我相信这位朋友以后会改变她的想法。一个对基督教真理缺乏全面了解的人不可能理解生命的价值并明白爱人如己的教训。在教会中，有一些“信徒”声称爱神，却不爱人，“民族主义”等偶像在他们那里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我在网络上每天记录中国非正常死亡案例，目的并不是要把中国的丑恶公布给世界，而是把基督教尊重生命的观念展示给国人。今天，中国几乎每天都发生一些矿难，无数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整个国家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从官方的相关报道就看得出来），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一个世纪之前，一位法国的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修正他们说：“矿坑中最宝贵的是矿工。”这一种对人类生命的观点，是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的。今天，当普通中国人抱怨数不胜数的生命灾难的时候，是否想起20世纪初那两场灭神运动了呢？谁不在其中呢？我相信这种判断：在基督出生之前，这星球上的人命是极为不值钱的。在受基督教影响之前，人的生命是可以被牺牲的。即使是今天，在末被基督或基督教打动的世界各地，生命都仍是极不值钱的。在信仰基督的社会，杀婴和弃婴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会在这地球上和中国开始设立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基督教响应耶稣的教训（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马太福音19章 14节）让孩子在人的心中重新获得重视。透过祂的教会，耶稣终于了结了杀婴之事。祂解放了奴隶、尊重囚犯、残障者和妇女。祂在这世界上建立了医院、学校，慈善机构、和秩序。在受到基督教影响之前，女人的生命也是相当没有价值的。这些人是谁呢？她们就是我们的母亲、姐妹和女儿。可悲的是，今日拥护女权的人并不将之归功于基督和基督教，或者她们对此完全无知。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比较尊敬老年人的民族，不过也是在基督教传入后，才开始有为老人家盖养老院的观念。在“黑暗”的中世纪，整个社会都在帮助穷人。1855年，“纽约观察者”(the New York Observer)报导道：“无信仰者大声疾呼它的博爱主义，但是却是由宗教在执行这项工作。” 是的，在基督来临之前，人命是十分卑贱的！没有基督就没有良善可言。
        因此我们在鲁迅和胡适身上看不到爱。他们拥有的是深刻的仇恨和逻辑力量。鲁迅是中国的尼采，他与毛泽东在精神上是血脉相连的，这一点毛没有夸大或者说谎。“巨人”观念是一种精神病，但它是为人的骄傲服务的。它需要给人仰视超过需要别人的解放。他甚至可以贩卖抒情和苦难来赢得骄傲，但当这一切不能成就的时候则转化为巨人的孤独和仇恨。我们今天在鲁学的传人中都能看见这种精神病症。这种巨人妄想症从老子和孔子时代就成为中国心灵最大的精神枷锁。胡适代表了中国精神另外一种极端，其本质同样是骄傲，或致命的道德自负。胡适所为的“不朽”只有在有神论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只能解释为“我想不朽，我想故我在”这种语言游戏。胡适对中国非基运动的“贡献”不低于鲁迅，而且近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值得稍加分析。
        尼采之于鲁迅，无过于杜威之于胡适。从杜威那里，胡适给中国人介绍了一个不真实或者歪曲的美国，而这种美国观念，今天仍然统治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这个世界仍然是美国中心的，如果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美国式民主，那么胡适对中国心灵的影响要远超过只是到过日本的鲁迅。杜威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第一位会长。他是签署第一份人文主义者宣言的人，他不信基督；事实上，他觉得基督教是美国公立教育制度中最需要解决的一大困难。杜威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通过胡适等人对中国的影响更大。这有历史上的原因。杜威发挥影响的时候，正是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时候，在他之前和之后，中国人没有机会了解更多的与杜威思想完全对立的美国精神。人们也只知道杜威对教育的贡献。但他们不知道，在杜威之前，美国在二百多年间的基督化教育之下，全国只有百分之四的文盲比率，而今日公立和渐增的世俗化教育下，文盲比例是百分之卅二。杜威的美国，更准确地说，胡适的美国，不是真实的。或者不是主要的美国。
        另外一位影响中国非基运动领袖人物的是罗素。罗素是一位反基督教人士，也是当代杰出的哲学家。他写了《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一书被非基人士反复引证。但是，人们可能不知道，罗素曾说：当你接受进化论科学思想时，生命就是无意义的。那么到底他为什么不相信神呢？是因为科学和哲学证明神的不存在吗？不，乃是因为神的道德观念和他的罪相抵触的缘故。罗素结过数次婚，也离了数次婚。一位判决允准他妻子求去的法官说，他是一名无赖，没有一个通奸者会做出那种通奸的行为。他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拒绝悔改，而神的道德观念和他的罪抵触。 

        但人们必须明白，那种专制主义心灵，或者说儒家传统给人的“致命的道德自负”，无论在鲁迅身上，还是在胡适身上，或者在“国学”身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政治自由的逻辑起源是人的的普遍原罪，有趣的是，在中国，各方非基人士反而把自由的根基建立在人的完善或者尊严上，这对于胡适等欧美派知识分子来说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鲁学、胡学和国学最近的争吵，这场文化界的三国演义通过“郑家栋事件”而颇具影响。
        首先我们看到，郑家栋出事了，文化人兴奋了。换句话说，一个文化人出事了，千百个文化人站出来，这种现象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儒者气象”除了通过自我陶醉来表象以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对“堕落性事件”的高谈阔论和见猎心喜来显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和智力优越感——谦卑及宽容，或者意识自己不过也是一个罪人（甚至在法律上或所谓舆论上），这种基本的宗教看见是从来没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与人民群众一样兴奋乐于用石头把抹大拉的玛利亚砸扁，她还要利用这种痛击或参与群众暴政，同时使自己在别人的尸体上跳舞，或者借着别人下落上升——我与群众比起来是多么的高屋建瓴，特别是我与那个墙倒众人推的可怜虫比起来多么的圣洁无暇。
        “郑家栋事件”首先当然是国学派的丑闻，但知识分子的反应尤其耐人寻味。徐友渔先生可以视为胡适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及时发表了《“郑家栋事件”与儒学无关》一文（原载世纪中国）。但这一评论属于“看上去很美”，想起来却可爱的那类。徐先生正确地告诉读者说，郑家栋事件本来不值得成为事件，因为个体性的事件或“私人问题”与学术批评无关。然而，对于这个不值得成为事件的事件，徐有渔先生还是把它写成了事件。这只能说明，徐有渔先生是高度重视“郑家栋事件”的“工具价值”的。在这种虚己的重视中，“私人郑家栋”与“私人徐友渔”被黑白分明地分割开了，“私人徐友渔”与“私人郑家栋”不仅在道德上高下立判，而且“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还要告诉公共领域，对“郑家栋”这样道德堕落的私人（或者道德阶级敌人）进行关注，完全是不值得的。
        相对来说，崔卫平的道德文章（《把儒学从儒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原载《新京报》）可能属于鲁学范围内的文字（当然她自己肯定反对）。崔女士通篇文章重复了以哈维尔的名义鼓吹毛式“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习惯，那种道德上欲置人于死地、又踏上一只脚叫人永世不的翻身的气概，实在令人恐惧。当然，脚踏郑家栋是“不值得重视”的次问题，值得重视的主问题是，“我脚踏郑家栋”。换句话说，让评论家重视的永远不是郑家栋有多坏，而是崔卫平们有多好。
        “崔卫平们有多好”是中国文人千古不变的理想，是儒家思想真正的利益追求。这种文人精神一方面需要通过文学抒情把自己想象为多好，因此它坚决反对基督教人人有罪，按本性人都该下地狱这种深刻的内省；另一方面，她有“道德堕落事件饥渴症”。也就是说，她需要甚至制造放大道德败坏事件，通过并只能通过把这些不道德事件对象化从而确证自身。儒家道德的荒谬之处在这个地方，为了证明自己是君子，就必须把别人论证为小人，或者说，它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特别需要小人的存在，而并非象她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它是为了培养君子的。儒家实在是制造他人道德丑闻的小人之学，而这种深刻的道德败坏又坚定地根植于资源的竞争，道德上的征战是为了捍卫食物利益和敌人意识的。
        因此，“郑家栋事件”可以视为“郑家栋现象”，它确实显示了儒家文明在内的逻辑悲剧，只不过这种文化悲剧主要不是通过郑家栋们显示出来的，而主要是通过“徐友渔崔卫平”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具有普遍性。文学派和自由派以道德文章毁人立身，这表明“三国”实为一族。是为非基一族。
        如果中国的心灵仍然为非基主义的鲁迅精神和胡适思想占据的话，中国遭遇各种苦难、纷争和互相践踏，无法摆脱专制是不奇怪的。如果说西方正在为19世纪的非基运动在20世纪接受惩罚，那么中国正在为20世纪的非基运动在20世纪和21世纪接受惩罚。中国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与法国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何其相似。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理直气壮的无神论呼喊，与十九世纪那些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喧嚣何其相似。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神在历史中，不仅表现在中国非基运动大潮兴起的现代，也主管着中国古代的历史。人们应该记得，康熙开始的百年禁教，这一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进一步拉大差距的一百年，中国在禁止福音的同时也禁止了科学和民主，整个国家处于全面危机之中。中国的历史就是不信者被惩罚的历史。最近网络上有一并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的15次人口灭杀》，作者不清楚是何人。有意思的是，他在开篇处“复制”了《灾变论》中的一段话：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谈到，秦“统一大业”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秦皇既殁，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之后，作者谈到中国十五次大规模杀人：（1）秦末十年战争，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2）汉武帝伐匈奴，50%的人死亡。 （3）西汉末年混战，人口死亡65%。（4）黄巾起义和三国鏖战，98.3%的人口死亡。（5）西晋八王之乱（数字不详）。（6）南北朝混战，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 （7）隋朝，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 （8）安史之乱，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 （9）唐末宋初，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10）金、元灭两宋 ，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11）元末混战 （未详）。（12）明末混战 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满清入关，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14）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中国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15）抗日战争与中国内战， 日本人屠杀3000多万中国人。1946-1949年国共内战，国军死亡341万，共军死亡150万，三年共有491万人战死。需要补充的是，最后这一统计不包括平民死亡，包括这一数据，中国至少有1100万人丧生。另外，人们普遍相信，中共建政以来，“非正常关系死亡人口”为8000万。
        我们怎样理解这一灾变历史的血腥记录呢？以色列的伟大先知以賽亞曾预言说：
        天哪、要聽、地阿、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們竟 悖逆我。（賽1：2）
        犯罪的國民、擔著罪孽的百姓 、行惡的種類、敗壞的兒女。他們離棄耶和華、藐視以色列的聖者、與他生疏、往後退步。你們為甚麼屢次悖逆、還要受責打 麼。你們已經滿頭疼痛、全心發昏。從腳掌到頭頂、沒有一處完全的。盡是傷口、 青腫、與新打的傷痕。都沒有收口、沒有纏裹、也沒有用膏滋潤。你們的地土已經荒涼。你們的城邑被火焚燬。你們的田地、在你們眼前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傾覆、就成為荒涼。 （賽1：4-7）  

        你們這所多瑪的官長阿、要聽耶和華的話。你們這蛾摩拉的百姓阿、要側耳聽我們神的訓誨。若不聽從、反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賽1：10 、20 ） 

        你可以否认，说，耶和華只是以色列的神。 但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賽2：4） 

        三、没有信仰就没有自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
        更新胡适的美国观念应该是中国当下“启蒙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这点不仅对无神论知识分子是重要的，对一些信徒同样重要，因为双方以不同的立场在曲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两者同时在片面理解耶稣关于“上帝和凯撒”的二元论。基督教是高度关注社会生活的，“上帝和凯撒”的二元论首先是耶稣本人教导的，正如“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这一真理是由“我”这个绝对主体向世人宣告的那样。其次它统一于上帝是上帝、而上帝无所不在这一基本信仰之上。
        关于基督教与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人们可能过于关注经验领域，即政教分离的欧洲历史给政治提供了多元框架。事实上这是极为次要的方面。信仰对自由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心灵方面。第一，原罪观念使宪政安排成为必要。第二、顺服神不顺服人的观念，一方面高扬个体自由，另一方面使人敬畏秩序。没有信仰，社会没有能力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获得均衡，能够制定善法并敬守之。美国宪法签署人之一，麦亨利(James McHeny)说：圣经“可以独立保障社会秩序和和平，并给予我们公正的法院、政府的宪法一份纯洁、安定和有所助益的安全感。没有圣经，我们只会徒劳无功地在宪法之外制订越来越多的法律规章。”第三、上帝就是爱，它使理性自由主义获得了生命根基。没有爱，个人理性或利益选择更可能支持专制主义。这一点正是中国自由派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一方面，他们苦口婆心地在理论上批评中国的专制权力按理性是不合法的，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政客们在实践中，正在一丝不苟地按经济人理性维护着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没有信仰就没有自由，这个命题是我犹豫多年今天可以公开宣布的。人们以台湾和韩国（甚至日本）的例子来反驳我。但那里的自由正是基督教自由影响的结果（两个地方的信徒比例都很高），而其民主缺陷，也正是因为基督化的程度还不高。至少对于美国式民主来说，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如果没有耶稣，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美国。华伦（Earl Warren），1954年时的加州州长，后来还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说：我认为一个人若不明白圣经和救主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守护神，他就无法明白我们国家的历史。不论是维吉尼亚的宪章或新英格兰的宪章，都在说明同样的目标，无疑地，这是一块蒙受基督教达见所赐福的土地。
        这个国家真正的立基者是耶稣基督和祂的教训。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说：“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立基者。”法国历史学家论到加尔文派的教徒时说道：“这些人是英国真正的英雄。……他们建立了苏格兰；他们建立了美国。”另一位法国学者和历史学家杜奇尼(D'Augibne)说：“加尔文是最伟大的共和国家的立基者。”他把美国列为是共和国家之一。十九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称加尔文就是“美国之父”，并补述道：“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加尔文不仅影响了长老会的信徒，还有所有的天路客，如英国国教或圣公会、公理教会、浸信会、清教徒、改革的荷兰、德国、瑞士和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教徒。而这些信徒，是美国大陆的第一批居民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者。
        美国共和制首先直接得益于长老制教会。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军队里超过半数以上的士兵和军官都是长老教会的。长老教会反对独裁与所有形式的君主制度。就如詹姆斯一世说过：“长老会反对君主制度，就如神对魔鬼的态度一样。”长老教会扩展到的每一个角落，便随即产生一个共和国。世上存在的每一个共和政府，都是受到长老教会和加尔文主义影响所产生的。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形成美国精神的那些法律文件，其次，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那些作为美国理想的代言人的一些伟大人物。我相信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两百多年来，我们认识的美国是一个被精心策划过的“去基督化”的美国。
        一个美国人这样记述美国的自由历史：
    哥伦布视他的航行是为了成就以赛亚预言到有关异教徒将转向真神的事情。他在远征大约十年后写道：“是神把航行到印度群岛的心意放在我心里的（我能感受到祂的手在我的身上）。所有听到我计划的人都嗤之以鼻地嘲笑我。但无疑地，这是圣灵的启示，因为祂用圣经的话语奇妙地安慰了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渴望在驶往印度群岛的航行上，施行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如果没有耶稣，美国人极有可能永远不会来到这块大陆。
        当第一批人在登陆普利茅斯之前，曾一同坐在舰长室所写下的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这份著名的文件同时被称为是“美国的出生证明”。他们断言是为了“荣耀神和拓展基督教的信仰”而前来的，是出于对这份信念的了解才出发的。这就是「开国祖宗」(Pilgrims，又译「天路客」)远走他乡的原因。
        在1636年他们又用此作为根基订立了一套完整而详尽的宪法。以此形成1776年时一百个根据圣经所立的约、协议和宪法，为这个拥有独特自由和基督化的美国奠定了根基。
        1730 年至 40年间，一个重大的复兴横扫了许多的殖民地，这场大觉醒帮忙把这些不同的殖民地连系在一起，并使他们合而为一。
        美国独立宣言的书面宣言是“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No Kings but King Jesus!)。当时五十五个聚集在费城制宪大会撰写美国宪法的人士中，其中有五十名，或是五十二名无疑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百分之九十八的美国人是新教徒；百分之一点八是天主教教徒；百分之零点二是犹太教教徒。
历史学家威尔斯（H. G. Wells）宣称美国的宪法“无疑是基督化的”，因为绝大部份立宪者是基督徒，他们的政治哲学来自圣经和其它的基督教来源。宪法是基于依据法律，而不是人的政府；是基于公民和代表公民的公共官员们必须受到一个基本的，并合乎神的律法之管理概念。宪法是基于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而制定的。圣经说：“神不偏待人。”（徒10章 34节）所有的人都“被造物主赐予某些不能夺取的权利”。这些权利最早在那里表明的呢？就在十诫里。宪法被赋予保护个人自由的义务。身为基督徒，立宪者相信：“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得以自由。”（林后3章 17 节）。宪法是基于开国者了解人是有罪的而制定。因此，他们分散权力，行政和立法分开，立法和司法分开，以致没有一个团体在另一个之上。麦迪逊在联邦党章五十一条中写道：“什么才是最能反映人本质的政府呢？如果人们是天使，就不需要有政府了。如果天使来管理人，那么从内或从外来控制政府亦都无所需要，在形成人来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存于：你必须先使政府控制管理者；其次再强迫它控制它自己。”基督教里有关人的罪性的教训是导致美国宪法权利分立的主因。
        《美国的神和国家》(America's God and Country)的编辑费德拉(William Federer)对撰写宪法的人作了一番统计：“属于圣公会的人有廿九名，属于加尔文派约有十六到十八名，两名是循道会，两名是路德派，两名罗马天主教徒，一名游走在贵格会和圣公会之间，一名是公开的自然神论派——这位是富兰克林博士，他参加各式各样的基督徒崇拜，当众公开祷告，并对所有的教派做出许多贡献。” 

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就宗教方面规定：“国会不应制订任何有关设立或禁止某个宗教的法律。”该修正案存在很多误解。一方面，教会和国家的功能是分开的，但这不意谓着要把神或基督教和国家分开。另一方面，第一修正案真正的目的不是用来鼓励推翻基督教，更不是为了促进回教或犹太教或不信者的兴盛；而是要排除（当时）基督教教派之间的对抗，并防止任何教会国家化所引发的成就，以免造成教会国家化所带出的排他阶级制度的产生。十九世纪最高法院法官斯托里指出“第一修正案”能够解决几世纪迫害基督徒的问题，“它(第一修正案)因此除去了宗教迫害的手段，以及从使徒时代至今都被践踏的宗教意识权利。”

事实上被自由主义视为人类第一部人权法案的英国《自由大宪章》，首先是一份基督教文献。1215 年总主教兰顿（Stephen Langton）使用以圣经为基础的英国法律，拟成了英国大宪章——也就是美国宪法的始祖，它维护了神所赋予英国百姓以及基督教会的权利，在今日它则被记念为是一本对促进法律保护下之自由有极大贡献的著作。从摩西到查士丁尼(Justinian)，从阿尔弗烈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到布莱克史东(William Blackstone)和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et Pacis)。在法律的历史中，圣经思想一直是所有法律的基础。
路兹和韩门（Donald S. Lutz & Charles S. Hyneman）两位教授回顾了1760和1805年之间大约一万五千件政治文献，他们发现，最常被开国元祖们引用的是圣经，占所有引文的百分之卅四。最常被引证的思想家不是自然神教信仰者和哲学家，而是保守的法律和政治思想家，他们全都是基督徒。
        自由的历史向人们证实的正相反，并不是所谓政教分离或无神论能保障自由，而是只有在正确地把信仰放在政治之上，才能拥有自由。对美国人来说，“抵挡专制就是顺服神”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一些著名人物是怎样说的——他们与杜威不同，但显然，他们更有理由成为美国理想的解释者。
        美国革命之父亚当斯(Samuel Adams)是一位基督徒。他写道：“乃是借着阅读和仔细查考伟大的律法颁布者，和基督教会的头所颁布的理论而有的，而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并公布在新约里，人们可以从当中了解到这些权利。”当 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时，亚当斯宣告道：“我们把这一天交还给掌权者，所有的人都应该顺服祂。祂掌管天地，从日出到日落，愿祂的国度降临。” “独立宣言第一次以救赎主在世上的使命为基础，组织了社会的协议，也是将人类政府的房角石立基于基督教的训言上。”

        派崔克-亨利（Patrick Henry）宣告说：“不自由，毋宁死！” 作为一位基督徒，亨利说：“我们不可能不强调这个伟大国家的建基，乃是根源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因着福音而兴盛的！为了这个原因，其它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亦能在这里享受被保护和敬拜的自由。”

        约翰威瑟斯庞牧师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曾任纽泽西大学(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对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编按：美国第四届总统，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有很大影响。麦迪逊在立宪运动中说：“我们没有把美国文明的未来下注在政府的权利上，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根据神的十诫管理我们自己的能力上。”

        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是一位被“遗忘”的基督徒。华盛顿是一位在圣公会地位很高的教区代表，他以他属神的情操和他热切的祷告生活出名。华盛顿在1778年 8 月 20 日写信给纳尔逊（Thomas Nelson）时说道：“全能者的手对这一切的带领是这么地显著，如果人们不够感恩到知道自己的责任的话，他一定比缺乏信心的异教徒更糟、更邪恶。”当华盛顿离职时，他在告别辞中说：所有导致政治兴盛的性质和习惯之因素，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支柱。如果某人企图推翻这些，而认为人类仍能获得伟大和快乐的支柱，那么这人自称爱国是徒然的……。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耽迷于某种以为离了宗教和道德还能维持的假设里面。”

        约翰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亚当斯之子，美国第六届总统）说：“美国革命的最高荣誉，是它连结了一项永远不变的原则，亦即公民政府连结基督教的原则。”这与所谓的「政教分离」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远。
    林肯总统是美国精神另一位代表人物。他说：“邦国和人的责任是要依靠神掌管的大能……，并认识圣经所宣告与历史所证明的崇高真理，那就是认识耶和华是神的，那邦国是有福的。”林肯对圣经作了一项令人难忘的告白： “关于这本伟大的书，无庸我再置喙了！它是神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救主给予这个世界所有的美事尽在于斯，没有它，人类将浑然不知是非对错。” “我们认为，在这位被触犯的全能者面前谦卑我们自己。坦承我们国家有罪，以及祈求仁慈和赦免是恰当的。”他所下达的最后一个法案是，硬币上必须刻着“我们相信神”(In God We Trust)的字样。被暗杀那一夜，他和他的妻子玛丽前往福特戏院(Ford's Theater)。他向前靠近，对玛丽说出了他在世间最后的留言：“你知道我现在想做什么吗？我想带你到中东去旅行。」”“我们要去祂诞生的伯利恒。”当凶手布斯静静地走进总统包厢时，林肯继续说：“我们要拜访伯大尼，随着那条圣洁脚踪所行过的路途走。”布斯举起枪，朝着林肯的头部——林肯的话在继续：“然后我们上耶路……”

        在美国始终有一群基督徒反对蓄奴 。威伯福士(William Wilberiorcc)终生反对奴隶制度，并坚决反对大英帝国贩卖奴隶，其主要动机根源来自圣经。1835 年废奴社团的成员里，有三分之二的会员是牧师。《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的作者斯托小姐(Harriet Beecher Stowe)是一位牧师之女，斯托在整个故事结尾时说：“不管是南方或是北方，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罪；教会对于响应这个问题，已是责无旁贷！”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是另外一位著名的基督徒。
        富兰克林在起草美国宪法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 “阁下，我已年迈，但当我活得越久，我越相信一项真理——神掌管人类的事务。如同麻雀一般，若没有祂的许可是绝对不会落地的，一个国家的兴起能够缺少祂的帮助吗？阁下，我们坚信圣经所言：‘非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便枉然劳力。’”

        爱因斯坦说，相对论应该是用在物理世界中，而非伦理情境里。人不能活在道德或文化相对论中。在二次大战后的纽伦堡大审中，纳粹领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们并没有作错任何事情，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法律行事，他们说犹太人该杀。而你们是谁，胆敢从另一个文化、社会的角度把你们的道德强加在我们身上？”爱因斯坦说：“科学只能确定怎样，而不能确定该怎样。其范畴之外，各种价值的判断仍是必需的。最美丽的东西是神秘的。它是艺术与科学的根源。我们对生命只有两种看法：全非神迹，或都是神迹。我相信后者。”

        ……
        四、不知道感恩和内省的评论
    最后我们可以谈谈谈所谓政教分离的问题，并简单分析一下基督教历史上的罪恶。
        有些无神论知识分子坚持他们的二元论，他们认为宗教无权越界讨论政治。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说是根据康德的壁垒还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如果是后者，他们误读了美国宪法。如果是前者，他们不了解康德是怎样在休谟的绝境中为宗教划出地盘，并勉为其难地阐述他的实践理性的。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不理性”的，它的绝对命令不过是自然神论中的的上帝的哲学化装而已。没有上帝的命令，康德的实践理性一步也走不动。这种二元论的逻辑也不能面对这样的质问：你不要批评北京的专制，因为他们也不信仰你所信仰的自由。没有绝对标准就不存在任何对话的可能性。所以说，相对主义是一种精神自杀。他们宣称，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但同时又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这一判断是绝对的。
        坚决要民主和科学却拒绝上帝的观念，是一种不知道感恩的观念。一方面，他们不清楚美国式民主或科学是基督教之根上结出的果实，另一方面，他们在拒绝上帝的同时也必然将拒绝民主和科学。中国20世纪没有证明别的，不过是一个只想享受福利却不想倾听福音的民族再次跌到的记录而已。他们在自由中，在妇女解放中，在儿童中心主义中，大学教育中，却不纪念这一切是怎样来的。他们妄想，这一切现在没有基督也行。事实否定了这种傲慢。
        反对宗教和政治的相关性，更主要是一些信徒的观点。著名的甘－雅各  (D.James Kennedy）牧师的就此批评说：有人认为，圣经和基督教只谈属灵的事务。吉斯特梅克(Simon Kistemaker)曾指出，教会体制里只能讨论某些议题，然而圣经所谈论的范围却是无限，其中政治正是范围之内的课题之一。 加尔文强调，三位一体的真神超越普天之下万事万物以及所有人间王国——不仅是教会，也涵盖生命中每一个层面。政治更是不能自外于基督了，因为神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来源。圣经上说，所有的权能来自神。人所行使的权力是神所委托于人的。了解这一点是相当要紧的，因为历史明白地告诉我们，任何独揽大权，管理国家、人民的人本主义国家，或是非基督教国家，最终的结局便是极权主义。从神是政治权力来源的角度，神限定了国家的权威和权力。限制意味着一旦执政掌权者逾越他们的权限时，基督徒自有义务予以抵抗。如果国家命令基督徒从事和神话语教导相反的事情时，基督徒所要顺从的是神，不是人(徒五 29)。“我相信教会和国家之间必须有所区隔，如同加尔文所教导的那样。但是，教会和国家的区隔并不意味着，神和国家分开……圣经清楚地指出，‘忘记神的国家，都必归到阴间(诗九 17)’。美国建国者无意建立一个与神分离的国家。独立宣言承认神赋予人类不可剥夺的人权。”主张信徒远离政治的人，实际上是真正的私意解经，而且狂妄地给神的无所不在划定了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他们给法老留下的自治领地。
       关于基督教历史上的罪恶，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前不久刘晓波先生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基督教历史上的迫害异端》。坦率地说，除了一些神学概念上的错误（如“基督教对人文主义的贡献”等词语），他所罗列的一些案例并非不是事实。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评论与刘晓波先生一贯的立场有一种矛盾。刘的政论文章很多具有论战性，论战的主要对象是“爱国贼”，论战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美国也有缺点”这种犬儒论调。晓波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常说：“美国当然有缺点，但这用不着你说，美国的媒体天天在说！相对来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更值得中国学习和尊敬！”“不能利用美国也有缺点拒绝美国式民主”。“中国尤其没有资格指责美国，美国有缺点，而中国的缺点则是罪恶了。”（大意）然而，我们发现，晓波在美国式民主和美国式宗教信仰的问题上“采取了两个标准”。
        我们首先必须说明，关于基督教历史的罪恶，教会自己做了最充分的反省。刘晓波所引用的材料，相当部分是教会作家公布的。当然，另一方面，中共的历史学家关于教会的罪恶，材料更是“充分”。其次，所有指责教会历史上罪恶的人，他们所秉承的正义观念，无一不是基督教提供的理念。换言之，他们不过是在用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观念在批评教会。最后，关于基督教历史的罪恶，这些批评完全缺乏历史感，他把当代的人权观念用来指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而在同样的历史时期，没有一个团体有教会那样进步，那样文明，那样为人类作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当我们阅读下文教会的罪恶的时候，请想想同一时间，当时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国家和人民在干什么。我们不能对人提出超越时空的天使般的要求）。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套用上面的话，无神论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资格指责教会历史上的缺点。你当然可以批评特蕾莎修女的缺点，而且她肯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觉得这种指责（尽管同时也赞美了特蕾莎的优点），让人感到是非常不公平和诚实的。
        但是，基督徒将欢迎这种批评。这种批评是一种祝福。他们非常清楚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不同，这点世俗论者不明白。信徒犯罪不等于他所信的是错的，正如犹大不能代表后来的十二使徒一样。基督教的信仰是基督，不是基督徒。教会的一些罪恰恰反证了基督教关于“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并因着信”这些真理。没有人是无罪的，没有神人完全没有指望。英国史学家保罗强森(Paul Johnson)说：“在这样的历史中，每一页都可见到基督教领袖的愚行和邪恶，但是在我阅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渐渐地了解到，人们不是因为他们信了基督教才去做恶事，而是应该说，尽管他们有基督教信仰，可是仍旧在犯罪。基督教不是犯罪的源头，反倒是约束人们犯罪的最高力量（且往往是唯一的力量）。‘有’基督教的约束，人类的记录就已经是那么可怕了；更何况若‘没有’基督教的约束力，那么过去2000年的历史一定是更加恐怖了！” “过去2000年的历史一定是更加恐怖了！”这一更加恐怖的历史，我们已经领教过了。
        甘－雅各说：“我们反倒是一再地被提醒（到了近乎令人受不了的地步）有关教会的一些丑行——如十字军东征、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滥杀巫师等等——仿佛这些恶行就是整个基督教的历史。我认为说这话的这人实在很无知，有太多人根本搞不清楚历史真象。其实是传福音的基督徒受到了异教裁判所的迫害，而不是他们去迫害别人。”这位牧教简单疏理了世俗论者所不厌其烦地批判基督教的几个著名的“事实”：
    1、十字军。十字军的形成是为了对抗回教。七世纪时，穆罕默德的信仰被用刀剑大力地广传，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迫改信宗教，或者被杀。属基督教国度的拜占庭王亚历克赛(Alexius)试图驱逐突厥人，却末能成功，于是向教皇请求协助。1095年法国的乌尔班二世(UrbanⅡ)发表了历史上最动人的演说之一，成千上万的战士、武士便动员起来组成了大军，前往驱逐圣城的异教徒。“十字架士兵”到达耶路撒冷后，就大开杀诫屠杀了当地居民，当时的战争都是如此野蛮。五十年后，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次的征召的成员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是极其邪恶、不敬虔的人，还有亵渎神的人、杀人犯、作伪证者等，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后来的十字军东征更糟糕。好战的回教徒有可兰经的支持与认可——可以用武力传教(可兰经第九章29节)，但是基督徒用作战传教则与基督信仰不符。
        2、异教裁判所。异教裁判所成立于 1233年，其作用就是达到法庭的效用；目的是为判决被控为异端的基督徒是否真的有罪。亨利李博士(Dr. Henry Charles Lea)在 1888年写了一套三册的书，书名是《中古世纪异教裁判史》(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 Ages)。他说，要认识异教裁判所就得先知道当时教会的腐败情形；圣职买卖盛行，主教、神父，有时甚至连教皇的职位都是买卖得来的。简而言之，在那时候，教会的各个阶级有许多“不神圣”的人。巴瑞特(David Barrett)博士说在西班牙异教裁判所就烧死了一万二千人。拉克尔(Herbert Lockyer)估算在各国异教裁判所被判死刑的总人数有三万人。异教裁判所的作为绝对是错误的，找不到任何为它辩护的理由，至今仍无人为这段基督教史上最残酷黑暗的一页撰文作为辩解。但是，异教裁判所的成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它所迫害的绝大部分是真正的基督徒。西班牙异教裁判所尤其值得一提，在十五世纪末，腓德南国王(King Ferdinand)和伊莎贝拉皇后(Queen Isabella)正忙着把四分五裂的土地(当今的西班牙)统合起来，西班牙异教裁判所之建立，目的之一“是为了推动国家的统一”。
        3、塞勒姆女巫的审判。中古世纪时期，有许多人以基督之名将成千上万的女巫冠上罪名处死。但这种歇斯底里的现象最后是在教会的协助下才终止的。马特(Increase Mather)和他的儿子科顿(Cotton)带领时的清教徒牧师们出面公然反对。马赛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良心的个案》(Cases of Conscience)，文中极力呼求众人回归圣经的教导，如此才将这种以扣帽子杀人的情形止住。诚如学者贝理米勒(Perry Miller)所作的结论：“马塞——独自地——结束了这场谋杀事件。”我很欣赏刘晓波为美国虐囚事件的辩护，他说，那毕竟是美国记者披露的，是美国自由的表现。我以为这个逻辑也可以用在上面的事件上。与此相关，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加尔文的概念，基本上都受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的影响。一方面，这本书同样没有考虑加尔文时代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宗教法律状况，而用当代的人权观念苛求历史; 另一方面，对加尔文这位美国的精神之父缺乏了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在历史上的贡献无与伦比。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但基督徒相对来说贡献最大。我们不能在这世界上找到天使和鬼魔的对立，只能在较小的恶和较大的恶之间作出划分。当那些较大的恶攻击较小的恶的时候，对于小恶是一种祝福，以便让他们做得更好。但这种批评对于大恶来说，则是伪善的，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其罪滔天，并因从不反省而未能止息。在一世纪以前，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代表美国国务院出使英国，在一个晚宴上，有一些人嘲笑攻击基督教（特别是宣教工作），他大声说：“我挑战任何一位怀疑论者，让他在这地球上找出一个十平方哩的地方，在那儿人们可以平安而有尊严地生活，妇女受重视，婴儿和老人受尊敬，人们可以在那儿教育子女；而这个地方尚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先去铺路开先锋。如果怀疑论者可以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我鼓励他移民过去，到那儿去传讲他们的‘不信’”。
        五、教会的种子
        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还没有从文化义和团中彻底出走。他们所说的上帝不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他们所说的美国也不是华盛顿、林肯和布什的美国。他们说的科学不是牛顿和帕斯卡尔的科学，他们说的民主不是托克维尔和阿克顿所说的民主。被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正确地奉为自由主义大师级人物的托克维尔在考察过美国民主之后说：“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驽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另外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说：“除了依靠法律，自由还需要宗教和良心的支持。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词典里，孟德斯鸠、柏克、洛克等自由派大师也受到了同等的尊重，尽管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说过同样的教训。所以我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倒底尊敬他们什么。
        中国仍然是非基的政府、非基的知识分子和非基的人民的政治联合体，尽管他们也彼此为仇。这种对立从来没有超越过上个世纪文化义和团运动建立的共同基础。相对来说，似乎政府方面对自由的宗教根基更为敏感，他们将蔡卓华等仆人投入监狱，有它深刻的政治上的焦虑。当然，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诚实地、激烈地寻求自由，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变化，而这一点，先知以塞亚早就预言了——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是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原文是希尼〕国来。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赛 49:8-13）
        这些变化的信息特别通过蔡卓华等人的遭遇显示出来了，中国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福音复兴运动之中。因为，“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而教会，是整个社会文明的种子，信徒是社会的光和盐。
        遗憾的是，世俗统治者并不真正不了解自由，更不了解信仰。自由的历史，首先是基督徒追求心灵自由的历史，是苦难和逼迫中蒙恩的历史。根据使徒行传记载，苦难的经历与圣灵的经历是不可分离的。有教牧说：在使徒行传中，二章五旬节圣灵充满降临马可楼，在三章使徒受官府的逼迫，而在四章又重新得到圣灵充满。在五章因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欺哄圣灵一事而受试炼，在六章选出七位被圣灵充满的执事，而后发展成为坚强的教会组织，又在七章出现了司提反执事殉道事件。初期教会从一世纪开始到四世纪 ——再具体说就是到主历313年的米兰赦令(教会解放宣言)，圣灵的能力在迫害、试炼和痛苦中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了。通过亲自经历耶稣的十字架，亲自体验充满活力的信仰，教会得以活泼地成长发展起来。因此，初期教会的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教父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在教会成长中发挥种子作用的正是殉道式的信仰。
国家为什么迫害基督徒呢？罗马帝国的皇帝迫害基督教和基督徒的直接动机是政治上的原因。基督徒认为除耶稣以外，不能称任何人为主，惟有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Κυριο?)，他们无法称罗马皇帝为主，无法尊敬和敬拜他。基督徒被迫害，也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构成威胁。例如基督徒信主后，将他们拥有的奴隶释放；这行动在当时的人看来，真是大逆不道。而且，未经政府批准而释放奴隶，是可以被处死的。但基督徒却遵行爱弟兄的命令，冒死释放奴隶，这样更造成其他人对他们的敌视。 这种情况在20世纪是一脉相承的，卡尔-巴特在第三帝国中公开宣布，上帝是上帝，这是希特勒所不能容忍的。这种状况可以解释635年以来，中国信徒在任何历史时期所遭遇迫害的主要理由。基督徒强烈抗议把人视为神，而把（某些）人视为神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精髓。
        现在×××正在中国遭遇迫害。基督徒当然同情他们。但是，无论是在中国（从唐朝景教明清到今天），还是在欧洲，基督徒所遭遇的迫害要更加残酷。在农民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至少23200多信主的人被杀害，在一些教案中，中国的“正统裁判所”不经审判就将他们投入监狱或处死。在文革中，中国教会至少在表面上全军覆没，信徒的生命被杀害和凌辱，财产被抢劫。而他们的反应方式与法轮功存在根本的区别。基督教受逼迫的历史永远是世俗权力和暴民甚至知识精英合作的历史，也永远是在逼迫中更茁壮成长的历史。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而这段历史让很多人感到陌生，至少远远没有“基督徒教历史上的罪恶”更让他们记忆犹新。正是在这些惨绝人寰的苦难中，孕育出了西方社会的人道精神、自由民主和科学。
基督教在最初的二百多年中，经历了无数次政府颁谕的禁制、逼迫与及民众暴力的对待，不少基督徒因此而殉道。主历64年，尼禄皇帝（Nero， 约37-68 A.D.）在罗马城纵火，却向基督徒追究责任。按当时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约56-120 A.D.)的记述，在罗马城大火之后，罗马的居民普遍相信是尼禄皇帝纵火，为了消除百姓对他的怀疑，他便将纵火的罪推到基督徒的身上，并用极残忍的方法来惩治他们。在竞技场内，不少基督徒被迫穿上兽皮，使他们看起来像野兽一样，然后放出一群猎犬，将他们活生生地撕裂咬死。这一群在竞技场殉道的，已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其余的，尼禄皇帝吩咐部下把他们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燃烧，以照亮尼禄皇帝的园游会。按教父革利免的记述，保罗与彼得便是在尼禄的迫害中殉道的。
        多米提安皇帝(Domitian: A.D.81-96)要求他人称自己为“主和神”(Κυριο? και Δευ?)，他把拒绝如此称呼他的基督徒当做国家的判逆者或无神论者。庇推尼(Bithynia)总督普林尼(Pliny)上谕皇帝说：“这偶像宗教(基督教)在迅速发展，不仅充斥城市，甚至发展到小亚西亚村落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导致圣殿(向罗马神敬拜的地方)衰败，牺牲的祭物滞销”。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普林尼向皇帝呼吁处死基督徒。皇帝下令处死基督徒，但若有人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向罗马神献祭则被释放。一百二十岁高龄的耶路撒冷主教西门(Symeon)被钉十字架(A.D.107)。同年，著名的安提阿主教依纳爵(Ignatius)被押送到罗马，在圆形大剧场(竞技场)的众观众面前死于狮子之口。瞬时间狮子将他血肉吞噬，只剩几块残骨。
    哈德良皇帝(Hadrian: A.D.117-138)作为献身于罗马国家宗教的皇帝，对基督教和犹太教同时进行逼迫。他在犹太教圣殿遗址建希腊之神丘比特神庙，在十字架受苦之地高高树立希腊神比诺斯之像来侮辱犹太教徒和基督徒。
    主后一百六十一年奥勒留流皇帝（Marcus Aurelius）在位。按史学家沙夫（Schaff）的描述："殉道者的尸首，满布街头；那些尸首被肢解后焚烧，余下的骨灰则散入河中，以免这些“神的仇敌”沾污大地。
  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 A.D.284-305)要求他人称他为神，他还自称为世界的主人(Master and Lord)，无论何人都必须在他面前下跪，还要磕头触地。他在原形剧场把信徒投入狮子之口。
        那么在这种大逼迫中，基督徒是如何“迎战”的呢？ 

当时小亚西亚的总督卡德拉特斯(Statius Quadratus)对士每拿著名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的信仰进行考验。裁判官说若他指着皇帝的名起誓咒诅基督就释放他，但波利卡普告白说：“八十年来，我侍奉我的王、我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丢弃过我，我又岂能否认拯救我、爱我、满有慈悲怜悯的我的主呢？”。巡抚严厉的说：“那我便不能不将你丢给野兽吃。” 波利卡普回答说：“放你的野兽来吧！”巡抚说：“你若轻视野兽，那我把你焚烧。” 波利卡普平静地回答说：“你想以火吓我，那火充其量不过燃烧一小时罢了，你却忘记那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火。”巡抚大声的向群众说：“波利卡普说他是基督徒！”暴民于是一涌而上，将他烧死。波利卡普以喜乐的心登上了火刑场，在烈火中他高声赞美主说：“赞美主，感谢主，因您使我被纳入殉道者的行列，使我尝耶稣苦难的杯，使我借圣灵得永不朽坏的灵魂与身体而享永生”。
        迦太基(Carthage)主教奚普里安(Cyprian)的殉道同样震撼人心。他在众多的观众面前，自己脱下衣服，遮住双眼，让一位平信徒长老把双手捆绑，付给执行官黄金二十五两作为让他得到永不朽坏的黄金冠冕的酬金，而后慷慨就义。奚普里安高喊“慈爱的神”，直到断气前也不忘祷告。历史学家吉本(Gibbon)评价说：“他的殉道是最有礼节，最郑重的一次”。
波朗迪娜(Blandina)是位奴隶出身的少女，在最残酷的拷打中显现出超人的毅力和非人的坚强。最终，她被掷入网，成为狮子的食物(A.D.177)。普塔米爱娜(Potamiaena)是位纯洁的绝妙美女，她受到的比死更残忍的、更可怕的猛兽的威胁，又在严刑拷打后，与她母亲一同被煮死于沸滚的铁锅里(A.D.202)。给这母女执刑的军人叫波希利德斯(Basilides)，他被这一美丽的殉道场面所深深地感动，怜悯之极最终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来他也被斩首，成了馨香的祭物。据说他临死之前普塔米爱娜(Potamiaena)在夜晚与基督一起显现，给他戴上殉道者的冠冕。奴隶腓利西塔斯(Felicitas)和她的孩子一同被下在监里，但她怀着在天国见面的盼望，与孩子热吻而别，最终被猛兽撕碎吞噬。
有作者总结说：基督徒们在三个世纪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暴动和革命活动，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被动，单单以殉道来厮守真理、保持信仰。然而殉道是比暴动、比革命更有价值的，是更大的挑战。基督徒在历史当中不仅获得了超越历史的胜利，而且也经历了最后胜利。他们在苦难之中创造了荣耀，因着与基督同行坚险苦难的路，也与基督一同在历史中享受荣耀。大概在二百五十多年之久的漫长的逼迫当中，初期教会的圣徒们将信仰的气节坚持到底，保持了教会的生命力，并且在苦难中宣扬福音。终于在A.D.313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us)颁布的米兰赦令，使基督徒从地下走出了地面。在两千年教会历史中，再也找不到象这一时期教会如此有生命力又充满活力的教会形象。那些逼迫教会、逼人喊万岁和主的皇帝都死了，而耶稣仍然活着——这个在世界上只拥有一套外衣并在钉十字架是被抓阄瓜分的拿撒勒木匠，今天在全世界拥有20亿信徒，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死和复活，将整个世界都更新了。
   　 当代中国基督徒遭遇的逼迫，不过是罗马帝国时期那些灾难的重演。我们有充分的圣经根据相信，中国的福音复兴运动，也将加倍的重复出现。这必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特别祝福，并通过这些苦难怜悯和呼召“秦国”的人民。神以自己的计划在从事拆毁和重建的工作。在这一福音复兴运动中，我们有理由期待自由的中国，将从各种形式的义和团运动中被释放出来，并慢慢地，坚固地降临。
                                                                                               2005年7月20日
    注：本文一些资料转自《如果没有圣经》（甘耀嘉译）、《如果没有耶稣》（林怡俐/王小玲等译）两书，甘-雅各(D.James Kennedy）:、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著， 橄榄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特此说明并向中国读者推荐。
刘澎：宪法比较：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  

      现代国家依靠法制管理国家。在一切法律中，宪法是根本的大法，是其他各种法律的基础。因此，考察一个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就要从宪法的层面，从总体上把握这个国家对待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者的政策。
除了宪法之外，鉴于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和在不同环境中存在发展的差异，许多国家还制定了综合性的专门的宗教法或与宗教有关的针对性较强的单项法律，但这些法律的权威性毕竟不如宪法。因此，考察一个国家从制度上如何对待宗教、如何对待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比较的标准，还应该是宪法。
                                                                        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
      世界各国宪法几乎都涉及到了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问题，但在表述上却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信仰自由”意味着在信仰上可以自由选择。具体到宗教信仰上，是指一个人可以自由地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自由地信仰这种宗教或那种宗教。对此，人们在理解上似乎不会有什么歧义。
      然而，从法律的角度上说，究竟什么是“信仰自由”，却存在着非常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宗教自由，它不仅包括人在思想上、精神上对某种宗教的信仰，而且包括对某人所信仰的宗教在行为或行动上的表示，即以单独或纯粹的、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参加宗教仪式、宣传宗教教义、参与宗教活动、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另一种理解则可以将“信仰”解释为是一个人头脑中的意识，是一个人在思想意识与精神范畴内的活动。换句话说，“信仰上”的自由与人的宗教实践、宗教活动的自由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信仰自由并不等于宗教自由。
      但人们根据常识可以知道，一个人如何思考、相信什么，本来就是“自由的”、是无法剥夺的。从法律的可操作性来说，法律能够限制的只能是人的行为与实践活动。许多国家的法学家、立法者、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充分注意到了对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的法律表述在概念上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有可能导致的公民在享受其权利时产生的不同后果。因此，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时，往往不是简单地、孤立地使用“信仰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的表述，而是将“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联系起来，对“信仰自由”的具体含义进行解释和定义；有的则直接使用“宗教自由”的表述，以便强调公民不仅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有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也规定了公民在行使宗教自由权利时，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不能妨碍公共秩序与公共道德。
       根据对世界上110个国家现行宪法的统计，89个国家的宪法有“宗教自由”或“宗教活动自由”的表述，在宪法中不提“宗教自由”或“宗教活动自由”的国家，只有21个。 下面试举几例可以清楚看出某些国家的宪法对宗教自由的理解和对公民享有宗教活动权利的强调。
       巴基斯坦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有信仰、实行和宣传宗教的权利。 

       塞浦路斯宪法：任何人都有思想、信仰和宗教的自由。 

       印度宪法规定：一切人皆平等享有良心自由与信教、传教和参加宗教活动之权利。 

       俄罗斯宪法规定：保障个人的信仰自由、信教自由，其中包括个人与他人一起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自由选择、拥有和传播宗教及其他信仰并根据信仰进行活动的权利。 

       瑞典宪法规定：每个公民享有宗教自由，即与它人一起加入宗教团体、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 

       斐济宪法规定：除非本人同意，不得妨碍任何人享有其信仰自由。本条所说的信仰自由包括：思想自由与宗教自由。改变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个别或集体的、公开或不公开的通过礼拜、讲授、实践教义、遵守戒律等方式宣扬传播其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以上这些表述反映了现代国家对公民享有的宗教自由权利的承认与保护，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的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代表了当今世界强调“宪法应体现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的思想。
       与此相反，也有一些国家在宪法中只提“宗教信仰自由”，不提“宗教自由”或“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但这类国家数量不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朝鲜，因为它是全世界唯一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的国家。
                                              国教与政教分离
      如果说宪法对公民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权利的规定体现了一个国家公民自由的程度，那么，国家与宗教团体的关系（即所谓的“政教关系”）则是从国家体制设计上反映了该国宗教自由的状况。
      世界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曾存在过“神权高于政权”或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宗教领袖就是国家元首，宗教教义与宗教法典就是国家的法律，宗教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政教同体。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完全受宗教的指导。宗教领袖对制定国家的内外政策拥有绝对的权威。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合乎宗教的原则。与此同时，国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则毫无社会地位可言。这是古代和中世纪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神权与世俗政权日益分离，特别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政教分离的概念深入人心。目前仍然存在的政教合一型国家已经寥寥无几了。
       然而，尽管大多数国家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反对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主张将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分开，但要真正做到政教分离则是另一回事。世界政教关系的历史进程表明，反对神权统治与政教合一并不等于取消国教或官方宗教。出于对维护本国历史传统、文化特色、民族利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政治体制及大众社会心理等诸因素的考虑，许多在政权上早已实行了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国教或官方宗教信仰。各国在对待宗教团体、处理政教关系上的政策差别很大。各国宪法对此问题的表述远较对公民宗教自由权利问题的表述复杂。实行政教分离绝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世界上至少有65个国家保留有国教，其中伊斯兰教在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巴基斯坦、印尼、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等30个国家，罗马天主教在阿根廷、安道尔、巴拿马、秘鲁、巴西、摩纳哥等15个国家，基督教路德派在冰岛、丹麦、挪威、芬兰、瑞典等5个国家，基督教新教的某些教派在博茨瓦纳、汤加等4个国家，基督教圣公会在巴巴多斯和英国，正教在埃塞俄比亚、希腊、保加利亚，佛教在泰国、斯里兰卡、不丹、锡金，印度教在尼泊尔均为国教或官方宗教，享有政治上、法律上与财政上的各项特权和优惠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属于不容挑战的官方正统信仰。在这些国家中，宪法从各个方面对国教或享有正统信仰的官方教会的特权地位作了规定。例如：
      丹麦宪法规定：福音派基督教路德宗是丹麦的国教，受国家的支持。 

      阿联酋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法是联邦法规的主要来源。 

      科威特宪法规定：伊斯兰沙里亚法是立法的主要根据。 

      冰岛宪法规定：国家征收教会税。 

      泰国宪法规定：国王是最高的宗教赞助者。 

      挪威宪法规定：国王须信奉福音派基督教路德宗，信奉基督教路德宗的国民应培养子女信奉路德宗。 

      马来西亚宪法规定：国家最高元首为联邦伊斯兰教领袖。联邦或州建立、维持或资助伊斯兰教育机构， 或为伊斯兰宗教教育提供资助并支付所需经费，均为合法。 

      危地马拉宪法规定：承认天主教堂的法人地位。宗教单位用于礼仪、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的不动产享受免除各种捐税的待遇。 

      类似的规定在65个保留国教的国家宪法中大同小异，比比皆是，其宗旨就是使享有国教地位的宗教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受到国家法律的特别保护。至于这些国家中的非官方宗教或信仰团体，其处境则正好与国教或官方宗教的待遇相反，长期处于遭受歧视、压制甚至打击的状态。因此，对有国教的国家来说，宗教方面的问题不在于笼统的有无宗教自由，而在于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非官方宗教能否受到公正对待、公民能否真正自由地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
      对于实行政教分离政策的国家来说，为了有别于有国教的国家对宗教的态度，许多国家的宪法特别强调了所有宗教团体的平等，声明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例如：
      韩国宪法规定：不设国教，宗教与政治分离。 

      克罗地亚宪法规定：所有宗教团体在法律面前平等，并与国家相分离。 

      摩尔多瓦宪法规定：宗教独立，与国家分离。 

      日本宪法规定：任何宗教团体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禁止将公款或国家财 产用于宗教组织或团体。 

      乌拉圭宪法规定：国家不资助任何宗教。 

      俄罗斯宪法规定：宗教团体与国家分离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以上这些法律规定体现了现代法制国家在消除政教合一与神权政治的痕迹与影响，取消宗教特权方面所作的努力，其着眼点主要是使世俗政权彻底摆脱宗教的控制，切断国家与某一特定宗教或教派的特殊关系以及平等对待各宗教。这种设计是对历史上宗教曾经长期影响干预国家政治、法律和教育的纠正。但在取消了国教的特权地位之后，作为政教关系中强势者的世俗政权是否会反过来控制和影响宗教、干预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加给宗教团体或限制教徒的宗教自由呢？有的国家宪法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例如：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家不得制定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 

      这个规定的目的在于使国家既不能给与某个宗教或教派特权地位，又不能限制和干预各宗教的自由实践。美国政教关系的实践表明，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国家与宗教相分离”的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它使国家得以在公共管理成本较低、冲突较小、社会收益较大的状态下，稳妥地处理与宗教团体的关系问题。 宗教自由与政教关系是各国宪法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各国的国情不同，回答也不同。在各国宪法中有关公民宗教自由权利与政教关系的不同规定背后，是自由与集权、愚昧与文明的巨大差异。各国宪法对此问题的不同表述说明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公民的宗教自由与国家体制中的政教分离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无论这个过程多么曲折漫长，时代总是要前进、社会总是要进步的。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原则迟早会在人类社会中得到普遍的响应。
                                  （本文为作者2004年10月在“宗教与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